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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可以被描述为有系统的极简化艺术——辨别我们可以预先忽略什么的艺术。


    ——卡尔·波普尔，《开放的宇宙》

  


  总序


  作为CIDEG文库的主编，我们首先要说明编纂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CIDEG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的英文简称，成立于2005年9月的CIDEG，得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而且，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和企业家。我们希望把CIDEG办成类似斯坦福大学非常著名的公共经济政策研究中心（Stanfo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SIEPR）那样，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和政策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在深层知识的产生上发挥作用。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政府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定位和边界至关重要。CIDEG的目标是致力于“制度变革与协调发展”、“资源与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组织、监管及政策”为重点的研究活动，为的是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及教育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学习和协调。


  2005年9月28日CIDEG召开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与环境”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正是中国当今的产业和环境状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几十年历程，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当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不过，中国今后是否可持续增长，却是世界上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源约束和环境制约，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糟糕的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足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来自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正是CIDEG将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发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对发展模式的调整，号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也为CIDEG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更有利的前景。


  而中国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显然刚刚开始，中国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最近《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建立一个排放权的市场是否对控制尾气排放有效？如何资助新环境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经济学素养。而建立一个环境监管体系，就不仅涉及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更需要对广泛社会问题的考量。环境污染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成本和价值的重新分配问题，因而要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考虑环境监管。并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环境污染的源头在发生改变，监管体系也就应该随之改变。


  还有公共卫生问题，比如SARS、疟疾、艾滋病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传播，如何控制这些病的流行，不仅需要医生的合作，而且涉及许多移民的工作、生活和环境等问题。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法要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就要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是独特的。但是，由于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有些研究需要与过去同是计划经济的中欧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较。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开始阶段农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传统社会规则是农业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生发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发展形式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很不一样，也与俄罗斯等国不太一样。所以，在面对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独特性的问题时，比较研究会很有意思。虽然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问题、环境问题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国家学到许多经验。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与环境的社会冲突方面，我们可以从日本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环境立法、产业发展协调中学到许多教训和经验。所以，对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比较经济制度分析是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会融合，可能会继续保持差异。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政策不一定是普遍适用的，在某些国家可能容易实施，其他国家也许不行，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收集和整理这些成果以做进一步的交流，是十分可取的途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较、借鉴和学习也成为CIDEG学术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CIDEG理事长陈清泰的倡议，我们决定翻译并出版这套“CIDEG文库”，介绍不同国家是怎样从农业国家发展为现代国家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是如何处理与环境的矛盾的。这套丛书的内容选择非常宽泛，从学术的到非学术的都在其内，目的就是给中国的读者——学生、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以及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CIDEG理事和学术委员为文库提供了第一批书目，并成立了编委会，今后我们还会陆续选择适当的图书编入文库。为此，我们感谢提供出版书目的CIDEG理事和学术委员，以及入选书籍的作者、译者和编辑们。


  青木昌彦

  吴敬琏

  2006年4月10日


  《新城市科学》译序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来源之一，古希腊人是数学、逻辑和哲学的重要奠基者，并且他们还试图用数学来解释整个世界。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今天，城市成为人类文明最主要的聚集地，数学模型又可以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城市呢？迈克尔·巴蒂教授这本《新城市科学》就在延续这个讨论，他想告诉读者的是，如何在数学基础上跨学科建立一门新的“城市科学”，来阐释如今的城市文明。更进一步地，如何用这门学科中的工具，更好地规划和设计让生活更加美好的城市？


  我与迈克尔·巴蒂相识多年，本书可以说是他多年以来研究的延续和集大成之作。他对城市从系统复杂性的视角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城市是各种网络和流构成的系统，并将城市诠释为行动、相互作用和转变的集合。这与我对超越空间概念的城市的抽象理解不谋而合。不仅如此，巴蒂教授还在书中对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决策过程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数学模型和模拟工具在其中的用武之地。这也是本书的最大亮点之一：将数学理论模型与城市实践结合起来。


  城市研究的相关学科涉及甚广，各自亦有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在本书中，巴蒂以地理学讨论为出发点，在复杂系统理论和网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建模、可视化表达和模拟是城市科学的基本概念，并且可以对城市的设计提供技术支撑。这些理论和工具已经在城市相关学科中有所探讨，在本书中进行了充分的综述和总结，指出它们将在这些领域中有更为广泛的应用空间。比如，近年来在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兴起的智慧城市讨论，其来源之一就是本书中涉及的建模和数据分析概念。


  虽然对于城市科学是否真正能称之为一门新的科学，在学界尚有争议，但迈克尔·巴蒂无疑是在这一讨论中最具分量的发言人之一。本书中不仅有详细的理论阐述，更通过从简到难的众多案例分析来帮助理解，极大提升了这本略显艰涩的著作的可读性。此外，本书的两位译者也是我的学生和同事，他们在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经历，相信也对本书所需的专业而准确的翻译有所裨益。


  联合国人居三大会近期刚在基多闭幕，城市的科学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层面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正如我在同济大学刚刚结束的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上所说的，世界进入城市时代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迈克尔·巴蒂的这本书正是他从业多年来思考的结晶，我相信，要应对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不仅仅需要对新的城市科学的探索，还需要更多青年后辈贡献更多的研究和实践力量，推动和传播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吴志强

  2016年11月5日


  前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时代。到21世纪末，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将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城市中，城市化和全球化成为常态，而我们曾经怀有的田园梦终将逝去。当全世界最终成为一个城市，“城市”这个词的意义可能与过去5 000年有很大不同。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实际运行其中的城市体系，而不是单个城市。要想理解正在发生什么，我们需要严肃地将城市视为人们聚集与互动之所。科技使当代的人类可以通过新的方式更加便利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必须对网络、互动、联结、交易，以及使我们能够彼此交流的所有一切可能的方式开展研究，以增进我们对城市的认知。


  这本书将城市视为使我们能够相互联系的载体。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认为城市提供了协同工作、协同创新、分享劳动成果的环境，从而促进繁荣。直到最近，大多数分享活动都是发生在单个城市之中，但很快科技将使我们能够跨越很远的距离。在一定层面上，这是一种交易。虽然不管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交易都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但是全球化正在消除我们对物质运动和物品交易的依赖，而更关注非物质和社会性的交易。信息正在成为替代性和补充性能源。因此，要理解当代城市，建立一门能够解释城市增长、蔓延、衰退等的科学，我们必须把理论建立在如何彼此关联的思想基础之上。


  这些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50年以前，简·雅各布斯在她的重要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image: ]》中就提出，像过去那样简单地研究城市中各种事物的区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以城市中的人们凝聚在一起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为中心重新思考区位问题。理查德·迈耶在《城市增长的联系理论》[image: ]一书的前言中认为，城市环境持续受到信息的冲击，并提出了城市作为信息万花筒的理论。彼得·哈格特和理查德·乔利在《地理学中的网络分析》[image: ]一书中就将网络用于地理学研究，提出了既精彩又具挑战性的观点，更加强调城市人类社会系统和地貌物质系统两者之间的并行。同一时期，沃尔多·托布勒（Waldo Tobler）在几何与流（flows）方面写作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使形态信息至今仍在地理学中保持着鲜活的动力，本书所介绍的新城市科学也与之有着重要联系。


  然而，除了偶尔出现一些具有远见的著作，我们仍然将城市视为空间和场所，虽然理解交通的连接意义，但我们从来没有试图将城市理解为一套网络，而区位会自然地从网络中产生。我们一直试图通过互动关系来解开各种行动和活动的区位之谜，而不是将区位视为互动活动的结果。在本书中，我将焦点从传统上的区位转向互动关系，这需要借助于很多网络和流的思想。


  有一种传统维度关注的是城市的物质和空间形态，我们并不轻视这一点。当然，仅仅从网络和互动的角度研究城市而不谈及其形态也是可能的。实际上，很多城市研究文献倾向于将城市现象和城市视为空间议题或非空间议题，作为过程而不是物质或空间形态。然而，作为最明显或许也是最不具侵入性地干预城市演进的方式——城市规划与设计建立在物质形态基础之上，而不是控制和管理的社会经济工具。在这里我将保持这一视角，虽然我也理解我们可以将本书所使用的材料完全呈现为另一种方式。尽管如此，我们的讨论焦点可能是一致的，因此，我的视角主要是基于界定城市的物质和空间环境。我所介绍的构成新科学基础的工具要应对的近期挑战是对城镇体系和城市内部各系统的物质和空间进行诊断。


  本书并不试图讨论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子，抑或如何创造更加美好的城市，而是从科学视角或者说提供科学工具来探索城市的未来。然而如同科学惯常的那样，这一科学世界必然是不完整的。正如卡尔·波普尔对科学的洞见——“一门辨别我们可以预先忽略什么的艺术”。我用这句话作为本书的开篇，也是这项工作的基本旋律之一。读者应当认识到，对于这门科学，本书只涉及了一小部分，不同的研究方向也难免存在不一致之处，在最后章节，我努力强调这一点。然而，这门科学并非早期研究的浴火重生，而是建立在社会物理学、城市经济学、交通理论、区域科学、城市地理学以及物质规划的系统方法等传统之上，现在逐渐走向了复杂科学。我对这些传统怀有深深的敬意，后面的文字随处可见呼应。特别是，这里呈现的很多想法都建立在我此前在这条道路上的思考，这些在我与保罗·朗利所撰写的《分形城市：形态和功能的几何学》[image: ]以及我所撰写的《城市与复杂性：元胞自动机、代理人模型和分形》[image: ]中都有所体现。对这些想法的总结可以参见http://www.complexcity.info。我很难对这些著作进行导读，但这些材料确实构成了本书所讨论的方法和途径的基础。


  当前，对城市的这一新理解正在不断进展。虽然我在这里只是简单提及，但它们已经暗含在这门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当中。数字革命已经渗透了我们的文化，新的通信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城市，大规模数据库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城市开展分析和建模，这在以往都是不可想象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智慧。尤为重要的是这门科学通过新的可视化途径为我们设计未来的城市提供了新的思考方法。在这里我并不试图过多谈论规划支持系统，或是通过新的在线技术开展公众参与设计之类的内容，但是我理解这一运动的深刻意义是应当把这些思想包含到更加广泛的政策环境中。实际上，这也是伦敦大学学院高等空间分析中心的研究团队的聚焦所在，很多研究项目为我提供了城市中的网络和流的大数据图解。我在此对他们的特殊贡献深表感谢。


  其他还有很多人对我帮助甚多。Paul Longley与我是近30年的同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就在一起研究分形理论，他的冷笑话一直提醒我：科学充满偶然性和短暂性，但我们永当追求完美。Peter Hall自从我在雷丁大学获得第一份终身教职开始就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他在支持其他人按照他的多元化方法的同时也一直支持我以自己的方式研究城市，这两者其实是共鸣的。在伦敦大学学院有一支非常出色的城市形态研究团队，他们的工作与这些思想形成了互补。Stephen Marshall在城市和演化方面的观点，Bill Hillier关于物质形态和空间句法如何塑造城市功能的观点，Phil Steadman在结构形态领域的工作等都在这本书的工作中得到了体现。对他们的见解与影响我深表谢意。我还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George Chadwick和Brian McLoughlin，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引导我进入规划中的系统分析领域，这一研究方向在今天看来是如此重要。令人悲伤的是他们早已辞世，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他们对此书所做出的贡献。我担心他们可能无法理解，因为理解城市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仍在快速变化之中。但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方法和模型都仍是在他们早期基础之上的发展和补充。


  我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编辑团队，特别是Susan Buckley、Virginia Crossman和Kristie Reilly，正是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此书得以出版。


  感谢我的妻子Sue为本书部分图表和全书校对所提供的帮助，本书是我们共同的心血，没有她这本书不可能出版。感谢我的儿子Daniel，他对城市中的各种事物抱有冷静的怀疑态度，持续激发我深入地思考其中的合理性并导入更广泛的思想。谨将此书献给他们。


  迈克尔·巴蒂

  威尔士圣多纳茨

  考布里奇，格拉摩根谷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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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城市不仅是空间场中的场所，也是时间场中的戏剧。


    ——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

    《公民：作为应用社会学》（1905，第6页）

  


  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在过去一百年中，已经有很多尝试致力于建立城市科学。每种都强调了城市的不同方面，但没有人成功地提出如同物理学等其他学科一样被普遍接受的理解。没有，也不会有一种范式能够主导我们对城市的理解，我们将要详细阐述的也不例外。新科学的原理是什么？我们相信用于理解城市的公理必须简单明了和抽象。我们需要挖掘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因素，揭示城市运行的基础。大多严肃讨论城市科学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一点。我们确实需要超出人造环境来思考城市，不是建造我们长期认同的“美丽城市”，虽然这是十分动人的话题，是像有机体一样而不是像机器一样去建造一个系统。在过去20年中，我们理解城市运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提出新科学恰当其时。正如我们上面所引用的帕特里克格迪斯（1905）的名言，仅仅将城市视作“空间场中的场所”完全忽略了城市随时间而变化这一基本事实。这些变化包括空间中的运动，也就是说时间是由场所之间的流所刻绘的。实际上，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1989）已经将当代城市定义为“流的空间”，这很好地充实了格迪斯的观察和我们将场所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场所与空间与构成它们的活动彼此关联。


  简而言之，我们对新科学的讨论建立在对场所的概念理解之上，我们必须理解流，而要理解流又必须理解网络。网络意味着人与场所之间的联系，因而我们的新科学的核心原理是如何定义系统构成的对象。所有科学都依赖于此类关系基础。道理虽然显而易见，但这一抽象过程对于城市研究来说却很难，因为这要求我们放弃原有的信念，即我们可以通过感官观察到城市的运行并巩固既有的认知。对于城市来说，所见未必即所得。是场所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网络，而不是其内在属性构成了我们理解城市的条件。这是我们建构城市新科学的第一原理，也是本书所介绍的全部理论、方法、模型、工具的基础。


  我们的第二原理是关于流和网络的属性。我们看到，不同属性的网络以及与之相依的空间和场所，在数值、尺度和形状等方面都具有一种内在的秩序，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对其进行分类和排序以更好地诠释其意义。大体上，构成城市的各种要素所形成的网络枢纽或节点布局呈现高度的不对称特征，这是经济过程的外在反映，其竞争性本质驱动了城市功能并决定了它的形态和结构。这些格局往往体现出小者众多、大者甚少的状况，所谓标度律（scaling laws）往往表现为幂律（power laws）。幂律反映了缩放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相似的，系统功能的这一特征意味着系统的子系统、组件、要素等是分级排序的。这些过程导致了城市增长，奠定了城市的演化结构，将我们的理论和模型带到复杂性理论的范畴，带到诸如分形等高度有序的形式（Batty and Longley，1994），也使我们能够基于细胞、代理人、行为人等构成城市的最基本单位来建构模型（Batty，2005）。


  我们将焦点放在流和网络，这并不代表城市如何增长与演化并产生不同形态与功能的全部。网络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所有同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或相互关系网络，例如，所有的位置之间的网络代表了从居住地到就业地、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等出行活动所产生的相互作用；第二类是不同组别对象，如人与场所之间所具有的关系网络。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双边关系，我们就能够建构其他组的关系或相互作用，例如，通过共同场所属性建立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或通过共同的人属性建立场所之间的关系网络。简而言之，虽然有一定假设，但我们有办法从更多要素关系中对多组交互作用进行预测。这也带出了我们的第三原理，对城市的理解必须扩展到流和网络，而不能仅仅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


  这门科学的基础远远超出以上三个原则所传递的基本概念。但是在本书的第一篇，我们首先将详细阐述这些概念以提供基础和先决条件。我们将流及其网络定义为彼此的协同效应，并引入使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并将其应用于第二篇和第三篇中所涉及的各种城市结构分析的工具。还有许多其他理论，与我们的方法是相辅相成的或一致的。复杂性理论及其核心应用模型是这门科学的基础，读者将在本书的很多地方发现这一点（Batty，2005）。城市经济学理论对于理解竞争如何赋予空间秩序十分重要，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在贸易理论方面的工作值得一提。在城市内部经济学方面，单中心城市模型是关键（O'Sullivan，2011），而交通运输理论和模型也需要考虑（Ortuzar and Willumsen，2011）。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读者能够掌握本书的基本原理而无须理解完整的结构，一般来说也不需要具有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城市地理学和交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基础。此外，除了第2章和第3章关于流和网络的部分构成了后续章节的基础，以及第6章和第7章需要按顺序阅读以外，读者对大多数章节均可以按需阅读而无须考虑先后。需要按顺序阅读的章节可能还包括第三篇的各章，但所涉及的相关讨论均在各章被重提。


  第二篇和第三篇是对基本工具的应用，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城市如何运行以及如何设计城市。正如流和网络是硬币的正反面，理解城市的科学构成了第二篇，设计城市的科学构成了第三篇。一些读者可能意想不到，城市中有趣的事物往往对规划来说并不有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过来也同样适用。在第二篇中，我们将考察城市的规模、内在的层级秩序、定义它们的交通线路、影响网络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些网络的形态与结构。我用六个章节介绍了各种模拟方法，从简单的随机模型到自下而上的细胞进化模型和代理人模型，最后再到更加集合的交通与土地使用模型。我们始终强调先前所定义的三条原理：网络、标度和对交互作用或是流的预测。本书的这一部分并不涉及城市如何演进、结构化、功能化的综合性理论，却与这些更大知识体有着明确的联系。在阅读这些章节时或多或少可以彼此独立，这本身也表明这门科学仍不成熟。在未来某一时候，这门科学终将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届时相关论点将会更加详尽并建立起更加全面的联系。


  第三篇我们将焦点从城市本身转向设计，或者说用于塑造未来城市的设计和决策模型，这么说虽然略有唐突，但总体来说与我们到今天为止所采用的方法是一致的。我们用于建造设计和决策网络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与先前章节是相同的。但此时网络是行为人或代理人之间的通信媒介，行为人或代理人是利益相关者的代表，试图设计政策以创造更具效率、更加合理的城市。当然，我们仍然聚焦于物质方面，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面有些窄。在一定程度上，模型相比于第二篇现实性稍弱，但它们仍然体现了城市规划与设计是一项集体行动的思想——只有汇聚观点才能达成未来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模型既是动态的又是均衡的。我们在这些模型中也充分利用了双边关系的概念，提出如何扩展我们的解释和模型，以探索城市系统的深层结构并尽可能将其应用于设计。虽然我们的设计模型还有假设的成分，但在最后两章我们仍然尝试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将这些思想推进到使我们的模型能够反映行为者提出未来城市决策的方法，并聚焦于行为的位置。这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


  在呈现全文之前，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这本书的可能阅读方法。虽然可以从本书的不同位置开始阅读并从中获取所需，但全书仍然在思想、工具、方法等方面有着松散的先后联系，因此最好的阅读方式是按顺序先后。用这种方式，我们在此处所强调的信息能够被更好地理解。我们对数学的使用是正式的，所需的水平范围从初级到中级不等，对简单的微积分和矩阵代数有基本的了解就足够了。在表达法方面，我们不能在所有章节使用一套完全一致的符号，在不同的方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相同符号的重复使用，在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将做出提示。实际上我们定义了一些标准变量，如人口为P、就业为E、土地为A或者L、出行或流为T和S。可能性表示为p和q，频率一般用f和F表示，矩阵以适当的条件给出，但为粗体。阵列一般是用向量或矩阵加变量括号的形式给出，如{…}或[…]。个体、位置、问题、政策等定义在适当范围内，这些范围用i，j，k，￡等下标变量表示，偶尔也会用k、m、n和z等表示。参数和其他常数用希腊字母表示。我们的表达法尽可能与相关文献保持一致，尤其是在空间交互模型和人口分析方面。由于相关运用总体来说并不正式，读者将会发现这些思想发展的逻辑是直截了当的。最后说明一点：很多图表原本是彩色的但被用于黑白模式印刷。希望看到彩色图表的读者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获取原始彩色版本文件（http://www.complexcity.info/newscience）。


  
    第一篇

    基础与前提

  


  简·雅各布斯（1961，第238页）说过：“当且仅当每个人都在创造城市时，城市才有能力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她的这一观点我们感同身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城市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城市是个多元的万花筒，具有多样性的思想、观点、理论、模型乃至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抽象事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难相信存在一种理解城市的方式，会优于所有其他方式。这也使得我们无法在牛顿开创的传统科学基础上建立城市科学。当我们退一步来思考城市如何运行、如何通过城市规划让城市变得更加宜居时，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层一层剥开城市的复杂性，直至发现构成我们所理解的城市的基本思想和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揭示了构成新科学的基石。这门科学具有自下而上的稳健结构，并与我们所认为城市的运行、变化和进化的方式相一致。


  为了构建这门科学，我们采纳了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的当代研究方法。复杂性理论将系统理解为自下而上的、由基本成分组成的层级结构，基本成分构成了网络，个体和组团在网络中通过社会和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系统的功能则是这些相互作用的表现（Batty，2009a）。像城市这样的系统会不断进化，为了实现规模经济，现代社会对集聚的推动力通常会促使城市生长。但城市同时也是自上而下的产物，这些自上而下的进程存在于每一个层级，从而让系统的相互作用更加复杂。复杂性理论是解读的关键，因为城市不仅在变大，更在变得愈加复杂，而到21世纪末绝大多数人口都将居住在城市中。随着城市社会从能源流动到信息流动的转变，城市居民间的交互正在具有越来越多的层面，这让我们不得不将城市看作一个不断变化和进化的临时性现象，正如我们一直试图理解的城市系统。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波普尔（1959）早就表达过类似的概念，他认为由于未来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并不能确定自己未来的行为，因此现在的所有理论都只能在某种条件下成立，并且都会在某些情况下失灵。


  为了构建这门关于城市的新科学，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些基础和引入一些前提。第1章中，我们将介绍城市如何被模块化构建，通过层级结构表达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发生改变并进化。在这样的概念下，认为区位、场所和空间将在这些系统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想法多少有些过时。区位的确重要，但是仅在场所中有交互发生时才是重要的。在这一章中，我们揭开城市的面纱，将区位理解为不同相互作用的模式，这些交互行为则是通过物质流、人流和信息流将城市居民集聚起来的黏合剂。因此，人们集聚工作和娱乐的网络（包括经济和社会网络）将是这门新科学的决定性基础。在第1章中，我们确立了上述观点。从我们介绍的观点中可以得出这样的概念，组成城市的模块会贯穿于不同层级的临时空间层面，反映这个概念的最好例子是经济活动的集聚方式：在更大空间尺度层面上，市场中心变得更大，而分布变得不那么密集，相互之间的间隔也更大。这些集聚与分形图案的形态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Batty and Longley，1994）。此类尺度变化是复杂性的一个基本特性，可以用来解释上述例子中交易和交互等简单过程如何成为各层级的本质活动，以及如何随着空间层面变化发生相应变化。我们将介绍作为幂次法则的尺度变化概念，当我们描绘贯穿于空间和时间、区位和网络中的相互作用关系时，这个概念具有核心作用。第1章展示的很多这类尺度变化的关系，表现为人们竞争城市中土地和区位的特征性秩序。例如，当城市变得更大时，它们往往也趋向于变得更富有、更绿色以及更高密度，尺度上的变化也带来了城市新陈代谢上的质变。这就是城市的异速生长，本书中多处会涉及这个概念。


  理解城市的关键是拆解城市的物理形态，揭示使其在各个层面运行的网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是一个因特定目的而相互作用的个体的集合。因此，我们这门新科学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区位是定义交互进程开始和结束的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不同于传统理论将城市看作空间、场所和区位的集合，我们将城市视为活动、相互作用和交易行为的集合，这些行为是城市的基本构成，也与社会和经济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有直接的联系。由此，我们将城市看作物质或非物质的流和关系网络（networks of relations）。我们在第1章中提出这个观点，并在第2章和第3章中分别介绍作为“流系统”的城市和作为“网络系统”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理解城市的两个略有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视角，或者可以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2章中我们介绍了流的思想。不同区位之间的流并不是严格嵌入城市空间的物理结构，而是以某种自由度在空间中穿行。这些流的模型通常并不严格与流所发生的物理网络相关。即使是那些严格相关的模型（比如交通规划），它们所关注的物理问题相关网络（比如其中的运输能力问题），也可以从模拟流的模型中完全剥离出来。我们从一些典型案例开始讨论流，如上班路程等。然而，即使对于自由浮动的流，要将流系统在欧几里得几何空间中表达出来也是困难的，更不用说后面在处理网络系统时会出现更棘手的问题。实际上，将城市作为流系统已有数年历史。我们介绍的一些例子说明了如何将流转换为几何关系，将它们视为网络连接，并转变为矢量空间或矢量场。第2章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引介一系列流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简要介绍空间相互作用理论（spatial interaction theory）。我们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流模型是如何构建的，并重点关注如何用流来表达区位功能中的可达性和势能。本章的一个要点是，构建了将流对称处理的基本模型。当然，真实系统与这个模型相去甚远，这说明我们研究城市中的流，必须思考真实情况与假想的各向同性平面有多大差别。在过去50年中甚至更久，各向同性平面经常被作为城市经济理论的初始假设，而在如今的模型构建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在第3章中，我们翻转到硬币的另一面——网络系统，并介绍了本书中涉及的网络科学的原理。其中的关键概念是，网络是流运行的组织结构的表达。与流相比，网络与城市的二维（或许是三维）空间结合得更加紧密。这些组织结构则进一步反映了城市社会和经济得以运行的作用进程。我们用图表来阐释网络，尽管图表通常用于模拟网络中一组物体中的相互作用，例如在社会网络中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本书中我们引入了二部图（bipartite graph）这一重要方法。二部图用于描绘一组物体与另一组物体之间的关系，比如个体与他们的行为，或是行为与它们发生的地点之间的关系等。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我们可以通过二部图描述的关系，来构建描述一组物体间的关系的一分图（unipartite graph）。例如，可以通过个体间行为的媒介或是他们居住的地点等，来构建个体之间的网络。这种图示方法将贯穿全书并反复出现。实际上，在探索一组物体与其特性之间关系的一切多变量分析中都会用到这种方法，在本书中我们将其应用于对网络的研究。


  我们将采用上述概念和方法来定义网络的作用过程。这些过程都可以理解为从节点通过连接产生的扩散，网络构成了沟通中介，这些正是城市中所发生的。典型常规扩散过程包括创新、疾病传染、城市扩张等（Batty，2005）。现在有大量研究工作开始关注对这类网络的破坏，以及对特定节点介入干扰所引发的层叠效应。本书不会对此展开讨论，因为这是一个新兴领域，但假以时日这些必将成为我们所构建的新科学的一部分。不过，我们定义了这类网络中的沟通过程，以及过程中沟通信息的变化。特别是在第3章，介绍了节点的初始差异扩散到某种平稳、均衡或一致状态的一般过程，并在本书第三篇中对此做进一步的具体讨论，研究城市规划和设计中不同利益方冲突问题的协调模型。在第3章中我们仅视其为一个一般性过程，并结合二部图方法，描绘一些将在后面章节继续讨论的网络过程。我们采用的另一个思路是空间网络。城市中具有基础性的交通网络，它们嵌入在二维的欧几里得平面中，但又不总是处于平面中，因为在路径交汇时有时会需要扩展到三维空间。我们阐释了道路和铁路网络的几个关键概念，并展示这些网络形态与空间规模变化的关系。


  这些就是本书的基础。我们介绍的这些工具，由其他关于城市组织的理论和模型所支撑，在这里直接采用了。对于城市中的复杂性理论来说，时间维度确实重要，但在本书中没有过多讨论动态性问题，因为在别处我已进行过相关讨论（Batty，2005），并有充分的内容可供读者进一步探索。空间经济学和区域科学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和工具，尤其是在城市经济学领域，以及新出现的建模方法，特别如元胞自动模型和代理人模型等，但在本书中没有深入探讨。还有其他理论和方法，比如土地利用交通理论和模型（Heppenstall、Crooks、See and Batty，2012）。我们将在第二篇讨论模拟时对这些略有涉及，但就本书中的大多数内容来说，这三章中所引介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完全足够。


  第1章

  建立城市科学


  
    如何建造城市如果还不是科学的话，也将很快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将需要人类知识每个领域中的重要和深刻的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


    ——伊尔德方索·塞尔达（Ildefonso Cerda），《城市化原理的五个基础》（1859，第66页）

  


  城市科学已经让我们等待太久了。早在150多年以前，伊尔德方索·塞尔达就预测了城市的世界将建立在几何学之上，并成为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在那差不多50年之后，帕特里克·格迪斯则认为各种流而非机制，将主导这门科学。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格迪斯写道：“因此，实际上出现了城市科学的方法，即我们的城市应该进行独立研究，并科学地进行比较，正如我们长久以来对待城市中的建筑那样——分类型分风格研究。”（1915/1949，第269页）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预言为这门新科学的发展引来了一道虚幻的曙光。因为直至今日，在21世纪的开端我们才拥有可以开创这门科学的要素。现在是时候来正式思考关于城市组织和结构的概念和想法了，这些是正在快速成长的复杂性理论科学的一部分（Batty，2005，2009a）。总之，一个新的范式正在形成。


  在本章中，我将大致介绍这门科学的概况，并在随后章节逐步展开。为了奠定基础，我首先引入一个关键概念，即需要将城市视为相互作用、沟通、关系、流和网络的集合，而不是区位的集合，区位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的综合体。这是这门新科学的基础概念。接下来，我们会探讨城市的规模和规模变化，介绍关于集聚、全球化和疏散化等一般性概念；然后介绍我们将城市视为一个以几何和地理性为基础的物理系统的概念，并以此为工具来描述、探讨和分析我们的关注点。随后，我们将介绍这一观点如何从系统的角度形成，这也涉及复杂性理论。除了我们所关心的相互关系，还有三个主题概念将在本书中不断被提及，它们是：时间动力学，即事物的变化方式；流，即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强烈程度；规模和尺度，亦即事物的大小变化。我们首先从动力、产生、模式、过程、流和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详细描述复杂性，然后介绍数个规模变化定律，这些定律可用于解释城市在规模变化时发生怎样的质变。本章中，我希望读者关注这些已有的关于城市和复杂性的相关文献，而不是我们在本书中如何运用这些理论。在这之后，第2章和第3章分别构建关于流和网络的概念，并在第二篇中应用这些概念。


  1.1 新范式


  半个世纪或更早之前，城市就开始被认为是“系统”，被定义为相互作用主体的确定集合，系统一般处于均衡状态，具有清晰可控的功能，通常可以通过类似规划或管理这样的过程进行调控。这个定义概念将城市视为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并与假定为良性温和的周边环境相隔离，城市通过各种消极反馈调整到平衡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运行各种功能。然而，这样的城市模型自从提出就被发现有诸多不足之处。城市既处于一个温和的良性环境中，也无法简单地与周边世界割裂开来。此外，城市也不能自动恢复平衡状态，而是在不断变化中，甚至总是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城市并不能被视为集中管理的结果，而主要是依靠数量巨大的个体和群体决策“自下而上”地进化，只有偶发的“自上而下”的决策行为。总而言之，城市更像是一个生物性系统而非机械性系统。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为系统理论带来了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复杂性理论认为系统是开放的，其基础更多是演化过程的产品而非宏观设计（Portugali，2000）。逐渐地，将城市作为“机器”的观点被“有机体”所取代，而之前的那些观点则已深嵌在过往的城市发展建设中（Barry，1964）。


  这门发展中的科学并没有放弃采用更正式的途径来理解城市，因为新科学仍然建立在已有的庞大基础之上，只是改变了所强调的关键点，实质上是要构建一个更加全面的结构性框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反映了城市多元性和多样性的观点。城市研究方法中有一个论题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在研究、规划和想象中，城市都被视为一个场所，可以用区位模型和图纸来表达其形式和结构。这种陈述显然突出了城市的物质性，将空间理解为公平和效率的体现，促使我们去设计更好的城市。我们通过干预城市物质或地理格局的方式来控制城市活动，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也一直被限制在这个框架中。因为如此，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就是如何对动态活动和土地使用进行理想化配置，或是约束哪些活动可以在哪些区位进行。这并没有抓住城市的全部本质，也无法抓住城市的演变。区位可以概括城市活动的状况，但不能反映人群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而这些关系和相互作用才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原理。如今，这是一个被通信主导的世界，到21世纪末时绝大多数人将会居住在城市中，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将关注点从区位转向相互作用，从简单地将城市理解为理想化的形态，转向将城市视为通信、相互作用、交易和交换等各种模式的集合。或者简而言之，将城市理解为网络。


  区位理论覆盖了经济学乃至美学，也构成了时至今日在城市研究和设计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工作方法。本书描述的这门科学不再仅基于区位理论，而是初步认为：如果我们仍然用区位格局的方法来看待城市，当我们讨论城市公平和效率问题并试图设计出解决方案时，可能首先就全然忘记了城市为什么会存在。我们需要这样一门科学，其基础概念应该是讨论人们为什么集聚在一起交易和交换他们的商品和想法、进行社交联系并繁育后代——或者说相互关联。我们认为在理解并规划城市时，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因此形成的网络比区位更加重要。但是，强调网络并不意味着本书将全盘否定区位的意义。区位建立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区位是关于在网络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各种活动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为了建立一门将区位视为相互作用模式的城市科学，我们将介绍一系列基本但有效的工具，以呈现、分析、模拟、预测和设计城市结构。这些工具将围绕人们如何相互作用来构建，并主要通过物理现实以及建立在网络、流和其他很多类型关系类比基础上的隐喻，来展现这些相互作用。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们必须从基于区位的方法转向基于网络的方法。在中世纪城市中，相互作用大多是本地化和某种意义上的瞬时化的，并且高度集聚。当时的物理相互作用非常有限，直至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内燃机的发明，城市才得以扩张，并由此带来了城市居民之间更多的相互作用。显然，技术对于我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联系有着极大的影响。正如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1995）描绘的那些他所坚信的转变，随着我们从物理相互作用走向数字作用，从能源走向信息，从“原子”走向“字节”，以及从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相互作用的技术限制已经越来越小了。近年来，随着网络和无线发展带来的计算机和通信的融合，交易交换的成本已大大降低，使得过去过于昂贵、不太可能甚至不敢想象的各种相互作用都成为可能。这个需要关注相互作用成本的世界正在被新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着，从城市区位角度而言，21世纪末的城市物质形态将很可能与我们如今看到的大相径庭。实际上，城市的变化可能会非常之大，以至于我们连城市在中期将会发展成什么样也无法预测。因为我们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掌握新的工具，从相互作用和网络而非区位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城市。本书的中心目标就是展现这些工具并阐述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们。


  为了论证到底什么是新范式——我们将城市理解为相互作用的集合而不是区位的集合，我们不得不为推陈出新付出代价。实际上我们将证明：区位与交互作用和网络密不可分，城市增长和形态的格局特征与各类交互作用、能源流和信息流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去用于描述密度和可达性的那些概念，如城市形态、城市蔓延、私人和公共交通、社区完整性等，也都在本书提出的研究方法框架之内。本书不打算重复介绍对城市形态的传统表述，也不会深入讨论城市空间运行的社会链接方式，而是提供工具以探索这些理解方式。如果这种方式是有效的，那么读者应该从本书出发进行扩展学习探索，通过对设计更好的理解，将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融入当代城市的很多方面。本书并不寻求替代已经发生的，而是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为城市和城市规划构建一门有效科学的话，首先需要厘清一些更深刻和更基础的模式。


  1.2 集聚、全球化和疏散化


  城市出现的主要目的是将人们聚到一起来交易他们的劳动成果。从历史上看，人们选择聚集地点时，总是选择一些能够持续发展的区位，既能够方便地开采自然资源，又能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获取产品和交易盈余。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这样的城市：位于具有良好区域可达性的交通节点、河流交汇处、具有自然屏障的港口、邻近化石能源产区等。由此，建立起了中心城市及其腹地这一概念。随着城市的诞生，产生的空间系统都可以通过地方产品的经济优势并通过交易扩展到更大区域来解释。因此，城市的本质是规模经济，传统观点认为经济规模的增长比城市规模的增长比例更高（Glaeser，2008）。我们将在本章对这些概念进行扩展性探索，并在本书其他章节正式介绍规模变化概念时继续进行探讨。


  这就是马歇尔（Marshall，1890）在一百多年前对集聚（agglomeration）的定义，集聚意味着网络效应。传统上，当人们聚到罗马集市或中世纪市场等地进行交易时，实际上他们在空间上的接近会提升达成交易的潜在可能性。将人口数量设为P时，邻近的人们之间的最大相互作用数量会增长至P2，这一正反馈效应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但是也不难知道，实际可以面对面沟通的人数T远小于最大值，因此即使人们在空间上聚集，仍然有T≪P2。所以要实现集聚经济效应，还需要新的沟通交流方式。本质上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就越可能形成良好的机制，让更多人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此外，随着城市增长达到的集聚经济意味着城市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并进一步带来交易成本的下降。这样的经济方式会产生一些重要的空间和物理影响，在稍后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和深入地介绍这些影响。


  一个重要的推论是有反作用力对集聚趋势进行平衡。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城市与其他任何类型的团体一样，都在与其他团体进行竞争。城市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因为技术条件限制了交易成本的降低程度。而城市也不都是一般大小的，因为这意味着无法获得规模收益递增。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城市规模等级分布存在着从少数大城市到众多中小城市的有规律变化。这说明城市在竞争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层级体系。很多区位研究都是在探讨空间经济根据规模进行组织的理论，表现为城市的空间群落及其腹地。在美国等一些地方也能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甚至有些反直觉的现象，即城市按照纯粹的等级规模定律（rank-size rule）分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所有城市从最大到最小按照规模进行层级排序，某个城市所在层级的规模大小，就是用层级数与最大城市规模相除的数值。这是一个决定了不同规模的城市有着怎样的不同相互作用模式和不同网络结构的关键因素，我们将在本章和随后几章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全球化，其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以及跨越长距离沟通的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作用使得城市越来越专业化，生产和消费活动通过扩展到传统腹地之外增加其附加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上的那些大城市也是这么运行的，也许从罗马或者南京就开始这样了，它们作为帝国的首都所影响的疆域空间大大超越了城市的空间领域。19世纪的大多数工业城市和20世纪的很多城市都不是真正的全球性城市，而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传统认识上的空间和距离，全球化才在当代得以实现。实际上，全球化是与交易费用的下降以及新信息通信技术的发明携手出现的。尽管让人印象深刻的“距离的消亡”提法只抓住了全球化转变中的一个要素（Cairncross，1997），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互联网的发展将网络、通信和相互作用等概念推到了我们对当代和未来城市思考的前沿。因此，任何想要对城市中的活动进行管理或控制的行为都应当建立在对相互作用和网络的改进、管理或控制基础之上，任何类型的干预行为如果不考虑已经扩展到全球层面的网络的话，也必然失败。


  疏散化（decentralization）是我们的第三个主题词，这其实跟集聚和全球化是同时发生的。随着各种沟通媒介的费用的降低，城市活动能更加容易地传播和影响到更广阔的区域。首个证据在一个世纪或更久之前就已经出现，当时的传统工业城市中，工业在城市中心周边布局，并逐步向周边搬迁。其主要原因是更低的交通运输成本和汽车使用，以及对空间的需求增长。这样的疏散化一直在发生，到20世纪末期几乎所有的商业区都成了“边缘城市”，预示着多中心模式的出现，一种具有众多组团及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实际上，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早已不再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系统。集中在一个特定地区的集聚经济已经需要面对更加广泛的区域经济，通过更大区域的交通将这些经济活动集聚起来能够有效地提升效率，甚至比传统上面对面沟通的高密度核心区更加有效率。


  有人认为疏散化和集中化这一对反作用力是决定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物理上的疏散化因交通成本的降低才成为可能，但同时也是城市增长带来更多空间需求的结果。为了在配置城市功能时能保持合理的密度，提供更多的空间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人们从本质上就对享用更多空间并满足不同的空间偏好有内在需求。对于居民来说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可以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必要张力，一侧是与其他人尽可能接近的需求，这也是城市的本质，另一侧则是对尽可能大的空间的可及性的需求。而一个简单的约束扩散模型就可以很好地描述这个概念，我们将在第8章介绍这个模型。随着交易成本特别是交通成本的变化，这种张力以不同方式发挥着作用。当不同城市间的交换行为可以获得经济和社会优势时，城市模式就开始变得具有全球性，而疏散化也融入全球化进程当中。在本章后面部分我尝试通过复杂性理论来构建的一些概念就是基于上面对疏散化的理解。当然，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搞清楚如何从物质性角度来清晰地阐述这些概念。实际上本书的预设前提是，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几何形态的物质性层面上，而通过配置城市功能的区位来实现目标的传统规划方式已经过时。强调相互作用的新范式依然需要我们从物质形态角度来理解和设计城市，但通常体现为网络，而网络依存于强大和重要的社会经济联系。


  1.3 物理主义[image: ]：几何学、形态学与城市形态


  在工业革命之前，公众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很少涉及社会方面的关切。从史前开始，一些宏大规划就将城市的一部分设计为几何纪念式布局，并以行政命令予以实施。但直到现代技术发明的出现和应用，大量移民从乡村涌入城市推动了工业化城市的增长之后，公众才开始对城市过度拥挤带来的后果进行批判，关注度也不断提升。这是对高密度以及随之产生的健康和拥堵等问题的回应。在西方国家，这种变化推动了制度化的物理空间规划的出现来支持上述类型的公共干预行为，并一直持续至今。最初，物理空间规划主要关注密度和功能分离（segregation）等问题：通过规划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城市布局来降低密度，如“花园城市”“新城”等形式的城乡之间更加平衡的混合模式。制定规划将城市中的不同功能区进行分离，如居住区和工业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被称为“区划”（zoning）的规划工具。其实如今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当代的高密度城市绝不是污染和过度拥堵的代名词，实际上它们比20世纪晚期占据主导的城市蔓延更加绿色也更加可持续。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可达性作为集聚的关键因素很少被考虑到，城镇基本上被限制在一个较小人口规模的尺度上。在当时的情况下，集聚的优势没有被很好地理解，而规划设计方案经常是增加而非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直至20世纪中早期小汽车的兴起，可达性才成为我们对城市系统的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密度、分区和可达性，这些要素同样也是我们在这里称之为“物理主义”的关键要素。从严格定义上来说，物理主义认为物理属性是唯一有意义的，很明显这是一个极端的观点，但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个概念是因为物理形态可以很好地描绘一个城市，如城市的地理、几何及其相关属性。物理主义与集聚、疏散化和全球化等根植于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中的城市驱动力并不矛盾，但它更关注那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且能够通过城市规划进行干预的内容。物理主义也不与其他类型的规划相斥，尽管我们认为对城市物理形态的控制是最简单适用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种方式。


  定义密度和可达性的两个关键要素是范围和距离。从几何意义上来说，这种表达是由点、线、面、数量以及它们的各种组合构成。关于物理性的表达有很多理论，它们说明了人类的功能和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这些构成了城市运行的方式。其中很多属于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并由此与一些更具一般性的概念如公共设施等相关。对于这些庞大的理论知识，我将仅在建立探索城市物理形态及其网络的工具时略做提及，但我将假设这些概念对于实践是相关且有用的。本书主要涉及的理论有城市和区域的交换理论（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和城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Glaeser，2008）。


  关于相互作用，我们认为它们的基础是物质性网络，其中包括了不同类型的交通系统。流在这些网络中运行，代表了活动的量和类型，并影响了区位。这些都存在于二维或三维空间中，并具有一定的物理形式，使得其中的流可以被度量。信息则与之形成了对照，信息在物理网络中流动，但是它们的体量和网络基础通常都是隐藏且不可度量的。考虑到社会网络与城市之间的重叠多种多样，相关研究大多并不涉及空间特性，我们将主要聚焦在它们的拓扑学和关系结构上。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从网络与地理或关系空间的联系角度来讨论所有这些网络，使用流理论以及图形理论将它们表达为节点（nodes）和弧线（arcs）、枢纽（hubs）和连接（links），以及顶点（vertices）和边缘（edges）。我们将解释节点是如何与区位相关联的，以及连接或弧线是如何与区位之间的流相关联的，而流就是各种活动间的相互作用的集合。


  集聚意味着区位的形成，但在此背景下，我们将这种集聚视为节点或枢纽的高密度链接，而物理上的疏散化可以用网络链接在地理空间的扩展来表示。全球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但在更大尺度上来解读。从这种相互作用角度对城市的理解是认识当代城市必不可少的基础，因为当代城市具有从最本地化乃至最全球化的各种尺度上的联系。实际上，只有“网络相互作用”范式可以很好地解读中世纪城市向工业城市再向后工业城市发展转变的过程，传统上将城市看作一大片乡村上的节点已经不可行了。密度和网络的持续增长意味着城镇化和财富的增加，也意味着复杂性的提升。我们将用这一主题将各种概念联系起来并引导本书后面的章节。


  1.4 系统方法


  有多少个试图了解城市复杂性的评论家，就有多少种理解城市的方式。这并不奇怪，因为虽然我们对某些特征有共同认识，但每个个体对生活在城市中意味着什么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有鉴于此，为了加深理解，我们的明确思路是更多地采用不依赖问题领域的一般性理论来建立框架。有人可能认为不依赖具体领域的理论容易抓不住系统的本质，但我认为，一般性方法在保持所研究系统的结构和表现的中立度上具有初始优势。50年前出现的一般性系统理论源于生物学和工程学，并被社会学、管理学和城市规划等社会和专业科学所采纳。这种方法在那些尚未建立强大理论架构的知识和实践领域中很受青睐。城市规划学科在20世纪的前期基础是建筑决定论（architectural determinism）和社会管理理论（social administration）的奇怪组合，当对城市和城市规划的理解开始转向更加系统性的社会科学方法时，系统方法被广泛采用（Chadwick，1971）。从此，系统方法就一直影响着我们对城市功能的认知。


  系统一般被定义为由相互作用的元素或客体构成的有机整体。网络是这种方式架构的系统中一个密不可分的概念，系统的组织形式是实体在不同层面的集聚，通常形成不同的结构、组团或子系统，具有层级体系的特征。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很多系统都是按照层级体系来组织的。在某些情况下，严格意义上的层级体系被认为是应该去追求和努力达到的最优秩序。这种秩序通常是系统结构区别于系统行为的特征，系统行为是重点研究通过定义系统的元素间相互作用的常规行为来维持系统结构。正如将城市定义为工作地和居住地等区位点的集合。将这些区位联系起来的相互作用是上下班路径上的交通流，通过日复一日的重复维持着常规系统结构。在模式中的变化趋向于在短期内保持结构的稳定，这些模型会通过消除和创造工作岗位和住宅的布局来逐渐进化和调整。这类行为的特性是通过反馈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并抑制那些试图改变系统长期稳定状态的不稳定行为，它们通常被称为“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


  层级结构在当代研究方法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复杂性理论中。西蒙（1962）通过他的例子，很好地阐述了层级结构为何是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将系统稳定地整合在一起，并且弹性应对外在的影响力。他的案例值得我们再次关注。西蒙想象有两个瑞士的钟表匠——霍拉和丹普斯，他们在制造同一款式的复杂手表，每只手表都包括1 000个部件。他们俩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组装这些部件的方式。丹普斯采用将每个部件一个个安装起来形成成品的方法；而霍拉会先制作每只包括10个部件的装配件，然后再将每10个装配件组装成一只包括100个部件的组合件，最后，他再将10个组合件组装成手表。开始，这两种方式都运行得很顺利。但是当这两位钟表匠开始因其产品愈加出名时，越来越多的订单蜂拥而至。由于订单都是通过电话而来，每当电话响起，丹普斯就得放下手头的装配半成品并散落开来。同样情况下，霍拉仅需要重新开始一个装配件的工作。最终，丹普斯发现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难以完成装配哪怕一只手表，而霍拉则可以有效地应对增长的订单数量。长此以往，结果显而易见：霍拉的生意大获成功，而丹普斯被迫出局。当然，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自下而上的层级组织是系统进化的基础，层级结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健康和弹性发展的方式。连续层级结构中的密度组团或子系统构成的网络是复杂系统的特征之一，而复杂系统这一概念将不断出现在本书的每一章中。


  正如霍拉对手表制作方法的设计，早期理论所描绘的系统是一个基于底层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或是一个“严格”的层级体系或树状结构的网络，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树突”结构。图1.1a是一个子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图1.1b为层级体系。实际上，在层级体系刚刚被用来理解城市和城市间的关系时，就被认为这种严格细分必然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子系统间必然有一定的相互重叠。亚历山大（Alexander，1965）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城市不是一棵树》中赞同了雅各布斯（1961）的观点，认为多样性和多元化是城市的基础，但正在被诸如区划规划等具有生硬层级结构的城市规划所摧毁。他使用“准网格”（semi-lattice）的概念来说明，尽管用层级体系来研究系统如何自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可行性，但现实世界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严格层级体系所能表达的内容。图1.1c用系统结构的简单图示描述了这个构想。


  但在这些构想中并没有考虑到系统在怎样的条件下可能发生变化。正如西蒙（1962）指出的，层级体系和树状结构是一种演变而成的平衡状态。因此当系统理论首次运用到城市研究中时，城市系统被广泛地认为应该以长期的平衡状态为目标。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基于某个时间断面来判断城市是否处于平衡状态是完全错误的。城市可能看似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这是因为物理建成环境的变化速度和人类行为的改变速度之间有巨大差距。但我们认为城市正是处于不断变化的非均衡态中。焦点应当是过程，其中发生的增长或衰退意味着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或是累积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继而将系统持续推向新的均衡态，这其实表示系统始终处于连续变化的非平衡状态中。实际上，城市是一个高度有序的实体，与物理科学所研究的随机系统模型相去甚远，“远离平衡”是城市的特性，并通过城市的增长或变化对这种远离均衡态不断进行调整（Batty，2005）。城市的系统论的问题在于，它试图将其视为可以良好运行的系统，可以很好地应对外界的冲击，并趋向于修复系统至原先的均衡态或至少与原先比较接近的状态。然而，我们在过去50年中看到的是，系统无法自如应对外界变化条件不断自我调节，其实这种想法从未正确过。城市是创新的温床，城市创造奇迹，城市也上演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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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系统结构和层级体系

  


  早期的系统理论对于系统开放性的问题关注较少。一些观点认为可以将城市看作一个在时间上封闭的平衡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运行效率。与之相随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不可避免是相关的，但系统仍然可以被定义为封闭的，或者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在很多人类相关系统特别是城市系统的研究中，这一假设与“平衡系统”观点一样广受质疑。如今，随着去中心化和全球化的扩散，我们越来越难以找到接近封闭的系统，与外部相互作用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内部化的假设也越来越难以成立。现代科学的最致命问题之一就是无法发现封闭系统，因为这会导致一个自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被质疑，即科学的目的是提供可以“解决问题”的技术。从早期直至20世纪中期，这一观点在社会科学中具有强势地位，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对于我们提供封闭性的能力以及因此对于范围和程度的一致性产生了疑虑，本质上是对系统的定义产生了疑问。这种不确定性，以及由无数独特和有目的的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开放系统带来的其他不确定性，推动了系统理论本身的重大变革。从这些思考中诞生了复杂性科学，将系统概念的关注点从高度组织化的“自上而下”转向了更加有机的“自下而上”的组织。复杂性科学也为本书对城市系统待研究提供了更为恰当也更为有力的分析框架。


  1.5 复杂性理论和城市


  有观点认为，由于外在环境对系统形态的影响有限，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结构和行为理论来实现对封闭系统的有效理解。这类观点还认为，系统的结构是自上而下组织的。这与系统的层级体系观相一致，认为系统是包括从子系统到基本元素的秩序化的层级体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系统在不同层面总体或部分的功能体现。然而，如果系统是无法封闭的，也就是说系统处于一个波动的环境中，那么自上而下的体系秩序就不再适用。实际上，自上而下的秩序意味着系统可以通过分解的方式来理解，这也与主导了科学研究三个多世纪的简化模型相一致。


  然而，一般性系统理论从一开始就质疑将系统理解为自上而下秩序的观点。源自20世纪20年代格式塔运动（Gestalt movement）中被滥用的那句名言“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就是对上述秩序的怀疑，尽管在系统理论的发展早期，如何认识这种新兴秩序并没有太多的意义。随着开放性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以及认识到系统的均衡态更像是一种例外情况而非常态，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系统是自下而上生长的。实际上，大多数系统并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生长”而成的。正如西蒙（1962）指出的，系统通过影响各个层面的无数决策逐步演化。生物性系统从细胞生长而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约束，尽管在它们所处的环境中，很难去评估它们的进化发展带来的各种影响。在人类社会系统中，从地方乃至全球战略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对组织和行为进行决策，但是这些决策大多是个人做出的，也就是高度去中心化的。实际上从形态上来看，城市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去中心化，这不是因为决策行为的去中心化，而是因为得益于交易成本下降，个人决策在层级上得到了扩展。作为城市形态的去中心化，以及作为系统自下而上发展特性的去中心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所关联但不应混为一谈。


  将系统理解为自下而上形成的结构，也就涉及了动力学的概念，通过本地层面的个人化行为，更高层面的模式和结构从这些行为中浮现出来。浮现这个概念往往是与新奇、惊讶、创新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代表了我们对系统发展的全部期盼，这个词在这里成为对系统的新描述的标志，并将在随后的很多章节中重复出现。这个概念也很好地体现了对城市系统的理解，即城市并非自上而下规划而成的，而是自然发展形成的。本书中所探讨的网络和区位模式，不是任何高高在上的机构或个人所规划的。在我们目前所能理解和描述的范围内，是在一定物质性约束条件下产生的无数决策，共同选择某些网络和区位模式而非其他模式，由此产生了特定的网络和区位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理论总是认为经济结构便是以这种方式发展和形成的。推动市场运行的资本的活力，亦即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是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我们发现无法从一般意义上来定义，但其结果是最基本层的众多个体行为之间相互协调，从而产生了一些有秩序的模式集合。


  复杂性可以被视为有机生长的系统。20世纪后期以来，这个概念已经在城市研究中有了众多积极的应用，同时也是对城市规划忽略内容的评判，以更好地理解城市。本质上，自下而上生长的系统是通过子系统和组团的形式，在不同尺度上以各种形态扩展和蔓延。实际上，正如图1.1中所示，很多这样的系统在不同尺度上重复着它们的基本结构，往往也可以被视为不同尺度上的某种规律性或是模式化。这就是分形结构的自相似性特性（Mandelbrot，1982），这一特性可以在城市的土地使用的组织和经济活动中观察到，特别是在城市的中心区更是如此，在越来越大的空间尺度中汇集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功能。中心地理论和基于此的城市规模分布是这种分形结构的关键特性（Batty and Longley，199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增长过程中体现的层级体系的格局，可以以自下而上也可以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解读。层级体系自上而下的结构意味着一个相当集中的状况，但是自下而上的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层级体系，则可能是从层级基础中每一个要素的视角构建出来的。正如图1.1b和图1.1d所显示的那样，我们能够通过层级树来描绘基本要素间的联系。这表明系统是发散而非收敛的，但一切都说明决定了交互作用结构模式的层级体系总是与处于中心的组织原则相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层级体系都会出现层叠，并且这些约束条件总是与现存问题息息相关。


  复杂系统中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自组织为簇团的现象确实存在，在最底层依据一定规则建立的模式会在更大更高层面上重复出现。然而，这类最简单的系统不能显示出多样性和异质性这些真实城市系统中所具备的特性，而且可能会有观点认为，随着规模的变化这些模式会发生一些细微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在不同层面的不变性的评判标准可以不那么严格，并认可某种程度的弱相似性，但分形结构并不太会有万花筒式的变化。我们从相似性和诸如分形几何这类规则的角度来理解系统，但是复杂系统特性之一是它们本质上不可能在它们的定义范围内被简化。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我们将对复杂性理论的细节要素进行更详细的解读，快速简洁的总结符合主流理论并将支撑本书中将要讨论的众多概念的一些案例。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网络、流和形态学，但动力的类型并不是我们的关注重点，虽然这也是当代复杂性理论中的重要一环。


  1.6 作为复杂系统的城市：基本原理


  1.6.1 均衡态和动力学


  认为城市处于均衡态的想法可以被原谅，因为相对于其中的功能变化来说，建成环境本身对我们的实时反馈的变化是缓慢的。城市被描绘为一种均衡态，最初关注的焦点是表达和模拟静态的城市结构，比如人口密度分布、交通的断面模式以及不同土地使用类型的配置和区位，这些通常是作为早期居住地亦即城市中心商务区的周边同心环（Alonso，1964）。这些结构的变化都是人为干预的平稳的变化，但随着研究者逐渐发现现实的变化往往是不连续和起伏变化的，这一框架就迫切需要扩展以纳入各种非连续的动力。20世纪70年代，随着住房价格泡沫的产生和破灭带来的城市发展灾难，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空间行为的无序性，这与近似一致的初始条件有了本质区别，关于城市如何不连续地跳跃发展的概念开始出现，并主导了对于变迁动力的思考（Wilson，1981）。


  城市模拟模型最初是与城市动力打交道的，其初衷是对某一时间断面上的发展进行预测，但在那个时期城市的发展是缓慢的，所以关于城市变迁是如何发生的理论在那个时期并未充分发展起来。福雷斯特（Forrester，1969）在著作《城市动力学》（Urban Dynamics）中关于城市变迁的早期阐述认为，变迁往往具有反直觉的特性，他认为城市变迁围绕着引起指数增长和衰退、有限的逻辑斯蒂增长以及系统相对于假定均衡态的上下振荡等正反馈概念（Batty，1971）。当时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城市科学需要包括动力学，可以针对不同增长情景进行模拟。数学领域中基于灾难、分歧和决定性混沌的动力学内容的新发展，被迅速运用到初始的复杂性理论中，并自此成为所有对复杂系统的定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ay，1976）。我们通过图1.2来描述人口变迁的动力，来简单表现动力的幅度以及它们各自之间是如何关联的。


  1.6.2 模式和过程


  城市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功能运行是基于框架选择的多重过程，个人和团体在这些过程中确立相互间的位置并通过土地使用发生广泛的活动。这些活动被集聚经济和非经济的交易交换主导，通常以不同地点间的相对可达性形式展现。这些交易交换行为形成了反映不同层面组团行为的模式，并反过来意味着不同地点的不同密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区位模式的描述都是非常粗糙和抽象的，如关键枢纽周边的密度分布，再如中心地的嵌套分层结构，又或是表达更加多中心形式的可达性模式。但是，这些描述很少关注其背后的形态结构。这表明，城市研究者没有抓住城市模式所显示的某些重要信号，比如它们跨越不同层级的自相似性或空间不变性，这些信号反过来也意味着不同层级上发生着相似的进程。此外，像中心地理论（Christaller，1933/1966）中的特性那样以类似模块化反复出现的模式，其生成的层级可以通过新类型的几何学来处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领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概念，包括城市中模块化模式如何构成、发展的自相似过程概念的提出以及用分形结构来阐释城市（Batty and Longley，1994）。图1.3是各种城市集聚的模式，展现了分形结构的独特层级体系，这个体系由下面我们将要介绍的规4模等级尺度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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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显示了各种人口变迁动力


    注：采用人口增长通用模型P（t+1）=φP（t）z（[image: p-]-P（t））γ进行模拟，其中P是人口，t和t+1为时间。参数φ、z和γ是用于控制产生阻尼指数增长的正反馈和负反馈。P表示人口容量。曲线1是γ=0时的典型人口指数增长模型，而曲线2—4是逻辑斯蒂曲线（logistic），根据不同的参数值的组合，呈现不同的阻尼指数增长的振荡。

  


  通过形态来侦测城市中正在进行的不同过程的概念，与另外一些前面提到的概念有很强的关联性，包括众多个体空间的决策决定了城市如何自下而上生长以及各种模式如何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反复出现。城市的发展很少会扩展到整个定居点或城市的腹地区域，从这点来说，城市发展被认为是一种空间填充，并且与分形形式在欧几里得维度上填充空间的方式相同。因此，整个分形几何学被引入城市模式和城市过程中。分形维度决定了城市对其所辖区域的填充程度，是一种通过城市相对密度和可达性对城市进行分类的方法。在这类概念中，很多都是关于城市如何发展——紧缩还是蔓延，人们发现网络结构值得尝试，它们将土地使用联系起来并帮助城市达到集聚经济和规模效益——这是城市存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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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基于人口、遥感以及街道网络的城市形态自相似


    注：左上图a和右上图b是通过网格化人口调研数据生成的英国和英格兰南部的城市形态（来自Batty and Longley，1994）。左下图c是2000年的遥感数据，而右下图d是大伦敦区域的街道网络数据。请注意，在所有空间层面上都有集聚，这与我们在本章及后面章节所讨论的差异性增长和规模等级体系相一致。

  


  1.7 相互作用、流和网络


  城市的本质是不同个体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相互作用。格莱泽（Glaeser，2011）以及之前的雅各布斯（1961）都曾用极为生动的语言将城市描绘为人的连接载体。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也是城市科学的主旨。城市中发生的各种进程将人们集聚在一起，生产并交换物品和想法，并形成了众多网络，人们通过这些网络传递物质和信息来支持各种进程的发生。物质网络和社会网络趋向于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补充。从原始定居点这类最初的中心开始，个体通常会按比例被已经存在的点所吸引。这是我们之前描述过的聚集的功能：对于点i已有的人口Pi，人口增长与规模φPi成比例，其中φ是增长率。可以将点看作网络中的一个中心或节点，假设中心点增长率大于1，与该中心点链接的腹地的人口产生新的链接，而新链接的数量与中心点规模成比例。每一个节点都以相同的方式对链接产生吸引力，在更广区域中有新的节点随机出现。这是一个“富者更富”的模型，它生成了一个积累因果，是很多领域中网络发展的基础。巴拉巴希（Barabasi，2002）称之为“偏好依附”（preferential attachment）模型，它的一个显著特性是节点的规模分布遵从一定的规模变化定律，由于模型的通用性，节点可以是区位（城市）、城市的部分、一群个体或机构等。简而言之，以链接来判定规模扩张的节点的频率根据幂次定律不断缩小，即有很多的小节点和为数不多的大节点。这是这门新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这反映了竞争决定规模的方式以及资源寻求具有竞争力环境的方式。这点不仅适用于网络，也适用于城市规模以及城市中不同区位的规划分布，其呈现符合齐普夫定律（Zipf，1949）。在继续讨论这点之前，我们将讨论空间复杂性的几个关键特性，空间复杂性通过所谓的比例定律定义了这门新科学。在接下来两章中我们将讨论流和网络，而在第4章和第5章我们将探讨位序规模和层级体系。


  城市中的网络如何存在与我们之前提到的分形模型相关，包括那些特征性的物理印迹形成的通道，人和物通过这些通道移动。这些网络中的流，同样取决于区位的规模，但这些流往往会受到距离的遏制效果影响——这被称为距离阻力，通常用dij表示任意两点i和j之间的距离阻力。对这种流的关系有一个相当早期的形式——万有引力，早在17世纪末期在牛顿《原理》一书中提出运动定律之后不久，万有引力便被提出以用于对空间中运动的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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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Pi和Pj是人口数，Tij代表了地点或区域i和j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定义被拉芬施泰因（Ravenstein）称为平方反比定律（inverse square law），用于描述英国19世纪末期城市和区域间的人口流动（Tobler，1995）。这同样也符合比例定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以不同形式被用于对各种空间层面的不同交通流的建模。的确，这个关系是很多土地使用与交通建模工作的操作性基础（Batty，1976），也构成了这门新科学的很多应用的基础，我们将在第9章中继续讨论。之后的两章中，我们会广泛探讨流和网络的相互作用概念，这也是构成这门新科学的关键要素。


  空间在社会网络中是隐性存在的，空间塑造了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和团队相互进行交易、交换、交友、实施决策以及管理等。如今有很多对这类网络的建模，随之产生的新形式的网络科学，主要关注网络中的模式——簇团、短链接、弱联系、桥接和层级体系，这些也是我们这门新科学的核心内容，我们将在第3章中继续描述它们。图1.4展示了上述其中一些网络以让读者对网络有初步的认识。耦合网络中有很多难点，包括物质（能源）和非物质（信息）网络相互耦合的发展方式，这些网络相互交织的方式，以及通过链接延展和扩散的过程方式（Newman，2010）。研究的前沿是探究这些网络是如何相互链接，以及其形态模式作为决定城市运行的社会和经济过程的物理表现，是如何依靠这些网络表示的。要想理解网络是如何断裂和分离的、规模经济和创新是如何通过不同网络的相干来实现的，乃至繁荣和财富创造与网络效应的关联方式，其关键点都是这门科学需要去解决的核心问题。规模变化将所有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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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连接一起的交通网络生成复杂交通动态


    注：左上图a是伦敦的巴士路线图，长直线为长距离巴士；右上图b是城际巴士和渡船；左下图c展示了长距离的地上铁路（浅色）和地下铁路（深色）线；右下图d是伦敦中心城区所有道路交通的局部样本。

  


  1.8 进化和突现


  除了在讨论既有格局之上的动态过程对集聚经济的产生和增长的影响时提及反馈的关键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城市的描述尚未正式涉及城市如何随时间发展。之前提到的模式大多是由相对较小尺度上自下而上的个体行为（或者至少是代表团体和机构的个体行为）运作而来，任意截面快照都显示为无数个体决策形成的自然秩序，并随时间演进而逐步生成。这些决策的影响通过各种形式的隔离与扩散在空间上发散，各种模式也在过程中涌现。


  想象在普通社区邻里的规范布局模式中，城市通过一些可能促进增长的种子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将城市景观定义为一个网格，即每一个单元周边都有八个相邻的单元，中间的已发展单元就是种子，作为某种不变的地方模式，其周边的单元将随之开始发展。如果某个单元已经完成发展了，我们可以制定一条规则，在该单元周边下一个发展的单元必须尽可能远离原单元。这一规则将使种子单元向四周发散，在空间中呈现四条放射发展线。我们可以放宽规则，并规定在一段时间范围内，如果一个单元已经完成发展，它就可以向八个方向中的任意一个方向发展。这将会在种子单元的周边带来扩散发展，所有的单元都会逐渐完成发展，但在时间序列上是随机的。图1.5是扩散发展的一些典型模式，这些以模块方式生成的模式并没有覆盖所有空间，并且呈现清晰的分形结构。这些模式通常被称为元胞自动机（CA），它们体现了层级体系结构的核心概念，即层级体系结构是在不断生成自相似体的过程中产生的，并在跨尺度上呈现分形。在近20年中，它们是很多城市物理增长模型的构成要素或“代理”（Heppenstall、Crooks、See and Batty，2012）。


  
    [image: ]

    图1.5 采用最近邻里带动发展的模块化规则，自下而上生成的理想化城市模式


    资料来源：Batty（2005）。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考虑在已发展的系统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个体——譬如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他们在空间中随机分布。如果规则是仅当属于另一党派的邻居不占多数时，个体才能够与邻居和睦相处，那么我们可以将邻里空间作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检测板。然而，如果某一个体随意改变了自己所属的派别，一个邻里变成了五个共和党人和三个民主党人的构成，且改变自己派别的共和党人处于三个民主党人中间，那这个邻里中将会产生隔离。实际上，整个空间都在不断更加破碎，产生高度隔离的共和党人区域和民主党人区域。这个模型最早是由谢林（Schelling，1996）提出的，它描述的是一个典型的突现场景，个体很愿意在某种平等状态下相互成为邻居——比如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数量上的平衡，但是一旦某个个体产生变化，模式就会开始分化，而那些看起来支持利益或观念平衡的中立状态会逐步走向极端。图1.6描绘了从一开始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随机分布的初始状态下，隔离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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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从时间t=1时的随机空间分布发展到t=200时的高度极化而稳定的隔离状态

  


  1.9 规模、形状和尺度：规模变化定律


  1.9.1 基于空间、距离、规模和频率的关系


  规模变化是一个将所有这些形态和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概念（Batty，2008）。当我们认为一个对象的规模发生变化时，我们是指这个对象变成了更小或更大但形式相同的形式，即便形式上可能有一定区别。例如，如果一个对象在空间上发生缩放，意味着其空间形态相同或等比例变大或变小（Bonner，2006）。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自相似性，这也是分形结构的重要基础（Mandelbrot，1982）。实际上，由于对象在规模上的变化，通常会在比例上发生一些特定改变，对象比例的调整必须保留其主要的核心功能。这表明规模变化可以带来质的改变，虽然变化的程度仍然属于自相似性，但是已经发生了一些转换。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自仿射性（self-affinity）。城市在规模尺度变化并在形状上发生改变时有很多特性，我们将结合之前的讨论分析这些特性。之后我们将提出一系列规模变化定律，这些定律将在本书中不断出现。实际上，这些规模变化定律将成为这门新科学的一个经典特征。


  显然，城市在发生规模变化的同时也会在形态上发生变化，通常称之为异速生长（allometry）。它反映的是聚集经济，当衡量所有城市时我们称其为“市际”（interurban）聚集经济，而考虑城市内部时则称为“市内”（intraurban）。小城市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城市的数量，这也体现了聚集经济的竞争性，其中包含的不对称性是，所有大城市实际上都是由小城市发展而来的。在通常根据城市规模等级来衡量的城市规模分布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城市在空间中的布局也遵循它们的规模体系，小城市总是分布在大城市的腹地。相比小城市，大城市总是占据了更大的空间范围，其构成的层级体系在中心地理论中已有阐述。在城市内部，较大城市中居民之间的相互交往一般会比较小城市更为频繁，尽管这并非城市规模本身所带来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对空间的竞争结果，这种竞争在大城市中往往比小城市更为激烈，从而带来更为接近的物理位置以及更加频繁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如果将城市视为更大区域中的一个点，那么可能的相互作用发生量为与人口数成正比的P2。然而，邓巴（Dunbar，1992）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对每个个体来说，可能的潜在朋友和同事数——亦即相互作用量的平均值约为150。这一限制在150人口规模的小城镇中达到顶点，镇上的每个人都认识其他所有人，相互作用的总数即为150P。而所有大于此规模的城市，其相互作用总量应符合150P的线性关系。实际上，由于大城市中发生相互作用的压力更大，其相互作用的总量很可能大于这个线性关系，并且这还与收入及其他经济指标有关，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这些。


  有一点很显然，居民间的相互作用会随着相互间距离的增加而变弱，这就是引力定律。可由物理学中的反向平方定律直接类推而来，并成为自杜能（Thunen，1826/1966）以来的城市经济模型中对空间和距离（或交通成本）间交易进行分析的基本定律。我们或许还可以提出，当城市发展变大占据更多空间时，尽管密度增加，居民间的距离增加也对市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抑制，或许可以抵消高密度和竞争所加大的相互作用力。城市系统中很多其他类型的空间扩散活动都会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弱，其中的一些例子，当城市在相对无干扰环境中发展时，可以观察到距离和时间对从中心市场或枢纽中扩散的活动的相同影响。


  1.9.2 七条比例定律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对城市系统的比例变化进行汇总，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些关系进行汇集。为此，我们将这些关系以比例定律罗列出来，总共有七条定律，还有一些内容不太能够成为定律。也许有人会认为定律远远不止七条，或者认为本质上只有一条定律，因为这些定律都是从其他定律推导出来的，或许只有一条关于规模和形态的基本定律。我们可以认同上述观点，但在实际应用上必须小心。这些可能并不是在物理科学中被接受的定律，但它们揭示出了时间和空间的强大规律。因此，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条定律：


  
    ·当城市增长时，“潜在链接”的数量随着人口的平方而增长。在计算科学中这被称为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在网络科学中则被称为摩尔定律（Moore's Law），随着局域网的发明被提出，如今已适用于所有网络现象。马克·扎克伯格最近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猜想，他认为信息分享量每年都会翻倍，有人将之称为扎克伯格定律（Hansell，2008）。


    ·当城市变大时，城市中居民的平均真实收入（以及财富）会增长更快，呈现积极的超线性增长。这就是贝当古和韦斯特在关于异速规模变化的近期研究中提出的贝当古-韦斯特定律（Bettenc-ourt-West Law），或者也可以根据19世纪末期对于城市聚集经济最初的相关研究，称其为马歇尔定律（Marshall's Law）。


    ·越大的城市的数量越少。城市的频率分布呈正偏态，往往近似于逆幂律，可以被转化为等级规模关系。最基本的形式是齐普夫（1949）提出的齐普夫定律，他首先研究并推广了城市规模与频次的关系。


    ·当城市最初的市场或行政中心开始增长时，土地价格（租金）和人口密度随着与中心点或中心商业区（CBD）距离的增加呈现非线性降低。克拉克（Clark，1951）发现了人口密度与距离的关系，土地租金与距离的关系则首先由阿隆索（Alonso，1964）提出，但他们的研究都源自杜能（1826/1966），1826年在农业背景下，杜能首先从以他的庄园为中心的土地使用情况中发现了这一规律，故我们称之为杜能定律。这也可以理解为质量半径关系，即人口的聚集随着与CBD的距离增加呈现超线性增长的分形规律，增长指数（分形维度）在1~2之间（Batty and Longley，1994）。


    ·当城市增长时，根据马歇尔定律，两个城市间的相互作用随它们规模的乘积而增长，但相互作用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加或是交通成本的上升而减少。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二维版本的杜能定律。而根据提出引力模型的空间相互作用的早期研究（Alonso，1976，1978;Wilson，1970），这可以被称为阿隆索威尔逊定律。不过，更通用的名称是托布勒定律，具体表述为“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但距离较近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性高于距离较远的”（Tobler，1970）。


    ·当城市增长时，其中心区域人口密度趋于降低而整体密度分布趋于平缓。这一现象在很多城市中得以验证，并且往往是由于中心区的土地使用置换以及城市用地从边缘区向腹地蔓延。这首先由博希埃（Bussiere，1970）在对巴黎的研究中提出，故我们称其为博希埃定律。这条定律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城市活动中。实际上，随着时间推移，由于技术进步和财富的积累，城市中心的密度会上升而边缘区的密度会下降。


    ·城市越大，它们越具有可持续性，即更加“绿色”。这是近期的研究发现，虽然发展中世界中当前仍然有不少城市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与历史上西方城市在工业革命时期快速增长阶段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将此称为布兰德定律，因为布兰德（Brand，2010）在对城市规模和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后提出，在保持城市生活品质的前提下，更高的密度能够带来良好的社会相互作用，也有利于实现可持续的交通解决方案，远比低密度蔓延更有效率。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更多其他对城市中行为变化的观察和研究都与以距离和交通成本来衡量的城市规模和空间有关。例如，当城市增长时，其平均密度通常会增加。尽管迄今为止并没有系统性的证据来证明这点，但这反映了当城市中平均交通时间增加时，人们会更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还有很多类似的观点，等有了更多的系统性证据，就可以纳入我们这个宽松的定律体系。


  1.9.3 增长、规模、密度和相互作用的比例缩放


  我们将检验这些定律中的其中四条，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不同点。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对比例缩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假设有一个函数y（xi），对于不同的空间位置或地区i，某一属性与另一属性xi相关。如果我们将xi变化λ倍，当函数的值成比例变化，即y（λxi）∝y（xi），则可以说这个函数发生了“比例缩放”。唯一符合的函数是幂律，可以写成y（xi）=xia，其中的指数α可以是任何值。然后对这个函数增加一个比例λ，可以得到：


  [image: p062]


  从这个方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函数y（λxi）是与旧函数y（xi）成比例的。


  城市属性随规模与彼此关系变化的方式是最重要的比例定律之一。这就是马歇尔定律，从聚集中产生规模经济。这也是异速生长，意味着质的变化，通常伴随着生物种群的形态变化，某种动物或植物不得不对总量进行自我调节以符合线性发展。最简单的方式是考察城市的用地规模Ai是如何随着城市人口Pi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如果城市在二维平面上扩张的同时也在向第三维度扩展，我们可以认为城市的增长与人口的关系是Pi∝di3，其中di是线性维度的。当然，用地的增长是与这个维度的平方相关的，即Ai∝di2，故人口与用地的关系是：Pi∝Ai3/2。这条幂律是一个正异速生长的例子，因为幂大于1。假如人口是与用地等比例变化增长的，我们则认为这是等速生长，而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异速生长系数，即上述关系中的幂指数更接近1而非3/2。如果幂指数小于1，则是负异速生长。因此，异速生长可用于研究规模和形态变化关系（Bonner，2006）。无疑，相对于平面来说，人口向第三维度的增长给形态度量带来了变化，但在这个幂次定律中，更为普遍的是考虑如何反映规模经济和非经济活动。例如，有很多证据表明收入yi的增长比例高于人口增长比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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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α>1。而道路空间等物质基础设施的增长比例低于人口，即α<1。这分别反映了正的和负的异速生长（Bettencourt、Lobo、Helbing、Kuchnert and West，2007）。


  另一个与规模相关的定律涉及多种对象，比如城市、公司、收入等的规模分布，并且与有限资源下竞争带来的分布现象有关。例如，在中心地理论的层级体系中的城市分布，就是在等级为s人口数为Ps的城市的分布频率fs的幂次定律，一般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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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幂指数ζ总是大于1。其更严格的形式是fs~Ps-2。实际上，用累积分布的等级rs来表达这种频率更为方便，将典型的等级规模分布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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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ζ=2，则Ps（r）~rs-1，就变成了纯粹的齐普夫定律，最初在齐普夫的《人类行为与最小努力原则》（1949）中提出。这就是所谓的等级规模规则，不仅应用在城市规模和相关事物如收入和公司规模中，也可以应用于巴拉巴希（2002）称为“无比例”网络的节点规模变化。曼德博（Mandelbrot，1982）认为它是构成分形现象的一个基本规模关系，通过齐普夫定律可以很容易看到为何这个幂次定律是无尺度的。如果我们将等级r直接翻倍至2r，规则就变成了Ps′（2rs）~（2rs）-1=2-1 rs-1~2-1Ps（r）。简单来说，人口规模按比例变化。第2等级的人口是第1等级人口的一半，以此类推。有很多模型可以生成规模等级关系：如比例效应和偏好依附，以及通过模块化和常规方式将腹地分隔为相互排斥的细分地块，或是针对人口密度进行多种假设，从而将齐普夫、杜能以及托布勒定律联系在一起。这也将市际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市内的城市经济都与规模变化联系起来（Simon，1955;Gabaix，1999;Rozenfeld、Rybski、Andrade、Batty、Stanley and Makse，2008）。贝里和奥可丽兹可扎因（Berry and Okulicz-Kozaryn，2012）对这些概念进行了非常好的综述和扩展，说明了此类比例定律的重要性，并持续地发展我们这门新科学。


  涉及城市中和城市间活动的分布时，规模变化跟密度和相互作用相关，这点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相互作用的影响的最纯粹形式就是梅特卡夫定律，这也是人们为什么追求创新、进行创意乃至收入增长比例超过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对于人口数P，其“潜在相互作用”数量是P2。这些数量中只有一部分可能真正实现，但是因为人口P中的每个人都会与其自身发生作用，那么实际发生的相互作用数T与人口数的关系是P≤T≤P2。如果排除自身相互作用，且双向的相互作用只记一次，那么可能的最大值变为T=P（P-1）/2。当然，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中发生相互作用的面积也会随之扩大。进行相互作用的最远路程是与距离成正比的，如果区域的半径为d，那么T=P（P-1）/2d，相互作用数下降到引力场T≌（P/d）2。正如在前面提到的邓巴（1992）数，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对任意可以相互作用的人口都具有一个恒定比例ξ，潜在的相互作用数量位于ξ（P2/d2）≤T≤ξ（P2/d）范围内。如今，对于创意活动来说，更需要相互作用潜力而不是单纯的人口规模，因此也就知道为什么收入及其相关属性相对于人口增长呈现超线性（或正异速生长）的增加。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相互作用进行建模。我们已经阐述过两个不同地点的相互作用通常采用万有引力模型，其一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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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K为常数，包括了影响相互作用发生的多个方面。ϕ通常是一个大于1的参数，反映了距离对相互作用的阻力（Wilson，1970）。这个模型是典型的规模变化模型，如果我们将阻力加倍为（2dij）-ϕ，相互作用就变为2-ϕTij。这个相互关系模型具有很高的通用性，已经在土地使用交通模型中应用了多年，并且还会继续使用下去。很容易可以看出，从这个模型中可以根据密度推导出杜能定律。如果假设在初始中心为P0，例如CBD区，与这个中心距离为d0j的其他地点为Pj，那么可以通过P0Pj的关系方程1.6将人口密度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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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将这些定律联系起来，或者至少提供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方式。如果我们假设人口密度成比例变化[image: p064-3]，而这个人口数出现的频次是由具有初始中心0的环形城市周长[image: p064-4]所给出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口ρj的频次[image: p064-5]，这就是齐普夫定律在市际层面的应用。将其进一步扩展到中心地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应的规则来生成从最小到最大地点的层级体系，而多组的人口ρj可以被设计用于生成连续的规模等级尺度。距离和道路空间是两个变量，经过一些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口规模增长时出现多种超线性关系，这与我们在现实城市中的观察也是一致的（Bettencourt、Lobo、Helbing、Kuchnert and West，2007）。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综合方法，还需要其他人提出更加详细的论证。我们在此更加关注应用。而像这门新科学中很多其他内容那样，还需要未来的很多研究来完善这部分理论。


  在第2章中，我们将对这些关系进行更加详细的阐述，并探索如何对城市中的流系统进行建模。但在这里，我们强调上面提到的这些比例关系是相互联系的。然而，将它们以明确的方式联系起来仍然有不少挑战，因为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反映的城市系统。我们并不试图为城市系统建立一个完整的或是统一的比例缩放理论，因为这样会偏离我们的中心任务而去解释城市理论。需要知道的是，比例定律贯穿了这门科学的方方面面，对探索城市系统结构的诸多特性来说有重要帮助。


  1.10 建立城市科学的演算方法


  简·雅各布斯（1961）在她极具影响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认为，城市“……问题是处于有组织的复杂性状况中……它们往往具有数个甚至数十个变量，都在同时变化且以微妙的方式相互关联”（雅各布斯的原文斜体）。前面章节中我们总结的比例定律以及我们描述的多种理解复杂性的方法，都反映了她所说的关联和微妙之处，这在我们这门科学中随处可见。雅各布斯继续写道：“城市……的组织复杂性中并不存在某个问题，一旦解决它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它们可以被分为很多类似的问题或片段。”这很能体现本书提出的一些观点，即不存在能被任何人用于任何地方的单一方法，但为了帮助我们设计更好的城市，仍然存在一些不变的、规律性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此外，复杂性概念本身就否认存在一种支配性方法，复杂性科学有足够的开放性以包容不同的方法（Miller and Page，2007）。因此，我们坚决主张我们在这里建立的是“一种”城市科学，而不是唯一的城市科学。


  我们用很有说服力的方式，科学地阐述了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和构想。当然，还有必要进一步证明定义的正确，因为很多研究视角将城市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并将城市所处的更广阔环境视为某种人文主义背景。正如读者已有所了解的，我们对科学的定义是相对宽泛的，在这里我们认为所有系统性的知识都是科学。科学是结构化的知识，这些知识用公认的工具和方法得出，其产生过程可以被其他人重复。获得的知识可能是采用不同方式推导的，不同推导方式与重复推导可能有一些区别，但核心标准是明确清楚的。这与我们对待艺术概念和知识的方式大不相同，因为艺术的产出是非常个体化的，依赖于个人的直觉。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科学中直觉就不重要，显然在所有方面都需要直觉。直觉可以帮助获取知识，但直觉的作用是隐形的。城市经常被视为艺术作品，城市规划历史更曾经为“城市美化”所支配。这使得我们这门科学更加复杂，因为这对什么是好城市做出了包括美学、经济效率和社会平等混合原则的预设，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艺术和科学的混合体。实际上，这些内容中没有哪条会与一门关于城市的科学相矛盾，这门科学必然会容纳所有这些观点，并且提供一系列包含所有观点的应用工具。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使用和描述的工具和方法，都是基于将庞大的城市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定义为相互作用。我们信奉：相互作用存在于区位，区位也是相互作用的一项功能。的确，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城市规划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交通是土地使用的一项功能（Mitchell and Rapkin，1954）。为此，我们将引入工具来探索和理解基于流和网络二元相互作用的城市，所谓的二元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下一章将首先阐释流的概念，网络为流提供了物质结构，但流又相对独立于网络。我们的流理论将以空间相互作用为基础，并首先对用于各种交通建模的结构进行分析。我们还将描述如何对流进行可视化，叙述从地方动力学的角度，将流作为理解城市功能如何运行的基础的历史。这些将为第3章做好铺垫，第3章更加侧重于从物质的角度来理解决定城市结构的各种关系。但在此之前，我们将重点关注网络，将其与人口、区位以及各类相关属性等关系系统联系起来，从而展示理解世界的多样视角如何自然而然地带来网络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详细阐述将为本书的第二篇做好准备。该部分中，我们将开始在各种城市特征场景中进行应用，展示那些用于理解城市结构和动力的模型和方法为何可以被视为流和网络的自然结果。


  
    	
      物理主义（physicalism）是一种具有基础主义性质的科学范式理论，试图以现代物理学理论为中心对客观世界的所有现象做出彻底的和完备的解释。——译者注

    

  


  第2章

  潮起潮落：交互、引力与势能


  
    城市中的移动要素，特别是人和他们的活动与固定的物质部分同样重要。


    ——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城市意象》（1960，第66页）

  


  将城市类比为机器或生物体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整体结构和形态变化。运动零件相互配合所构成的复杂钟表装置表明，机器可以实现形式与过程的同步和谐，概念稳定而层级秩序俨然，一如我们在前一章所阐述。与之相反，生物体依存于网络连接，传递能量流并维系自身的运动部件运转，生物体并不能跨越其所依存的整个空间，但其结构被严格地自组织为高效的层级式运输系统。如果将城市和人体进行类比，城市中心相当于心脏，在分层组织的系统中担当能量输送（用交通的形式）的引擎作用，成百上千年以来，货物和人不断在生产基地之间往返，从达·芬奇年代乃至希腊时期便是如此。维克多·格鲁恩（Victor Gruen）的《我们城市的中心》（1964）一书是众多隐喻图像中的一幅，它建立在并没有超出偶然条件发展的有机体概念基础上。他说：“我可以看到一个大都市生物体，由细胞核和细胞质构成的细胞组合成集群，形成如城镇之类的专业器官。”将城市视为由一些支撑性的连接构成的系统，强调基本结构也是我们在本章和下一章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我们将先讨论流，然后讨论其物质化和拓扑化所形成的具体网络。


  流与网络是一对双重概念，互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Lambiotte et al.，2011）。实际上，流和网络在科学上有一定区分，可以在不提及另者的情况下单独讨论。虽然我们从一开始就将遵循这一区分，以从思想上理解城市如何从叠加的网络中产生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流的汇聚，但并不止步于此。本书的第二篇和第三篇将通过网络从不同角度对流进行合成，反之亦然。我们认为，流更多是关于过程的，其运行跨越空间和时间标度，能够显现出驱动城市短期运行和长期转型的变化动态。网络首先是一种物理容器，其容量对能量流、信息流有限定作用，网络虽然以物资、人、思想等形式物质性地存在于实体的欧几里得空间，但往往隐藏于我们所能直接感知的互联网或信息空间背后。网络可能为线、面、体的几何形状所制约，但对于社会网络来说并没有这些边界。在城市领域，我们更多地关注于物质，这也将使网络的角色进一步复杂化。


  更重要的是，流的叠加形成了位置所发生的一切：流是位置所发生的一切的总和与结合，或者说合成，简而言之可以是相加，但深入而言“整体可能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流意味着力量，其累加或结合产生了势能，并与发生位置推移的具体对象有关。这构成了空间交互模型的基础，也是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范式。按照网络的逻辑，枢纽或节点的强度至少在物理或者拓扑层面等同于一个简单的连接功能。在本章，我们首先将建立描述一般性流动的术语和表达规则。虽然我们的关注点是空间位置，但实际上这一框架可以被用于表达任何一套特定的、明确界定的、能够代表某一系统的对象。我们将介绍后续模拟所需的代数知识，帮助我们对流系统所蕴含的复杂性进行可视化。这些实际上揭示了我们在前一章所提及的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特征。


  在有了固定的表达法之后，我们首先将回顾一下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可视化呈现方式，这将有助于我们对最简单的流模型——重力模型展开讨论。重力模型堪称空间交互理论的基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这些模型构成了对交通、人口迁徙，以及其他各种反映人和思想在城市、区域乃至全球等更大范围进行移动的物质流进行模拟的基础。我们将介绍用于生成各种连贯模型的标准框架，这可以从信息理论导出并使我们能够对这些模型进行推广和修正以用于不同类型的空间系统。城市实际上反映了流的格局所蕴含的压力，拉动人、物质、信息进入核心（中心化），以对称方式将同样的活动向外推至边缘（去中心化）。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其自身的非对称性来检测流，非对称格局显然具有本质性。接着我们将从其自身角度考察这些非对称性，对这些模型进行调整以显示对称性与非对称性之间的现实距离。我们将得出结论，这些本质上稳定的流的概念意味着长期的变化。这也要求我们聚焦于网络——流的容器，这将构成第3章的主题。


  2.1 流的描述


  2.1.1 流与位置


  我们首先将依据流的出发点、相同或不同的到达点对场所位置进行分类。我们把流出发点的活动量称作起点Oi，其中i=1，2，…，I代表一组活动，其中I代表着出发点的总数，把流到达点的活动量称作终点Dj，其中j=1，2，…，J代表一组活动，J代表着到达点的总数。需要注意，I并不一定等于J，但在很多时候I=J。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起点和终点数量定义为N，表示两组位置是相同的，尽管活动总量通常并不一致。如果没有特别提及的话，在后续讨论中我们都假设N=I=J，因此，在考虑位置的情况下对流进行加总时，求和范围将超过N。


  我们将一组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流定义为Tij。这一表达借用了交通模型中的出行（trips）一词，但其内涵更为一般化，并不局限于某种交通线路。最基本的计算关系可以表达为：


  [image: p070-1]


  和


  [image: p070-2]


  流T的总和可以由连接起点与终点的流一般加总得出，如式：


  [image: p070-3]


  在第1章我们已经指出，对于任何一种给定的区位关系，对应着许多种可能的出行模式。简而言之，在流的模式数据掌握很少的情况下，依据一种流的模式解释城市中的区位关系将面临巨大的问题。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提出的流系统模型很可能将某种我们观察到的流模式的可能性推到最大而忽视了其他模式。我们从位置转换到流的原因正是对于一种流模式而言存在着多样化的位置模式，我们需要知道哪一种是最恰当的。


  方程2.1到2.3经常被称为“交通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量的认识。这一问题通常表现为，当我们将从起点到终点的交通成本定义为cij，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出行模式{Tij}实现总成本C（方程2.4）的最小化。


  [image: p071]


  如果所有的流均具有正整数值，我们将能够求解。可能的解决方案至少存在N种！也就是将T分配到联系ij上，其数值由方程2.1和2.2给出的起点和终点数目所限定（Doig，1963）。以对从居住地到就业地之间的流进行求解这样一个小问题为例，大伦敦地区有N=33个市，如果包含自身到自身的流的话，那么存在N2=1 089种可能的流，存在1037种可能的出行模式，大大超出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跨地区居住与就业人口分布模式。这也为我们的科学应当聚焦于流而不是区位，聚焦于运送人员、物资、信息的网络而不是区位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论据。此外，虽然其中大多数模式完全不具可能性，但仍然有许多能够导致相同结果的区位关系。我们的目的是理解城市并考虑到此类等价后果，也就是说，相同的格局可能来源于不同的原因，当我们只看到位置，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使用合理却连接模式各异的问题。


  2.1.2 流的系统：需求线、网络流和势场


  依据位置解释流的难题很快延伸到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其中的复杂性。一种对流进行可视化的常用方法是绘制由起点到终点或反过来的向量，而流量以线条的宽度表示。这在交通模型中被称作需求线。但随着起终点数目增多，连线将会按照位置数的平方增长，我们从流向地图（flow map）中识别出模式也将变得越来越难，注意力将聚焦于表现本身。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使用2001年大伦敦地区33个市之间的就业居住出行矩阵，设定绘图的不同层级阈值，成功地简化了图形以便于读取主导性模式。实际上，我们建构了聚集矩阵Tij+Tji，忽视了自我流动Tii，并按照矩阵的显著细胞数为N（N-1）/2绘制出得到的聚集模式。矩阵的最大值为39 411而最小值为7。图2.1展示了从Tij≥Tkℓ（最小）到Tij（最大）进行选择性绘图的结果。我们可以清晰标出平均位置[image: p072-1]，如下式：


  [image: p072-2]


  这种图的问题是很难简单有效地突出模式特征。虽然动画（我们无法在这里展示，可参见图2.1）确实有助于揭示隐含的结构，但最终是混乱的。


  
    [image: ]

    图2.1 流量聚集的可视化，从完整33×33矩阵到最大流，中上幅为流平均值

  


  为了避免线条更加纷乱，这里我们并没有通过提高分辨率展示大伦敦地区更加复杂的结构（在后续章节将会涉及）。如果我们想要尝试呈现双向流——从i到j或反过来，视觉表达问题将更加棘手。虽然在这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将在后续章节展示一部分成果（Wood、Dykes and Slingsby，2010; Wood、Slingsby and Dykes，2011)，但是从历史角度看，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流向地图在计算机时代到来以前很难出现的原因。第一幅已知的计算机图形绘制于1959年，在芝加哥地区交通研究中使用了数字显示器（称作Cartographatron）来展示这一图形（Creighton、Carroll and Finney，1959）。


  图2.2用与图2.1相同的方式展示了大约990万条个人出行。这种可视化方式显然只能产生简单的印象主义效果，非但不能揭示芝加哥更加复杂的多中心本质，反而强调了城市的单中心特征。托布勒（1987）指出，由于设备的散焦能力，此类呈现方式相对模糊和不精确，已经为更加现代化的显示技术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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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1959年使用Cartographatron显示器实现对个体出行的最早数字呈现

  


  诸如此类流的系统可以通过其他很多方式来可视化，一个明显而简单的扩展方式是求得起点和终点的流的平均值。这需要将流用势能的方式进行加权平均，可视化为一个矢量，其方向由求解区所有流向的平均值决定，其大小则由流的规模决定。这个矢量场与势能的概念有很强的联系，如果将流视为一种力，平均矢量就可以被比作环绕求解区的势能场梯度。要建立起点区i和终点区j的矢量，我们首先将流Tij标度化并将其表示为占流总和T的比重pij：


  [image: p074-1]


  i区和j区的坐标xi，yi和xj，yj定义了流的方向，我们可以依照坐标变化求出每一个起点的流加权平均值


  [image: p074-2]


  以及每个终点的流加权平均值


  [image: p074-3]


  我们的新矢量将每个起点和终点的平均流向分别定义为[image: p074-4]和[image: p074-5]。托布勒（1976）对流的此类特征做了大量探索并称之为交互风。基于不同的加权方法还可以产生多种变体，在图2.3中我们用这些形式展示了界定大伦敦的33个位置。将流信息压缩成这种形式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它能够揭示系统中的大量非对称现象。在图2.3a中，作为就业地的起点相较于作为居住地的起点更加密集成簇，从城市边缘向城市中心的运动占了主导地位。如果我们反过来进行可视化，如同图2.3b展示从就业地出发去往居住地的运动，我们发现，平均方向有很大的不同，结构上的变化绝不是简单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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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a）从起点到所有终点方向的流；（b）从终点到所有起点方向的流

  


  2.1.3 流的表达史


  当前在运用各种数字媒体进行可视化表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正如我们在图2.3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将流简化为位置属性或是将双向流简化为单向流的过程中，我们很难避免信息丢失。在简化流而不损失流和方向信息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尝试。最早构想通过迁徙活动模拟城市间流动的人之一，厄内斯特拉芬施泰因（1885，1889）推崇的方法是在跨越单一边界进入邻近区域或连续区域的流当中选出最为重要的，如果假设每个区域平均有四个邻近的附加位置的话，就可以将N（N-1）条流（排除发生于每一区域内部的流动）降低到大约5N。我们重新制作了拉芬施泰因的图纸（图2.4），显然，我们可以将主导性流场，也就是拉芬施泰因所说的“迁徙形势”（currents of migration）从全部流向中以可视化的方式显现出来。在存在主导流向的情况下，这种可视化方法确实有用，但如果存在逆流、旋涡、涡旋的情况就很难发挥作用了。遇到这些情况将无法准确地重建拉芬施泰因那张著名图纸所采用的逻辑。


  在拉芬施泰因两代以前，德国地理学家约翰科尔（Johann Kohl，1841）在一篇讨论城市功能与结构的著作中提出城市功能是由跨越空间的活动流联系在一起，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我们在前一章简要提及的分形结构。活动流动到中心并填充空间的思想主导了他的研究，这在他所绘制的很多关于交通如何连接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功能和活动的图示中都有体现。虽然我们把不同空间尺度、跨城市与区域断面图片、流动态等都放在了一起，但图2.5所展示的科尔的工作仍然是最有表现力的成果之一。力场、迁徙场、互动风和网络等概念对本章乃至本书其余部分的很多思想都具有主导性作用，尽管如此，科尔的思想显然过于神秘了，读者只能去猜测怎样才能将其用于组织城市结构。托马斯普克（Thomas Peucker，1968）第一个使科尔的工作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科尔的目标如同后来的塞尔达和格迪斯一样是建立一门像地理学一样的城市科学。普克说：“科尔希望这本书能够改变整个地理科学的基础，或者说建立地理学真正的基础并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1968）。虽然他的研究可能更多侧重于下一章将要讨论的网络，他在论文中所描绘的流的系统看起来与我们本章所聚焦的流和运动基本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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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拉芬施泰因（1885）所绘制的迁徙形势图

  


  实际上，一直用来表现流的主导性方法是将流聚合为类似于拉芬施泰因提出的定向场（directional field），并融入对流量的表达。此类可视化类似于将流场分配到承载他们的地理空间网络，这与交通工程师和规划师所采用的方法几乎一样，先预测起点与终点之间的出行格局，再将这些出行分配到网络。显然，物质出行拥堵，而网络与代表出行需求的大量流相比却相当不足（通常都是这样），但是，这对社会网络并不适用，因而将流拆解分配到路线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作为可视化的一般性方法。尽管如此，我们这里仍将对很多循这一途径对流进行可视化的方法做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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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科尔的流场


    资料来源：Kohl（1841）。

  


  已知最早用于表现此类流的图纸是由亨利哈尼斯（Henry Harness）在1837年为驻爱尔兰英军绘制的都柏林及其附近被称作帕莱（Pale）的地区图纸（Robinson，1955）。图2.6a展示了其中的一幅，描绘了保安机构所统计的主要公路旅客运输量（passenger conveyance volumes）。当时政府正在考虑将铁路兴建到爱尔兰，哈尼斯受委托开展了此项工作，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图纸目前看起来是已知最早描绘交通流如何沿物质性网络运动的成果。在哈尼斯之后，此类流向地图大量产生，如查尔斯约瑟夫米纳德（Charles Joseph Minard）绘制于1869年的“拿破仑东征图”，描绘了拿破仑大军在1812—1813年从巴黎进军莫斯科的减员和溃败过程。“拿破仑东征图”因塔夫特（Tufte，1983）的推崇而闻名于世，但这只是米纳德所绘制的诸多图纸中的一幅。图2.6b展示了他在全球尺度上所描绘的贸易过程，其中所蕴含的网络相较于爱尔兰图纸隐性而不是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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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6 将流量分配到隐性或显性的网络


    注：a.哈尼斯于1837年为都柏林区域绘制的旅客运输量分布图；b.米纳德于1864年绘制的葡萄酒流向地图——一个起点（法国）和多个终点间的贸易被叠合为单一流。

  


  将流分配到网络是交通建模的关键一步，分布模型Tij中的流量往往被分配给起点i与终点j之间的最短路径，而流量又塑造了城市活动的关键枢纽（如CBD）。这些任务可能非常复杂，因交通系统层级、不同交通方式下的几何结构差异而各不相同，也因当代方法倾向于活化其功能。流量往往在工作日差别巨大，道路容量常常增减不定。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为了实现可视化，对流的发生路线、流量的比例所进行的抽象可以有不同的度。图2.7a展示了伦敦市中心公共自行车计划在高峰时段的典型的流向地图。在相同的视觉呈现方法下，在诸如公交、重轨、地铁等各种交通方式之间进行流量分配的相互比较是更加抽象和困难的工作，然而仍然有很多相关的可视化方法，例如借助伍德、斯林斯比和戴克斯（Wood、Slingsby and Dykes，2011）研制的空间树状图把信息压缩到这些出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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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7 将流分配到各种网络系统


    注：a.将伦敦中心城区典型24小时的公共自行车分配到街道网络；b.如同血液一般流动的里斯本交通（引自Cruz，2012）;c.伦敦地铁系统的早高峰人流；d.推特位置信息所展示的大伦敦地区道路（引自Fischer，2012）。

  


  当前，基于多种多样的空间数据生产出了大量流向地图。克鲁兹（Cruz，2012）制作了一部动画来表现里斯本多种交通格局的流速和流量，如同血液在身体中的流动，图2.7b显示了其中的一帧。图2.7c展示的是里德斯（Reades，2012）的成果，他用类似的动画方式描绘了伦敦地铁的脉动效果。光靠这些图片并不能公正地反映这些流系统如何运行，我们建议读者访问d克鲁兹（2012）和里德斯（2012）的网站（链接到YouTube和Vimeo）观看实际动画。当前有很多人正在尝试借助各种数字传感途径对流的运行进行可视化，特别是基于智能手机使用数据和位置数据以及从各类计算设备发送的联系和消息。各类包含位置的图片、与推特馈送等相关的短信息、追踪车辆和用户位置的地理定位信息、交通卡刷卡信息等为研究城市中的流提供了大量新的数据来源。图2.7d展示了费希尔（Fischer，2012）基于大伦敦地区的推特馈送所绘制的路径，这也是他对很多大城市此类媒体进行可视化分析的系列成果的一部分。这些海量信息并不具有很强的使用背景，因为推文包含了一切可以通过短信息发送的信息。所抓取的信息也不因为时间段而特别重要，此类流信息越来越主导我们对人们在城市中如何联系的理解。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更多地探索如何将它们用于城市规划与设计、管理和服务供给等明确的目的。


  将流分配到所流动的路线需要经过系统化地变形或抽象过程，以明辨其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而这一过程往往存在争议。图2.8a反映了我们根据流量变换流系统显示方式的能力。法利斯等人（Feles、Gergely、Bujdosó、Hajdu and Kiss，2012）所绘制的布达佩斯地图证明，在不损失一组相对位置的视觉整体性前提下，街道格局可以根据流量进行系统化变形。变形地图（Cartogram）对地图进行系统化扭曲，将地图从反映真实面积变形为反映点密度，使面积与密度成比例关系。多林（Dorling，2012）用这种方式探索了许多区位现象，并将其推广为互动模式。图2.8b展示了他如何提供地图扭曲来反映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日常通勤流。流的表达并不需要服从网络系统，从而呈现有诗意的效果。图2.8c显示的是奥斯特维克等人（Austwick、O'Brien、Strano and Viana，2013）采用与伍德等人（Wood、Slingsby and Dykes，2011）相似的方法，对早高峰网络相关联的出行流量进行了色彩和平滑处理，这里与图2.7a是基于同样的公共自行车数据。


  还有很多通过新技术对空间流进行可视化的范例，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改变一下方向并思考如何将这些空间系统作为流场来建模。在后续章节，随着我们的焦点转到使城市功能得以运行的社会性和组织性网络，我们将介绍其他一些不涉及地图空间几何属性的可视化方法。在本章，在探索了如何对流进行建模之后，我们将回到这些表达类型，因为通过对这些系统进行建模，我们能够提出更加强有力的概念来呈现其因时空而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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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8 在各种网络系统中对流进行扭曲


    注：a.布达佩斯的街道网络（引自Feles et al.，2012）;b.用变形地图方式描绘的英格兰和威尔士1981年日常通勤流；c.伦敦中心城区早高峰时段的公共自行车流。

  


  2.2 流的初级模型：引力与势能


  2.2.1 基本模型


  一种简单的空间交互模型建立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基础上，将流表达为任意两个位置——起点i与终点j上活动量之间的作用力。我们曾经在第1章的方程1.1和1.6介绍过这个模型，当时我们指出各种方式的人口互动都可以类比为引力。实际上，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的推广，但考虑到了两个物体i和j或由规模（或人口）定义的两个质点Pi和Pj，并考虑到了两者之间的阻碍因素。这个定律可以通过方程1.6重新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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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Tij是位置i与j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或能量流，dij用于度量诸如i与j之间距离之类的阻碍作用，K代表一个标度常数（在经典力学中被称作引力常数），ϕ是一个参数，在纯粹标度情况下通常等于2，也就是说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一模型首先为拉芬施泰因（1885，1889）在提出和验证迁徙定律时所使用。


  这个模型透露的一个关键信息是：如果距离或阻力矩阵{dij}是对称的，那么其结构也是对称的，也就是说dij=dji，∀ij。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模型的实践发展并没有深入研究或应用这种对称性，为了将其应用于真实的流系统，必须考虑到质点（实际上代表一个点或一片地区大部分所在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引起的变形。对这些模型的最完整的陈述是威尔逊（Wilson，1970）提出的空间交互模型族。他提出了四种变体，方程2.9所代表的模型是其中第一个，也是最具一般性的一个。这些变体将要预测的流限定为与系统中所观察到的活动整体——总体交互T有关的各种外在位置信息；总体交互与出度节点——起点i，Oi相关；总体与入度节点——终点j，Dj[image: ]相关。这些总体由方程2.1到2.3所表述的流矩阵{Tij}中的三个制约因素所定义，尽管有些唠叨，我还是要将起点和终点的人口案例重新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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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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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定义四种一般模型。第一种是无约束模型（unconstrained model），起点和终点都没有约束，也就是说方程2.10和2.11不适用，但总体交互活动由方程2.12所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只有一个常量，我们称之为K（=Ki=Kj，∀ij），这样就可以得到方程2.9的引力模型。第二和第三个变体有时候被称作区位模型，分别受起点约束或终点约束，方程2.10或2.11与之相应。在这两个模型中，起点或终点（Ki或Kj）只有一个是常量，从而确保了方程2.10或2.11得以成立。威尔逊（1970）把这些模型命名为起点约束模型（origin-constrained model）和终点约束模型（destination-constrained model）。族中的第四种模型是当方程2.10和2.11中的起点和终点均受限，模型中出现两组常量Ki和Kj。这被称作双约束模型或起点终点约束模型（origin-destination-constrained model）。应当注意到在这个模型族中，对于第一个无约束模型来说，从出度节点i出发并到达入度节点j的每一连接ij上的流都需要预测。在单约束模型中每组节点中的一个受约束，对起点约束模型来说，流出到不同终点而不是流入终点的活动受到约束，需要通过模型进行预测，而终点约束模型则相反。在双约束模型中，起点和终点的活动都已给定而无须预测，因而终点在于出行的分配。最后这个模型在传统上就是交通流模型将出行分配到网络的基础，此前我们曾经做过可视化呈现。


  2.2.2 无约束模型：对称基准


  无约束模型可以表述为方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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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包括了常数K，以确保满足方程2.13中的对流T的整体约束。假设距离矩阵是对称的，这一模型中的流和出发于每个起点到达每个终点的活动也是对称的。通过对终点、起点的流直接求和，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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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和Vj实际代表人口势能——类似于潜在的能量或作用力的总和（Stewart，1941）。在空间系统中，这些反映了一个起点对所有终点或一个终点对所有起点的相对邻近性，或者说可达性（Hansen，1959）。显然，在对称的情况下这些是等价的，正如方程2.14和2.15所示。在土地使用与交通规划中，也可以定义为可达性，用于判断区位势（potential of locations）。这样，通过比较起点和终点两个区位的实际人口，我们可以测度真实系统与其对称理想状态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si与Pi或是sj与Pj的差别。据此，我们将这些势能定义为比例关系Vi=si/KPi和Vj=sj/KPj。


  在后续部分我们将检验这些基准对称并在第3章继续讨论，但需要指出，如果我们将有条件概率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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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就能看到方程2.15的终点势能可以被写作起点势能的线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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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定义条件概率矩阵时，考虑终点而不是起点，反过来也是一样。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尔科夫过程（Markov process），我们将在第3章运用这些思想，这里只简单提一下，对这些思想与引力模型较为深入的研究可以参考史密斯和谢（Smith and Hsieh，1997）以及巴沃德（Bavaud，2002）的成果。


  2.2.3 一般流模型


  现在我们转到一般约束模型。这一模型对基准进行了变形以体现真实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和特点。在后续部分我们将重点展示双约束模型及其变体与基准的近似程度，因为空间交互模型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探讨真实系统与理想形态、理想结构之间的近似程度，或是探讨关乎系统运行的一些无效假设与真实系统之间的距离。我们将一般模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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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将其与对称等效方程2.9进行比较，很显然差别只不过是用因子Ki和Kj替代了K，通过对起点、终点和距离进行变形以反映起点和终点对流的约束。简而言之，将空间交互模型族的任一模型视为对称等效模型的变形或推论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对称等效模型作为基准模型。


  借助于下列方程，用不同的起点和终点活动量Oi和Dj来定义常量Ki和Kj，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起点和终点的约束方程2.1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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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建立起点与终点之间的显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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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有了来自彼此之间与人口Pi或Pj不同的起点和终点活动量Oi和Dj，那么基本引力模型方程中的质量因子或吸引子——人口就可以依据各自相应常量被替换为起点和终点的活动量。如果我们假设Oi=Di=Pi，∀i，方程2.21和2.22中的这些变量就可以被消除，从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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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可以依据起点终点条件Oi和Dj写作方程2.9，当然我们需要注意这些其实都等同于人口。有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将在后面用到，如果距离矩阵是对称的，使用人口作为起点和终点，就能得出对称模型方程2.9，变量变为Ki=Kj=K，i=j。接下来就是从这一对称模型导出的所有其他结果，下面我们将回到这一点。


  让我们回到不对称一般形式，如果我们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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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能够相当容易地用直接概率形式写下双约束模型。这些方程就转变为：


  [image: p086-2]


  在我们转到本章后续部分对一般模型与对称模型的关系进行检验之前，我们先讨论单约束模型，一般情况可以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简化。仅就起点约束模型而言，我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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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2.28的单一约束模型现在就可以被用于预测终点区域的活动量，我们将其称之为Dj′。一般而言，这将与观察到的活动量Dj有所不同。变换关系可以被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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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存在一种对称的可逆关系，可以直接从方程2.26、2.27和2.30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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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用终点活动Dj计算起点活动Oi′的单约束模型中，我们也能够得出相同的结构。


  2.2.4 生成连续流模型


  我们对这些模型的处理已经建立在通过严格计算交互进行分配的推导一致性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确保流的总和为已知总体，这构成了特定模型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威尔逊（1970）的交互模型族正是按此建立的。然而，有一些有力的框架用于生成此类模型，我们需要在一个能够对约束和目标函数做出相应选择的优化框架下对流进行设定。在本章的开始部分，我们讨论了交通问题并针对这一问题的变体提出了大量可能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其实已经一睹曙光。


  一个最广泛用于描述复杂系统中多样性程度的函数是由香农（Shanno，1948）对信息（熵）的测度，他测量了一般条件下构成系统的不同组件概率的不确定性程度。如果每个事件具有一定的发生概率，并且将起点与终点之间流的概率定义为pij，那么我们可以对每个概率取对数log pij，继而得出加权平均值H，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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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所有概率pij都是相同的并且其中一个事件确实发生了，可以得到信息的最大值，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H=logM，其中M是出行概率的总和，在这一标记法中起点和终点的数量相同，M=N2。在仅有一个概率为正且等于整体而其他皆为零的情况下，如果事件发生将没有信息可以获得，也就是说H=0。方程2.32所表达的函数满足这些限定，因此是一个描述系统结构的合适测度，并可以用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通过向起点、终点、总流和诸如出行成本等其他相应信息施加限制生成了空间交互模型族。我们将通过概率形式而不是与流量相关的直接限制对这些模型进行发展，通过将流Tij记录为总流量T与相应概率的乘积，可以得到我们所有的早期模型。这些起点和终点概率之和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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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束与方程2.32所测度的熵相一致，但考虑到起点和终点的规范化约束，方程2.33就有些冗余，可以直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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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结构上与方程2.21至2.23中的双约束引力模型常数完全相同。这种最大化的特别后果是：出行成本或距离函数不再如我们在第1章介绍的那样纯粹用比例法则来表示，而是用负指数函数形式。这种函数的适应范围更广，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我们还将看到。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为了应对真实的出行或人口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总量乘以概率对这些模型进行缩放，如T代表交通系统中的总出行，P代表城市系统中的总人口，Y代表贸易系统中的总收入等。但是这个系统构成了交互模型族的基础，可以通过放松标准化约束来生成；例如，忽略距离约束（Kj=1，∀j）或忽略起点约束（Ki=1，∀i），或是两者皆忽略，我们需要提出方程2.33中的总标准化，以提供一个总体常数K。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模型也可以按照随机效用理论生成近乎等效的形式，此类模型关注个体层面而不是出行者整体，被称作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Ben-Akiva and Lerman，1985）。


  我们将检验这些模型中的一个——仅有起点约束的单约束模型。这可能是一个用于预测从工作地到居住地之间交互活动的模型，例如我们将在第9章所讨论的已知起点地区工作分布的情形。那么，Kj=1，∀j，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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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模型的关键问题是，我们不仅能够预测i区与j区之间的交互活动，而且可以预测其落在终点区的概率pj′，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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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终点区的总流Dj′=Tpj′。


  如果我们放弃起点和终点约束，模型变成与我们开始于方程2.9的传统引力模型相似的形式。但是，要生成常见的标准引力形式的模型，其中每个起点和终点区集群出现，分别赋予Pi和Pj，我们需要修改熵方程，因而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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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我们开始于方程2.9的模型在形式上等价。出行成本或距离可以表达为以ϕ为比例参数的幂律形式。


  2.3 利用流的不对称性


  2.3.1 再论基准模型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讨论流系统的对称性。正如我们在本章较早部分讨论工作出行格局时所看到的那样，对称性对城市系统中的运动路径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介绍的各种空间交互模型都是准对称的。回到早前的直接出行、基于人口的吸引点、基于欧几里得距离的阻碍因素等形式，我们能够将一般双约束模型标准化为其对称等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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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建立这一模型的方式使我们能够通过不同常数（约束）看到任意流量矩阵{Tij}之间的关系，这是对基本对称的影响。方程2.43不仅起终点间总量对称，流量也对称，也就是说Aij=Aji，∀ij。由于模型总是基于常数Ki和Kj的值而独立对称，当起点和终点自然产生势Vi和Vj，族中任何模型都可以被看作原始对称模型的衍生。借助方程2.43中的函数{Aij}，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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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2.44和2.45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了起点与终点的加权势能数值是对称的。要生成相应族中流模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理解：如果非限制模型需要全局常量，那么KiKj=K，如果起点（或终点）限制需要单独的限制模型，那么Kj=1，因而KiKj=Ki（或Ki=1因而KiKj=Kj）。


  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约束的重力模型在它的基础形式上是对称的这一事实长久以来是被认为有问题的，因为在真实空间系统中观察到的大多数流矩阵（即使不是全部）都是非对称的。事实上，很多空间交互理论的目标都在于通过已知或假设的信息或限制为决定如何在模型建构中体现这些非对称性提供逻辑依据。我们将在这里提到，至少有两个其他策略可以用于处理非对称性。


  一是采用各种各样貌似真理的定义使得任何不对称的流量矩阵对称，二是把不对称的矩阵分解成对称和不对称的等量，采用一些呈现于此的方法处理其对称性。随后的很多研究都是基于托布勒（1976，1981，1983）的方法。托布勒利用不对称性研究出一系列改进的重力模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实例。


  2.3.2 托布勒模型


  第一个方法就是将一个不对称的流量矩阵Tij≠Tji转换为一个对称的流量矩阵。托布勒认为，这种不对称性可能是因为基本重力模型中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感知距离的不对称性。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首先应添加建模的流，正如方程2.46，然后平均估算一般流量，如同方程2.47。


  [image: p091-1]


  显而易见，这等同于我们在本章之前部分所构建的大伦敦地区的流的系统，详见图2.1和2.3。


  现在对称的平均流量可以由一个对称的模型解释，但是大量信息却在此过程中被丢失了。因此一个更广泛的关于取平均的逻辑是基于第二种分解方法进行。如果我们以对称畸变与距离dij相关这一方式作为前提，我们便可以写出一个新的距离，即与r全局校正因子和ρij具体的局部修正相关的实际距离，我们便可以写出这个不受约束的重力模型2.48，在j和i之间的流量值便可被写作方程2.49，请注意距离的对称性和我们假设的ρji=-ρij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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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把方程2.49除以方程2.48，便得到方程2.50，这样我们可以方便地推算出局部的修正因子ρij为方程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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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方程2.51代入2.48，便得出方程2.52，并且根据方程2.52，基线对称便可写作2.53。将此代入方程2.52，便可产生被观察的流对其对称和反对称组件的唯一分解，写作方程2.54。这样我们就从早些时候在真实系统中对分解程度的评估中提取了一个不同的基础理论，基于它在无拘束重力模型中的对称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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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制定各种措施。例如，基于各自的流之间的平方偏差即可写[image: p092-4]。正如托布勒（1976）所认为的那样，这种分解的本质是从数据中删除了模型中对称的部分，并着重解释了此案例中反对称部分的余值。这遵照了科尔曼（Coleman，1964）提出的长期存在但鲜为人知的“余值方法”（method of residues），他认为这个余值应该是在空间交互中被塑造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流（Batty and March，1976）。还有其他的模型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利用对称性。多里戈和托布勒（Dorigo and Tobler，1983）提出流可以被建模为一系列推拉效应的线性和，我们将其记为方程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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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显然是对称的，并被附加了新的特征，它可以被分为具体的非对称的推拉效应，这依旧可以体现在方程2.55。多里戈和托布勒在一些细节上探究了该模型的属性，特别是关注了推拉效应的可分离性，并提出这些形式有非线性影响。这个模型适用于之前提到的全部常规分析，但这种简化中几乎未能带来任何更多的解释。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阿隆索（1976）在追求运动的一般理论时，提出了一个交互模型，这个模型有一个潜在的对称基线，但是他假设诸如人口规模项，或者起点和终点项，或者其他一些区位变量等吸引点指标可以用幂函数来表达。他的模型可以被写作方程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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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Aiφ和Bjζ结合起来，吸引点也可以包含常量，以确保满足各种约束，并且参数φ和ζ弹性地反映了隐含在空间交互的推拉效应中的集聚或规模经济。交互效应tij也可能是个障碍。如果它是一个对称的距离，那么对称的基线可以被纳入该模型结构。从这一模型基础上产生了更多的拓展模型（Hua，2002;de Vries、Nijkamp and Rietveld，2000），但都侧重于对提出不同的模型吸引点进行解释说明，而不是不对称本身。


  2.3.3 流的势能


  在前一节中，我们用交互风形式验证了势能，在考虑起点和终点的系统中生成了代表平均流向的加权向量。当起点和终点有很大差别，以上班通勤流为例，主要流向反映了这种差异，在像伦敦这样有单一强核心的城市，流明显地从就业起点中心到居住终点中心移动，具体如图2.3。如果我们假定起点和终点相同，并且流量矩阵是对称的，那么这应该会形成起点和终点矢量流的同一模型。我们所期待的线性图（图2.1）对其做了假定，就如同方程2.46和2.47中托布勒的对称基线重力模型一样。为了论证这一基于对称性的一般模式，我们建构了对称的平均流量矩阵方程2.57，并且在方程2.6中转换这个平均值为加权的概率性的流量矩阵，如方程2.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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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i、yi和j、xj、yj的坐标区域对应了对称的流的方向，通过利用和方程2.7一样的位移方式而产生。我们在此重复一下，关于起点可写作方程2.59，终点为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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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方程2.57和2.58，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于这些位移的起点和终点的向量是同一的，即方程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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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9a反映了根据这些方程所计算的大伦敦地区的地图。我们需要注意，具有显著对称性的流的方向，很可能是由居住地而非工作地所决定的，反映出伦敦的主要流方向是从郊区到中心。


  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托布勒的第二个模型，它采用了相反的方法，用于构建非对称的流矩阵，如方程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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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不对称性可正亦可负，将[image: p094-8]常量化更加困难，虽然这种差异更应被视为方向差异，而不是绝对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常量化方程2.62，形成权重而不是概率，得到方程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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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起点地区和终点地区坐标不同，由与方程2.7相同形式的位移生成，我们可将其写作方程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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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终点地区可写作方程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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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伦敦地区流量矩阵中我们计算了起点和终点的向量的不对称性，这些分别呈现在图2.9b和2.9c中。起点的梯度是背向中心的，然而终点的却是指向中心的，正如我们对此类单中心城市系统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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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9 （a）定向的对称流（b）从起点处不对称的流（c）从终点处不对称的流


  值得注意的是托布勒（1981）的非对称流动的具体模型，他认为应该用传统的对称的重力模型方程2.13进行建模。将流Tij模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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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模型是准确的，那么就没有不对称，那么[image: p094-8]=0。如果我们对j区的方程2.66求和，那么我们得到方程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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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种势能可能不等于另一个其他的考虑到起点和终点或者在起点和终点的净差额，Δi不等于零。将起点和终点的对称吸引点记为Ai和Aj，托布勒认为可以将方程2.66近似为一个新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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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对方程2.68求和，代入j或i，我们可以写出净差额的方程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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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可能从净差来求解吸引点Ai然后去划分这些吸引点并且去检查它们的梯度。这是一个比我们这里的解释说明更为正式的互动风的概念扩展。但是总的来说，这可能更近似一种方向向量，我们可以通过使用方程2.69的答案计算出图2.3和2.9中的数据。虽然在这一章我们没有校准我们的数据模型，如果进行校准的话（详见第9章），我们将能够基于本章展示的大量模型变量对流进行预测并生成方向向量。


  2.3.4 从流到网络


  流是区位之上活动所依存的原材料，基于这一理解，在城市中，流反映了能量和信息如何被分配以维持城市肌理的运作。我们在本章已经阐述了空间互动理论，这也是最完善的如何将流应用于城市的理论。这一理论探讨的是流如何跨越空间，以及如何跨越时间以形成。由于流的形成需要时间，流经常被用来体现变化的动态。但是我们这里的关注点主要在空间，到目前为止，对于诸如贸易和迁徙模型等可能涉及时间的流，我们对动态的关注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我们的研究一直需要正视一个现实，很难用清晰明了的方式来描绘流和网络。绘制流和网络经常会陷入杂乱。最糟糕的情况是直接掩盖了有意义的模式，而最好的情况就是保持含糊不清，即使对于最具创新力的视觉呈现方式来说也是这样。事实上，比较受青睐的做法是把流表现为某种平均，或是通过对互动聚集赋予恰当权重计算出的区位属性。还有很多其他方法也正在被探索。例如，伍德、戴克斯和斯林斯比（Wood、Dykes and Slingsby，2010）喜爱树图，将众多互动压缩为能够嵌套在原始地图上的乘数，而蕾伊（Rae，2009）偏爱用流的聚合来得出地点间的差异，让用户从这些数据集合中插入有意义的信息。网络理论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用以描绘流和网络的独特图解方法，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介绍其中一部分。然而除此之外，进展非常缓慢。当流被加入网络中，描述方法通常都十分笨拙了。当然，我们也看到可视化领域正在不断进步。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使用这些方法。


  在下一章，我们将稍稍改变我们的视角，暂且忘记流，转而考察流始终占据的网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离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迄今为止，流和网络理论的任何融合都是通过将流表达为图纸上曲线的重量来实现的。实际上，我们对如何将网络嵌入空间交互流理论的关注有着明显的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流的表述与对网络的表述相比有点过于抽象。例如，尽管需求线能够被嵌入欧几里得空间，但在绘制、生成或建模时都无法体现，只有诸如交通规划进行网络分配和模拟等过程中才具有物质表现形式。


  接着，我们将网络放在一边，首先去验证关于连接和关系的更具一般性的问题，这定义了城市中的不同元素如何相互关联。实际上，这方面的探究十分稀少，作为关系分析的具体案例，我们将陈述更多的多变量和格局分析，将问题聚焦在如何定义这些关系以说明构成城市的各种元素如何彼此关联。这也许明确地表现了流和网络的特征，也许没有，但通过这种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将更多关注到连接和相关关系、通信和协调的概念，而不仅局限于网络本身，在发展了这种方法之后，我们才去介绍网络。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后，我们才能够说如何用这些基本工具和方法来拆解城市功能，并对其结构和动态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


  
    	
      入度（in-degree）和出度（out-degree）是图论中的术语，一个顶点的入度是指与其关联的各边之中，以其为终点的边数；出度则是相对的概念，指以该顶点为起点的边数。——译者注

    

  


  第3章

  连接和相关：网络科学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连接的时代，如果想要理解它，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怎样科学地描述它，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关于网络的科学。


    ——邓肯·瓦茨（Duncan Watts），《六度：连接时代的科学》（2002，第14页）

  


  流和网络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离开一方，另一方也不可能存在。我们需要谨慎地理解这一说法的含义，就如何表现和模拟城市中的连接和互动而言，这两者代表了完全不同的观点。简而言之，流和网络都有各自独特的结构。在上一章中，我们假设流可以在任意两个位置之间存在，然而对于网络来说，这种情况很少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城市中的空间模式，意味着某种在物理空间上的嵌入。流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空间位置上怎样构成活动，而网络结构则更多取决于空间位置之间如何连接（或没有连接），而不是取决于构成起点和终点的节点的大小。我们将从上一章停止的点开始，首先阐明流可以怎样通过网络来巩固，接着我们将改变描述方式，并介绍不同的结构测度方法。这将展示一系列方法，用于表现组成城市的基础对象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会尝试建立关于关系和连接的一个通用方法，这些关系和连接让我们可以在城市对象或组成部分之间建立不同的网络，同时，我们也会定义这些方法的不同类型。


  本书中，我们将城市定义为元素或成分，我们认为这些元素或成分是不可再分对象，用于组成城市结构，并且具有构成城市功能的一些行为特征。这些对象有些时候指的是一些“代理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些对象看作位置、活动类型、个体或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有这些对象都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些对象会有一些与其他对象互相区分的属性，同时有联系或连接存在于对象之间形成流或网络，这些流或网络往往与这些对象的多个属性相关。流和网络可以植根于物理空间，作为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或交易的集合，或者作为不同节点之间的联系，通过二维图往往可以画出它们的关联网络。或者它们还可以更抽象，直接基于社会空间而不是欧几里得空间，通过它们之间的拓扑学关系来表现。关系可以存在于单组对象之中，如简单图示，或存在于两组不同的对象之间，如二部图，存在于三组或以上对象之间的、更高级别的关系往往被归纳为按顺序方式连接的两组不同对象之间的网络。所有这些概念都将在本章中得到阐述。此外，我们将关系或连接作为理解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本章集中讨论的网络正是基于这一前提。


  我们将从类似上一章中描述过的流系统开始，介绍这些流系统如何天然具有网络性（Lambiotte et al.，2011）。然后我们将论证这类流系统可以通过关系和关联方面的概念来更好地理解，同时，这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构建网络的思维方法，而不是简单地把这些流系统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当然，它们确实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我们也有很多案例是从这个假设出发的，但我们将从一些关系的集合中构建并推导出网络，这一理念将会为我们研究城市提供一个有力的思考方法。通过引入二部图这一关键概念，我们将根据它们的类型和连通性，来检验这类图表的简单统计数据。这样，我们就可以决定图的进程，尤其是枢纽和节点的确定方法，或者是图（以及流系统）的始点或终点，决定系统要素间连接的流或行动的功能等状态变化的过程。而后，我们将介绍如何用二维图来表达城市结构，并从中归纳出拓扑图。这绝不是想要构建关于网络的详尽论述，因为我们将会挑选出我们需要的部分，用于推导出我们的论点。我们鼓励读者更广泛地了解网络科学这一领域，这是此处所提出的观点的基本背景（Newman，2010），但我们并不会过多涉及这一领域。


  3.1 从流到网络


  我们从起点i和终点j之间的流矩阵Tij开始，这一矩阵记录了两点之间的移动，如果用二维图[image: ]来记录的话，这一矩阵可能被嵌入二维欧几里得空间中。让我们暂时不考虑空间，把这些起点和终点当成我们感兴趣的对象，比如个体、群体或者活动，这些对象可能是基于空间的，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在图2.1中把这些移动作为期望线画出来，我们在这里也用同样的方式将它们表示出来，但不标示它们在空间中的位置。我们将按照通常的表达方式，用特定的圆形网状图来表达流和网络连接，用圆上的点来表示枢纽或节点——起点和终点。然而，这种表达方式只有在起点和终点同属一类对象时才能采用，当它们不属于同类对象时，我们需要用二部图来表达。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稍后进行讨论，现在我们讨论图3.1，基于图2.1中不同阈值的上班行程数据，我们画出了伦敦33个行政区之间的流。


  实际上，我们画出了对称流，因为当节点超过10个的时候，很难用图形方法来表达网络中Tij和Tji之间的直接流。坦率地说，大多数网络，无论规模多大，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很难被梳理成看起来符合实际的关系图，因此，尽管我们以圆的形式来构建流图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武断，但在缺乏非常明确的分级或聚类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将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流。因而图3.1是基于对称流S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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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组图显示，当我们选择不同的阈值，流图发生很大变化。图3.1a表达的是完整的流矩阵；在图3.1b中我们仅画出连通性超过11 000的流，以表达所谓的强连接矩阵；而在图3.1c中表示的无连接矩阵中，在选择阈值时我们让节点之间完全断开，以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系统。我们仍然是在分析流系统，但构成这些流的二元图（binary graphs）仅仅是节点之间连接的布局，我们在图3.1中的每种流图形的右边将这些二元图展示出来。因为这个矩阵是对称的，这些图不具有方向性。如果我们画出每一条单独的流，那么形成的图就具有方向性，我们将之称为有向图（digraph）。在本书的后续部分中我们将会用到这种图。


  
    [image: ]

    图3.1 不同流阈的流、连接和网络

  


  图3.1中的三组图分别展示了完全连接、强连接和无连接情况（Harary、Norman and Cartwright，1965）。在完全连接图中，从一个起点或终点发出的每个流都会直接到达其他每一个节点。在强连接图中，这样的流直接或间接地到达每个起点或终点，间接到达即通过中间节点到达。而在无连接图中，至少有一个从某个节点发出的流没有到达另一个节点，实际上将该图分为两个或更多的子图。这里有另外一种类型我们需要注意，称为弱连接图。这种类型的图中，每个节点都和其他节点相连，但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都不可能找到直接路径。因此，弱连接图相比强连接来说连接要弱，但在我们引入的大多数模型中，我们的关注点会在对称和强连接的系统上，主要是因为这类科学处在初级阶段，并且在节点之间的连接方向上很难做到精确。


  从我们的例子中，我们可以通过设定流的阈值来展示一个弱连接的系统。这是基于试错法，图3.2就是一个例子。该图十分稀疏，图中的箭头表示方向。我们把阈值设定在最大直接流的38%左右，此时所有节点仍然是系统的组成部分，但穿过整个图的路径数量很少。实际上，这是这个流系统高度不对称的间接证据。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类流系统很少被作为图检验，因此对应了流和网络之间的分离，这一点我们会在继续阐释这一科学的过程中尝试解决。


  
    [image: ]

    图3.2 直接流和表示弱连接系统的图

  


  我们关注的是把连接作为一种看待移动和互动的通用方法，这一关注点会直接引出一个问题：我们所检验的各类结构是怎样连接的。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类方法有很多，但我们值得通过一个集聚指标来考察，在密度降低时流系统及其图形会如何变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计算图中存在的连接数量，并计算该数值与所有可能连接的比例。让我们定义一个一般图形G（N，g），其中节点为N，连接数为g。这与它相关的流系统T是相反的，流系统T中当节点（或起点）i到节点（或终点）j之间有流Tij时，gij才存在。如果我们将流阈值设定为Ψ，那么我们可以将图形中的二元关系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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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特定的方法中，我们不把自流Tii考虑在内；因此gii=0，∀i。连接的最大总数是所有节点之间其他可能的连接数，这取决于节点数量N。这种方法中的C（Ψ）的取值为0到1之间，当所有节点之间都存在连接时，C（Ψ）=1，这种情况如图3.1a所示的流矩阵，当系统中不存在流或整个系统完全无连接时，C（Ψ）=0，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节点与其他任意一个节点有联系的简单情形。


  这是非常简单的，但它提供了与网络进化相关的直接结构性结果，而且实际上它也与网络动力学相关（Watts，2002）。如果我们逐渐加大流的阈值Ψ，连通性会逐渐减少，由于底图组成系统的连接越来越少。我们可以识别出来系统从强变弱直到变成无连接的模式的那个临界点，这种情况下流的路径可能会有点出人意料。我们将用两种方法来分析伦敦数据，首先从完全连接图的所有连接都是正数时开始——即C（Ψ）=1时——然后按照从流量最小且只存在一条流的情况开始到流量最大的顺序，一条一条地减少流。我们在图3.1中的对称流矩阵中做了这样的处理，在图3.3中我们展示了这些方法中的两种。首先，我们简单地记录作为相连结构的一部分的剩余节点数n（Ψ）≤N，即强连接或弱连接的情况，然后我们会马上看到，当连接逐渐被去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系统仍然保持强连接，而后突然变成无连接。这里我们不用这种方法，但是当我们追踪成果图中的最短路径时，这些路径在无连接结构中的距离是无穷大，但会突然变为有限距离，然后迅速汇集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值。一旦超过这个阈值，简单地增加更多的连接并不会显著减少这些路径的长度。这是一个阶段转变的例子，在这一过程中系统迅速从无连接转变为有连接。我们在其他情况下检验了这个问题，但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网络的结构（Batty，2005）。更通常的情况下，不是用减少连接的方式来证明，而是逐渐在一个系统中增加连接，逐步增加到那个让系统突然变为连接系统的那个点，这个点是一个关键阈值，许多在无连接系统中不可能的活动和移动在这里成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类型的转变是一个简单的模型，模拟了城市如何从突然认识到规模经济效应的不连接组团开始发展的过程。图3.3实际上展示了伦敦案例的这一转变，尽管这一模型并不反映大城市地区的流系统实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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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 从完全连接到无连接的转变

  


  3.2 观察和预测网络结构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流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从测量和观察活动的角度来进行的，如出行、移民、信息流等。例如伦敦上班行程矩阵，是从全面人口普查记录中观察到的流中提取出来的，尽管我们用上一章中的引力模型可能预测到这种流模式，但要假设其中所包含的网络不存在。然而，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当我们检验感兴趣对象之间的连接时，我们也关注基于其他对象或它们的属性会如何解释这种连接。如何提取连接及其模式构成了多变量分析的核心，而且有可能从网络结构方面了解对象之间的关联。我们将在此处探讨这一观点，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观察网络的间接有力的方法，让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解释对象间连接如何建立的已有观点，来对网络进行分类。


  我们将从定义一个对象或元素集{yi，i=1，2，…，N}开始，以及一个属性集{Xk，k=1，2，…，M}，从中我们注意到每个对象i都与一个属性k通过一系列的连接或联系相关联，可以定义为NxM矩阵{Aik}。我们可以在对象和它们的属性之间生成不同的比较，可以在比较对象的过程中通过比较属性中的共同元素或对共同元素进行计数，或者在比较属性的过程中比较对象。对象可以是位置，那么位置之间的共同元素可以看作流。就位置的属性而言，那些可能是位置特性的属性，共性更可能是这些特性在不同位置之间的比较。让我们假设，不对共同元素进行计数，而是对它们的分布进行比较。我们通过把元素相乘来实现这一比较。首先，我们可以建立矩阵Fij用于对象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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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元素Fij是具有属性k的对象i和对象j的分布的被乘数。从方程3.4中我们可以看出该矩阵是对称的；即Fij=Fji；这意味着边缘、行和列的总和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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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相同位置的属性可以进行一个相似但相反的比较，通过建立属性比较矩阵Hk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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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对称的，且行与列的总和相等。总体理念是在这些连接、网络中进行上述可以提取或生成的比较，我们会在后续章节中广泛地用到这些概念。这里我们不对矩阵符号进行介绍，但稍后我们会在更详细介绍这些概念的时候提到。


  这种类型的比较有两种变体。一是考虑到数值大小，乘法比较可能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标准化，我们马上会讲到这点。但对于关系矩阵{Aik}来说，我们有可能将其分割成整数或二进制形式再进行比较，这也可以看作标准化的一种形式。一旦成功，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矩阵{Fij}分割，然后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图形分析来寻找与这类连接相关的模式和步骤。替换矩阵{Hkℓ}也可以同样处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大量可用于流和网络分析的可能结构。


  基于这种方法，最粗浅的比较是计算对象和它们的属性之间的不同相互关系。为了描绘任意两个对象i和j的属性分布的关系ρij，也称为皮尔森积差相关（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我们从相应观察中减去平均值[image: a-i]和[image: a-j]，建立每个对象的协方差，然后除以各自标准差。其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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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方程3.4中的通用形式更好，可以被分割并形成多种多样不同的流系统或网络。当然，相关系数在-1到+1之间，而且如果除了强度以外不需要其他关联标志，那么系数可以取平方值ρi2j（尽管这会造成变化幅度方面的不同解释）。也存在其他形式的相关关系，但我们在这里只强调，很多从数据提取模式和结构的多变量分析往往可以用网络来解释。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方法简单而有效。下面我们将要开始探索二部图，其中基础的对象起点属性矩阵实际上是与这一图形相关的流矩阵，从而向这些关系赋予实质性内容。


  3.3 二部图：生成流图和它们的对偶图


  二部图基于任意两个对象集之间的联系，或是对象与其他对象区分开来的本质属性。有时，在二部图的双模系统中，对象和属性指的是“模式”（Borgatti and Everett，1977）。在不加权的情况下，它们是从流矩阵中提取出来的，一般是具有NxM形式的关系矩阵{Aik}。严格来说，这类关系不是空间互动模式中的移动所构成的那种流，但可以方便地把它们当作存在于等价图形中，我们称之为Γik。我们可以在不失去二元图的普遍性的情况下，用数值Ψ阈值化矩阵{Γik}，类似我们对流矩阵{Tij}在方程3.2中所用的方法。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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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们通过区分对象i或属性k的联系或不同来建立流矩阵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些数集之间建立高层级的流矩阵（从双模式减到单模式）。在对象的属性之间做比较的话，加权图Θij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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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其对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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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虽然Θij和Φkℓ是从二元二部图中建立起来的，但它们并不是二部图，如果再一次将它们阈值化，可以简化为以下形式：


  [image: p107-4]


  其中合适的分割值为大于零的集。


  这些流和二元二部系统在很多类的问题中出现，最早的应用可以追溯到70年前（Davis、Gardner and Gardner，1941）。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将广泛地将它们用于对街道系统中的片段和交叉点进行表现和模型化，从而与空间句法联系起来（Hillier and Hanson，1984）。我们同样会把它们用于表达行动者之间的社会网络，这些行动者参与城市设计中有关冲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三篇着重介绍。它们用于在“Q分析法”（Atkin，1974）中表达和分析社会关系，也用在科尔曼（1973）的社会交换理论中。在网络科学里，瓦特（Watts，2002）把这种二部表达称为从属网络。然而，在这里说明它们的用途，我们要考虑基于空间互动流系统的网络，基于空间互动的流系统是我们上一章的重点，构成我们前面的案例。这类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的互动矩阵可以看作单部图，但严格来说，它们是二部的，因为起点和终点是不同的对象集。


  为了展示它们的用途，我们从大伦敦流数据集中选择了五个就业区作为起点，七个居住区作为终点。起点是大型内城就业区，终点的居住区也是另外两个内城区域。它们的具体位置在哪对于我们的观点无足轻重，但流矩阵{Aik}是由{Tij}的子集组成的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是有价值的。这个矩阵中的行是由流形成的，此处的流指的是从就业区到居住区的出行，接下来如果我们从通过终点的分布情况来建立每对起始点的关联或联系，那么方程3.4中的矩阵{Fij}就是衡量任意两个就业起点区在生成前往居住区的行程方面的相似程度的方法。正如方程3.8，把这个流矩阵的二部形式通过它的等价阈值转换为二元形式是很有用的。我们将其展示在图3.4中；我们没有在图中画出任何连接的箭头，但很明显的是，其隐含的二部图是有向的。如果这个矩阵中的两行是一样的，那么会出现相关系数等于1的情况。同样，如果我们比较任意两个终点的出行是怎样流向它们起点的，那么方程3.6中的对偶矩阵{Hkℓ}则是比较任意两个终点流向不同就业区的行程的相似度。这样，第一个矩阵衡量了就业区的相互关联程度，第二个则衡量了居住区的关联程度，但两者都是通过与对方的关系来衡量。如果每一个始点到它的终点的行程的分布形式都一样，那么这两个矩阵都会呈现相关系数等于1的情况。


  现在我们可以方便地展示如何建立流矩阵和它的对偶矩阵。我们用了方程3.4和3.6来计算，而不是用已经分割过的方程3.9和3.10。我们在图3.5a和3.5b（二部图中将流简化为线条表达）中展示了这两个矩阵。结果表明，如果我们对图3.5a中从起点到终点而后回到起点的流进行计数或者比较，对图3.5b反过来进行同样的操作，那么这些关系是对称的。实际上，当我们通过方程3.7计算关系矩阵，求得{ρ2ij}及其对偶等价值{ρ2kℓ}，这些都为这一对称性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案例，见图3.6a和3.6b。它们提供了对这种模式进行分析和后续解释的基准，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关注的是互动模式，而不是简单的区位模式。


  
    [image: ]

    图3.4 二部流图及其等价二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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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5 连接二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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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6 基于起点的关系流图（a）及其基于终点的对偶图（b）

  


  实际上，很少有从这些方面来对城市互动进行的分析，为了展现我们的分析方法，现在我们将用伦敦的全部33个行政区（自治市）来检验整个行程矩阵{Tij}。为了进行这些比较，我们将计算基本二部流矩阵{Aik}内的元素之间的相对平方差，流矩阵{Aik}实际上是原始的行程矩阵，现在关注的是那些对象类型与终点十分不同的起点。考虑到两个从不同的起点（或终点）开始的大值之间的对比会比大值与小值之间的对比更加相似，我们并没有对这些平方差进行标准化。当然，其分布同样用这些平方差来解释，我们可以为起点和终点把平方差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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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关系量度本质上是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的不同程度的相异指数。它们太凌乱而不能像流图一样图形化表达，但我们可以把对象聚集起来，逐渐放松相似度，并在分类中增加更多的对象。图3.7a中的树图或系统树图用于展示不同的起点与其他起点之间的接近程度，图3.7b则展示了终点的接近程度。实际上，构成每个系统定义的聚类，它们的起点和终点都十分相似，这表明区位是一个重要的结构特征，决定了人们如何去工作以及如何从工作地点离开。虽然地理邻近的地区看起来集聚，但从因果分析角度来说，有相似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地区之间更接近。其实，这些组合方式显示的是，如果你在一个与其他地方相似的地方工作，那么这些地方与你居住的地方也会是相似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对空间互动系统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行大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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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7 （a）起点基于终点流和（b）终点基于起点流之间的层级集聚差异

  


  3.4 连通性、聚类和小世界


  我们用于描述流和网络的许多工具和模型对于两种系统都适用，但流系统常常在结构上比网络更加同质化，因此我们在这部分介绍的大多数结构测度方法都是基于图形。简而言之，图形结构与连接的存在与否相关，尽管在很多流系统中，每一个连接都伴随着很多流，就像我们在上述例子中展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比例问题，但我们将使用的方法关注的是连通性和聚类，只有当节点之间的可能连接的某个子集存在的时候这个方法才有意义。除了结构方法以外，网络科学最近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关于节点和连接密度的统计学模型，我们将通过一些分析和统计分布，来完成我们关于结构方法的简单调查。


  我们对图形的构成元素还没有下过严格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术语会随着极少数强烈的惯例而改变。节点、枢纽、顶点都是用来定义图的元素或基本组成部分，连接、弧或边都可以用来描述元素间的联系。我们将在定义为G（N，g）的图形中使用节点和连接，其中N是节点的数量，gij是节点（或起点）i和节点（或终点）j之间的一条普通的连接。这与我们之前非正式的论述是一致的。我们已经定义了一个基本方法，将方程3.3的图的连通性定义为C（Ψ），即大于阈值Ψ的正二元连接与所有可能连接数的比例，如果可能的话，自连不计算在内。当然，这个方法可以归纳后用于不同的子图，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图中不同聚类的任意分区，都适用该连通性。最容易理解的包含节点的结构方法，是根据它们的度来定义的。一个节点的入度dj指的是前往该节点的连接数，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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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出度di则是以该节点为起点的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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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计算节点密度的方法，它与连通性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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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取值为0到1。很容易可以看出，平均密度（或平均入度）可以计算为NC（Ψ），取值为1到N-1之间。


  图的组成部分可以是一个节点或一组与每个其他节点都相连的节点，因此可以平均为一种超级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当我们把图分解或者构成层级时，我们假设在每个层级上元素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连接的，尽管它们可能并不是，因为通常会应用相似性标准，而层级是随着节点之间和节点组之间的相似性减少而建立的。在图3.7中，我们的层级实际上是基于完全连接的加权图建立的，这种加权图是具有与连接强度相关的相似性标准的流系统，而不是连接存在与否的情况。这直接为我们引出了适用于细分这个系统的一系列方法。最常见的一种是聚类分析法，其中，一个聚类被定义为基于一个特定节点i的完全连接的子图。对于有向图，我们基于gik计算所有在其附近的连接，因为∀k≠i，同时，我们建立这个数字与所有可能在附近存在的连接的比值。那么，最早由瓦茨和斯托加茨（Watts and Strogatz，1998）定义的聚类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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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整个图的平均聚类系数可以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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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C与总体连通性指数C（Ψ）不同，但可能可以预料的是，它们是共变的，因为它们衡量的是类似的连接密度。


  图形概念的核心是道路、路径和循环。途径包含一系列不需要区分的节点，然而路径是一个有清晰节点的漫游。循环是一个环形的道路，如果其节点是清晰的，它也有可能是一条路径。实际上，如果每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都存在路径的话，不管这个路径是有向的还是无向的，图形或多或少都是连通的。杰克逊（Jackson，2010）为这个领域提供了一个容易理解的导论，他引用了网络科学（Harary、Norman and Cartwright，1965）发展之前更早的概念。图论大部分针对的是图中路径的分析，但在这里，我们运用的主要不是这个，因为在第二篇中，我们关注的是流系统，在第三篇中我们会关注图示进程。然而，在网络科学中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通过这些方式研究城市网络，我们将在下面提到。


  一个与图形规模的相关概念与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有关；这个特性构成了从规模和连通性的角度来定义不同类型图形的基础。假设每个节点有相邻点d，而每个相邻点与相连的相邻点之间的距离，就像在二元图中一样，为一个单位距离。在这类简图中，计算到达所有相邻点的平均距离十分简单，因为所有的节点所拥有的相邻点数相同，这里的相邻点指的是与任意节点i之间的步距或距离为1、2、3一直到n的点。注意，我们假设n是一个单位距离。那么，1个步距远的范围内有d-1个邻点，2个步距内有d（d-1）个邻点，3个步距为d2（d-1），总的来说，n个步距则有dn-1（d-1）个邻点。当到达一个数量级的时候，邻点的数量到达N~dn，因此我们可以把步距或典型距离计算为n=log（N）/log（d）。假设每个节点有100个相邻点，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到达比方说100亿个人的典型步距为5。实际上，这个值是图的直径，如果这是关于世界人口按照相互关系配置的合适模型，那么它直接展示了到达每个人的步距很小，实际上小于所谓的六度分离，这被称为“小世界”（Milgram，1967;Watts，2002）问题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模型，因为人群转变为聚类，因此典型距离可能稍微有点大。


  由密集的连通组群构成的图形的另一个极端是随机图。这类图由从总集N中随机选择出来的用于连接不同节点的弧组成，符合每对节点之间不超过一条连接的条件。在这类图中，任意一对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与节点数量之间的相关较小，但其聚类系数也小。金芳蓉和陆临渊（Chung and Lu，2002）展示了这类图中的平均单位距离或步长n取决于度分布，但在遵循幂律分布的图中，它可以和log[log（N）]一样小。在聚类图中，聚类系数很大，但平均距离也很大。实际上，许多社会系统呈现相对较小的路径长度和相对较大的聚类系数，反映出随机图和聚类图之间的某些折中。瓦茨和斯托加茨（1998）将这类图称为“小世界”，并且他们在按对数log（N）增长的图中展示了平均距离或步距n。近年来有很多在不同领域拆分许多网络结构的案例，都能够证明小世界（Watts，1999;Newman，2010）的存在。实际上，二维图不包含小世界，因为它们的平面性意味着由于欧几里得空间的特性，连接很少相互交叉，我们稍后会检验二维图，并将之应用在空间网络上。因此它们不能代表密集聚类。


  网络科学中很大一部分的关注点不是在图的结构上，至少直接关注结构的很少，但会关注它们的统计特性，统计特性强调的是连接的分布，即起始或前往不同的节点。任意节点有d条连接的概率p是一个二项式，而且如果这个概率值小而节点数量大的话，那么其分布近似于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简而言之，很多这种度的分布接近正态分布。另一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另一个极端，它们之中的节点度呈偏态分布。节点很少但有很多连接，或者是有非常高的度，但是连接数很少。这些网络可以通过偏好依附的过程来建立，用这种方式建立的网络中，丰富的节点会变得更丰富，贫乏的节点则保持贫乏。巴拉巴希和阿尔伯特（Barabasi and Albert，1999）使用过这种方法，尽管在网络方面可以追溯到德索拉·普莱斯（de Solla Price，1965），而在此之前尤尔（Yule，1925）在随机系统方面有过应用。在本书中我们不会过多讨论网络形成的动力，但在第5章中，我们将探索这些网络是如何生成节点度上的偏态分布，并遵循幂律和比例。这会重新应用到第1章中介绍的比例法则，但我们仅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认真谈论这个问题，首先讨论位置分布，然后讨论网络。


  本章中我们将介绍网络的另外两个重要特性。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进程，网络由进程所定义，然后我们会检验将网络植入空间系统中的方法，展示二维图与空间图的区别。网络进程可能有很多种，但所有进程都包含一个概念，即网络作为散布在节点之间的流的交流手段，是直接连通的。因此，网络可以生成叶栅流（cascading flow），如果节点或边在某些地方损坏了，叶栅流中的中断可以被找到，但进程还可以被定义为，当代理人运用不同的影响度或对其他对象的控制权的时候，进程是用于说明信息或想法或意见是如何被集中在一起的，即节点之间的冲突可以怎样被解决。这引出了反映交易、贸易或交换的互动网络的概念，我们将会在第三篇中详细介绍。在某种意义上，扩散是所有这些进程的核心，但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关注网络中的交流如何实现冲突解决，其中包含作用于图的进程中的稳态或均势。正如我们会看到的，这是街道网络系统集中性的关键点，我们会在第6章和第7章中提到。在网络上把马尔科夫过程应用于意见池的想法，是我们在第三篇构建的概念的核心，第三篇中我们的关注点会转向为关键代理人和参与方是怎样就城市规划达成一致意见建模的方法。


  3.5 网络进程：流的动态


  3.5.1 定义一个基础的概率进程


  我们将首先定义条件概率pij，即单部图或流矩阵Fij中，一个对象从i到j的移动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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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假设该矩阵是强连接的，即不论是有向的还是无向的，每个始点都可能到达每一个终点，反之亦然。因此，这是一个跃迁矩阵，我们可以用它来展示对象在系统内始点和终点的公共集之间可能怎样移动。设想一个流元素或一个单途径oi（t=1），我们将之定义为oi=[0，0，0，…，1，0，…，0]，即该途径在状态为i的情况下从t=1开始的概率是1。那么该途径在t=2时，在任意终点j结束的概率则基于跃迁概率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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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t=3的时候，我们可以重复这一过程，则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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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改写为矩阵方程会更简单，当P是NxN跃迁矩阵的概率时，则o（t）是途径处于状态i时的一个1xN的概率向量。方程3.20可以被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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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含了递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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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对于一个强连接的跃迁矩阵来说，将之收敛为一个稳态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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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矩阵中每行都是相同的。把方程3.23用于方程3.22，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稳态向量o为途径进入每个状态的概率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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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阶马尔科夫链，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更详细地探讨它。它是一个优秀而又简单的进程模型，用于表达图或网络中扩散的动态变化，而且它有很多应用。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单一限制的空间互动进程，那么第一次迭代是基本引力模型，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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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通过Oi（t+1）=Di（t+1）继续迭代，那么它可以被看作一个移民进程，或作为搜索未知空间的过程。然而，本书中这个模型主要应用于社会和政治网络，而不是用于空间网络，我们在做更多的应用时需要记住这一点。这样，这个进程是通用的。


  3.5.2 前进、后退和可逆进程


  我们已经说明了不对称流矩阵Fij或强连接的二元等价矩阵的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是流的直接说明，也可以作为二部图的乘积，正如方程3.4或3.6。如果我们使用一个基础对称引力模型，如第2章中的方程2.9和2.13，或一个二部流矩阵或二部图的乘积（或它的对偶），那么{Fij}是对称的；即Fij=Fji。这对马尔科夫链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一对称性还反映在任意节点的入度和出度相等上，即si=sj，i=j，这里，我们把这些度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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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对称网络上可以定义两个进程，我们可能可以随意地将它们称为前进进程和后退进程。前进进程包含跃迁矩阵pij，我们可以将之再次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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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程在方程3.24中有稳态等式，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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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代换，很容易可以看出这些权重或概率与入度和出度成比例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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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简单但非常重要的结果，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着重应用它，因为它说明了这类对称是均势的一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节点的度直接反映在对象、活动或行动者的重要程度上。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更多地讨论这一进程，以及它怎样按照其特征值写成方程，这实际上反映了收敛至稳态的过程以及最终的概率权重。


  后退进程包含了一个均值，我们对它的定义如下。假设，从一个向量开始，正值cj（t）位于时间t，然后我们可以在节点i连接的每一条连接之上，建立这些值的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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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通过时间来研究这一进程，但只需要展示整个进程收敛到一个极限或共识或平均值c=ci，∀i（强连接对称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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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对方程3.30进行递归来证明，需要注意的是生成的矩阵收敛为随机矩阵Z，而且该矩阵的所有行都等于o，正如我们在方程3.28与3.29中展示的，o与每个节点的入度或出度成比例。


  前进进程本质上是一个随机途径，后退进程是均值或共识生成进程，这两个进程代表了不同的系统和它们的应用，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探讨它们的应用。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方程3.28中定义的稳态下的跃迁概率确定了一个可逆进程或可逆马尔科夫链，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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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方程直接由Fij的对称性生成。这意味着定义在出度上的进程和定义在入度上的进程是相同的。如果我们把相反进程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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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跃迁矩阵qij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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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显然可以看出，这与定义在跃迁矩阵{pij}上的进程完全相同，因为本质上入度与出度是相同的，当用以定义关注系统节点或元素的进程时，这是对称性的关键要求。


  3.5.3 相关对称结构


  我们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对称矩阵{Fij}，我们将之定义为“默认对称”。假设这个矩阵不是单位矩阵，那么它的元素会显示一部分结构，其中节点及其连接与其他节点相互关联。如果这个矩阵是单位矩阵，那么没有节点与任意其他节点相关。这个默认对称也可以通过一些节点的属性信息{zi}扩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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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矩阵的对称性显然通过以下方程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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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zi}和{Fij}的对称性，方程3.36右侧的求和被互相调换。注意到作为相同默认类别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其他保证该矩阵正定的功能，比如ziβ，以这种方式从ziβFijzjβ或诸如此类的形式建立Qij。


  然而，在一个更基础的对称结构中——这里我们指的是“元素对称”——节点之间不是通过它们的互动而相关，而其中的这些互动是由关于节点的一些对称信息形成的，即通过节点{xi}属性的独立乘积形成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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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矩阵很清晰地被分割为节点元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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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矩阵的结构取决于入度和出度的乘积，这等同于说明了从任意入度或出度开始的任意随机途径，生成的一阶访问概率与节点访问的入度和出度成比例（Lambiotte et al.，2011）。


  还有被定义为“生成对称”的第三结构，通过在一个不对称网络{Wij}中分别对入度和出度应用节点信息而建立起来，分别由{xi}和{yj}定义。因而，这个对称矩阵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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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3.39提供了另一种探索网络系统对称性的方法，而且它与我们在上一章中介绍的一些概念有强烈的共鸣，这些概念中我们关注的是当从某些对称基线出发时，空间在流系统中如何被扭曲。实际上，空间流和网络系统中的对称基线概念是一个有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中关注的是城市空间可能扭曲位置和相互作用的方法。这样，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就是，当这样的对称结构被作为空间行为发生的背景画布时产生的剩余误差。在整本书中，我们都将秉持这个通用概念。


  近来网络科学领域开始讨论这类结构，而有一些类似的概念在此之前就存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研究心理测量和社会测量传统的弗兰奇（French，1956）建立了一个共识模型，本质上是基于平均化过程建立的，即我们在上述方程3.30中称为后退进程的过程。哈拉里（Harary，1959）探索了同一个模型，但他把这个模型放在马尔科夫框架中，也许是无意的，把前进进程模型也包含在其中。我们将这个模型来生成平均图，以反映规划编制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之间冲突的价值观和意见，从而将规划与共识建构联系在一起（Batty，1974a）。本书的第三篇中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在第三篇中我们将这个问题扩展到一个完全成熟的决策模型（Batty，1984）中，引入德格鲁特（de Groot，1974）和其他人比如凯利（Kelly，1981）的观点。最近，杰克逊（Jackson，2010）在一个相似的网络背景下回顾了德格鲁特模型。他说：“德格鲁特模型是简单并且易处理的，而且有一些优良的特性，让它成为实证和规范两方面特性的有效基准。”他继而建议，“每个代理人对最终共识的影响取决于网络结构……代理人赋予其每个朋友相同的权重，代理人的影响力与他或她的度成比例”。正如兰伯特等人（Lambiotte et al.，2011）提到的，社会学传统中的向后模型有很多其他的延伸（比如，见Hegselmann and Krause，2002），尽管其中大部分与基础模型相差不大。我们会在第三篇中再次提到相关的大量文献研究。


  3.5.4 空间网络和二维图


  本书中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关注存在于欧几里得空间中的网络或图形，而是关注具有不同的空间嵌入度的关系集。有些网络的节点是固定在特定地点上的，但它们的连接并不固定，比如航线、无线电，而与视线相关的网络，一直到社会网络，它们的节点和连接可能在持续地移动，而且肯定不与空间上的固定点有关。然而，所有我们将要分析的网络都有一些空间联系在其中，它们往往与城市和物质规划相关。本节我们将集中关注最严格的空间网络，其节点和连接都嵌入在空间中，比如街道网络。毫无例外的是，这些网络都从属于承载着我们在第2章介绍的那类流的基础设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分析这些网络的方法，我们倾向于假设尽管它们的节点是固定的，它们的连接是抽象于其真实物质空间之外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处理这些系统的一种方法，而不属于它们在二维（或三维）空间中的真实运行。


  实际上，我们将在这里提到的图或网络被称为“平面”，在不损失普遍性的情况下，我们将假定这种图是无向的。非正式地，这些图中的任意连接之间都没有焦点，是我们把它们表达在二维空间里。更正式地说，存在一个守恒规则表明，在这种图中的节点数量N减去边数E加上面数F等于2，所谓的面指的是由边围合起来的区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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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的二维图是树图，树图中没有面，简简单单由一串没有成环的边缘组成。更复杂的二维图是一系列节点的三元组（triple），即每个三元组gijgjkgki=1中有一个连通的组成部分。现在想象一张图，从两个节点gi和gj及它们俩之间的连接gij=1开始，然后建立另一个节点gk和新的连接gik=1和gjk=1，完成一个三元组。我们接着增加另一个节点gℓ，并将它与现有节点中的两个相连，以使连接不相交。这样，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图按照一系列三元组扩展，建立一个六角蜂窝状的结构。很直观地可以看出，如果当gij=1时，我们把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距离当作dij=1，那么这个图每次增加一个新节点，其增长的距离不会超过两个单位距离。即，图中的总距离D（N）可以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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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很明显，图中的平均距离收敛为一个常量，而每个节点的入度（或出度）的平均数同样也收敛为N→∞。这些结果适用于其他种类的二维图，可以看出每个节点的平均入度的最大值小于等于6，同时其度分布更像一个随机图；即图中没有幂律度分布，也不太可能出现大型枢纽（Barthelemy，2010）。


  这适用于类似街道的网络，这种网络中很少出现超过6条或7条连接进入或离开的节点。当然，在网格模式中连接数平均为4，而且大多数街道网络的合理入度的范围可能遵循左偏态分布，其均值大约为4。对于轻轨网络和重轨网络来说，入度平均数更小；实际上，对于在世界城市中的一系列地铁系统来说，在它们的环线内，密集核心区的平均入度的阶为2.5（Roth、Kang、Batty and Barthelemy，2012）。实际上，在所有此类网络中，平面性倾向于理想化的结果，因为道路有时候并不相交而是通过隧道和桥跨越，铁路网络就是个明显的例子。甚至公共事业网络也按照这种方式相交，也许更甚，因为它们的选址比供给人和货物移动的网络更加灵活。对于信息网络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它的形态甚至拓扑结构都还没能形成清晰的认识，但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们在二维空间上画出来，很可能发现大量的交叉。此外，与通过优先选择生成的、遵循幂律度分布的网络相比，这种平面的网络聚类更小也更少见。


  图3.8展示了一个在伦敦内城中心区的密集街道网络，该图是一个6英里见方的街区（总共36平方英里，大约93平方千米）。我们简单地用节点来代表每个街道交口，用节点之间的连接来代表街道片段，从中我们注意到图中的二维图形有几个关键属性。原始图是有向的，由各个位置上的单向街道组成，有很多尽端节点，以及在交通灯、交叉口等位置分隔街道片段的节点。实际上，真实的网络表现远远超出一个纯粹的二维图，但因为我们的兴趣只在任意两个节点之间是否存在连接之上，我们不考虑方向。使用这些简化手段，N=22 260个节点中大约有52 448个连接或边缘。通过方程3.3的计算，其平均连通性很低，只有0.000106，这表明平均度（注意本图是对称的，入度和出度相等） NC（Ψ）=2.356。这个度分布非常简单，最大连接数为6，其中一个节点有1到6条连接的分布为[4，615，6，313，10，130，1，194，7，1]。


  图中的总距离是边e的数量，由方程3.41可以计算出D=52 448。如果我们用图本身来计算它的实际距离，那么总距离是3 179千米，我们可以计算每段街道的真实平均距离为63米。与任意节点相关的平均距离，即到该节点最近邻点的距离除以所有这类距离的总数，为143米。在图3.9中，节点是任意排列的，我们把与每个节点相关的累计距离画为节点数量的增加（需要被连接的节点），可以看出这个距离与节点数成简单的线性比例增长，与节点所处的区域也呈线性关系。这个网络的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性，是在图3.8中我们用粗线表示的最小生成树。该图表现了一个没有任何自环的二维图，所有节点都是相连的。因此这是个树图，而且它表现了穿越全图的更小的总距离（即到达每个节点）。当然，它并不是一个在伦敦这么密集的区域投递材料到每一个节点的高效系统，但如果材料必须从这些节点中的一个投递到另一个的话，它可能是一个高效的系统，正如我们对整个城市形态学的分析所能看出来的，我们将会在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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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 伦敦中心街道二维图，图中最小生成树（图中最多）为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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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9 二维图中的累计距离

  


  作为对二维图分析的总结，我们用相同的方法分析了大伦敦区域内的网络。图3.10a、3.10b和3.10c分别展示了这一网络大致按照容量，被分解为三个重要性层级，在3.10d中叠加了地铁和地面轨道网络。表3.1中列出了这些网络的不同测量值，可以清晰地看出道路指数明显聚集，但两种轨道网络与其他网络的区别很明显，在这类网络中树图更加适用。这些轨道网络的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远大于道路网络，而且它们的连通度更高，片段数量与可能的片段数量之间的相关性大于道路系统。实际上，尽管道路系统在三个不同的层级上，但它们相互之间很相似，连通度很低而所有的三个节点间的平均距离都小于100米。很明显，这是这些网络相交方式的一种加工，说明在包含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的主要道路级别，很少有立体交叉建设，因为大多数主要道路是从普通道路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逐渐演变而来的，这构成了当地交通的一个关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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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0 大伦敦地区分级交通网络图


    注：a.大伦敦地区内的高速公路和主干线公路。b.二级公路和次级路。c.大伦敦地区内的地方道路和路径。d.地铁和地面轨道网络。

  


  
  表3.1 大伦敦地区内不同实体网络的特性
[image: ]


  这一分析也表明，在出行过程中从一个网络切换到另一个网络的游客，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受到这些网络之间的区别的影响。分析多模式切换及其对耦合网络的可能影响是网络科学领域的一项较大挑战，我们在这里不再展开。同时也要注意表3.1中的计算，地铁网络与第2章以及接下来部分所采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图3.10d中的网络是基于穿过相同站台的线路之间的连接，而不是之前使用的拓扑形式。这些网络表明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方法来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分析它们如何相交，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第三篇的后面部分，我们将关注顺序耦合的网络，这将涉及解决冲突的问题，并引出“网络的网络”，但我们的科学并不会转到这一领域。


  3.6 中心性、可达性和空间网络的异速增长


  3.6.1 图形中心性的测度


  在网络系统中，与第2章中介绍的“可达性”或流系统的“势能”相当的概念是“中心性”。入度或出度可以很好地测度节点的到达情况，但入度和出度只考虑了直接连接，不同于对流势能的测度，没有反映任何大于直接相邻节点的距离。在二元图中，测量度的方法只是简单地计算到达或从任意节点出发的连接的数量，即相邻的数量，而不是实际距离，如果用真实距离对图形进行加权，可以计算出更加传统的测度指标，即可达性。我们把度方程3.13和3.14重复为


  [image: p127-1]


  如果实际距离dij被用在二元连接gij上，将提供一种与二维欧几里得空间相关的测量方法。如果所有可能的连接都被考虑进去，那么对每个节点进行测量可以反映系统内从所有节点到考虑中的节点的总距离，有必要用一些方式对这些测度方法进行转化，以生成相应的可达性指数。其中一种相关的测度方法被称为“邻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它被用于社会网络理论中（Jackson，2010;Prell，2012），计算邻近中心性首先需要计算总相邻距离Di：


  [image: p127-2]


  我们只用出度来展示这一方法，因为出度的衡量需要遵循方向，但这确实是一个衡量分散性的方法，而且通常转化为Li：


  [image: p127-3]


  K是一个常数，往往等于节点数减去1，即N-1，dij是从i到j之间的最短距离。


  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是“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ck，特别是用在二元对称图中，弗里曼（Freeman，1979）第一次提出了中介中心性的定义，即：


  [image: p127-4]


  其中σikj是从节点i到j且通过节点k的最短路径的数量，而不是距离。这显然可以看出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是怎样联系的，但它需要被加权，因为从i到j之间可能有好几条距离相当的最短路径。当存在超过一条路径时，那么每条路径就作为总路径σij的一部分。当有两条路径的情况下，每条路径计算1/2；当有三条路径时，每条路径计算1/3，以此类推。


  根据对距离的不同定义，在度、邻近性和中介性三种测度方法基础上有很多变体，但为了展示它们的用途，我们选择了一个真实但相对简单的空间网络——伦敦地铁系统。以城市中心为中心，伦敦地铁系统或多或少呈现放射树状形态，但在构成扩展CBD边界的环线内部有一个复杂的多中心交联组（Roth、Kang、Batty and Barthelemy，2011）。这个系统中共有307个节点和353条连接，其连通性为C（Ψ）=0.0077。密度是连接数除以自连以外的可能连接，即ΣiΣjgij/N（N-1）=0.0038，它的值是连通性的一半（因为这是对称系统）。我们将不在这个系统中展示所有三种方法，只在图3.11中画出了中介中心性，但我们计算了它们之间的相关。度分布和邻近中心性（注意由于是对称系统，入度和出度分布是相同的）之间的相关系数很高，为0.727；但度和中介中心性之间的相关值较低，为0.513；邻近中心性与中介中心性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92。简而言之，这些方法确实可以计算出相当一部分不同种类的可达性，而且这些方法也有可能有潜力用于分析流系统，从而丰富了第2章介绍的可达性和势能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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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1 伦敦地铁网络中，以站点作为节点的中介中心性

  


  图3.11以球形方式展示了中介中心性指数，说明该网络系统相对简单（与大多具有相同节点数的社交网络相比）。但是，这也说明了呈现包含多个节点和连接的图的困难程度，即使在这个案例中该图主要是（但不完全）平面的，嵌入在地理空间中，并且是树形。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嵌入对于理解CBD的节点聚类是很重要的，但是其他图形表达对于空间网络仍是有用的。这类图包含了显示节点和边的一种方式，相交数量最小，并且边的长度尽可能相等，这种方式是展示结构的好方法，在图3.12中，我们展示了“力导向”算法如何帮助我们真正洞察并理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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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2 用哈雷尔科伦的力导引算法计算的伦敦网络中介中心性（锚定在希斯罗机场，左下）

  


  我们用于生成图3.12的特定做法是，如果是弹性的就将力分配给边，如果是带电粒子，则把力分配到点，而这些力把节点拉在一起或使它们分开，通过不断迭代直到建立某种均衡，最终形成的图每条边的长度尽可能相等。这一方法也有很多变体；其中生成了图3.12的是哈雷尔和科伦（Harel and Koren，2002）提出来的。其效果是扩大中心区域，并定义系统内的循环，以使CBD中的多中心枢纽的复杂特性变得清晰。可以生成这类可视化效果的软件包有很多，在本书的后续部分我们间或应用于表达网络。


  3.6.2 空间异速生长和网络规模变化


  一个很难但与空间网络互补的方法是关于网络的比例性，与节点数量或距离无关，但与它们定义出来的区域有关。我们可以建立道路空间数量R，每个空间起始中心的人口数量的总和——N个节点，与典型出行者从起点到终点的平均出行距离为[image: d-]之间的关系函数：


  [image: p130-1]


  平均距离是区域A的平均半径，定义为[image: d-]=A1/2，由此方程3.46可以被写为通用形式：


  [image: p130-2]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人口密度定义为ρ=N/A，或者N=ρA，那么方程3.47还可以写为：


  [image: p130-3]


  这是一个关于区域超线性缩放或正异速增长的典型案例。此关系等价于对三维空间有机体的代谢率方程进行1/4次方缩放，其中相似关系为V（R）=ρV4/3∝V（D+1/D），D现在是对象存在空间的维度（West、Brown and Enquist，1997）。


  多个起点对应一个终点，网络形成树状并铺满整个空间的系统具有典型的单中心城市形态，所有出行都朝向城市中心以开展工作、交换或其他。这个集中的系统可以得出方程3.47和3.48，我们在图3.13a中展示了一个向中心节点移动的严格的树状分形层级体系。然而，大多数系统更加倾向于去中心化，图3.8中展示的极端情况更像一个拥有多起点和终点的网格。萨马涅戈和摩西（Samaniego and Moses，2008）认为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出行的平均距离与密度成反比，即[image: p130-4]，这一结果是从假设密度的倒数是一个空间单位得出的，从中我们可以提取出系统的半径。那么方程3.46和3.47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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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简写为：


  [image: p130-6]


  明显可以看出，区域的规模变化现在是线性的，当我们注意到R=ρ1/2A。这在我们检验图3.13b时很有意义，图中分布的是随机分配到城市空间中起点和终点之间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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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3 （a）中心化的网络形态（b）去中心化的网络形态

  


  3.6.3 演绎、工具和可视化


  这里将要对本书第一篇进行总结，我们已经介绍了用于构建我们的城市科学的模型、方法以及工具，在描述城市结构和动态时，我们是将其作为用各种方法和工具来模拟和影响其形态的范例，而不是将其作为自身的演绎。在本书剩下的部分中，位置和互动的概念基础上，我们将更多关注流和网络作为城市进程和形态的根本组成部分的实质性意义。本章主要介绍了表达和探索网络的工具，我们特别强调：虽然网络发源于空间和位置，但是网络在城市中跨多个维度存在，存在大量不涉及空间维度的非空间网络或社会网络。我们的想法是将空间网络作为建立城市区位结构的基本框架，但实际上这一理念只在本章及之前各章谈及流的时候，以及相对于面积的网络比例性（图3.13）时做了概要性探讨。建立在流和网络之上的城市区位，其范畴从高度集中到去中心化结构，从单中心到多中心，从严格分层到重叠的网格，在第二篇中，我们将在许多应用中探索这些可能性。


  为可视化复杂系统，网络被假设为易于在二维空间中呈现的节点和连接，从而被视为重要范例。不植根于空间的社会网络最容易可视化，因为不需要将连接与其自身空间分离；即它们互相之间不交叉，这与本章介绍的大部分网络都不一样。除了这方面制约，当节点数量增加到50或更多的时候，二维（甚至三维的）可视化就会变得很杂乱。即便简单如伦敦地铁这种网络也是这样，我们在前文曾经提到，伦敦地铁很大程度上是树形结构。此外，考虑到节点及其连接都包含了自身维度，在网络中很难以可视化途径对模式进行识别，这些网络中远不止一些节点而已。因此，虽然接下来仍会大量使用这些图纸，我们认为可视化途径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为了理解互动如何造就区位并决定城市形态和结构，诸如层级划分法、传统图绘法，以及下一章将要介绍的轨迹法等大量其他手段与网络分析方法一样重要，图3.7已经展示了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种其他网络我们没有介绍。具体来说，包含神经网络的连接主义方法很可能成为多变量分析的一部分（Gurney，1997），这也建立在黑格尔名言“万物皆有联系”的缺省模型基础之上。我们将在第三篇中简要提到这些，包括考察不同行动者和要素之间的矛盾，这本身是城市规划的固有内容，但值得强调的是，在任何情况下，网络都有利于简化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我们研究城市的方法都提醒我们，无法清晰地区分利益现象的原因和结果，将其分割为特定的离散关系（往往是二元的，单向或双向关系）不可避免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把我们推回到流的世界而不是网络的世界，或至少是加权的、完全连接的网络。


  最后，我们这里的焦点在于积极应用并标准化这些工具。也许本书的第二篇和第三篇之间区别很大，但不能将第二篇看作城市科学而将第三篇看作城市规划科学，因为我们希望它们之间能够结合得更紧密。在第二篇，我们的主要视角是认识和理解城市，通过各种方法描绘现实情况并模拟其形态和过程，而在第三篇，我们的焦点转向探究如何通过区位和交互作用对城市进行设计和控制。尽管我们在本书中不会过多引用“优化”这一概念，因为我们把规划和设计更多看作一个协调的问题，而不是优化的问题，或者使用西蒙（Simon，1956）的经典术语——“满足”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篇中对网络的使用主要聚焦于用它们实现改变的标准过程。本书将通过不同的方法应用这些主题，随着观点发展，我们将建立一门同时包含实证和规范两种视角的科学，演绎愿景并扩展到设计，反之亦然。


  
    	
      二维图（planar graph），通常翻译为“平面图”，本书译作“二维图”。在城市规划和研究中，平面图有着比较强的布局属性，而本书所提及的planar graph是一种与维度相关的分析图。——译者注

    

  


  
    第二篇

    城市的科学

  


  在阐述我们这门科学时，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不可能知道读者已有的城市背景知识，也不知道他们将如何用这些知识来理解已有的思想和方法。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将要做的是从一个特别专注和正式的视角来探讨我们应当怎样建立对城市的理解，而不只是复述每个市民都具有的城市常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是最一般的读者都可能发现关于城市的一些兴趣点，但要想提出让所有读者都信奉的一般化视角却很难。建立一门新的正式的科学需要大量方法论方面的考虑，并应当包容多种维度，这对这样一本刚始于致辞的书而言是一个挑战。我决定从将城市重新定义为一系列行动、互动和交易开始，由此提出一系列方法和工具，并建立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在第二篇，我们将使用这些工具来探索城市的不同方面，如增长、大小、规模、形状，以及这些属性差异的产生过程等（Batty，2008）。在第三篇，我们使用类似的工具来显示如何通过设计规划师、政策分析师、政治家等可能影响有关未来共识的人，来管理变化中的城市。


  因此，本篇将从六个看待城市的不同视角来应用第一篇中所介绍的工具和方法。首先，在第4章中，我们将通过规模和增长来探索城市体系，关注整个体系中的城市规模分布规律，并指出真正的谜题，城市体系中的规模分布保持稳定，但组成体系的城市却大小变化很不稳定。这里我大量引用了第一篇介绍的比例律，这就在第5章引出我们的第二主题，即：城市体系及其各部分如何按照它们之间或之内的层级比例变化。我们因此开始研究个体城市，研究支撑城市增长的关系网络，揭示出不仅区位存在系统化的比例缩放，将人口与城市中心区和其他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组或网络组也同样在以相似的方式比例缩放。


  这也将我们带到第6章所讲述的第三个主题，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比例方法来研究网络。这里我们强调一下本书最为重要的思想：网络提供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帮助我们概括城市如何运行，预测远比观察更加重要。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将网络理解为两个集合之间的关系（像二部图所表达的），从而推导出两个集合对象之间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分析城市中一个集合中的对象如何与另一个集合中的对象彼此连接，我们就能够预测他们的形式和结构。如果我们代入街道网络和街道相互交叉，这个概念就变得实体化了，继而引入关于我们如何看待网络的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我们将介绍一种空间句法，可以用来表达街道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种手段帮助我们阐明街道及其交叉口的重要性，在对特定节点或区位所发生现象的测度基础上，丰富了我们对连通性和可达性的理解。在空间句法基础上，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第四个主题——可达性问题。除对街道等物理网络和关系进行更加抽象的定义，与这类网络相一致，我们也展示了距离、形状和形态。我们因此引入城市形态的讨论，也为耦合网络这一网络科学的前沿问题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小门。


  在第8章和第9章讨论的第五个和第六个视角，我们略微改变了策略，讨论不同的城市仿真方法。第8章侧重于增长和发展的“自下而上”分层过程，介绍了分形思想，并连接回到层级网络、比例法、自相似性等概念。我们展示了这些想法可以通过元胞自动机模型实现运转，将城市作为物理结构“从下到上”来培养，我们描绘了这些思想如何提供操纵杆以帮助我们控制城市动态发展过程，我们介绍的大量材料涉及这一点。第9章展现了另一组基于空间互动的模型，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对空间分区之间流的层面来对城市体系进行仿真。这里我们再次强调平衡的概念，同时聚焦于开发工具以引导对城市未来的讨论，高度结构化的可视化方式将会有巨大帮助。在展现这些思想时，虽然我们用了相当翔实的方式来可视化我们的模型和进程，焦点逐步转向土地使用交通模型，以及本篇最后一章所讨论的各类“如果……那么？”问题。


  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对这些方法进行分类。在第一篇，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呈现，虽然抽象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网络的。在第二篇，我们的重点是对生成物质形态的一般过程进行建模，不管是基于区位还是基于网络。在第三篇，我们将看到，我们会回到审视直接改变城市形态的设计和政策过程。在所有这些角度中，我们关心的概念是区位和枢纽、网络链接，以及作为网络节点的决定城市所发生现象的行动者和代理人。将这些相对贡献或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的一种方法是计算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结性或可达性。事实上，这种方法的很多逻辑在各种不同的连通性和可达性概念中也有所体现，因而第一篇所介绍的网络和流分析工具同样有助于我们将这些思想加以应用和实践。


  一件非常吸引人但我没有做的工作是向读者呈现更全面的城市科学领域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序言部分我略有提及，但因为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这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此前的研究者为这样一门科学做过的努力。事实上，这一领域的体系结构在很大程度建立于不同的行业角度，城市如何将经济学、地理学、工程学、环境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应用到住房、工业、交通等不同行业并实现自身运转。在经济学中，城市和区域如何运行一直是宏观区域分析和微观城市理论的关注重点，价格机制被认为主宰了土地使用和交通连接如何改变自身并形成我们观察到的城市。社会物理学已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这一传统，并引入了操作性和实践性工具，虽然社会理论往往从地理学视角提出关于城市结构和隔离形成的理论，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经济学理论的推演结论相一致。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学科关注的是定义各种方法，辅以交通建模和各种来自人口统计学的方法。但很少有研究突出城市中的能量交换乃至信息交换过程，也很少从坚实的生态学基础上思考城市如何运行。到目前为止，现有的（在复杂性理论之前）理论和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且大多很肤浅。这对我们了解如何建立一门新的科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想要设计全面拥抱复杂性的未来城市，这又明显是必不可少的。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试图提供这样的见解，但对于那些寻求一门整合的科学，各种应用都已经打好包亟待使用，无须考虑具体的城市问题的人来说，他们恐怕要失望了。不存在这样的包，可能永远也不会存在。如同物理学，看起来整个领域都渴望一个整合理论，或者说终极理论，但正如物理学，这是海市蜃楼。更加可能的情况是，一门新的城市科学将由采纳并修正大量方法和工具而来的一系列方法组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集成，而这只能建立在一致的哲学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复杂性哲学。接下来六章的一些部分联系相当紧密，但他们只能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理解，我们追求设计更可持续的城市的道路注定弯绕曲折，它们能够帮助我们设下一些路标。


  第4章

  城市增长：等级、规模和钟盘


  
    我在小城镇所讲的故事并不比我在大城市讲的少。大多数历经沧海桑田的小城镇起初规模就很小，大多数在我有生之年迈向伟大的城市起初也不过是小城镇罢了。


    ——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摘自简·雅各布斯，《城市经济》，1969）

  


  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依赖狩猎和采集生活的原始人类开始发展定居农业。然而，对于人类何时建立第一座城市仍有诸多争议。许多人认为定居农业在满足人类日常生活所需之外使得生产有了剩余，剩余带来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促进了各种社会及科技创新，并进一步提供了建立城市所需的要素（Bairoch，1988）。雅各布斯（Jacobs，1969）等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城市其实伴随着人类产生而产生，即便城市的建立不能被推到农业革命以前，至少也与农业革命同时进行，与人类游牧和耕种活动并存。有事实证明，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地区就存在着城镇，但是城市化人口比例非常之低。如此低的比例持续了几千年，直到17~18世纪西方国家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发生改变。


  在第1章中，我们提到由于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效益高于成本，城市规模扩大会带动城市经济总量上升。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况也表明，随着人口增长，城市规模扩大，积极的集聚使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当然，这一结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过基于我们对于效益和城市规模的合理估算，过去200年的城市发展显然如此。自史前以来，世界人口呈现指数型增长，但直到近几百年之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比例一直稳定地处在低位。确切的比例不得而知，不过根据钱德勒（Chandler，1987）的调查，从公元前500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全世界最大的50座城市人口总和约占总人口的2%~3%。随后，城市人口比例迅速增长。截至目前（2012年），全世界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2%。有预测认为到21世纪末，所有人都将生活在城市，这也意味着届时全世界约90亿人都将被城市化。我们为之奋斗了将近10万年的目标将得以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变革带来的影响难以想象（Batty，2011）。


  然而，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历史远没有如此顺利。莫里斯（Morris，2010）认为文明的发展总是会遇到“瓶颈”，比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城市在集聚了100万人口之后，很难再扩大规模。城市文明和那些大城市在时代变迁中交替兴衰。然而城市规模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时间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在本章中，我们就将探讨一些持续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由于对资源的残酷竞争所致，并且很可能愈演愈烈，因为全球将完成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人口总量将稳定在较高的水平。在本章中，我们将试图理解这些变化：首先，城市如何自行发展成不同的规模？其次，某一城市的规模如何随着城市等级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将从一个近乎无政府状态的模型出发，探索人口聚集如何随机发展却又与城市规模密不可分。在这一模型中，一方面，富人会更富裕，穷人会更贫穷，另一方面模型中也存在足够的机遇让富人变穷，穷人变富。随后，我们将依据城市具有的资源建立模型的变量，研究不同城市规模的分布。通过比较模型与其他规模，比如固定规模与建造规模，我们将引入下一章关于城市等级和规模的讨论。


  4.1 人口增长与城市规模


  4.1.1 最简单的模型


  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在任意两个时间段（t，t+1）之间，变化与目标（主体）的规模互成比例。如果城市发展随着时间推移而继续增长，那么两者就是正相关的。如果我们假设净增长率“λ”保持恒定，目标的变化，也即人口变化P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为


  [image: p141-1]


  方程4.1中一个简单的递归所导向的回升或复合可以表示为：


  [image: p141-2]


  该方程是通用的增长方程。从中我们很容易得知当λ>0时，人口急剧增长；当λ<0时，人口急剧下降；如果λ=0，人口保持恒定，也就是说P（t+T）=P（t）。如图4.1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此方程清晰的变化。然而，如果各个时间段的净增长率在-ξ<λ<ξ范围内随机变化，且平均净增长率为0，这一增长率将产生复合，人口从正值开始，增长率逐渐趋于0，人口最终也将归于0。当然，这也取决于增长率围绕0上下随机波动的次序，如果这一随机增长率自始至终均为正值，人口将呈现指数增长。这一原理可以用于解释一个较大的人口数量样本，比如城市系统中的人口。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究。通过图4.1我们发现，在我们选择的典型随机增长率出现次序下，人口下降到0。为了使人口在据其最初数值固定的范围内上下波动，我们需要引入加性模型（additive model）而不是乘性模型（multiplicative model），各个阶段的增长独立于之前的增长率。


  似乎我们设计的人口模型和太多不同的目标相关，人口也似乎总是正增长的。而当我们将随机选择的增长率应用于每个不同的目标时，结果会不同。若随机增长率大于一个单位，结果是基数较大人口的小幅增长，而当随机增长率小于一个单位时，结果是基数较小人口的大幅增长。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单个目标的模型为：


  [image: p141-3]


  方程4.3递归的结果是在T点之后的长期方程：


  [image: p141-4]


  这意味着人口规模将呈现对数变化。我们将此方程应用于10 000个城市，每个城市从一个单位的人口开始，并将随机选择的增长率λi（t）在-0.01<λ（t）i<0.01代入每个城市i。人口分布如图4.2a所示：显然，由于无人口规模的限制，人口分布向左倾斜，并随后表现为正态对数，甚至幂函数。经过10 000个时间单位之后，最大人口为12 119，但平均人口仅为9。实际上，对于模型的解读源自季布兰特（Gibrat，1931），他用此模型研究公司规模中比例效应与增长过程的关系。此后，该模型也被多次用于强有力地证明该过程与上述规模分布的关系（Sornette，2004;Saichev、Malevergne and Sornett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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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指数变化


    （黑色，连续增长；浅灰色，持续下降；连续常量虚线，下降；白色，随机变化）

  


  布兰克和所罗门（Blank and Solomon，2000）发现，如果采用更小的约束值，比如在此次研究中保证人口数量不低于1个单位，分布将呈现为幂函数。图4.2a清晰地展示了如果我们使用f[Pi（τ）]，我们将得到


  [image: p142-1]


  K是比例的常量，α是分布的反幂。我们可以通过使预计值之间平方差的和最小化来拟合方程4.5，将参数K和α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将方程4.5转化为：


  [image: p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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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比例增长


    （a）频度范围100以内的分布，最大值为12 000; （b）整个范围的位序规模分布。

  


  如果我们认为方程4.5是f（P）=KP-α的延续，我们求下界至上界的积分得出累计计数[image: p143-2]，这与r相等。在离散条件下，时间断面τ的人口位序人Pi（τ）为：


  [image: p143-1]


  方程4.7是由齐普夫（1949）提出的位序规模律，也就是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定律，我们可以用以下方程表示：


  [image: p144-1]


  方程4.9图示请参照图4.2b，显然大部分时候的关系是线性的，也因此证明了规模是基于幂律分布的。实际上，这一模拟产生了几乎典型的幂函数关系，β为0.965，99%的变化都得到了解释。这与齐普夫定律也就是α=2且β=α-1=1时的位序规模律极其相似（Zipf，1949）。


  4.1.2 基于资源交换的模型


  人口呈现幂律分布的基本原因是边界之间交流的不对称，人口既不会呈现负增长，也不太可能不断膨胀。某种程度而言，幂模型并不能进一步解释交流不对称的情况，因而也只能是一种数学的构造。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尽管这一模型展现了人口分布过程，城市规模增长时间跟现实生活中城市的变化并不相符。在我们开始考察经验证据之前，我们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解释。接下去，我们就将探讨一种理论。


  假设某一城市体系在时间点t的总人口固定为P（t），N个时间段人口总和为Pi（t），即：


  [image: p144-2]


  城市规模发生变化的唯一途径来源于迁徙。我们设任一时间段[t→t+1]中城市移民为ΔPi（t），且0<ΔPi（t）<Pi（t）。如果我们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情况，在随机选择的时间t内，随机选择的两个城市j和k之间发生的移民使得城市j在人口数量Pj（t）基础上增加ΔPj（t），而城市k则减少了相同的人口，方程可表示为：


  [image: p144-3]


  方程4.10中的守恒也很容易被表示为：


  [image: p144-4]


  这一过程就好像原子随机对撞中获得与失去能量（人口数），总能量（总人口数）则保持恒定。在一个系统中，两城市分别具有人口P1（t）和P2（t），两个人口事件分别为ρ（P1（t））和ρ（P2（t）），其相乘的概率为ρ（P1（t）+P2（t））=ρ（P1（t））ρ（P2（t））。因此，唯一符合标准的就只有玻尔兹曼分布律（Boltzmann-Gibbs distribution）ρ（P1（t））=C exp[-P1（t）[image: p-]（t）]和ρ（P2（t））=Cexp[-P2（t）[image: p-]（t）]，其中[image: p-]（t）为每个城市平均人口，C是比例常数（Dragulescu and Yakovenko，2000）。


  这一结论适用于很多事件与城市，若稳态分布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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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指数分布与概率分布直接相符。如果我们用反向累积方式做积分运算，进而线性化并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法计算参数，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位序规模分布。现在，设方程4.13为连续式方程，算[image: p145-4]积分，回归到离散型方程，负指数分布类似的位序规模分布方程可以被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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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4.14可以被线性化成logri（t）=logK-λP（t）。为了与前文所定义的位序规模关系保持一致，我们实际上将其写成：


  [image: p145-3]


  其中很明显参数λ-1=[image: p-]（t）。


  至此，我们已经利用简单的资源交换模型建立起了分布方程，适用的参数包括N=500城市，总人口10 000，时间点总数为100万。我们从平均分布的情况开始，即每个城市有20人，固定每次增长或减少数为ΔPj（t）=2，∀j，t。模型开始运作后，我们确保人口数不少于零。如果我们选择的城市人口数小于零，直接放弃这组数据，重新选择城市，采纳人口数大于等于零的情况。如方程4.14所示，城市规模的分布逐渐导向玻尔兹曼律。我们在图4.3a中展示了概率分布，在图4.3b中展示了位序规模对数模式，两者都证明与理论分布十分吻合。如德勒吉列斯库和雅科文科（Dragulescu and Yakovenko，2000）所示，概率分布在吻合度上略低于位序规模分布，但原因主要是人为误差，如果计算次数接近100万，吻合度也会接近完美。每个城市的平均人口通过位序规模分布中的斜率表示，这与各系数及交换模型的初始条件相符。尽管这并不是严格意Pi义上的幂次定律，通过放宽条件，使用相同的代数，我们也可以看出交换—移民的过程会趋向幂次定律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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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加性交换模型生成玻尔兹曼分布


    注：a.频度到27的分布；b.全部范围的位序规模分布。

  


  在很多交换模型过程产生的人口规模分布会与等级规模法则相符，乘性模型而不是加性模型会使得分布趋向幂律形态。然而，这些模型容易受到交换率和交换量的影响，并且它们无法保持系统中应有的人口总量。比如类似方程4.11所示，城市是随机选择的，并随机新增与城市人口成一定比例的人口数，并从随机选择的另一城市人口中去掉相同比例的人口。由于两个城市的人口基数并不相同，对称性就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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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4.16中，我们设随机选择的变化率为ξj（t），且0<ξj（t）<1。只有当人口值小于1时，交换才会发生，也即若Pj（t），Pk（t）<1，交换被放弃。如果我们大量进行此类交换，城市规模的概率分布将逐渐汇聚，但具体是哪种分布模式仍不清晰。举例来说，我们采用与上述玻尔兹曼律模型相同的起始参数，也即N=500城市，总人口10000，时间点总数为100万，每个城市20人的统一分布。然后，使用总是小于0.5的随机变化率，分布将接近幂次定律，见图4.4所示的位序规模模式。然而，当增长率更低时，其他模式更接近指数型。若人口数被作为资本或财富来考虑，即人口数可以为负值，又会有全新的模型。这些模型在其他研究中也曾被使用过（Ispolatov、Krapivsky and Redn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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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 乘性模型生成类幂律分布

  


  4.2 复杂系统特征——比例率


  在本书中，我们将证明复杂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布状况会随着系统中成分及主体规模的变化而有规律地变化。比是否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幂次定律更加重要的是在各种比例变化中都存在规律性本身。城市规模分布规律与不同等级城市的空间影响相关，这一样例已经揭示了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了构成城市的不同模式，在此我们将讨论城市最简单的组织形式将在何种程度上解释城市空间和时间变化的规律。我们已经介绍了概括这些特征的办法，即根据齐普夫（1949）的城市等级顺序来考察城市的规模分布。如果分布符合幂次定律，则位序规模规律符合方程4.9所示；若分布呈负指数型，则符合方程4.14或4.15所示。


  用于解释分布规律的最简单模型将在最后一节中介绍，这些模型或基于乘性增长或基于加性增长，前者符合幂次定律分布，后者符合指数定律分布。在两种情况中，不同规模城市的产生是由于城市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但当城市人口低于一定限制时即不复存在。在这些模型中，刚好触及限制门槛的城市被认为处于衰退，但仍有可能获得增长的机会。随机比例增长模型产生幂次定律分布，但更普遍的分布模式是对数式的。只有当模型具有硬性较低门槛，幂次定律分布才有可能在稳态下建立起来（Simon，1955;Gabaix，1999;Blank and Solomon，2000;Sornette and Cont，1997）。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城市分布如何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而变化。城市分布随着时间变化相对稳定，城市很少在几百年乃至几十年间发生规模上的变化。然而，当我们考察城市的位序与时间的关系时，变化非常明显，城市等级通常在50年到100年间发生变化。我们引入了很多衡量城市等级随空间及时间变化的方法，并通过“位序钟”的方式来表示（Batty，2006a）。我们以意大利城镇在1300年至1861年的人口变化为例来介绍这种办法。然后，我们会分析比较城市规模分布的规律，包括公元前430年起的世界各城市，1790年起的美国城市，1901年起的英国城市及1950年起的以色列城市。各个“位序钟”所表现出的增长与变化形态大相径庭。当我们将“位序钟”的城市规模分布，与美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的分布（从1955年起），以及纽约高层建筑与世界高层建筑分布（从1909年起）相比较，我们将形态和数据制成了不同的视觉盛宴。这为我们理解微观层面动态迥异的体系如何在宏观层面保持规律与稳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解释规模的时候，我们所建构的模型其实太过简单，甚至有些无力，因为模型中所假设的前提——竞争关系，并不能被很好地解释。模型无法证明为什么乘性增长本身是合理的。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城市间的竞争以此种方式进行，这一问题没有被解释。我们所建立的加性（或其他乘性交换模型）都很难解释现实中发生的规律。下一章中，我们会进一步解释网络效应，网络中的节点通过比例效应增加网络连接点从而实现规模增长，其间也会产生竞争（Batty，2006b）。事实上，巴拉巴希（2005）的模型基于偏好性的附加，可以被视为网络竞争效应模型下的一种情况，因为他们都强调共同累积优势。


  用此种概括的体系可以解释好几种增长过程。就城市而言，人口规模会扩大也会缩小。城市从小型定居点演变而来，成为大城市必须首先是小城市，因而其增长本就是不对称的。当然，这也是所有增长过程的共性。由于我们难以确定构成城市的最低人口水平是多少，更因为缺乏数据支撑，我们只能从大城市入手，取最大的一两百座城市建立分析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当一座城市进入我们选取范围内——比如说前100，那这座城市就诞生了，否则即宣告其不再属于城市的范畴。当然，城市分布通常符合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1966）在中心地理论中提出的空间竞争等级模型，随机增长模型似乎也符合上述逻辑。然而，尽管下一章会讨论，我们现在还不打算讨论从个人和公司在市场环境中进行空间选择的角度建立城镇与区域体系的社会经济空间模型。此时，我们还是倾向于简单地论证基本的乘性与加性增长模式可以为城市规模分布体系提供一个基础。


  界定城市的空间范围会有困难，但这个问题总体上可以被解决，因为城市空间范围往往决定了城市规模。相比而言，公司更难以被界定，因为一旦兼并发生，集团规模就会发生变化。在最近一百多年间，城市的建筑本身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尽管一般来说城市建筑会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升高，但就最近一百多年来，摩天大楼的建设才是首选。很多摩天大楼都曾被推倒重建，只有少部分被改建、扩建或缩建。观察公司与城市如何在竞争中扩大规模比观察建筑高低更加容易。然而，如果一些地方已经有了摩天大楼，也会出现占地更广的建筑。随机的乘性增长模型适用于城市之间互相模仿，跟风建设第一高楼的情形。因此，对于建筑，我们可能会见到与城市、公司规模不同的动态变化。在我们讨论的时间段内（近一百年左右），我们将不考虑被拆除的小部分高楼，而仅仅关注拆除之后重修且目前仍在服务期的那部分。


  4.3 城市的时空动态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案例入手，即14世纪至19世纪间意大利半岛上的城市增长（Bosker、Brakman、Garretsen、De Jong and Schramm，2007;Malanima，1998）。案例中的时空动态并不复杂，因为在14世纪及意大利统一期间建立的主要城市（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那不勒斯、帕多瓦、巴勒莫、罗马、威尼斯、维罗纳），到1861年（分析结束点）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扩张或等级的大幅度升降。我们设了七个时间点1300年、1400年、1500年、1600年、1700年、1800年及1861年，并且我们找到了这一时期内555个城镇的人口数量，并根据人口规模对城镇进行了排序，分析了等级变化的情况。上述重要的城镇自文艺复兴开始就一直占据着人口数量前十五的位置。之后的分析中，尽管一共有195个不同的城镇都曾进入过前100，我们只考察各时间点的前100名的城镇。有的城镇进入又掉出前100，我们只计算在时间点截止时仍处在前100的城镇，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数据去考察各时间点期间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与排名。数据中，有360个城镇从未进入前100，因此从头到尾都只能算是村镇，有的甚至只是微不足道的居民点。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希望考察的是人口规模前100的城镇，第二个时间点（1400年）列入的城镇数目只有95个，而其他时间点则因存在人口相等的情况而使得城镇数目超过100个。


  考察这一时期的人口相对稳定度，1300年人口规模排名前100的城镇的人口总数为210万，1500年下降到171万（很可能是由于黑死病与战争导致人口减少），1700年人口恢复至222万，1861年增至397万（因为政局统一及工业化开始）。我们也发现人口的相对稳定度与城市位序规模关系的稳定度直接相关。然而，这种稳定仅仅局限于重要城镇，小村镇的位序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因为意大利城邦中重要城镇的影响使得小村镇的维系日益艰难。


  上述案例对于我们使用各种工具分析描绘城市的空间时间动态十分有利。我们先将7个时间点上位序规模关系归纳为Pi~r（Pi）1/1-α，取对数变化，设logPi=Φ-ϑlogr（Pi），斜率ϑ与规模系数1/（1-α）相关。此时，暂不考虑时间系数t或τ，将位序与规模相联系记为r（Pi）。与上述方程4.9相同。我们在图4.5a中更清晰地展示了两者分布模式的相似性。衡量规模系数的方法有很多，最传统的也最受偏爱的办法是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估算ϑ，可得比例系数为[image: p151-3]=1+ϑ-1。相对不那么受偏爱的方法是最大可能性法（maximumlikelihood method），纽曼（Newman，2005）曾将其改写为幂函数形式，求解每个分布的可能性的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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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image: p151-3]是比例系数，N是城市数据集（随时间的点变化而变化）中的观察数，Pmin是界定每个城市规模分布的最低人口界限。传统的观点认为规模分布可能在上尾部分呈现稳定状态，下尾部分则被最小值截断，正如克劳斯特、沙利齐和纽曼（Clauset、Shalizi and Newman，2009）所认为，这可能是实验的一大问题。我们在可用的软件中尝试了这种办法估算[image: p151-3]，设最小值为Pk，平均值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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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5 位序变化的时空动态可视化


    注：a.七个时间的Zipf图；b.1400年与1861年的位序变化；c.所有城镇在七个时间段的位序变化；d. 位序钟（颜色灰度变化依据1300年以来城镇出现年代及其位序。第一个城镇，1300年位序最高的城镇为红色；最末一个城镇，在最晚年代位序最低的城镇为蓝色，根据红蓝光谱绘制为同等的灰度级别。）

  


  
  表4.1 大致的排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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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4.1所示，估算值之间非常接近，这也意味着在500年间顶级城市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4.4 比例的可视化：位序钟


  有两种探讨时空动态分布的方法。其一，我们可以考察两个时期城市的位序变化，假设任意两个时间点，记录城市的位序变化，利用两次时间点的城市分布位序绘制钟盘。在图4.5b中，我们已经绘制了1400年及1861年的城市分布，展示了意大利城市规模的变迁。该图示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变化性较大的图示之一。在图4.5c中，我们追溯了每个城市变迁中发生的等级及规模变化，并记录了各个时间点的情况。图中颜色安排如下：最大且最古老的城镇为全红，城市规模越小，进入顶级城市越晚，颜色越冷，依次为红橙黄绿紫（均出现在灰底上）。本章之后部分提及的“位序钟”也使用了此种颜色标注的方法。尽管图4.5b暗示了显著的位序变化，图4.5c表现的变化更加温和，色彩间的平衡表示最大最古老的城市一直都保持着它们的地位。我们需要做的是用更显而易见的方法抽象出重大改变，正因如此，我们引入了“位序钟”的概念。


  “位序钟”专注于表示位序的变化，通过钟内城市位序的抛物线变化来表现位序的变化。任何时候，最高层的城市总是位于中心，最低层的城市则位于外圈，即便没有到钟盘也是位于离钟盘最远的地方。时间用顺时针的方法表示，用于分析的时间段在钟盘上标记，钟盘为完整的一周。要想比较两个位序钟，我们必须假设例子在钟盘上直接可比，也即假设各个不同的系统行为可以被表示在钟盘范围内，进而进行比较。并且，如果系统具有不同的目标数量，即便各系统可以合理地用钟盘进行表示，各系统间也往往无法直接比较。下述例子展示了不同钟盘配置可以界定不同的规模系统，因而构成对城市时空动态分布进行分析和可视化的新形态。


  图4.5d即我们所说的钟盘。钟盘具有两项突出特点：第一，在中世纪末期处于最高等级的城市直至文艺复兴早期仍占据着中心的位置（零散的证据表明在21世纪初期仍然如此），这一趋势被清晰地用红色标记在钟盘中心；第二，大多数起伏变化发生在钟盘外围，颜色的交叉变化也显而易见。在钟盘上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中心的大城市缩减成小城市，更没有退出钟盘的情况，也几乎没有城镇快速成长为大城市进入钟盘。与我们之后的样本不同，意大利城市系统中发生上述变化的城市屈指可数。都灵直至1500年才进入钟盘（进入前100），并于1861年列居第四。另一方面，尽管锡耶纳于1300年时排名第7，但到1861年时已降至45。这两座城市都很难在钟盘上清晰呈现，但现有的软件已经使得这种情况很容易被观察到，我们在后续的例子中会进一步阐述（Batty，2006a）。


  钟盘也让我们关注了变化的其他方面。因为形态变化以钟盘方式表现，时间点之间的等级变化很容易从轨迹的变化距离中看出。我们可以确定目标城市i在时间t时的等级ri（t）为“第一变化距离”。我们还没有在这里讨论“规模钟”，但距离仍可以被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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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城市每个时间间隔增加的距离可以被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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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N（t）为各时间段的城市数量。如果城市位序中不存在并列的情况，则N（t）=100。意大利的例子中，因为存在并列的情况，数量在各个时间段可能有些许不同。这就使得我们需要衡量那些始终处于列表内的城市所发生的平均变化。事实上，如果需要的话，第二、第三、第四，乃至更大的顺序变化都可以被计算出来，累积变化也可以被衡量（见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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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例中，从1300年到1861年间，所有城市（包括曾进入前100位的195座城市）、所有时间点的平均变化可以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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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T是变化发生的总时长，如本例中为561年。计算结果如表4.2所示，平均来看，一个城市在100年间发生位序d变化为15位，这与数据中城市在100年间可能发生的位序变化d（t）为12~17位相一致。


  
  表4.2 距离测度：全部城市在整个时间段的位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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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度时空动态分布的最后一项指标是各城市进入或退出前100的速度。计算时间点t时位于钟盘内的城市数量并不困难，计算t之前或之后（如t+τ或t-τ）依然位于钟盘内的城市也不困难。我们设数量L（t，t+τ）为在时间点t与时间点t+τ均排名前100位的城市数量；另设数量L（t-τ，t）为在时间点t与时间点t-τ均排名前100位的城市数量。稍加比较即发现L（t，t+τ）=L（t-τ，t）。我们可以计算给定时间段t内始终位于前100的平均城市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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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始至终均位于前100的平均城市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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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方程都假设城市数量N为恒定，如果城市数量像意大利案例那样出现了变化则需要修改；如果有要求，比例方法与可能性方法也能够加以计算。


  我们需要参照整个时间段T定义半衰期。我们没有具体的函数来描述城市维系排名的过程，鉴于时间间隔往往不能很好地计算半衰期，我们需要通过检查和插值得出。我们可以在整个时间序列中都这么做，也可以在每个发生变化的时间点做。归根结底，对时间点t，我们需要对方程L（t，t）/2=L（，t）=L（t，）求解。因为没有正式的一般化函数可以用来测度维系程度，我们需要考察矩阵L（t，t+τ）。然而，若假设存在指数型衰退，排名最前的城市数量可能减少。如果数量没有减少，则证明该体系非常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规律性，半衰期与排名最大值的接近程度可以用来测度该体系的稳定性。


  意大利的案例很好，因为时间点不多，我们可以对矩阵L（t，t+τ）的结构进行因果关系的考证，结果如表4.3所示。尽管最前的城市的最大数量为118，1300年至1861年间共有195所城市曾进入排名。核心城市的等级存在很强的持续性，74座城市自始至终都在前100内。其他城镇位序波动性较大。因此，在这个体系中，尽管核心城市的地位波澜不惊，较小城市间正不断为了位序而进行激烈斗争。表4.3显示，所有案例的半衰期可能都比所考察的城镇分布所跨越的561个时间段要长一些，这意味着空间重构情况很少和较低的增长水平。这意味着其几乎没有发生空间重构，增长率也较低。1300年的118个城镇中大约有55%到65%在1861年中排进前109。可以估算平均半衰期为600年，但这与我们马上要讨论的案例相比要大很多。


  
  表4.3 从时间点ℓ到m存在于排名的城市数量L（ℓ，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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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比例的城市体系


  我们已经讨论了若干用来分析规模体系时空动态分布的工具，现在有必要做一下小结。第一，衡量规模稳定性的工具是齐普夫图形，特别是规模系数α，或倾斜度ϑ。在纯粹的齐普夫图形中，Pi~r（Pi）-1，ϑ=1且α=2，图形可以比较不同构成主体间的相互竞争。当ϑ<1或α>2时，分布中较大城市的规模与较小城市相对比较接近，互相竞争较少，反之亦然。当然，幂律之于齐普夫图形的适用性测度及其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可以测度这些图形之间有多接近。我们讨论的最大可能性法和普通最小二乘法这两种方法尽管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偏向性，但却是标准的方法（Newman，2005;Clauset、Shalizi and Newman，2009）。第二，最好的图形表达是位序钟，因为每个目标个体都能够通过其轨迹被追踪考察，目标整体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钟盘由各种不同的轨迹线构成，我们在图4.6中展示了其中的5条，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将各种不同案例的形态放在一起，以展现不同比例体系所具备的不同的动态过程。我们现在就开始尝试进行整合，本节的下半部分会讨论城市的不同形态，下一节会讨论公司及高层建筑的形态。


  图4.6的钟盘中，每一圈层代表相同排位的对象。一些对象螺旋进入钟盘，另一些对象则系统性衰退并滑出钟盘。理论上，一个对象可以任意次数地进入、滑出钟盘。事实上也确实存在一些极端案例：如果一个对象在t时进入钟盘，在t+1时滑出，在t+2时进入，以此类推，那么该对象的轨迹将是根据其进入钟盘的时间留下的一个个间隔点，因为在进入排名表之前没有在钟盘上留下任何标记。如果我们确实有更细致的等级数据，我们是可以用轨迹线进行表示的，方法之一就是扩大钟盘范围。图4.6也显示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些对象进入后退出又再进入，或者退出钟盘后再进入又再退出。钟盘的圆心十分重要，因为对于很多比例体系来说，往往有某个对象始终保持最大，比如在过去的200年中，纽约始终是美国第一大城市，伦敦是英国第一大城市，巴黎是法国第一大城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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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6 定义位序钟形态的可能轨迹

  


  测量变化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距离，一种是基于对“半衰期”的估计，都对测量位序的实际变化有重要作用。距离取决于时间间隔跨度以及位序变化的幅度。在意大利城市数据中，时间间隔为100年（第七个时间段被调整为61年）。表4.2表明100年间平均位序变化为15位次，这也意味着500年间平均位序变化为75位次。第二种统计方法是“半衰期”，在600年时间里，大约有50到60座城市会掉出前100。当城市离开或进入排名，简单地假设平均距离d的间隔为5或6将对这种变化造成高估，但这仍然表明，审慎地使用半衰期或距离测量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生动地描绘出这些动态变化。实际上，累积变化距离d（）是一个能够更好地反映位序变化的指标，它充分地考虑到了系统演进过程中城市进入以及退出后又重新进入排名的情况。


  我们现在需要选择并考察不同比例的不同城市体系。我们已经利用钱德勒（Chandler，1987）的数据库分析了公元前430年至公元2000年间不同时间间隔下排名世界前50位城市的变化，这也是我们考察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些城市。后来，我们又以10年为间隔探讨1790年至2000年间美国排名前100位的城市（数据来自美国人口统计局；参见Gibson，1998）。我们也以10年为间隔讨论了1901年至2001年间英国前100的城市（ONS，2010）。最后，我们以变化的时间间隔为基础考察了以色列前172位城镇在1950年至2005年间的变化（Benguigui、Blumen-feld-Lieberthal and Batty，2009）。以色列在尺度上更像是个大都市区，但其中的每个城镇都具有独特的地理及文化特征，从而为样本增加了多样性。


  在每个体系中（包括意大利案例），我们或者选取了固定的排名作为标准，或者根据数据库总体情况来决定城市数量。比如说，以色列的案例中，在1950至2005年的55年时间内共有172个城镇；1950年共有34个被纳入范围，在2005年则有164个。然而，只有8个城镇在13个时间点中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在英国，城镇数量458在100年内未曾发生变化。我们在每个时间点（共10个）只考察其中的50座，一共有70座城镇曾被纳入考察范围。为了更好地比较，我们必须注意到城镇数量及时间点对等级变化数据的影响。


  世界城市体系变化更加剧烈。2000年处于前50的城市中，没有一座是公元前430年时前50的城市，只有6座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也位于前50。一个城市衰落的周期原本大约是200年，到了2000年衰落周期降至100年。简单来说，文明的兴衰可以透过数据库中城市的轨迹线来观察，尤其是希腊、罗马的兴衰，黑暗时代（中世纪）的到来，中国的增长—衰落—复兴以及发展中国家爆炸式的城市化发展。意大利例子中的位序钟如图4.7a所示，很显然，并不存在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的城市。几百年中一致保持在考察列表内（世界前50）时间最长的城市是中国苏州，在2430年的考察期内保持了2158年，即便如此，苏州现在也掉出了前50（尽管苏州增长迅速，但除非被纳入上海，苏州很难再次进入前50）。在世界城市体系考察中，城市衰落周期明显加快，保持每25年减少20年的速度，目前已经降低至75年。与这一衰落期最相近的是美国的城市系统，如图4.7b所示，与图4.6中特征几乎一样。从1970年开始纽约一直处于钟盘中心，芝加哥、洛杉矶及休斯敦等城市则随着人口在近150年迁往中西部、加利福尼亚及西南部而掉出了中心。自美国从19世纪中期工业化以来，前东部的殖民地城市，如查尔斯顿，更是退到了钟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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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7 城市体系位序钟

  


  我们所举的两个例子也各不相同。英国（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城市的衰落时长是美国及世界城市体系的两倍，约为150年，并且该时长并没有变化的迹象。这是因为核心城市在19世纪就都被建立起来了，20世纪的逆城市化也并没有改变城市的整体模式。如图4.7c所示，核心城市的轨迹如意大利城市体系那样略向外扩散。以色列的位序钟如4.7d所示。以色列的城市体系完全不同，其城市的衰落期很难被确定，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随着国家建立并稳定发展，不断有新的定居点建立起来。在增长的情况下，衰落期与增长完成的阶段比是体现吸引力的表现。粗略的估计可能是50到70年，但1950年建立的34个原始定居点到2005年仍处于中心地位，因为掉出钟盘的数量很小，因此很难衡量。除了矩阵L（ℓ，m）的对称，半衰期是一项不错的衡量指标。好的测度法涉及距离，我们下面将要讨论。图4.7d显示了以色列城市体系的位序钟。


  将位序规模函数应用于所有城市体系所有时间段的结果如表4.4所示，得以解释的变化占到了85%到95%。比例系数都大于2，这意味着一线城市的统治地位要弱于其在纯粹齐普夫模型（α~2）的情况，若体系最终演变成稳定的状态，这种情况将更加普遍（Gabaix，1999）。平均距离变化必须通过规模轨迹线变化所经过的平均时间段来解读。有趣的是，经过工业化的城市体系（美国、英国及以色列）位序变化为每10年4~8位，而世界城市体系每80年的位序变化才是8位。因为时间段划分太过不同，距离考察不是那么可靠，意大利的城市体系每80年位序变化16位，每10年变化5个位次，与其他国家的城市体系差不多。


  最后是关于位序钟之间的比较。美国及以色列的位序钟并不是从前100的城市开始，因为起初它们没有那么多城镇。美国的位序钟至1840年时出现了100个城市，并且在之后保持相对稳定。以色列的位序钟则没有出现数量稳定的情况。两个位序钟都显示了显著的增长，以色列位序钟的特点是核心城市稳定但新兴城市数量庞大，美国则因为人口西迁与南迁的趋势而导致位序钟的核心城市不是特别稳定。英国位序钟是最典型的缓慢增长，很多轨迹线呈完整的圆，等级相近，核心城市也保持稳定。世界体系是最不稳定的，早期文明的城市与中世纪、中国各朝代及现代世界的城市显著不同。


  
  图4.4 五个城市体系的相对位序变化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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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分解：公司规模与建筑高度


  我们最后要讨论的公司规模和建筑高度所涉及的体系大相径庭。公司规模的数据来自500强统计（CNN，2009），涉及1955年至1994年美国公司规模分布；世界及纽约高层建筑（摩天大楼）的数据则来源于安波利斯建筑数据库（Emporis，2009）。公司规模分布不是空间上的，高层建筑高度分布则是空间上的，尽管高层建筑的空间化程度比城市规模分布的空间化程度要低很多。公司规模的考察中，我们关注的不是所有500强企业而是前100强，因为随着目标越来越多，位序钟轨迹线会越来越密集，考察单个目标的时候就不得不多次放大（O'Brien 2012）。公司像城市一样可以通过等级进行排序，我们以公司的收入与盈利比为指标，因为该指标能反映公司的运作是否良好。我们并不会在此给出后一部分的等级排序（如需要请参看Batty，2007）。从图4.8a所示的收入钟盘中，我们可以得知公司等级的变化巨大但有规律。


  本质上看，有一批核心公司确实独领风骚，但它们的排名并非固若金汤，而且排名的下降还相当有规律。图4.8b很好地表示了这一规律，其中前100的公司数量为L（ℓ，m）。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公司体系的半衰期大约为25年，图4.8a显示了起始年份1955年排名居前的公司。公司进出排名的情况在中间点1975年反转。图4.9单独列出了六个公司的轨迹线，很明显，钢铁及重工业公司远离圆心，而高科技公司（比如IBM）则靠近圆心。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如美国通用，兼具双重性质，因而得以维持它们的地位。通用（不在图中）在40年里名列第一。2012年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我们的分析也应当及时更新以进一步对相应的变化进行探究。表4.5中，位序规模关系非常符合，几乎所有分布中r2都接近99%。从距离方法来考察公司位序变化所得结果与城市规模分布相比变化更加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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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8 （a）财富100强的位序钟和（b）基于1955—1994年排名的公司存续与衰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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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9 1955—1994年财富500强中特定企业的位序轨迹

  


  如前所述，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方面，高层建筑则显著不同。目前为止，我们数据库中所有的高于12层或40米的建筑从竣工之日起就没有发生高度的变化。只有在如香港那样快速发展的地区，我们才能看到高层建筑被推倒重建。可能有人会认为那推倒重建相当于是产生了新的建筑。这意味着建筑本身不会出现位序上升，它们只是处于一个特定的位序，这一原始位序不再会升高。建筑不会在数据分析的时候变高。事实上，如果体系稳定的话，建筑往往处于相同的位序。总的来说，一旦建筑处于某一位序，只有当新修的建筑比它高时，它才会出现位序下降的情况。此处我们考察两组数据：一组是纽约（典型的高楼城市），另一组是安波利斯（Emporis，2009）数据库中的60 000座高楼。


  尽管事实上有高楼早于1909年修建，我们仍假设每组数据中的第一座高楼建于1909年。纽约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间修建了大量高层建筑。因为高度相等，1916年共有119座建筑位列前100，这也意味着如图4.10a所示的位序钟将有约120条轨迹线。钟盘完全基于高楼列入前100后的位序变化所绘制。20世纪20年代末及之前修建的建筑为红色、橙色、黄色，这些建筑被30年代初所修建的建筑（绿色）所取代。尽管有些旧的建筑仍位于前100，总的来说，新建的建筑要比原有的建筑高。为了观察更加清晰，我们得放大钟盘以考察具体的轨迹线。这在纸质版中无法做到，因而我们必须得借助相应的软件（Batty，2006a；O'Brien，2012）。图4.10b表示的是世界高层建筑的数据，早期世界范围内所修建的一些高层建筑至今仍在钟盘内，增长的时间段也明显晚于纽约，因为很多高层建筑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而修建。如果我们比较两组钟盘在任一时间点的数据，比较矩阵L（ℓ，m），我们就可以找到一座建筑的修建时间及其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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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0 1909—2010年前100位的高层建筑位序钟

  


  表4.5中列出了两个案例的大量信息。正如r2所表明，纽约的位序规模函数非常符合猜想，且越往后分布越符合。尽管世界范围函数的早期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后来也同样符合我们在其他分布中得到的结论。如规模系数α所示，让这些分布迥异的因素之一是竞争。参数值远大于2，意味着位序规模曲线比齐普夫模型（ϑ=1）要平得多，也即城市内修建高层建筑的竞争要小得多。高层建筑的动态变化与此前城市、公司的动态变化也明显不同，这也要求有更进一步的研究，但我们可以用跟风或时髦效应模型加以解释。在距离数据方面，因为时间间隔都非常相近，所得的数据也就缺乏辨识度；早期，原有建筑一直存在，但没有新建筑出现，因此位序没有变化。此外，距离方法所指向的位序变化统一向下，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修改我们的模型，以便展示本身没有变化却因为其他样本变化而发生改变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半衰期方法也很难发挥作用。20世纪20年代为10年，70年代为20年，但我们仍然无法用这些数据去预估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形。


  
  表4.5 公司和高层建筑的相对位序变化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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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规模基本论点的延伸


  涉及人口的规模体系在宏观层面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并掩盖了微观层面的动态变化。我们通过城市在位序规模分布系统的相对变化来展示这些微观层面的动态。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没有详尽地认识这一动态过程，我们知道各个要素之间的竞争根植于此消彼长的态势。事实上，传统理论认为，城市体系中的中心城市都是从底层开始发展，城市越来越壮大，服务越来越多的人口，进而具备越来越多的功能。这些传统理论花了很多时间解释城市宏观层面的变化。随机的按比例增长解释了单个城市的发展与其他城市相关，但并未就城市间如何竞争提供良好的解释（Rozenfeld et al.，2008）。在微观层面，一方面公司的增长由于兼并重组的可能而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体系构建正面临独特的变化基础，比如建筑由开发者对于高层建筑的需求而决定，且因建筑过程和投资决策等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对于这些变化的认识意味着不同的规模增长展示了不同的形态，我们也已经开始尝试用“位序钟”来对这些形态进行分类。但我们仍需要更好的方法来进行不同体系间的数据比较，因为在比较过程中，衡量与比较的客体数量、间隔时长、时间点很难控制。尤其是，半衰期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澄清。规模比例系数与特定体系内各竞争要素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确定，分布模式中各单独要素之间的联系也需要借由更系统的方法进行跟踪分析。“位序钟”上的轨迹帮助我们关注这类跟踪分析，但我们的分析仍然没有将各要素联系起来。


  因此，网络分析，也即分布模式中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将大有作为。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多关于不同客体之间增长与变化的关系可能可以被拆分、解读成新的网络连接的发展与增长。我们至少需要考察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基于现有成果，为规模体系研究提供更详尽的时空数据；第二，构造与规模体系类似的网络模型，增加分析的广度，比如将城市规模分布延伸至城际交流、贸易及移民的网络；最后，我们需要不同空间、不同规模的城市案例，进而准确解释城市、建筑及公司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人口集聚形成规模经济的要素。下一章，我们将探索如何将这些思想延伸到网络，回到第3章中的联系主义学说。我们将关注规模与乘性增长如何与网络相关，结构如何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呈现。


  第5章

  等级体系与网络结构


  
    对于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来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或许事实正是如此。万物相连，只是有些事物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世界就是一个充满交互作用的大矩阵，其中大多数元素取值都接近于零，按照这些元素的数量级来排序就可以确定一个特定的等级结构。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发现的模式》（1977，第258页）

  


  对于“城市”而言，等级层次是内在的。城市由村落、乡镇发展而来，然后进一步扩大成为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世界级的大城市被称为国际大都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城镇聚落，不论大小，都可以统称为“城市”。但是，从最小的城市单位到最大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序列包含着一个等级体系，其中规模较小的城镇数量比规模较大的城镇要多得多。这就是所谓的中心地学说，最早由克里斯塔勒（1933/1966）提出，而后由廖什（Losch，1940/1954）发展成为一种经济逻辑，最后经过贝里（Berry，1967）的总结，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得到了广泛应用，如今这一学说已经成为基于空间交互作用零售模型的理论基石，至于其他理论，我们将在第9章继续探讨。正如我们在上一章讨论位序规模关系时提到的，等级层次体现在城镇体系中城镇的排序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并没有考虑它们是如何嵌入六边形空间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从简单的比例增长模型，扩展到单元结构中的城镇，最后到连接城镇的城镇网。我们的模型还会坚持简化的原则，只保留重要部分，但是这次的模型会把关注点放在城镇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交互影响。正如第3章所指出的，我们可以把等级层次从关系网中抽离出来。在此我们将提供几个简单的例子来佐证这一点。然而本书的主要意旨在于提供研究城市体系的分析工具，而不是为所有可想象到的情境尽可能详尽地列举可应用的模型。基于这一意义，我们的研究仅仅是所有可能存在的方法示例中的一种，我们希望读者能将其应用到不同的问题背景中，来获得更多关于城市形态和功能的认识。


  5.1 城市规模的内在等级


  5.1.1 走出“城市汤”：最简单的模型


  在上一章中，我们假设城市在狩猎采集社会出现是由于人类归属于一个聚落以繁衍后代和自我防御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实现社会交流和劳动分工以改善物质条件，也就是为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关于生命起源本身，传统的观点大致认为，生命起初是由于一次偶然的电击引发了同质的“原始汤”中的化学反应，从而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核苷酸，这些核苷酸继而构成了生命的基石——RNA（核糖核酸）和DNA（脱氧核糖核酸）。同理，我们可以推测，社会和城市起初是一些随机分布的家庭单元，各自之间的活动间距取决于狩猎和采集所能获得的食物量。这些单元，当然，出于生存的需要会有往来，但是这个时期主要的模式还是家庭单元之间互相争夺领地，因为领地大小关乎生存。渐渐地人们就意识到，相较于竞争，合作能带来更大的生存希望，所以人们建立了村庄和乡落，最初的目的在于保障自身的防御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此带来的社会交往慢慢地推动了劳动分工，并带来了财富的增长。


  我们将从上一章中提及的模型讲起，在这个模型中，人口单元——家庭、聚落或者群体，随机发展但是基本与它们自身的规模成比例。类似于“原始汤”，在最初毫无差别的聚落中，一些单元比另一些获得了更快的发展，这仅仅是因为它们总是能抢占先机，而其他的单元则落后于潮流，最终往往不幸消失。就这样，那些我们称之为城市的大规模聚落出现在了地图上，而正是这些聚落构成了城镇网。等级是这一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我们说明等级如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之前，我们先退一步来说明在这个人类创造的世界里城市如何根据规模组织起来。在这里我们把等级定义为基于规模的自然排序，其中规模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来测算。在城镇中，规模大小往往取决于人口、家庭或者劳动力的数量，但也有可能取决于占地面积，能源消耗或者是区域影响力。让我们先看看最简单的一种可能性：同样规模的聚落在一个平面上随机分布。在这样的世界里，聚落的存在是个随机事件。这个模型与上一章所介绍模型的一大区别就在于这一模型中的城市和聚落都是基于空间意义上的网格的。我们将会看到，这对于理解等级结构如何演化出城市系统或中心地是十分关键的。


  我们假设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地区是随机发展的，但是其发展速度与自身规模是成比例的。那么，假如一个地区i在t时规模为Pi（t），发展速度λi（t+1）是随机的，则该地发展或衰退后的规模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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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5.1与方程4.3是相同的，所以如果用迭代法解方程5.1，就可以测算出不同时间段所对应的发展速度。这些数据反映了任一地区或者网格i在随机发展过程中成比例扩大的趋势。这个结论初看时会觉得出乎意料，但是深思之后，就会觉得合乎情理。


  在一个包含许多地区的地域体系中，在任一时间t，所有地点，从小到大，发展速度都是一致的，有可能都是负值，也有可能都是正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不断扩张的地区获得持续高速发展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小。同样，如果一个地区规模不断减小，其衰退的速度也会随时间推移而放缓，当然在这一情况下，如果一个地区变得太小了，那么可以说它就是消失了。所以这一发展或衰退的过程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不对称性。事实上，越来越少的地方会变得极其之小，而我们往往也会降低判定一个地方消失的标准。如果我们把这个发展过程应用于少数几个对象上，然后从一个给定的区间内选择随机发展速度，反复代入方程5.1，我们就能够很轻易地得出结果。规模变大的对象数量会越来越小，大多数保持在规模较小的水平，而有一部分则直接消失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规模分布中有没有什么规律？在上一章中，我们把这一现象解释为人口规模的比例定律，即规模大的对象数量会远远小于规模小的对象，现在，基于我们的网格，我们来看个例子，虽然不是实例，但是却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例子基于一个21×21的网格，最初设定的人群均匀地分布在网格里的441个对象，也就是地区里，其中Pi（t）=1，∀i，t=0。发展速度λi（t+1）是从区间-0.1<λi（t+1）<0.1中随机选择的任一数值。方程5.1的比例发展模型能迅速地将对象按规模大小分类，当t=100时，频率分布很明显就是对数正态分布。事实上，这个模型我反复运行了1 000次，形象地说就是运行了一千年。在这1 000年的模拟中，对象之间在相对规模上有很大的变动。当然，这一点在第4章中我们也用实例说明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探究这一变动的意义。与往常一样，我们根据规模大小对频率进行分类，然后将它们按顺序绘制在图上，由此对这些规模分布进行特征提取。这种位序规模分布（即齐普夫分布）事实上是非累进式的，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通过方程4.5到4.9得出了这一结论。在图5.1中，我们绘制了t=1 000时的位序规模分布。很明显，这是一个对数正态分布，是人口规模对位序的对数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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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 通过比例效应和幂律比例缩放并设置最小阈值得出对数正态分布

  


  实际上，很多之前的学者都证明了这种随机发展会导致规模呈对数正态分布（Pumain，2000）。吉布列（Gibrat，1931）是第一个提出关于城市和收入分布理论的学者，但是尤尔（Yule，1925）比吉布列更早了解这一模型及其结果。如果我们继续延长时间，取大于1 000的t值，就会发现人口会越来越趋于汇合，并且最终，我们假设，在这样的离散系统里，所有活动都会聚集到一个中心点上。然而，这样的模拟系统，实际上为不可分割性所局限。因而，为了完善原有的模型，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规模阈值，一旦低于这个阈值，人口就不会再减少。这样，无论何时人口单元i低于这个阈值，都会被恢复到阈值，这一机制可以起到防范和补足的效果。这也可以看成是，在一个旧城市消失的同时引进了一个新城市，这就构成了一个完美平衡的生灭过程。用数学语言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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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图5.1中的对数正态分布，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长尾部分几乎呈线性，短尾部分则代表规模较小的聚落点。我们很容易会认为，长尾部分可以用一条直线，或者一种比例关系去逼近，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采用上述机制设定阈值，那么单纯从表面上看，我们就已经有效地截掉了短尾部分。运用相同的速度参数，再次运行方程5.2，当t=1 000时，我们就可以得到图5.1中的“近似”线性分布，这与我们上一章中谈到的图4.2b颇为相似。很明显，设置阈值是有作用的，现在我们得出的就不再是呈对数正态分布的曲线了，而是成比例关系的，因为它可以用幂律逼近，其中人口规模Pi（t）与位序ri（t）成反比，表示为Pi（t）∝ri-γ=Kri-1/（α-1），γ=（α-1）-1，就是所谓的比例参数。注意，这一比例关系与方程4.5到4.9推导得出的结论一致，其中α就是概率密度函数参数，与城市规模的频率成比例。当城市在等级结构中上升或下降时，我们很可能把长尾部分看成“稳定状态”。确实，理论家如加贝克斯（Gabaix，1999）曾指出，吉布列过程就是这样的，不断聚合到一点，最后形成一个纯粹的比例法则（齐普夫法则），其中参数α=2，γ=1。注意，我们这里使用长尾和短尾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更为形象地描述图5.1中的位序规模分布，在其他语境中，这些术语使用的情况刚好是相反的（Anderson，2006）。


  5.1.2 分布规律性与等级波动性


  幂律分布及其他类似的分布广泛地存在于城市以及很多其他分布中，例如收入分配。一百多年来，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经验事实。19世纪末关于城市的理论，比如韦伯（Weber，1899）和奥尔巴赫（Auerbach，1913）的理论，已经把这看成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当然，还有帕累托（Pareto，1896/1967）也提出了著名的收入法则，但是这一法则是基于频率而非位序的。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注意到，符合幂律比例分布的最佳例子就是齐普夫（1949）在其著作中所提供的那些例子，包括词频和城市规模分布。齐普夫指出，这些分布不仅仅存在比例关系，符合幂律，而且很多这样的分布（事实上是所有这样的分布）都符合逆幂律，这意味着不论是一个大洲、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小镇，不论其规模和水平，人口位序都符合Pi（t）∝ri（t）-1=1/ri（t）。这就是齐普夫定律的强形式，它意味着城市规模分布是分形的，因为不论城市规模大小，分布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一种自相似性，而且这意味着分布是重新调节过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分布只是原有分布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后的状态。假设位序规模按比例放大或缩小了s倍，得出另一个位序sri（t），则位序规模比例扩大或缩小程度可表示为sPi（t）∝（sri（t））-1=s-1ri（t）-1∝ri（t）-1∝Pi（t），说明无论数量级为多少，比例扩大或缩小的效果是一样的（Batty and Shiode，2003）。


  设置最小值的比例效应就相当于带反射壁的随机游走（Sornette，2004;Saichev、Malevergne and Sornette，2010）。这一模型是极其简单的，因为它不包含对象之间任何形式的竞争和交流。这是极其奇怪的，因为城市之间充满了竞争和交流，而且许多关于城市形成的模型都强调这种交流。设置阈值的比例效应模型，其分布很明显是成比例的，而且符合齐普夫定律，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模型都是不稳定的。单纯看分布出现的时间以及高位序单位或者地区的波动性就可以知道这个模型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状况，虽然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就已经讨论过波动性的问题而且经常有城市在很短的时间段里发生规模（当然也包括位序）的上下波动。但是仅仅规模分布与现实一致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这个模型就是个好模型。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布产生的变化并不在于比例而在于它们的形态。这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图5.2中，我们分别呈现了100次、1 000次及10 000次迭代后产生的分布图，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可以看出越来越明显的聚合趋势。在图5.3中，次数较少的迭代显示的分布相对次数较多的迭代显得更加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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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 设置阈值的比例效应模型下的位序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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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3 随人口分布出现的幂律缩放

  


  然而，随着t值的不断增加，当t=1 000，t =2 000直到t = 10 000时，可以明显看出分布变得陡峭起来。这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参数γ也在不断变大。事实上，参数在向齐普夫所提到的统一靠拢，虽然仅仅凭这些数据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这一结论。但是正如加贝克斯（1999）、布兰克和所罗门（2000）所指出的，大量的理论都说明了这就是带反射壁的随机游走带来的增加。在图5.3中，当t值由1 000上升到10 000时，每间隔1 000，参数γ的值分别为0.668、0.862、0.907、0.977、1.008、0.984、0.980、0.978、1.053和0.962。很明显，参数γ最后的取值在1上下波动，而且每个值的方差都达到了99%以上。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结果。这个没有涉及任何空间竞争的虚构模型产生了一个简单却高度有序的等级结构，这实际上印证了过去一百多年关于很多城市很多地区所汇集的实证数据。图5.4是美国一些行政地区从1970年（大约7 000个地区）到2000年（大约25 000个地区）的位序规模图。图5.4a显示了整个分布，而且这个分布很明显是对数正态分布。当我们去掉短尾部分，剩下的长尾部分就相当于一条直线，也就对应了幂律法则。图5.4实际上是对应图5.1中理论模型的实证数据，而且对应从1970年到2000年的四个10年，γ参数分别为0.986、0.982、0.995和1.014。这四个值的方差与理论模型中的相比更小。法国学者格林佩斯（Guerin-Pace，1995）也做过同样的动态分析，皮曼（Pumain，2006b）也给出了详尽的分析。


  虽然这个模型所产生的分布总体上和我们在很多地区观察到的实证现象都很接近，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地接近，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个模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也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事实上，这个模型存在着很多不一致性。其中，最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就是随单元位序变化而产生的结构上的不一致性。在“10 000年”的模拟实验中，有18个不同的单元曾经排位第一。而我们总共才采集了50个时间段的位序信息，所以很有可能在模拟的过程中有多于18个不同的单元曾经排位第一。为了更直观地了解位序波动的幅度，我们在图5.5中给出了第一、第六、第十二及第十八等高位序单元在10 000年中位序的变化。这些单元在不同的时间段都出现过，但是它们保持在高位序的时间却很短，这说明这个模型缺乏一定的连贯性。由于模型中的时间与现实世界毫无干系，因而也就无从得知模型中的“10 000年”对于现实生活中城市体系的演化，例如图5.4中美国城市体系的演化，究竟有何意味。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及的，模型中分布波动的幅度比现实情况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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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4 美国建制市的人口幂律分布图和对数正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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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5 位序第一、第六、第十二及第十八的人口单元及其在模拟实验中的发展

  


  在我们将空间交互作用与竞争纳入模型并对之加以完善之前，我们要最后观察一下改变模型空间地理维度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首先将网格由21 ×21改为51 ×51，而后又改为101 × 101，然后通过设置阈值的模型进行了10 000年的模拟。图5.6中列出了三种情况下的位序规模分布。显然，三种分布的斜率是相似的，说明当地理空间规模变大后，我们的模型也仍然适用。这一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城市单元之间并没有任何交流，但是有趣的是随着体系规模的扩大，人口规模也在扩大。这有些奇怪，但或许是因为当空间系统扩大时，极端增长产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大。当然，和模型的其他很多方面一样，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模型在空间扩大后的适用性。令人称奇的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模型，我们费尽心神进行模拟和数学分析，却也无法彻底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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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6 不同规模网格具有比例一致性

  


  5.2 竞争、交互和空间扩散下的等级体系


  比例效应模型下的城市等级体系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体系中最简单的。在这个体系中，对象的顺序由规模决定，并且对象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因而这仅仅是一个简单单向的位序规模等级体系。对于研究城市的发展来说，它也就不可能是个好模型，因为它并没有将任何形式的竞争或交流纳入考虑，所以在这个模型中，城市之间是毫无联系的。本章章开头引言中西蒙（1977）所言与等级的定义相去甚远，因为在上述模型中对象之间并没有联系，但是仍旧产生了等级结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城市或地区之间，网点之间某种程度的交流，不需要太多，来迎合西蒙（1977）的观点。为了将对象间交流纳入考虑，我们会在每个模拟阶段在相邻的网格单元之间加入简单的扩散活动。简而言之，在每个时间段，都有固定θ比例的人口会由单元i的各个方向迁徙到冯诺依曼区最近的单元k。因而，对于单元i而言，在t+1时人口Pi（t+1）可由以下式子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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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扩散区域表示为[image: p180-2]。这个模型考虑了最小限度内的远距离行为，而且在与一个网格维度成比例的时间间隔内，每个单元都会对除本身之外的其他所有单元产生影响。这种扩散作用还是很初级的，因为这个模型假定一定比例的人口会迁移到邻近地区，却没有说明这样的人口迁移行为具体出于什么原因，而只是笼统地概括为基于社会经济学原理。


  我们根据方程5.3运算，并且在t=1 000，2 000，…，10 000这些时间区间里，保留了方程5.2中的截断部分，得出的位序规模分布图即为图5.7。扩散程度参数设置为θ=0.3，意味着在每段时间间隔，每个单元有30%的人口迁移到了邻近单元。由此得出的分布并非比例分布，而是对数正态分布，正如之前不考虑扩散作用的模型一样。在这个模型中，截断部分事实上是被扩散作用抵消了，这与之前曼鲁比亚和安妮特（Manrubia and Zanette，1998）提出的模型相比略有不同。曼鲁比亚和安妮特模型与这个模型基于同一过程，但是没有设置阈值，而且只考虑正增长，因而得出的分布是符合比例定律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模型产生的分布是幂律分布还是对数正态分布都不重要，因为从现象学角度来看，所有倍增过程都隶属于同一类模型（Sornette and Cont，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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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7

  


  在这个模型中，所有的单元在每个时间段都会受到扩散作用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强烈而且持久，因为时间段的数量远远大于这个系统的规模（即21×21网格），以至于我们无法记录这些单元两两之间存在的交流。通过邻近单元的中介作用，远距离行为得以产生，也因此使得扩散路径组合的总量变得难以估量。人口最多的单元周围扩散路径最密集，正如城市中心往往人口流动最多。通过将单元与更高位序的中心（位序高低由人口规模决定）联系起来，并由此判断它们之间是否仅仅由于距离相近而联系在一起，我们绘制了一个简单的等级结构图，并对等级体系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图5.8为模型在t=100、t=1 000及t=10 000时的增长模式，很明显，在一个地区100个时间段内产生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在其他地点重复出现。通过确定最高位序单元，位序在其之后的3个单元，以及再之后的8个单元、24个单元，乃至最终围绕这一核心的64个单元，我们还可以得出以上图像的简化版。这能使我们直观地了解了人口密度的分布，也即等级位序的分布。


  在图5.8中，我们展示了t=10 000时的模式，而且我们将每个层次的每个单元与位序更高的单元联系起来，不论单元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还是仅仅通过相似值单元产生联系。由此产生的等级体系表示为图5.9中的半网格结构，类似于第1章中图1.1c的结构。我们不可能将每个单元与更高等级层次上的一个单元单独联系起来因为单元之间的联系无法切断，因而也就无法划定独立的区域。等级体系的这一表现是非常现实的。正如亚历山大（1965）在《城市并非树形》中提到的“交互影响”的概念，城市等级体系内部的联系也是交互错综的。经历了扩散过程后，等级体系中形成了一定的结构，但是模型还是同经历纯粹的吉布列过程后一样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在10 000年模拟期限中，所有441个不同的单元（即城市）都曾在某个时间段成为位序最高的单元，而且这些高位序单元的发展模式都显得毫无章法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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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8 空间扩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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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9 t=10 000时的模式等级体系

  


  由图5.10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模拟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的聚落或者单个单元能够成为地区中心，长久保持在最高位序上。很明显，这个系统缺乏足够的延续性，因而并不能反映城市系统的真实情况，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同模拟时间一样长的时间期限里，不可能所有的单元都能够成为位序最高的城市。因而我们需要建构其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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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0 10 000年模拟实验中的高位序单元


    注：气泡大小范围为1~83个时间段，其中相应单元主导的为平均23个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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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1 当t=1 000和t=10 000时集聚模型产生的城市规模分布

  


  经历吉布列过程和扩散过程产生的分布较为平直，而且随着扩散作用的增强，等级结构逐渐消失。通过减少吉布列过程的影响并引入聚集经济效应，我们希望能够增强模型的结构性。这样，我们的模型就变成了：


  [image: p184-1]


  其中Φ和η反映了聚集经济带来的比例效应。假设Φ=0.2，η=1.08。通过这些参数，我们确实成功地优化了城市规模分布，但是如图5.11所示，这一模型依然保持对数正态分布，所以这一模型并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为了将不同形式的等级结构引入城市体系，我们需要从迅速发展的网络科学中汲取成果，来加深对城市间交互作用的了解（Barabasi，2002;Watts，2002）。接下来，我们将一一做介绍。


  5.3 网络层次结构：吉布列交互作用模型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等级模型都在关注城市等级体系的演化，而西蒙（1977）的定义似乎倾向于认为等级体系是固有的，已经存在的。为了确定等级结构，我们需要观察系统内部各部分间的相互联系并确定那些密切联系并构成整体的子系统。我们的模型需要明确这些内部联系，并将吉布列模型应用到网络结构中。通过随机增加单元和单元间联系，我们就可以做到这点。这个模型的运行机制体现在以下方程中。在每个时间段，对于一个与其他节点存在联系的已知节点，我们假设随机增加的联系量为δij（t+1）=1，其中Pij（t）指从节点i到节点j联系的总量。与i有关的所有联系量，总和即为i新的人口规模，表示为Pi（t+1）。故而，联系总量的方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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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每个时间段更新的联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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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增加一个联系取决于节点的规模及其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距离，而这可以通过一个指数加权引力函数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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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d（ζij（t+1））代表一个基于潜在交流规模的随机选择，其中dij指节点i到节点j的距离，而参数φ则表示这段距离中产生的摩擦效应。本质上，这个过程就是“优先连接”中的一种，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连接是根据现有连接规模及人口规模成比例增加的。巴拉巴希（2002）及其同事已经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并且发现这一模型会产生“无标度”网络，即入度和出度的数量是根据幂律成比例增长的（Barabasi and Albert，1999）。


  另外，这一过程并没有考虑节点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因而，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新节点产生的机制，类似于西蒙（1955）在他的位序规模经典模型中增加的机制。如果随机变量rnd（υ（t+1））大于预先设定的阈值z，则i处可增加一个新节点，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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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z的取值小于增加新连接的可能性，如以上方程5.5到5.7所示。对于21×21网格，我们设置的新增节点阈值为z=0.1，意味着，在过程开始时每个时间段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会有新节点产生。当然，这一概率也会随着过程的推进而下降，因为如果选中新增的节点就是已经存在的节点，那么这一节点就作废了。关于已经存在的节点间连接的产生，首先根据与规模Pi（t）成比例的原则，随机选择一个节点i，而后根据方程5.7中的逆距离函数选择一个从节点i到节点j的连接，由此，整个网络结构就可以通过与现存节点“优先连接”的规则而建构起来。假设对于每个网格，系统总体尺寸为300×300（x-y坐标单位），那么方程5.7中的控制参数φ就可以设置为0.001，即为441个单元将近1 000个单位之间的平均距离。


  图5.12中表示出了节点{Pi（1 000）}的最终人口分布，和节点间所有大于1的连接总量的分布，大于2的连接总量的分布以及大于4的连接总量的分布。这些分布图中存在着一个等级模式。我们可以在集群密度低于不同阈值的节点处切断连接，从而将空间分割为几个区域，来确定等级结构。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们关注的不是等级本身，而是等级是如何产生的。在图5.13中，我们绘制了各个节点人口规模相对于位序的齐普夫位序规模图。因为这个例子的数据量非常有限，所以图中的各点并没有连接起来，但是还是可以隐约看出图中各点呈现对数正态分布。将整条曲线看成一条直线，则其比例参数为1.05，变换率为90%。这与齐普夫定律分布图相当接近，在纯粹的齐普夫图中，参数γ=1。这也说明了，基于吉布列过程的“优先连接”模型确实可以产生同上述简化模型一样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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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2 网络连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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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3 节点网络位序规模分布

  


  5.4 连锁空间等级体系


  在介绍最后一个模型前，我们将首先观察取不同阈值时的空间活动，从而了解等级是如何产生的，因为在最后一个模型中，我们将回归理论，并基于中心地理论，总结等级体系遵循的位序规模法则。如果空间活动的密度各不相同，我们就可以设置不同的密度阈值，绘制活动结构图，由此产生的等级体系就是一个基于强度的等级体系。事实上，在之前的模型当中，我们就已经绘制了不同阈值水平的模式图，例如在图5.8中，我们就是通过设置不同强度阈值来确定等级体系的。这种方式适用于很多空间体系。我们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要确定伦敦地区零售活动的等级体系，其中零售活动强度指数为几个单独指标的线性加权和，每个指标都根据地区邮政编码归一化。在一定的规模下，这个指数就代表平均分辨率为50米左右的零售活动（Thurstain-Goodwin and Batty，2002）。根据这些数据，我们插入了一个平面，并将平面切分成5个不同的层次，从而绘制出了图5.14中的零售活动强度等级体系。这是一个内嵌的等级体系，类似于从图5.8和图5.12人口分布中提取的等级体系。目前的分析并没有得出一个详细的交流模式图，即连接消费者与零售活动的空间移动模式图。不过，零售活动模式图和我们之前的分布图是一致的，也是一种位序规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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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4 伦敦市中心零售活动内在等级体系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关于人口分布更为详尽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通过设置不同的密度阈值来确定城市边界。当我们降低阈值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口聚集在不断发展的城市群中，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城市如何从小小的核心区发展起来。在图5.15中，我们以大伦敦地区为例，最初设置的密度阈值是每公顷人口大于或等于70人（即每平方千米人口大于或等于7 000人），然后我们将阈值降低为50人每公顷，14人每公顷，最后是5人每公顷，这样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一个四重等级体系。每个阶段都会有更多的人口出现，加入已有的集群，每个集群又不断加入更大的片区，这样我们就把新出现的集群与上一个等级层次联系起来了。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新出现的地区就会被自动纳入不断发展的等级体系中。如果新地区与现有的两个集群距离相等，我们就把它纳入较大的集群。如果新地区与多个集群距离相等，这个例子并不涉及这种情况，不过如果存在这样的状况，那么新地区就将随机加入一个集群。图5.15a为伦敦地区四个层次集群状况，而图5.15b则是相应的等级体系。显然，如果我们继续降低密度阈值，每个基层人口单元都会被纳入这个体系。而且，从密度（即分区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开始，每个分区都将被加入前一个集群，从而形成一个多层级的等级体系。其中，层级数就取决于分区的数量。在这个地区，总共有1 500个这样的分区单元，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地区的城市体系有多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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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5 大伦敦地区外在人口等级体系


    注：a.四级密度变化（黑色，70；深灰，50；中灰，14；浅灰，5）;b.补足的四个

  


  在第三个例子中，我们收集了大伦敦地区地铁网各站点的流量数据，在第3章的图3.11中，我们曾用这些数据来说明中心性的问题。图5.16a是由每对站点中介中心性排序形成的有向图。整个等级体系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建构起来的。首先，根据中心性将站点（即节点）从高到低排序。而后，将高位序站点与下一个层级里中心值最高的相邻站点连接。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站点，则选择中心值第二高的下一个站点，以此类推。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等级体系，而且在每个层级，我们都会回顾之前连接过的高中心值站点，并据此将站点与最高值的节点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没有循环的树状结构。对于这样的结构，我们可以使用杉山绘图算法来解读（Sugiyama、Tagawa and Toda，1981）。图5.16b就是由此产生的非循环等级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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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6 伦敦地铁系统等级体系树状图


    注：a.基于严格中介中心性排序的地铁有向非循环节点（站点）图和连接（线路）;b.根据中介中心性排序的杉山层级图。

  


  5.5 中心地：基于地理依附关系的位序规模


  虽然我们探讨过不同等级体系的模型，但是我们只考虑过空间中不同节点间的远距离行为。目前我们论及的竞争，要么是由交互或者重叠扩散作用引起的，要么是由内嵌排序引起的（即规模较大的地区相对于规模较小的地区有优先连接的权利）。贝克曼（1958）是最早解释地理区域的影响范围是如何遵循位序规模法则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非常清晰，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引用他的观点来总结我们关于等级体系的讨论。根据城市之间功能和空间上的相互依附性，贝克曼（1958）定义了城市形成的两个关键要素。他首先假设，一个城市的发展，或者说城市发展历程中一个小小种子的发展是与其腹地或者说影响范围的人口规模成比例的。而后，他又提出，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势力范围”且这个范围的大小取决于其周围低位序腹地的数量，即取决于那些在空间上和经济上依附于中心城市或者核心区的城镇的数量。第二种依附关系会催生一系列位序不同的城镇。这些城镇位序越高，数量越少，面积越大。城市的位序便是由这些城镇确定的。这一结论与克里斯塔勒（1933/1966）和廖什（1940/1954）的中心地理论是一致的。


  对于任一位序的城市n，其人口规模Pn相对于所在地区更大范围的人口规模Pn的初始依附系数ξ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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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n代表规模最大的城市时，表示为等级N，而位序最低时则表示为1。在第二种空间依附关系中，更高等级水平的人口数量Pn是下一个等级水平s个城镇人口数量Pn-1的总和，定义为：


  [image: p191-2]


  反复代入方程5.10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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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等级体系的底部，人口规模最小，即P=P1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幂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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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很小，甚至为0，则ξ=0，方程5.12也因而简化为Pn=sn-1P。


  使用从1到N逆序数，每个层次的城市个数总和定义为sm，则到m层次所有城市的数量总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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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这是一个发散的等比级数，到m层次的总和可由（sm-1）/（s-1）一式求出。故而第一个等级层次m的城市位序为{[（sm-1）/（s-1）]+1}，等级层次居中的城市位序，也即平均位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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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1/s-1的值相对于其他项而言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则方程5.14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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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序规模关系是基于人口规模和位序的，所以如果我们将表示人口规模的方程5.12（其中我们将n根据n=N-m+1转换成了m）与表示位序的方程5.15相乘，则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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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ξ=0，则方程的值为常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结果是随机的，虽然腹地的人口规模往往远远大于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如果事实就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方程5.16简化为[image: p192-6]。如果我们将位序为r时的人口规模定义为Pr，则我们可以得到：Prr=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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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是纯粹的齐普夫案例。很多假说都曾得出这一结论，但是都没有将贝克曼（1958）离散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扩大到连续情况下。不过，这种地理学推理模式（确切地说是几何推理模式）通过假定空间上的等级体系是基于经济上的依存关系的，也确实得出了人口的位序规模分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然这点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已经假定了存在等级层次，而且证明了描述这种等级层次的等比级数是可以产生位序规模的。这事实上间接地反映了比例规则。令人意外的是，贝克曼模型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至今（至少就作者所知）还没有学者提供贝克曼模型的随机版本。但是，这也提醒了我们，在位序规模分布背后有一个潜在的理论基础，而且位序规模本质上就是一种空间排序，几何排序，或者说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等级层次（Beckmann，1968）。


  5.6 城市规划中的等级体系


  我们在这一章中采用的模型本质上都是随机的和动态的，虽然前一部分中提到的贝克曼模型采用了演绎法，因而其动态性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除了这些模型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产生空间等级体系的方式。例如，我们还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静态方法甚至是准动态的方法来得出分布，比如，得出不同优化程序的分布。总之，为了对此做出解释，并且说明在城市规划中城市等级体系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空间交互模型。其中，人口比例分布和旅游交通分布（例如那些在第2章中提到并在之后章节里进一步解释的分布）根据最优化理论都可以得出。这些模型都是建立在成本结构制约与效用或熵或可达性的最大化基础之上的。贝里（1964）是最早阐述这一方法的学者之一，通过熵最大化模型，他成功地得出了人口分布。为了在个人及集体规划层面上最优化土地利用行为，威尔逊、柯艾略、麦吉尔和威廉姆斯（Wilson、Coelho、Macgill and Williams，1981）也应用了这一方法。


  在这些不同的方法中，位序规模分布很好地阐明了我们在解释复杂体系演化过程时所遇到的问题。没有什么比随机过程中产生的分布更加多变了，尤其是当所有组成要素都相互独立，并且增长是自下而上时——正如我们的第一个模型一样——通过某些自上而下的优化过程，其中可及性是最大化的，但会受到一些成本或能源限制的影响。不过，优化要素后的分布结果是一样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说明了我们研究城市等级体系的途径往往决定了我们得出预期结果所应用的方法。这种殊途同归性正是关于复杂体系的很多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即多种看似合理的不同模型最终都逐渐趋同，并产生相似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科学，甚至是很多其他科学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这里我们不再赘述，不过相信我们的读者到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的科学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无懈可击的模型，一个可以不断用选定数据测试的模型。在本书中，我们还将不断地遇到同样的困境。


  虽然城市规划实质上是个最优化问题，其理论基础和现实考虑千差万别，但应用等级理论的思想来解决问题还是非常普遍的。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在建构问题解决框架时会用到等级思想，将问题分层次，建立一个层次结构，但是我们在这里用到的简化思想还是对问题的解决很有指导意义。在前一个部分中，我们引用了亚历山大（1965）的观点，他认为建构严格的等级结构这一理念太过简单化，因而不能成为城市规划的组织原则，并且交互模型会比等级模型更加适用。亚历山大和很多学者都借鉴了有机进化系统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被丹尼特（Dennett，1995）和道金斯（Dawkins，1986）发展为新达尔文主义，他们主张的范式认为设计结构的必需部分是交互而非层级。重叠的层级结构，比如我们在图1.1和图5.9中描述的那些半格结构显然更加适合于不同地理尺度上的城市的空间组织。


  本质上，亚历山大的观点就是在城市空间和街区设计中，根据严格的等级体系对空间进行分区未免太过于简单化了。虽然这一策略广泛地应用于自上而下的建筑设计中，但是重叠的等级结构更能反映实际情况的多样性，也更适用于城市规划中，即便它有简化交互作用之嫌。这也是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回顾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讨论从城市科学转到城市规划中，至少是从城市科学转到设计科学上。在第10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等级思想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围绕亚历山大的思想并主要关注设计思想是如何交锋，并最终确定重叠等级结构为最适宜的结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科学中也有这一思想，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就是重叠的，而且空间交互作用模型以及等级体系与零售中心的联系就是为了模糊化等级概念，让这一体系在流动空间中保持模糊。


  当然关于为什么要将城市空间视为重叠的等级结构还有其他更为直接的原因。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城市空间中存在着太多的等级结构。这里我们只探讨其中最简单的一个等级结构，也就是总体上人口组织的结构。但是一旦我们将人口细分成多个不同的类别，并考虑将人口在空间上分等级组织起来的其他活动，比如交通或其他网络系统、土地利用、建筑类型、社交网等，那么结构重叠就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常态了。毋庸置疑，好的分析应该直面现实本身。但是，我们的大多数分析似乎都在为了简化体系而回避最为显而易见的现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困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简单、实用且合理的模型，来说明不同的等级结构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就城市规模分布而言，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在吉布列模型的网络特征描述基础上，将之前讨论到的网络模型与一个基于交友模式而非出行经济效益的双重且平衡的网络结构相结合。这就需要我们再次绘制二部图，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可应用于简单网络体系，例如城市街道网络的二部图。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链接网络，并产生聚合活动耦合但一致且简单的缩放模型。通过街道系统，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说明这一点，因为街道很好地反映了城市能源、信息及物质的输送。我们知道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部分城市分布都是比例缩放或者近似于比例缩放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些分布如何扩展并且在网络中联系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够应对城市体系的多样性，我们关于城市的理解也能得到丰富，从而更有效地设计交互作用模型。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离实现这些目标还很远。对此，我们也无须惭愧，因为城市科学还处在发展初期，而且我们也仅仅是掌握了解揭示城市体系奥秘的少量工具而已，如，为什么简单模型可以解释位置、流及网络规模等级中的一般性规律。克鲁格曼（Krugman，1996）在一篇关于位序规模的文章《揭开城市等级体系的奥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困境。他写道：“关于（经济）理论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我们的模型太过简单化了，关于复杂混乱的现实它们所能提供的认识太过有限了。这……是我的一份中期报告，我试图理解为什么在一个重要的案例中，我们有复杂混乱的模型，现实却反而是令人意外的直接简单。这个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虽然对于这个结构一定有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解释。”事实上，为了找到这一解释，我们需要更为强大的工具，关于网络流程更为有力的分析，而要获得这些，关键在将我们的图表扩展为二部图。在下一个章节中，我们将通过案例来分析二部图对推动城市研究的作用。此外，我们还需要三部图，甚至是n部图来认识城市体系。在下一章中我们也将讨论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6章

  城市结构的空间句法


  
    从技术角度来说，自调节转换系统的结构与形态并不一致：一堆鹅卵石并不能被认为具有形态……但是当我们将其置于严谨的理论中，将系统中所有“虚拟”的运动考虑进去，一堆石头也可以具有结构。这就将我们带入了物理学。


    ——让·皮亚杰（Jean Piaget），《结构主义》（1971，第36页）

  


  本书所采用的城市研究方法中，物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从形态中可以推导出我们所见的城市结构形成过程，形态还使我们可以对这一过程建立模型，反过来再用它们对形态进行模拟。所以，形态和功能是我们的核心概念。我们认为城市可以被理解为区位，而区位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区位又反过来构成城市结构，这是我们贯穿全书所研究的对象。形态、功能、结构、过程以及动力等概念并没有严密的定义，但正如在开篇引用的皮亚杰（Piaget，1971）的观点，在我们继续推进之前，必须理清所有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形态学”这一概念经常被用于概括城市的各个方面，我们这里也将如此。当然，形态学的概念应用甚广，最早歌德（Goethe，1790/2009）曾经用它来描述有机生成的自然实体的形成和转变，与这里所理解的城市的概念非常接近。城市形态学在这里被定义为研究城市的形态和结构的科学，其所关注的核心是转变的动力以及这些动力背后的规律。另一种为语言学所采纳的角度则将重点放在构成语言的语法和句法规则。在城市形态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有机生长的关注表现为研究城市如何“自下而上”地自然生长，如何填充空间并在不同层级上重复，比如那些分形几何学中的概念（Batty and Longley，1994），这些我们都将在后面章节中详细介绍。


  借鉴语言学模型，城市研究者聚焦于一般过程并研发了形态语法和各种过程模型。其焦点是新对象的生成规则，从而让我们可以在比分形增长模型更好的尺度上研究建筑和城市的增长。我们将在第8章中探讨分形增长以及采用元胞自动机的分形模型，而在本章中我们会首先从区位组成的网络结构角度来研究城市形态。我们主要通过隐形的形态语法来研究街道和其他线路系统的连接，也就是所谓的空间句法（Hillier、Leaman、Stansall and Bedford，1976），虽然这个工具的早期关注重点只是网络系统的组合方式。实际上，我们将这种方法放在最前面介绍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好的例子，揭示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加强大的工具来深入分析城市，而不仅仅是使用二维图和空间网络。空间句法使我们了解到，网络实际上可以作为两组相关对象的组合而被预测——街道如何被定义为明确的对象以及如何通过另一组对象相连接，这里的另一组对象就是街道的接合点或相互作用。由此，我们可以使用建立在第3章中相关概念基础之上的二部图，来生成一种更加强大的句法工具。我们将提出一个一般性方法，即将城市结构理解为关系群，更加深入地挖掘城市形态的肤浅表面下的内容，从而认识到城市形态是众多网络跨越不同层面的交织。


  6.1 传统表述


  我们已经提出城市形态是一种诸如区位（点或区域）等可识别的城市要素所组成的格局。不同的区位之间往往通过城市街道等线性交通路线彼此联系。道路系统从某些方面来说就是城市发展的骨骼框架，因为它们为其他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些要素可以被认为组成了图的节点，节点间的关系弧代表了要素间的直接流或关联。这就是结构的概念，也是第2章和第3章所描述的各种相关工具和方法的基础。这些关系并不需要建筑实体这样的物理承载，因为在较为粗放的空间层面上这些关系可能是抽象的，例如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然而，在较细致空间和更接近地方的层面，这些关系通常是线性的要素，比如街道或廊道等。此类分析的重点在于对节点间的隐形流进行建模，或者采用相对邻近法或到不同区位的“可达性”来分析隐形流。分析图中可能包括节点间的距离计算，以及不同区位及区位间连接所发生的活动密度和强度。例如，工作活动的集聚通常意味着较高的可达性。因此，规划和设计最多考虑的就是通过新建或更新交通基础设施改变可达性格局，以达到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空间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研究试图借助图论方法来表达城市形态。通过理想化的线路系统来描述城镇结构与交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比如斯密德（Smeed，1961）、霍尔罗伊德（Holroyd，1966）以及其他人（参见Haggett and Chorley，1969）的工作。在这之前，还有对区位组成的网络的研究和德国的区位理论研究（参见Isard，1956），更远还可以追溯到在第2章介绍的科尔（1841）。尼史顿和达西（Nystuen and Dacey，1961）提出了对区域中心地系统中的层级体系进行测度，康斯基（Kansky，1963）则将基本的图论应用于测量交通网络。基于围绕单点的加权合力，斯图尔特（Stewart，1947）提出了引力势概念并首先应用到人口系统分析中，其中就隐含着图的思想，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用它来描述流系统。之后的一些研究将可达性看作空间相互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也包含了空间系统的图论观（Hansen，1959;Wilson，1970）。类似地，图论还被广泛用于表现建筑中房间的连通性（March and Steadman，1971）和对建筑进行分类（Steadman，1983）。由于拓扑关系与欧几里得空间的紧密联系，长久以来图都被认为是用于表现其形态的基本结构。在对建筑层面或更大空间层面的增长系统建立生成模型和过程模型时，就如建立语法规则一样，建筑和更加集聚的空间对象间的关系具有相应的规则，这些规则促成了结构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形成和转变（Stiny，2006;Lipp、Scherzer、Wonka and Wimmer，2011）。


  在第2章和第3章中介绍的一般情形中，我们将欧几里得空间中的区位或点定义为节点或定点{i，k}，而它们之间的连接或弧为{ℓik，i，k=1，2，…}。连接的值可以是二进制的，表示存在或不存在，或是具体的物理距离dik。对于较小尺度上的系统，比如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通常关注邻里和建筑间的连通性，连接通常用二进制来表示：


  [image: p200-1]


  在这种设定中，联系存在或不存在情况往往是对称的，即ℓik=ℓki；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存在于任意两个节点间，就意味着潜在的图是强连接；而自关联ℓii通常被认为并不重要并将值设为零，即ℓii=0。我们将采纳以上这些假设，并且它们一点也不会削弱我们所提出论点的一般性。这种二元图中的可达性是依据它们的连通性来计算的，点或节点（入度和出度）间的直接连接可表示为[image: p200-2]，其中i=k。两点在图中的最短距离用dik来表示，这也可以用来衡量可达性。其权重需要取倒数成为与直接连接一样的可达性衡量指数，如[image: p200-3]，这也与直接连接一样具有对称性。这些衡量与第3章介绍的接近中心度等方法类似。


  在较小层面的分析中，图通常是二维的或是被认为接近二维的，图中关系集的拓扑结构与欧几里得结构是相同的，即图就是街道或廊道的网络。其中假定任何弧的交汇都是节点且没有单向的连接弧（单行道）。图6.1a是一张表达节点间可达性的图，我们将它作为原始问题。然而，还存在图6.1b中描述的另一种连接相关问题。如果我们寻找原始图中的连接弧之间的关系，对街道网络问题来说也就是找到每段街道间的关系，这就形成了被称为对偶问题的另一种图示方法。这里的对偶与更常见的所谓对偶的含义有所不同，后者是对原始二维图中连接所围合区域空间的关系网络的描述（March and Steadman，1971）。这里的对偶关系与原始连接并不一样，它们并没有与物理空间紧密相关，因为它们代表的是街道间的抽象关系。它们是通过街道在交叉点上的连接产生的联系，而原始问题则是交叉点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其实也就是街道本身。


  
    [image: ]

    图6.1 常见的道路网络图论表达方法

  


  对偶问题尚未广泛应用到城市的网络里，因为之前的关注是作为弧的通信链接，以及作为节点的特定区位交汇点。在前面的章节中，网络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在欧几里得空间内进行讨论的，网络被作为二维图或是节点位于二维空间中的图。相对于区位来说，对线性内容的关注并不多，对偶则主要将连线或街道作为关注对象，而非区位或街道交叉点。此外，对偶打破了欧几里得空间和拓扑空间之间的清晰联系，这使得对偶的可视化分析更加困难。不过，对偶分析中有一个运用广泛的传统工具即“空间句法”，最初由希利尔和汉森（Hillier and Hanson，1984）针对建筑内部空间的分析提出。其理论基础非常精细，认为可以将建造形态的进化类比为有机体生长的形态变化（Hillier、Leaman、Stansall and Bedford，1976）。空间句法如今的应用形式非常广泛，它更像是一个包括了很多简单技术的工具盒，可以衡量城镇街道的可达性，并与空间和视线间的无阻碍移动相关联（Hillier、Penn、Hanson、Grajewski and Xu，1993）。但b是，与其他类似网络形态学方法相比（参见Sevtsuk，2010），空间句法的主要不同在于，它优先关注线性要素如街道，而非代表区位的点（Hillier，1996）。


  图6.1描述了从原始问题转换为对偶问题的一条清晰路径，但这条路3径并没有被很好地利用，至少在空间句法中没有涉及。本章中，我们将探索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如何针对网络形态学代表了各自不同但又互补的角度，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使得任何人可以在这两类问题中随意转换。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看到空间句法可以被转译为一个更加熟悉的区位分析框架。在下一部分，我们首先将对空间句法进行介绍，然后建立我们自己的框架，以更好地理解原始和对偶问题中的连通性和距离。接下来我们介绍希利尔和汉森（1984）针对法国村庄加桑的研究，以此为案例描述如何将空间平均运用于可达性计算。我们将展现如何将一个问题转换为它的对偶问题，以获得一种更好的可视化分析方法，并最终展示如何将距离重新带入空间句法中。同时，我们将描述如何通过这种扩展的形态体系来处理多类型的网络。


  下一章完全建立在本章的基础之上，将通过一个针对伦敦西区数个街区的简单案例，介绍原始和对偶问题的所有研究结果，并且我们也认为这些方法可以被用于规划和非规划的不同道路系统类型中。我们还将进一步将距离纳入分析中，从而将分析带回道路系统，并提出通过这种扩展的形态体系来耦合不同网络的方法。在这两章中，我们希望将空间句法简单化并提出一个通用版本，为类似问题进一步的一般化处理指出方向，并讨论它们与网络进化和统计理论最近的发展之间的关系（Dorogovtsev and Mendes，2003）。


  6.2 空间句法介绍


  空间句法关注的重点是线，而不是点、道路或者廊道，也不是图6.1中二维平面上的交叉点。这点并没有什么争议，尽管用一个质点来近似表达一条街道通常是困难的。然而，对图6.1b的对偶形式进行的分析表明句法图已经不再是二维平面的了：道路段不一定需要由两端的节点来确定——道路可以有任意数量的接合点或多于一个的交叉点。因此，接合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空间句法中，道路之间如果存在任何接合点，那么它们就是相互关联的。除非仅有一个交叉点，否则这种关联性并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交叉点。在这样的语境中，街道绝不是区位，因此任何两条道路之间的关系绝不会仅存在于欧几里得空间中。这就将分析带到了道路的拓扑关系中，那么道路间的距离更像是图论中所讨论的距离概念，而非欧几里得意义上的距离，也就是从最初定义的物理空间中抽取出的关系图。在某些环境中，当关注的对象是道路自身而不是将道路连接起来的交叉点时，这种分析方法就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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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空间句法表达

  


  从图6.2a中可以看到，从这张简单的图可以生成一种不同的关系结构，其中的弧具有一个或多个节点，这些是空间句法要表达的基本内容。新道路图中包括a、b、c、d、e五条线。其中a是1~2路段和2~4路段的连接，这已经超越了二维，仅称为图已经不再合适。通常称其为“轴线图”，其中的线都称为“轴线”。对于这类轴线一般都认为它们是“视线”或是可无障碍移动的线，对于如何定义它们尚有争议，其中后者的解释更具争议性。前者试图将空间句法限制在建筑或城市设计层面，这些层面中廊道和街道比起一般的交通路线更重要，而且其主要关注点是b更细节的城市形态和布c局。图6.2b展现的空间句法图规则是如果任意两条街道间有交点，它们之间就生成关系线。这与二维图有着直接区别，这张图表达的是一条街道的重要性会随着它所包含的交叉点的数量增长而提升。对于传统问题来说，与某个交叉点相关的线或街道的数量越多，交叉点的重要性就越大，但是这个传统原始问题的对偶与原始的空间句法问题并不尽然相同，下面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从一开始就需要清楚，空间句法中的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是如何定义的。实际上，这里的原始问题是传统二维表达的对偶的一般形式，其关注的是街道之间的关系。而对偶空间句法问题是通过街道相连接的街道交叉点的问题。图6.2c是其可视化表达。这种对偶是与初始的原始问题二维图相关的，轴线图是此图的子集，也被称为“可视图”（Turner、Doxa、O'Sullivan and Penn，2001）。但是，如果要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对于城市分析的意义，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框架，我们将在下一小节讨论。这使我们不仅可以在两种形式的问题中转换，还可以将问题间的可达性衡量联系起来，最终为我们提供一种更简单化的空间句法形式。


  6.3 一个统一的框架：通过二部图来体现原始和对偶、点和线


  为实现更加统一的理解需要建立一个基本观点，即形态关系本质上是建立在两个无交集的对象集之上的，在这里就是代表了区位和线性要素的点和线。这些对象集可以是城市形态的任意要素，如街道和它们的交汇点、建筑地块和街道，甚至两组不同的街道对象集或是一组街道和一组铁路等。但是不管是什么对象集，它们都必须是没有交集的，并且它们间的关系必须是清晰的。在空间句法中，第一个街道集合被定义为L={ℓ|i，k=1，2，…n}，而第二集合是街道交点，被定义为P={ρ|j，l=1，2，…m}。如果一条街道有一个交点或一个交点在一条街道上，这被定义在n x m矩阵中，其元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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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a是对图6.2a根据方程6.2进行的可视化。这是一张表现线和点关系的二部图，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任意给定的线i，与之相关的点的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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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与任意点j相关的线的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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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6.3和6.4分别定义了关联二部图的出度和入度。接下来我们将不再进行这样的求和，因为每次运算都是一样的。本章和下一章中的概念表达方式与本书其他部分类似，但变量和参数的符号会稍微有些不同。不过，我们会努力让差异最小化，以便与其他章节中类似的图和矩阵概念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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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 空间句法的二部图

  


  实际上，线点的不对称性，以及方程6.3及6.4中的线和点的直接连通性指标已经反映了这种表现方法的原始对偶特征。我们看到，线并不比点更重要，反之亦然。实际上，二维图和空间句法表现方法是同一框架中的不同情况，可以很容易进行比较。注意到在二维图中，每条线的点数量固定为ℓi=2，∀i（因为每条街道段的起始和结尾都有一个交点），那么任意图对平面性的偏差可以表示为[image: p205-3]。对于后面我们将要提到的加桑村庄来说，ψ=1.065，这意味着相比二维图来说，街道段相关节点的数量只多了6.5%。指标{ℓi}和{ρj}是我们对直接联系的衡量，我们将会看到，这是阐释空间句法中可达性的关键指标。


  这些测量简单地统计了每条线上的点数量和经过每个点的线数量，但更普遍的方法是检查任意两条线的共有点数量或是任意两个点的共有线数量。这构成了问题的原始和对偶特性。任意两条线的共有点数量是由矩阵给出的，其中的元素ℓik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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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可视化的最佳方法是将逆向的二部图与原始图联系起来，如图6.3b中所示，任意线i和线k之间的共有路径数量就是从i到k的路径数。表现线之间的共有点数量的这种方法马上体现出L=[ℓik]是对称的，同样也反映在矩阵L的入度和出度中，这就形成了我们对线的可达性的衡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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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ℓik本质上是空间句法图，但实际上图被分割了，所有线条之间的相关数量信息都被去除，因此矩阵变成二元的。从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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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是，被分割的方程6.7中还缺失了自环的强度。实际上，这种分割类型是不必要的，因为这导致了关系强度这样有价值的信息的损失。所以，我们认为空间句法的应用更应该建立在ℓik而不是Zik的基础上。然而，这个细节的区别对下面的分析并没有本质影响。


  紧接着的是对偶问题，它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描述。首先，任意两个点的共有线数量可通过下面的方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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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基于入度和出度，对图中直接联系或可达性的测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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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c描述了这种等价二变量图表示法，其中矩阵P=[ρjl]很清楚是对称的，并且可以得到两个点的共有线的路径数量。


  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相互关联，实际含义就是如何将点的可达性转译为线的可达性，反之亦然。我们需要通过矩阵概念来展现这点，矩阵提供了一个更简约的方式来揭示这种互锁的本质。像在第3章中那样，我们用粗体的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分别来表示矩阵和矢量。首先是关联性A=[aij]的基本n x m矩阵。我们将这个矩阵转置为AT，但是在我们需要使用单位矢量1来计算这类矩阵的元素总和时，并不会因为转置而有所区别，因为环境决定使用方式。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方程6.3、6.5和6.6将原始（空间句法）问题表述为：


  [image: p207-1]


  这些关系的含义有些复杂。方程6.12中任意两条线的共有点的数量，可以被视为每个点上存在的线数量的卷积。每对点上的共有线的数量也有类似阐释。实际上，在后面章节特别是在第三篇中，我们会讨论社会相互作用、网络、交易相关性乃至冲突解决过程等概念，并通过基本二部图更广泛地揭示这些关系，这还提出了我们认为这门科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内容，即仅研究相互作用矩阵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考虑这些相互作用矩阵是怎么形成的。二部结构是其中的关键点，丰富了迄今仍然缺失的分析内容。


  实际上，[image: p207-2]将成为直接可达性和连通性的关键指标，我们将在后面部分中使用和比较它们。但在我们全面讨论原始和对偶问题图中的距离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方法的起源。在第3章中，我们探讨了在20世纪中期之前和之后的社会性权力和计量社会学，用二部图来表现决定了个体间的链接和多种属性的关系结构。在社会网络理论中这些图被称为双模图（two-mode graph），以区别于代表不可分的关系集的单模图（one-mode graph）（Borgatti and Everett，1997）。然而，阿特金（Atkin，1974）提出了“Q分析法”，第一次在城市分析领域提出阐释两个集之间的关系。这种分析方法从包括对偶和原始特性的矩阵A中阵列的关系开始，但用一种被称为简单复形（原始）及其共轭（对偶）的几何方式表示。Q分析法并没有被广泛应用，可能是因为它相对晦涩的描述，而它也很少与图论联系起来。


  科尔曼（Coleman，1973）从另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在社会交换研究中探索了这种原始对偶框架。巴蒂和廷克勒（Batty and Tinkler，1979）进行了总结并将之与图论相联系，巴蒂（1981）进一步将其与设计决策过程中的社会性权力相关联。直至最近，这个研究框架仅偶尔被涉及，但在近期对网络及其进化和统计的研究热潮中又被重新发掘出来。本书的第三篇将基于这些概念，届时我们主要关注冲突解决和达成共识过程中涉及的相互作用模式。在瓦特（Watts，2003）和纽曼（2003）用小世界特征分析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广泛应用了这个框架。对空间句法中的替代图论关系的检测有一些尝试（参见Kruger，1989），江斌和克拉拉蒙特（Jiang and Claramunt，2000）认为本质上是对偶图的可视图，其分析对象更多关注点而非线。这与我们本章中的观点一致。波尔塔、克鲁西提和拉托拉（Porta、Crucitti and Latora，2006a，2006b）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原始对偶特征描述，采用了与我们类似的方法，试图扩展测量街道系统可达性的空间句法方法。


  6.4 句法的模式


  6.4.1 基于连通性和距离的可达性


  上面介绍了通过测量线和点与其紧邻的同类元素的直接联系来衡量连通性。也就是线元素或点元素之间的直接连接。而距离的测量虽然也考虑紧邻元素，但更合适的方式是基于系统元素的非直接连接来进行。通常的形式是计算元素间的最短线路，然后计算关联的入度和出度，以对势能和可达性进行衡量。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首先介绍标准测量方法，并提出另一种更具所需特性的方法。不过在每个例子中，这些距离都会基于线矩阵L和点矩阵P的相互作用。我们将首先阐释针对原始问题的标准测量方法。首先是矩阵L，它包括了任意两条线上共有点的数量信息。对于处于不同距离阶段的任意两条线，我们还需要计算任意它们在图中所有存在路径间的共有点数量。相互距离为一阶路径的基本矩阵元素ℓik是直接连接的，而二阶路径连接的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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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计算距离，并不是依据这些路径长度上的点的数量，而是路径的实际长度，即任意两条线i和k之间的最小距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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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s是路径的长度。在强连接图中（包括本书中涉及的所有图），当路径长度s达到n或在这之前，d（ℓ）ik>0。这是初等矩阵代数的标准结果，因而通过方程6.15和6.16提供了可以计算这类图中的最短路径的算法。


  前面我们提到过，在空间句法中使用的矩阵并不是[ℓik]，而是方程6.7中所定义的二元形式[Zik]。然而，由此产生的距离矩阵与[d（ℓ）ik]非常接近。这与通过计算将L自乘连续幂产生的加权是没有关联的。实际上，尽管矩阵[Zik]的自元素Zik=0，二阶路径则为正值，而得到的距离矩阵与方程6.15和方程6.16的计算结果高度相关。不过用矩阵概念来描述会更容易。因此，对于原始问题，L的连续幂是Ls+1=LsL。而距离矩阵D（ℓ）在当s≤n时变得稳定。对偶距离矩阵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类似的过程得出，点到点的矩阵P包括了任意两个点间的共有线数量，将它与连续幂Ps+1=PsP自乘，将距离矩阵计算为D（ρ）。


  我们计算合适的矩阵的连续幂的入度和出度（由于对称性它们其实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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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种方法可以体现这些原始和对偶问题的度向量如何相互间形成互锁。我们在此仅提出对于每个问题的互锁的本质，而不做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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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6.17和方程6.18中体现的关系，为这种性质图中的路径长度提供了另外的解释。对这些线的进一步分析将使我们偏离中心议题，但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三篇中的多个章节中再次讨论这些分析，并探讨研究方程6.18中的关系类型。


  原始问题中从一条线到其他所有线的累积距离，以及对偶问题中从一个点到所有其他点的累积距离，都通过同样的方式计算，即对相关距离矩阵的入度和出度进行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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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些距离衡量的是不可达性，而不是可达性。所以它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被转换以更好地衡量。在空间句法中，d（ℓ）指的是深度，且通常根据系统n中线的数量被取平均。那么线（以及线的区域）与一条给定的线在某个给定的距离或深度之内，就显得很重要，但是这对相对分布并没有什么影响。空间句法中对可达性的衡量简单地采用了原始问题的距离平均值并加于转换，得到了被称为“整合”的指标。这些指标存在变化（Teklenberg、Timmermans and van Wagenberg，1993），但对于原始和对偶问题，每个元素的整合（或可达性）通常可以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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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测度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它们忽略了图中的相对重要性和路径强度。首先，在连通性强度被转换为简单的步长距离的过程中有信息损失，如方程6.16所示。其次，每一步都具有相同的权重，然而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当步长变大时，步的相对重要性会减小。再次，图中步的数量取决于图的规模，因此不同规模的系统无法相互比较。需要一些标准化处理以进行比较。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已经有所解决，但最佳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一种对距离测量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基于基本路径连通性的矩阵L和P，以及认为较大步长如同欧几里得空间中的距离那样，其重要性日益降低。


  6.4.2 加权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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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对这两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有四种对可达性的测度：两种是基于直接或邻近距离，另两种基于所有距离。原始问题的向量包括[image: p211-3]；而对偶问题包括[image: p211-4]。空间句法图中的平均深度或步长较小，例如在加桑为3.239，我们的猜想是这些测度之间是高度相关的。为了检验这个猜想，我们生成了1 000个随机点线系统，其中线的数量为30至60条而点的数量为40至80个不等。对于用关系总数量与潜在数量的比值来衡量的线和点的关系密度Θ=[1-Σijaij/（nm）]，我们设置其范围为0.75至0.99。加桑的例子中，线的数量为41，点的数量为63，比值Θ = 0.948，所以这些随机系统与我们的真实案例具有很好的可比性。因为我们在这些随机生成中排除了所有的分离系统，其平均密度Θ = 0.825，平均的线数量为45，而平均的点数量为59。生成的系统是比较高密度的轴线图，平均步长约为2.6。这些是对比较不同测度方法的第一次粗略尝试，还需要更多工作来支撑我们在此提出的假设性结论。我们对每对距离提出一个相似度指标，我们以ℓ 和[image: e-]为例在方程6.24中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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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测度指标类似卡方，值分布从1（完全一致）到0（完全不同）。其他测度指标依照原始和对偶问题分别计算。


  
    表6.1 四种距离测度的平均相似度
[image: ]

    注：比较是对称的，位于对角线下方括号中数字是与角线上方相关相似度测度的标准差。

  


  表6.1（a）和（b）比较了原始和对偶问题的距离测度。这些距离测度指标中的三个，分别基于原始数据矩阵A的入度和出度、基本相互用矩阵L和P，以及加权距离矩阵[image: p212-3]，它们之间的相似度都超过80%。步长距离矩阵D（ℓ）与其他三个测度指标的相似度都在70%左右，而矩阵D（ρ）只有60%的相似度。这表明，当原始或对偶问题的轴线图中连接密度很高时，就像这里随机生成的1 000个系统那样，忽略了所有的非直接连接的可达性直接测度方法，是衡量线或点的重要性的好方法。正如我们下面将会看到，这些结果与下面给出的加桑案例中的结果非常相似，尽管图6.4中揭示了[image: p213-1]之间的相似性还有很大的变化幅度。这表明当点的数量比线多时，正如在很多空间句法问题中那样，那么对可达性的判别主要依靠点。这或许看起来是反直觉的，因为空间句法更关注线而非点、更关注街道而非它们的交点。但是对于任何问题来说，如果其中某个集比其他集在数量上都大，那么这个集的重要性也会更高。我们将在后面对加桑案例的分析中重新提到这点，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要介绍关于距离的最后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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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4 直接距离和间接步距之间相似性的变化

  


  6.5 句法代数学


  6.5.1 线与点的平均和点与线的平均


  线可以通过对点赋予权重得到，反之亦然。探究线之间的相对可达性是否包含距离向量是很有意义的。这可以等同于原始和对偶问题间的一个完全互锁，但也可以提供一种线和点间的自然平均形式。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这样的向量[image: p214-1]：


  [image: p214-2]


  问题现在已经被明确定义了。我们转向向量[image: p214-5]，它们分别是方程6.25和6.26的解，用矩阵术语即是有[image: p214-3]。


  有两个处理方法。第一种是简单地将方程6.25代入6.26以及将方程6.26代入6.25，可以得到：


  [image: p214-4]


  其中Ω和Λ显然是马尔科夫跃迁矩阵。这些可以通过测度点（或线）相对于另一个点（或线）的相对重要性（可能性和占比）来解释。第3章中，我们以方程3.9和3.10构造了与方程6.31和6.32中同样的矩阵，并接着从定义这些矩阵之一的平均进程的角度，形成一个类似的马尔科夫解释。


  现在我们可以将方程6.29写成：


  [image: p215-1]


  其中的向量[image: p-1]是任意点的相对重要性。而方程6.30可以写成：


  [image: p215-2]


  这样的自然权重使我们可以将线的重要性和点进行平均，反之亦然，所以如果原始问题被解决了，那么就有一个直接的对偶解释仅包含将原始维度平均到对偶维度中。此外，它还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方法，可以使用初始数据中点和线的相对重要性将一个维度平均到另一个维度中，我们下面将展示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测度距离，而不是计算稳定态中的结果。


  6.5.2 稳定态可达性的独特性


  [image: p215-3]


  由于Λ是一个马尔科夫矩阵（据定义是强连接），对方程6.36的递归会逼近于一个极限：


  [image: p215-4]


  也就是方程6.34。对偶问题的类似过程是基于一个同样形式的递归，[image: p215-5]。实际上方程6.36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方法来计算稳定态，而不需要同时求解从6.33到6.35的方程组。


  [image: p216-1]


  对于其对偶来说是完全类似的，我们可以表示为：


  [image: p216-2]


  简单来说，[image: p216-3]是一个相对令人惊讶的结果，这一稳定态实际上是由原始数据以及入度和出度构成的。这表明，对基于A的原始二部图简单进行入度和出度的计算，可以对线和点以及街道和它们的交点进行清楚和有意义的衡量。当然，这些衡量并不需要经过数字运算，而是可以通过对轴线图的分析简单读取。


  然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进行平均的过程。如果我们有对于线的距离测度，对于任何给定的距离测度[image: p216-4]，可以推导出平均点的估算为[image: p216-5]。这不一定是恒定的，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些平均点根据线的估算重新赋予权重，也就是得到[image: p216-6]。这些可能与所用的原始距离有所不同，因为这些稳态关系的唯一向量是ℓ和ρ。此外，我们可以针对比如[image: p216-7]这样的情况，计算其与稳态的差别ρ′-ρ（对于其他所有的线或点的距离，都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这提供了一些指标，从中可以看到实际加权测度指标与稳态的偏离程度，而稳态是对系统中直接连通的测度。可以说，我们前面根据方程6.24计算距离差别时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具体可参见表6.1和图6.4。


  6.6 新句法的展示：街道格局的可达性


  6.6.1 基准案例：加桑


  我们已经介绍了加桑村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与这些非欧几里得系统的关系集相比，轴线图是稀少的。图6.5就是轴线图，其入度和出度分别为[ℓi]和[ρj]，均为通过原始数据矩阵A计算得到的。全部潜在连接是指每条线都与每个点相连且反之亦然，而实际连接密度仅为5.1%。每条线上平均的点数量，也就是每条街道上的交叉口数量Σiℓi/n为3.385，而每个点上平均的线数量，也就是每个交叉口的街道数量Σjρj/m为2.129，这个值与平面性非常接近。我们之前注意到Ψ=1.065，意味着仅有略多于6%的点与等效二维图的配置不一样。实际上，在63个点中仅有6个点连接了超过2条线，而这6个点每个也仅连接了3条线。这是空间句法中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所研究的系统缺乏多样性，会影响其他的可达性测度方法，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中的那些。更需要担心的是，空间句法中最为强调的线的关系是基于共有点的数量，如果大多数点只有两条线，那么线之间的拓扑距离的分布可能会处于一个非常小的区间里，由于实际上我们发现在很多应用中，图中的深度或距离很少会超过6或7个步长。这说明属于共有点和线数量距离的信息不应该被舍弃，因为这些信息在目前空间句法的距离计算及之后的整合中。


  我们首先检查原始和对偶问题的不同距离测度间的相似性，正如我们在之前对随机生成系统所做的。我们在表6.1中列出了四种距离测度，对始问题是[image: p217-1]，而对偶问题则是[image: p217-2]，以及加权距离测度[image: p217-3]和[image: p217-4]，这些相比其他任何测度方法对于可达性都有更好的识别力。表6.2（a）说明涉及线的原始问题的方法的相似性，而表6.2（b）是涉及点的对偶问题。对于线来说，基于原始数据的入度、基本距离和加权距离矩阵ℓ、[image: e-]和[image: d-2]（ℓ）这一组的测度方法间具有强相似性，而在非加权距离测度ℓ（d）及其来自对偶问题ℓ″加权变体这一组间也是如此。这些测度方法组内的相似度在0.9左右，而组间的相似度约为0.7。对偶问题的测度相似性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基本矩阵A的出度ρ几乎没有形成分布，而更像是阶梯函数。因此，直接距离测度ρ'和加权距离测度[image: d-2]（ρ）之间的相似性较少，而结果是在提取句法结构上，这些测度方法看来比其他任何与线结合的方法都要更有效。


  
    [image: ]

    图6.5 加桑的基本数据：矩阵A所反映的点和线

  


  
  表6.2 加桑的五种距离测度间的相似性
[image: ]


  为了更好展现这种结构和相似性，可以用散点图来展现入度ℓ与四个相关距离测度[image: p219-1]，以及出度ρ与其相关测度[image: p219-2]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标绘在图6.6中，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线上的点数量缺乏多样性会使整个问题变得迷惑。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它的重要性会随着应用规模变大而增加。然而，这确实会涉及非常实际的问题。很多应用反映了图6.6中第二列的散点图特征，这其实是意料之外的规律。这表明这些应用的综合测度数量还跟不上移动量的增加，特别是对经常应用的行人交通对象而言。简而言之，很多此类应用中的统计相关性值得怀疑，原因很简单，就是基本数据的多样性不够。因此我们决定测度相似性而非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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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6 从数据ℓ 和ρ 得到的连通测度相对于直接和间接距离测度的散点图

  


  6.6.2 句法的可视化：节点、连接和面


  我们在图6.7中描述原始和对偶分布的四种关键的距离测度，让我们能够将句法的结构性可视化地进行分类。实际上，在空间句法中没有对形态的概要测度，因为对整体模式进行检验的唯一方式就是将测度描绘出来。也就是说，将形态的测度重新翻译回欧几里得空间，以可视化的方式来搜寻模式。对于线来说，我们采用传统的空间句法着色法，分为从最高（黑色）到最低（浅灰色）八个等距的级别，但我们还改变了线宽以强调值的强度，所以最粗的线是黑色的而最细的线是浅灰色的。这四张线图非常相似。穿过村庄的中间脊线和西边增强的可达性是所有距离的共同特性，而最低的值是在内部最难穿透的地区，东南方则是简称区域。某种程度上，北边的轴线对可达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尽管实际上由于它处于边缘区其实影响是减弱的。每种测度中每个点或交点的强度用成比例的饼图来表示，再次显示出中央脊线上的交点具有主导。在原始和对偶问题中，关于[image: d-2]（ℓ）都相对更有识别性，而对偶问题中的ℓ（d）和它的衍生物ℓ″强调了北侧轴线的重要性，也是对相关点分布的检测所确认的。有人也许会认为，在原始和对偶问题中间有一条清晰的纽带联系着各种距离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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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7 原始和对偶问题的距离测度的比较

  


  空间句法中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从线分类的角度，对图的模式提供一种清晰的解释。在需要解释与地点相关的信息时，我们的大脑无法将这些线性数据处理为空间资料。从原始问题转换到对偶问题上，或者说从线上跃迁到点上的一个优势是，点是地点相关的且很容易生成周边的影响范围。确实，对可达性的图示很大程度上通过面和周线来实现，这代表着固定区位所影响的腹地。对点来说实现这些很简单，但是线的影响范围有些棘手，虽然也不是完全无法入手。我们可以将线和点进行比较。这些图有时候被称为“热力图”，热度在这里就是高可达性（深灰），而冷是低可达性（浅灰）。这使我们可以在图中每个点或线周边确定一个影响分区，并从通过距离倒数加权及其插值来控制相邻点的均值。在赋值时我们使影响力尽可能强烈，但又不至于破坏数据所体现的空间模式。


  在图6.8中，我们展示了与原始问题的距离测度ℓ（d）和d[image: d-2]（ℓ）相结合的热力图。非常清楚的是这些面是高度相关的。它们支持了上面提出的结论，即中心脊线的重要性和村庄西部区域可达性的相对增长。与之前相比，ℓ（d）趋向于强调北部轴线，但这是两张图之间唯一一个主要结构性差异。我们为对偶问题的点生成同样的两个插值，如图6.9所示，不是用线而是用点布满两个表面。这些点面有加强线面的感觉，尽管对这些图来说，每个点的影响力明显比不上脊线特征影响。插值的问题是这样会忽略建筑和边缘的影响，尽管它确实强化表达了可达性表面上的趋势，并为整体变化提供了直观感受。将建筑结合到这些表面中是可能的，不过我们在这里采用了一个简单的方式，仅仅将建筑范围叠加在这些表面上，读者可以自行判断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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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8 根据线距离进行表面插值

  


  在图6.10中，我们在加权线ℓ″和点ρ″间进行插值，然后将这些表面与建筑和村庄边界叠合，从而提供街道系统空间可达性的直观感受。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在图6.7的传统线图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整体系统趋势的感知表现。要将这些可视化技术应用于城市形态问题及其句法还需要很多工作，但我们现在可以将原始问题转换为对偶问题，意味着对线的问题的解释可以转换为先研究点的问题，之后再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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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9 根据点距离进行表面插值

  


  6.7 下一步：简化空间句法


  本章想要传递的根本信息是：空间句法是用图形来表达可达性的特殊方法，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空间句法的技术和实践可用于探究构成城市肌理的街道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关系。传统的方式是研究其原始问题，但如我们所展示的，对偶问题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且包含了对点、交点或交汇点等的相对重要性测度，正是这些要素决定了街道的区位。我们认为，对偶问题具有同样甚至更高的重要性，因为相对于线的可达性，点的可达性更容易阐释。至于是应该通过原始还是对偶来解决问题，我们将选择权留给读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每个原始问题都有一个对偶问题，反之亦然。而不管是对原始问题还是对对偶问题中的可达性进行测度，都可以快速将其转译至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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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0 新的空间句法图：表面插值转变为建筑和街道格局

  


  从应用的角度，更应当关注的是从原始到对偶是否很容易转换。本章的很大篇幅在讨论不同距离测度之间的相互转换。我们的一般性结论是，对偶的描绘和转换更加容易，而将空间句法与更广泛的空间分析技术联系起来时，例如当前很常见的利用空间插值生成热力图，对偶问题相比原始问题来说更有意义。所以对于测度可达性来说，上一小节最后介绍的多种技术应该对推进实际应用帮助很大。而这些都没有涉及空间句法的简化。当然，虽然这里所涉及的代数内容只是基本和标准的，但是对矩阵代数不太熟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门新理论复杂混乱而不够简约。我们认为需要用很大的努力来将其更加简化，成为另一种空间句法形态。


  实际上，我们提出的简化已经存在于计算原始和对偶问题的各种距离测度方法中。我们认为，问题中的所有测度方法都高度相关，一开始就从本质上嵌入在欧几里得空间中，以至于它们的拓扑结构非常简单。反映到距离测度中，就是对句法图中所有步长的统计。因此统计入度ℓ和出度ρ能够很好地测度线和点，并且可以手动进行计算。再进一步，据相互作用矩阵L和P很容易可以计算[image: e-]和[image: p-3]，这同样是很好的可用于测度可达性的方法。尽管这些测度可能会用到数学计算，但是在较简单的问题中它们可以手动计算。通过帮助理解共点的线之间以及共线的点之间的关系方面，这种方式进一步突出了测度的重要意义。不过，所有这些都表明，空间句法的出发点本质上并不是轴线图，而是线和点的关系矩阵A。对每个问题来说，正式提出这个矩阵是对问题更加中性的表述，并同时对问题结构进行了初步核查。


  从中可以看出很多趋势，下一章我们将继续扩展这种类型的网络形态，将本章中的分析与欧几里得空间、平面性和物理距离的测度联系起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制订好长远计划，因为这门城市科学还处于建立初期，任务还远未完成，这也是本书最主要的思想。第一，空间句法的概念是任意两个形态元素集合之间的关系，目前所讨论的街道和街道交点，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我们需要考虑其他元素，比如街道和地块、不同类型的街道之间、不同类型的土地使用之间等。第二，我们可以建立关系链条，例如街道及其相互作用，还有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与建筑用地的关系，以及建筑用地及其与土地使用的关系等。这些框架需要被正式探讨，因为其中包含了可以将空间句法与其他城市元素联系起来的很多方式。第三，在距离和可达性方面，以及如何将街道系统中的物理距离纳入空间句法以利用这些信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章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里提出的数学方法打开了一扇窗口，展示了各种连接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继续讨论。


  第四，我们将探索空间句法和相关网络与小世界的关系，以及正在蓬勃发展的图形统计、比例、网络增长、神经网络等方面的理论和概念，这些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潜在研究方向。我们已经提及其中的一部分，并在后续章节中继续讨论其他相关内容。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对空间句法的庞大研究计划，但在更广阔的城市形态学研究中也只能算是冰山一角。新的网络理论和图形理论，以及新的可视化和绘图技术将进一步推动城市科学向前推进。


  第7章

  复杂网络中的距离


  
    所有事物之间都是相关联的，但是距离较近的事物比距离较远的事物间的关联更紧密。


    ——沃尔多·托布勒（Waldo Tobler），“底特律地区城市增长的计算机模拟”，

    《经济地理学》（1970，第46卷，第236页）

  


  在网络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欧几里得距离和空间嵌入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忽视的。主要是因为需要考虑物理空间的限制时，网络的内涵并不清晰。此外，在社会网络中试图展现的主要功能关系中，几何距离是一个太过简单的特性。一个主要的限制条件是社会关系并不是平面性的，因此就其中的距离、空间范围和物理影响来说，很多社会关系并不容易被理解，甚至很难被观察到。正如篇首引言中托布勒（1970）所言，在空间结构的进化过程的调整和转型中，距离如果不是核心概念也至少是基础概念。托布勒将其自诩为“地理学第一定律”。因此，在各种行为如何通过移动和流实现与网络的关联等方面的研究中，距离，以及类似的出行时间、出行成本等概念处于中心位置。


  社会物理学在早期将距离作为某种无可争议的组织原则，尽管除了距离还有其他因素也影响了空间格局。但是，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我们在上一章中集中介绍的概念——空间句法，出乎意料地将空间系统可以被测量的最突出特性——距离排除在外。这可能是因为这种类型的网络分析最早出现在建筑学领域，在这其中，视线、空间凸性和封闭性等概念，已经成为城市最佳形态理论和建筑使用方式的核心概念。从地理学的角度，在看待网络中的距离时，并没有超越二维图的范畴，这种情况在网络科学兴起前一直没有改变，而网络科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物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些讽刺的是，网络结构的概念从未成为交通模型的中心，交通模型总是关注流的模拟，而网络总体上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至少是以某种方式在模拟之前就已经预先确定。随着网络科学的概念逐步被应用到交通中，这种看法正在缓慢发生变化，例如谢和莱温松（Xie and Levinson，2001）的研究。


  在本章，我们从上一章建立的统一理论开始，将距离的概念带回到网络中。该理论涉及了多种网络类型，包括严格的二维图、空间句法乃至拓扑，不过同时有额外的条件，即网络是建立在更基本的关系基础上，很多情况下是线和它们的交点，但也有更多其他的物质和非物质对象。我们在本书中贯穿使用的基本工具二部图，其本身对交通网络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虽然交通网络也是某种类型的图。在上一章中，针对包含了线段和点的空间网络我们建立了这些概念，重点关注网络可能承载的移动和流。但是我们只是初步涉及了距离问题，而现在我们必须将距离概念推上前台，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包含了不同类型物理移动的复杂网络结构中，距离是一个基本的组织概念。


  7.1 网络的表现


  通过欧几里得空间中任意两个集合的关系，第6章中展示了城市形态的一般性问题。根据这个特征的要求，我们可以选择交叉点和点上的街道——也就是点和线，但也可以是构成网络的元素中的任意两个对象集，且不需要局限于欧几里得空间。这些关系可以通过一个n x m矩阵[aij]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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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i，1，2，…，n}可以是街道，{j，1，2，…，m}是交汇点或交叉点；而符号⇔表示街道与交点相关，且反之亦然。这是一个完全通用的表达方法，可以扩展到表达任何形式的城市形态中两个集合之间的关系。矩阵[aij]也可以形成图，在这个案例中是二部图。如果两个元素集都位于欧几里得空间中，那么它们可以用网络的形式在空间中表现出来，我们在下面会展示这一点。


  在这种表现方法中，没有哪个集优先于另一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研究集合{i}是如何与集合{j}相关，以及反过来又是如何相关。如果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是：街道{i}如何通过交点{j}相互关联。这就是传统的空间句法视角，将街道作为主要关注点。如果我们以街道交点{j}如何相互联系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就转变为传统的地理图论问题。我们将第一种和第二种问题分别称为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上一章中详细介绍了这个框架，不过在进一步推进之前，还需要在这里简单复述一下。读者将会看到一些与第6章相同或相似的方程，但我们不会采用重复的方程编号，因为这里的叙述是自成体系的。从数学上来说，不管是原始或是对偶问题都不比另一个更重要，尽管在实践中有些时候可能更偏向于其中的某一个。原始问题是通过交叉点检验街道之间的关系，一个关键的衡量指标是二部图的出度，即每条街道的交叉点数量，可以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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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偶问题是从街道的角度研究交点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指标是每个交点上的街道数量（二部图的入度），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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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传统问题并不是空间句法问题的对偶，因为矩阵[aij]的每个元素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句法问题的限制比较宽松，为ℓi≥2以及ρj≥1，而地理图论问题则严格地将每条街道的交点数量限制为2，即ℓi=2和ρj≥1。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空间句法问题与传统的地理网络问题是有区别的，它们都具有各自的原始和对偶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关联但并不直接相关，我们在第6章中已经提出这点，将在下面通过分析继续阐释。


  图7.1a描述了两种问题间的区别，对于传统问题来说，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交错网络，包含五个街道节点和四条街道片段。这是一个典型的二维图，也是我们前面所称的地理图论问题。图中还展示了基本矩阵[aij]，可以清楚地看到每条街道的交点数量都是2，即ℓi=2。在图7.1b中我们将其中的两条街道片段a和b组合成一条街道a′，于是这条街道上就有了三个交点。这里的矩阵[aij]现在只有3条线段但有5个交点。从原始的物理角度来看，街道网络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空间句法问题为街道图提供了一个基本层面的抽象概念，而且“街道”的数量与传统的二维图不同。这个抽象概念被称为轴线图，其中的街道要素被称为轴线。


  
    [image: ]

    图7.1 传统二维图街道网络和空间句法表现图

  


  从类似图7.1的街道图中可以很容易看出相对可达性。比如在7.1a的传统图中，很明显是中心交点，即节点2，最具可达性，而由于每条街道线与其他任何一条的关系都一样，所以每条街道线的可达性是相同的。然而，空间句法问题中的可达性，相比之下更难看出。由于街道a′有3个交点，其他街道都只有2个，a′是可达性最高的街道，它与其他两条街道都直接相连。由于这张图的中心依然有一个交点，看起来节点2还是最具可达性的点。不过，我们将检验原始和对偶问题，并介绍我们将用到的多种拓扑和欧几里得距离测量方法，然后对可达性关系进行精确的计算。


  下一部分，我们将再次简要介绍统一框架，然后综述原始和对偶问题中的多种拓扑距离衡量方法。我们将对图7.1进一步进行分析，并对伦敦西区进行简单的空间句法问题描述，以使读者清楚了解如何扩展网络分析。接着我们得出满足ℓi≥2以及ρj≥1的任意形式一般矩阵[aij]中，点之间和线之间的距离衡量方法。实际上，我们可以将问题进一步推广到每条线都只有一个交点的系统中。但是某些情况下计算线的距离时，我们需要始点和终点，尽管空间句法可以处理只有一个交点的线，也必须总是隐含有其他交点。


  接下来，我们将会检验一个纯粹的句法问题，其中的街道作为视线，地点的重要性取决于在该点上能看到多远。我们采用希利尔和汉森（1984）提出的，并被派彭尼斯等（Peponis et al.，1997）、巴蒂和拉娜（Batty and Rana，2004）以及卡瓦略和巴蒂（Carvalho and Batty，2004）进一步发展的法国村庄加桑的案例（这个案例在前面第6章中也使用过），来说明距离和可达性的拓扑和欧几里得衡量所形成的模式完全不同。然后我们将讨论所谓的“混合句法问题”，该问题不仅将视线作为轴线来衡量，还考虑了与视线无关的移动线路。涉及人的移动的技术往往是封闭的：如电车、公交和火车。我们探讨墨尔本中心区的问题，那里的街道网络建立在地下重轨环线之上。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可达性的视角，同时也展示了我们可以如何拓展应用空间句法，用它处理具有多种决定城市形态的线路和交通模式的系统。


  7.2 原始和对偶：穿过点的线的网络、穿过线的点的网络


  矩阵[aij]中所表现的内容让我们可以从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问题：每行的内容是每条线上的对象或点的计数，而每列是每个对象或点与线相关联的数量。这分别对应了原始和对偶问题。任意两条线上的公共点数量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一张加权图，其基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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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ℓik]是任意两条线上的公共点数量。在空间句法和其他分析方法中，这个矩阵通常被切割为如下的二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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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任意两条线的公共点数量并没有被赋予任何权重，因此关联或不关联取决于至少有一个公共点。线{i}与其他所有线之间直接联系的公共点的总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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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出度来衡量与上述线的直接距离，也就是接近度的对立面。由于[ℓik]是对称的，那么入度[image: p233-6]。


  这个原始形式是经典的空间句法问题和距离[image: p233-9]的测度，以及与上述街道距离为一步的街道数量。对偶问题在点上重复这一逻辑。通过[aij]计算得出关系矩阵[ρ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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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ρjl]是点j和l共有的线的数量。基于出度对直接距离的关联值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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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入度也具有同样的对称性。这里的[image: p233-7]和[image: p233-8]是两个初始距离值，尽管这些事实上是计数值、直接接近度或是邻接，也就是每条线上的点数量以及每个点上的线数量——一条线上与任意其他线的公共点总数，以及一个点与任意其他点的公共线的总数。我们现在需要分别基于矩阵[ℓik]或[ρjl]中的任意一对线或任意一对点，更加精确地测度距离。实际上，这与第2章中的一些内容相似，我们通过出行量矩阵和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得到了可达性的多种测度，作为从始点发出或进入终点的所有流的总和或势能。


  这种距离测度方法考虑了图中的所有关系，根据两张图中所有连续路径长度的公共线或点的数量进行计算。根据定义，这些图通常是强连接的，从而连续路径长度也就是所谓的步长，最多只需计算至系统中线或点的数量即可。最短路径往往在达到这个数量之前就会被发现。我们将展示在仅有线矩阵的原始问题中的这个计算方法，因为对偶是紧随其后的。从线i到线k在图上的两步公共点的数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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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s≤n，其中n是矩阵中的列数量，当图中所有的路径变成正值，即[image: p-234-1-1]时，递归将会收敛。


  对距离d（ℓ）ik的测度最初是建立在步长上，而方程10的每次迭代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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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计算最终将会收敛。对每条线i来说，总体可达性或邻近度的两种测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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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测度生成的结果可能很类似，因为倒数权重的差别非常小。当像方程7.12那样，计算每个链接ik的倒数距离时，负幂（-1）可能会变化，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可以解释这个变化的含义。


  这个测度中有很多变量，以不同的方式被标准化处理。其中之一直接用于计算全图上的路径数量以及任意一对线之间公共点的数量，是基于不同的连续路径长度的矩阵[image: p235-3]线性组合，并且按照较长的连续步长获得较小的权重来为权重赋值。这种测度方法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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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设定0<λ<1，在方程7.14的总和中，每个连续对象的重要性都会降低。实际上λ的取值必须使每个对象的值都减少，一个典型的λ值大约是0.05，也是我们在第6章中采用的值。矩阵[image: p235-6]是对称的，因此入度和出度的测度是相同的。当我们根据连续路径上的点数量的减少来赋权重时，这个测度方法就已经涉及了可达性。因此一个适当的聚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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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上述方程称为加权可达性。


  我们现在有五种形式的可达性测度：[image: p235-4]，它们的对偶形式分别是：[image: p235-5]。这些是我们在上一章中介绍的测度方法，同时我们还建立了关于原始和对偶空间句法问题的理论。现在我们试图探索，如何通过基于欧几里得距离的测度方法来扩展这些拓扑方法。下面介绍的方法并不是作为拓扑方法的替代，而是一个补充。实际上，欧几里得距离是一个与视线之间的拓扑关系不太一样的概念，后者实质上是空间句法的内容。然而，由于拓扑方法与地理学空间比较接近，而其出发点是基于线和点的轴线图，这些要素都是与空间紧密结合的，那么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地理网络中线和点的拓扑距离的测度，对于欧几里得空间中的更加传统的测度意味着什么？此外，我们还需要探索原始和对偶的句法关系可视化的最佳途径。为此，需要依据欧几里得距离对轴线图的内容进行检验。但是在我们推导这些距离测度方法前，我们需要研究传统原始和对偶问题间的关系，以及更深地研究空间句法问题。我们还需要展示网络中的可达性对这两类问题的实际含义。为此，我们将再次回到图7.1，以简单案例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使用空间句法检查大城市街区密集区的街道视线，这其中将涉及很多典型的应用。


  7.3 探索相关的地理和空间句法问题


  7.3.1 最简化的句法问题


  图7.1a的二维图和图7.1b的空间句法图分别对应着网络的原始和对偶表达，我们分别通过图7.2a和7.2b进行描述。在图7.1a和7.2a的二维图中，包含4个街道段及其交点，呈现交叉线。对原始问题来说，如图7.2a的第二张图所示，其网络非常简单。图中有4条线段，实心黑点位于线段的中心并且与其他每个都互相连接，4个点间的6个连接组成一个完全连接网络。对偶问题中的交点通过共有线相互连接。这些交点在图7.2a的第三张图中可以看到。中心点具有最大的度，而边缘点的度最小。图并不是完全连接的，因为从除了中心点之外的地方达到另一端尽头的点，都必须经过中心点从而跨越两步。这些网络只给出了一步连接，但是很容易看出在这个对偶问题中，距离矩阵可以在计算两步距离的情况下连接起来。总之，传统问题是直接并且对称的。在原始网络中，交点是灰色的，街道中心点是黑色的，而在对偶问题中，街道中心点是灰色的而交点是黑色的，用于表示每种情况下关注的都是黑色点之间的连接。


  图7.2a和7.2b中的空间句法图是聚合的二维图，其中的两条水平线段a和b组成了一条线a′。于是问题中的线就从4条减少到3条，但是原有的5个交点不变。图7.2b第二张图的原始问题中，3条线完全相互连接，在这里我们将线a′的节点向中心节点的右侧稍微平移一些，这样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中心点。图7.2b的第三张图是对偶问题的网络，就更为复杂一些。原先的两条水平线a和b聚合为a′带来的影响，使得上下两个端点从本质上相比之前具有更好的连接，而节点的大小反映的是这个点的入度和出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如果我们将线融合，那么系统的多样性就降低了。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每个街道段都有且只有两个交点的图，轴线图上地点之间的移动会变得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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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空间句法图和平面图的原始和对偶网络

  


  对于这些非常简单的系统来说，以上分析表明，当关注点从简单的线段变为更加复杂的聚合线，也就是轴线时，会带来一些显著的区别。我们在图7.2中没有展现包括每个原始和对偶网络的距离矩阵，但它们可以被很容易地推导出来，因为从方程7.11的应用可以看到，每个网络都在下一个步距变成完全连接。在空间句法中，轴线本质上是与欧几里得空间相结合的，它们通常根据可达性的不同来区分（一般用颜色表示），而可达性可以从距离矩阵[d（ℓ）ik] 中入度或出度的数量来获得。这是一个深度值，可以通过以下方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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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利尔和汉森（1984）称之为整合。可达性是深度的倒数，其值由方程7.12至7.15给出，通常与轴线相关。实际上，有很多此类的值可以使用，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介绍了很多，下面将会继续介绍。


  7.3.2 伦敦中心区一个典型街道的句法


  将网络作为空间句法问题时，其关键在于将街道作为节点间的一个或多个路段组成的视线。为了描述由此产生的测度的范围，我们将通过伦敦西区以索何雷金特街为中心的一个1平方英里的街区来说明。其轴线图如图7.3所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视线的定义并非完全清晰，特别是在弯曲的街道上。这张轴线图是由41条线和30个点组成的，虽然有上述明显的问题，以及区域边界划定的生硬所带来的问题，这些足以用于分析方法中。在图7.4a中，轴线图的线的粗细与入度（根据对称性也就是出度）d（ℓ）i的数量成比例；而在图7.4c中，是同样的对偶问题，点的大小与它们的入度或出度的数量d（ρ）j成比例。线之间和点之间的距离矩阵最高可达它们的最大跨距，但是由于它们的复杂性，我们只表现了轴线（图7.4b）或点（图7.4d）之间的一步直接连接和两步连接。如同其他所有网络一样，一旦节点的数量超过20或30个，其可视化形式就太过复杂而无法表达什么信息了，因此我们将原始和对偶网络中的重要对象也就是轴线和街道交点简化为只研究最多至两个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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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 伦敦中心区雷金特街区的轴线和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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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4 a、b：欧几里得空间中的原始网络；c、d：欧几里得空间中的对偶网络

  


  这类分析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视化方法：如将线或点根据它们与其他线的距离以不同颜色进行区分；分析从任意线或点到其他所有线或点步长的深度图；对范围内的线集合或点集合进行可视化；以及用于描述任意一个对象或对象集（线或点）与其他任意一个对象或对象集的关系的各种关联图。我d们还注意到，从一条街道或交点到另一个的深度或可达性问题并没有被很好地研究。如果我们有一个对称结构，那么这个对称会在很多图中，以及可达性的测度中反映出来。图7.5中展示了曼哈顿方格网道路系统的空间句法，网格中的每条线都是轴线。在一个6×6的线段网格中，有6条垂直线和6条水平线。总共有12条线和36个交点，这意味着相对距离网络在不同维度上有很大差别。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线之间有144个可能连接，如果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排除自连接的话就是132个，考虑到对称性就是66对连接。对于对偶问题来说总共有1 260个非自连接，也就是630组对称连接。网络图7.5b和7.5c清楚地描述了上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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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5 曼哈顿道路网的空间句法：均衡的可达性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是一个普通的分形结构。图7.6表示线和点图以及它们的距离矩阵网络，这些也具有类似的对称性。而且，树形图中的节点数量比线的数量仅少一个。在这个例子中，这里有26条线和25个节点。本质上，中心节点连接了树的两条主轴线，因此我们推断和证明，从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看树的原始问题与对偶问题是等价的。图7.6a和7.6c分别是线图和节点图，呈现了网络的对称性和等价性。这是对希利尔（Hillier，1996）在《空间是机器》一书中结论的扩展，可以适用于所有这类空间句法的对称结构。这种探索的意义在于，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将网络理解为二部关系集合基础上的原始或对偶问题时，我们生成了一个丰富的结构，可以对物理和网络空间进行充分了解。不过，要将这些内容再放回欧几里得空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距离。我们将首先介绍关于测度距离的一些概念，然后重新回到图7.1那个简化的例子，并以加桑村为例阐释距离对于标准空间句法的意义。之后我们将着手处理视线和移动相互作用线的混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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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6 分形树的空间句法：原始和对偶

  


  7.4 空间句法图中的欧几里得距离


  7.4.1 加权距离测度


  目前为止，我们在本书中的假设是，我们所研究的空间网络是由直线——具有坐标的节点间的轴线或者直线段组成的，通过点的坐标我们可以计算直线的长度。实际上，通过近似精度处理将曲线视为由直线段组成，我们的研究对象可以很容易扩展到曲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将不会涉及（Figueiredo and Amorim，2005）。首先我们处理更加简单的对偶问题，对于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j和l的坐标分别为{xj，yj}和{xl，yl}。当j≠l时，对任何j和l间的直线i来说，其对偶问题的直接距离[ρjl]的值只能是1或者0。由于任意两点之间最多只有1条线，那么直接欧几里得距离djl为：


  [image: p242-1]


  其中点的自距离djl显然为0。任意点j和l之间的最短距离可以通过标准的迪杰斯特拉（Dijkstra）算法来计算，在这里表现为如下的形式：


  [image: p242-2]


  对方程7.18进行递归，直至图中所有的步长变为正数或者迭代次数s逼近图中点的数量m。


  总体而言，矩阵[ρjl]与二维图的矩阵有所不同，我们用[pjl]来表示后者。一条线可以与多于两个节点相关，但这在二维图中不会发生，一般情况下[ρjl]的一些元素是正值且等于1。而矩阵[pjl]如图7.1a和7.1b所示，具有更加简化的结构。上一章中，我们将平面性偏差的测度从每条线上点数量的角度定义为[image: p242-3]，但是其他基于图上距离的测度可能是：


  [image: p242-4]


  其中d（p）jl是对二维图和对偶句法图（可以很容易从[ρjl]得到）的距离测度。还可以从这些距离中得到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中的行程长度。如果对每个连接都加载行程或移动量{Tjl}，那么系统的标准平均行程长度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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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7.20的第二个方程体现的是当每个连接上的移动缺失或相等的情况，因此它们是统一的。


  当然，通过行程长度可以计算每个点或节点，只需简单地将方程7.20与l而不是j叠加，或者与j而不是l叠加。但是更精确的测度是距离矩阵的出度的倒数形式：距离倒数的求和，以及每个点距离之和的倒数。这些是潜在的真实欧几里得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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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对区位可达性的测度。根据第2章中讨论的传统社会物理学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它们可以依据点的总量被加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避免混淆，并不打算对其进行加权。注意到方程7.22中的和的倒数，是与区位j的未加权平均行程长度的倒数成比例的。


  对原始问题中的欧几里得距离测度更加棘手，因为我们需要计算每条轴线的重心。本质上，一条轴线可以与多于两个点相关，因此对这条线上的每条视线来说，都有一个重心点。例如在图7.1b中，轴线a′包含了3条视线，分别为1至2、2至3和1至3。因此对这些重心点简单地进行平均得出一个重心点是合理的，尽管可能需要再一次考虑变量的权重。我们首先计算轴线i上每条视线的重心点：


  [image: p243-3]


  这些重心点需要进行平均，可以通过如下方程计算：


  [image: p244-1]


  其中的求和包括了所研究的线上的每对点，并与所有相关点坐标的平均值相等。


  如果一条轴线上对不同点的视图反映了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这个简单平均可以在不同权重的情况下增加，但在这里我们将沿用非加权的形式。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计算从线i的重心点到连接了两条线的公共点j的距离，计算任意两条轴线i和k之间的距离。在轴线是直的前提下，这个距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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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将非直线替换为细微的直线，并在方程7.25上进行递归计算，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非直线上。由于每条线有一个总长度，也就是有限长度，那么可以计算内线距离也就是自距，可以表示为：


  [image: p244-3]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dii=0，因为我们遵从空间句法的传统，但是也可以有其他的观点，由于移动性的影响认为自距是正值。


  我们现在可以计算线之间的最短路径。我们采用方程7.18中计算点间距离完全一致的方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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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收敛性在时间s=n时得到保证。我们现在可以通过[dik]的倒数之和或者和的倒数的形式，来计算线的可达性，那么与方程7.21和7.22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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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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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方程7.20中提到的所有其他涉及步长的测度方法都适用于此，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依据行程量对线进行加权。然而，正如在空间句法中，我们假设问题中并不一定需要涉及视线，而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对于线距的总体测度，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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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在最简句法中的应用


  在我们的工具箱中，现在又多了两种对距离的测度方法。为描述这些测度方法之间的微妙差别，我们针对图7.1a的平面街道网络图和图7.1b的轴线街道图，计算了原始和对偶问题的所有这些测度。图7.1a的街道网络的对偶问题形式是一张二维图，其中的每条线或街道都包括两个点或交点，任意点到其他点的可达性都可以通过观察明显看出。节点2明显位于最中央且具有最高的可达性，而其他四个点具有较低但相同的可达性。我们在这些点的可达性之间进行平滑的插值，以传统方式形成图7.7a的表面图（或热力图）。表面图具有清晰的边缘效应，这些很难控制。但总体上，点的可达性模式变化与点到中心点的距离变化相反，这点适用于所有的距离和步长测度方法，包括基于欧几里得空间的方法。原始问题涉及了任意线之间的可达性，由于对称性，每条线可能有相同的可达性。这就是图7.7b中的情况，可达性模式在整个空间中呈现一致性。同样，这也适用于所有测度方法。在平面街道网络中，通过这个简化案例和我们的判断可以知道，尽管程度有所区别，所有的测度方法都是共同变化的。


  对图7.1b的句法问题来说，平面网络中的两条线a和b融合成了一条a′。在这种情况下，直观上认为点的可达性与前面有很大的相似。但由于两条垂直线c和d到线a′的步长较多，那么上下两个节点4和5从步长[image: p245-3]的角度来看可达性会稍低，如图7.7c所示。对直接步长、加权距离以及欧几里得距离可达性[image: p246-1]来说，节点的可达性模式与平面街道网络是相同的，如图7.7e所示。对线来说，二进制的步长和权重距离测度[image: p246-2]，说明了每条线具有相同的可达性（图7.7d），相对而言其他几种测度方法[image: p246-3]中，融合的线a′相比另两条线c和d而言具有更高的可达性（图7.7f）。这表明线a′上的视线数量会加强线的重要性，特别是当这条线位于形态中心时。然而，我们也会看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在系统中有很多短线以及一些占据支配地位的长线，欧几里得可达性模式会与步长可达性模式有很大的区别。


  在我们转向现实问题之前，还需要理解的是如何通过点和线的估算来生成表面图的分布。一种空间的平均方法是将问题中每个节点区作为核心，将这节点区的值根据搜寻半径扩展直至每个点区都被赋值。对于五个节点的系统来说，每个节点的值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推广，扩展的值与距离节点的距离的倒数成比。插值中止在系统边界会形成一个生硬的边缘，因此在边缘的扩散数据具有倾斜性。虽然也可以通过将边界推远使扩散变得更顺滑来解决，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用最基本的形式来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可视化。


  7.5 纯粹句法问题：在加桑村庄的应用


  加桑的案例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有过详细介绍，并且其作为空间句法的基准案例已经有大量论文探讨，我们不打算将数据再次重复用于加桑。这个案例最早由希利尔和汉森（1984）提出，之后派彭尼斯等（1997）、巴蒂和拉娜（2004），以及卡瓦略和巴蒂（2004）做了进一步发展。我们不会针对原始和对偶问题生成全部形式的句法图，避免通过标准色彩范围内的不同颜色的加权轴线来表达线条可达性，也不会用饼状图表现每个点的可达性测度。我们将只采用热力图的表现形式，因为用这种方式在街道图上展现可达性差异的效果十分显著。对于原始图我们将叠加街道线，而对于对偶图我们叠加交点或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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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7 从图7.1a和7.1b的简单二维图和轴线图生成的原始和对偶问题的可达性表面图

  


  我们将加桑作为一个“纯粹的空间句法”问题，因为在这个案例中从未有过对其欧几里得可达性测度的尝试。轴线是视线，而视线越长，与其他视线相交形成交点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视线越长，线的距离也就越长。尽管我们不会对每条线到其自身的欧几里得距离进行测度（已在之前的方程7.26进行定义），长轴线通过其重心点来反映长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样可能会造成更远的距离，因此到系统其他线的可达性变差。相对而言，在测度与其他线的接近度而不考虑距离时，线的长度本身并不会成为一个因素。而线与更多的线相交，且其他情况不变，从而增强到所有线的可达性。图7.1b并不是这种情况，因为系统的对称性和基本线段相同距离，使轴线从步长和欧几里得距离角度都有最佳的连接。


  图7.8是加桑的轴线图，其中有数条长视线，但总体上不处于村庄街道密集的核心区内。从距离的角度来说，线在村庄核心区的集聚意味着相互之间的距离很近，总体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线之间的可达性相对于较长的线来说会更高。我们将会看到，空间句法的阐释与基于欧几里得空间的方法有质的区别。同样的区别还体现在街道交叉点的集聚上，这也反映了线的集聚。正如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加桑接近于平面性的参数为[image: p248-1]，故街道线的可达性和街道交点的可达性具有紧密联系。


  我们针对原始和对偶问题分别计算了7种距离测度方法，并且在表7.1中描述了它们的关联性。其中表7.1（a）是原始问题，涉及的是线之间的可达性，非常清晰地分为两个集（用粗体和斜体表示）。基于步长的测度指标与欧几里得距离并没有很高的关联度。两种欧几里得测度方法具有高相关性，但是两组方法之间的关联度很低甚至完全没有。这种差别的本质原因与测度的对象是什么有关。加桑的视线与交点的聚集之间相关性很弱，从欧几里得距离角度，交点集聚造就可达性最强的中心区。对于表7.1（b）中所示的对偶问题来说，点之间具有更高的相关度，但在非欧几里得与欧几里得测度方法之间依然存在同样的区别。实际上，原始的出度数据与所有其他测度方法的关联度都很低。这说明点的出度分布（也就是每个点上的线数量）是2或者3，类似于步长。


  
  表7.1 加桑的7种距离测度方法间的关联度
[image: ]


  我们用不同测度指标的空间分布表面图来展现这种差别。图7.8展示了三种我们认为最能反映差别的可达性测度方法，分别是基本空间句法所测度的步长ℓ（d）i和ρ（d）j、句法的替代测度方法加权距离[image: d-2]（ℓ）i和[image: d-2]（ρ）j，以及度量物理网络可达性的欧几里得测度指标e（ℓ）i和e（ρ）j。图7.8的表现支持了这部分一开始提出的观点。步长和加权测度方法生成了与在上一章相同的表面图，仅因为这里所采用的色彩范围和空间平均指数较小而存在轻微的不同。对于原始和对偶问题来说，我们从表面图可以看出，村庄的中心轴区域的街道和交点相互之间的可达性最好，而村庄西部的可达性要优于北部、南部或东部（图7.8a和7.8d、7.8b和7.8e）。体现欧几里得距离测度的图7.8c和7.8f则是另一幅景象。可达性最高的街道和交点位于街道最短和线密度最高的区域。这与最长视线没有关联性，图中的高可达性区域沿中心轴碎片化分布，并且村庄的东南部看起来有最高的可达性。通过对加桑案例的研究，我们的最重要结论是：空间句法与街道距离可达性非常不同，不同的可达性测度方法决定了我们对城镇的视觉质量、关键用地的区位以及运动模式等的判断，因此这涉及结论的可信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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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8 加桑案例的纯粹原始和对偶句法分析的可达性测度方法

  


  7.6 “混合句法”问题：地面和地下线路的耦合网络


  在这两种类型e的距离测度方法中，混合了多种基于视线和物理行程距离的可达性指标。然而很多系统的出行并不基于我们能看到的街道网络，而是依托我们看不到的线路，比如地铁，或是视线已经不太重要的线路，如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总之，我们需要将这些概念引入系统并对相关差别做出明确界定，以反映基于视线或无障碍移动的混合轴线与体现平面性的线路段之间的复合。这里的应用案例是墨尔本中心区，基本布局是网格状，但周边有一条地下重轨环线。图7.9是其轴线图和平面线路网络，我们将两种类型的线路进行了区分。中央商务区（CBD）的线路形态密度比起图7.9中看到的更高，而且中心区有地面有轨电车穿过。但是真正造成区别的是地下铁路，与地面街道通过5个重要站点相连接。如果一个人希望围着中央商务区绕圈，最快和最短的方式就是乘坐这条地铁，当我们将欧几里得距离纳入考虑时，地铁就对可达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你希望在中央商务区观光，那么长直的街道提供了绝佳的轴向线路。因此，希望快速到达某个地点还是希望观光一些地方，就会有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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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9 墨尔本中心区的街道网格及地下轨道环线

  


  在表7.2中，我们对原始和对偶问题的各自7种可达性测度方法的关联性进行了评价。结果总体上与表7.1加桑案例非常相似，出度、步长和加权测度之间具有高相关性。而另一方面，几种欧几里得测度方法间具有高相关性，但并不与前面一组方法相关。由于每条线上的点数量分布比起每个点上的线数量来说变化更大（平面性指标Ψ=1.033说明图非常接近平面），这些原始出度的指标间形成了一组密切相关的测度方法。不过，在涉及点的对偶问题中，这些出度指标和其他两组测度方法之间的关联度很低。总之，在我们开始探讨这些测度方法的空间分布之前，我们就已经掌握，对于原始和对偶问题来说，在步长测度方法和欧几里得测度方法之间都有相同的显著区别。步长测度方法通过句法分析视线之间的远近判断接近度，这与通过线和点之间的物理距离来判断有很大区别。这一点同样也清楚地体现在图7.9中，地铁与街道系统只有几个交汇点，但是它与所交街道的相对可达性很高，大大高于那些分布更加平坦的街道交点和连接交点的线条。


  
  表7.2 墨尔本中心区的7种距离测度方法间的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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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0展示了以线条粗细体现的线ℓi的基本出度图，以及三种关键测度方法ℓ（d）i、[image: d-2]（ℓ）i和e（ℓ）i的表面图。注意铁路线路上只有少数几个点。图7.10b和7.10c显示，按照不同视线的接近度分析，用步长和加权距离可达性两种方式在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区生成了最高的可达性。中央商务区物理中心的西南区表现出较低的可达性，这一区域的视线公共交点较少，主要网格被一个较窄的次级道路耦合网络所渗透。然而，当我们转向图7.10d的欧几里得距离时，铁路沿线站点附近的可达性较低，因为在这些点上可以到达的视线数量较少。


  
    [image: ]

    图7.10 基于（a）出度、（b）步长、（c）加权距离以及（d）欧几里得距离的线可达性表面图

  


  就点或街道交点间可达性的对偶问题而言，用步长距离或是欧几里得测度，二者区别甚至更加明显。图7.11a用简单的饼状图显示了每个点的线分布，在全部93个交点中，只有5个点上连接的线超过两条，这5个点上也都只有3条线。这体现了网络的平面性程度。图7.11b的步长测度与图7.11c的加权测度具有高度相关性，两者都体现出站点区域具有最低的可达性。这是因为那些区域能看到远程的点较少。而图7.11d则恰恰相反：站点的可达性很高，并且构成了中央商务区的中心地带，很多道路在站点附近相交。然而，由于设定的问题边界，图的最边缘区域在所有情况下都可达性最低。


  对图7.8和7.11的加桑和墨尔本的案例进行比较很有意义，两者之间有很多有趣的比较点可供继续探索。通过分析上面两种类型的距离测度方法可以发现，我们应该采用多种句法而不是仅仅其中一种，并理解与多种句法带来的多样指标和表面图相伴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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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1 基于（a）出度、（b）步长、（c）加权距离以及（d）欧几里得距离的点可达性表面图

  


  空间句法和地理图之间的重大差别体现了两种类型问题中距离的本质和含义。在句法中，出发点是作为线的街道之间的拓扑关系，而在地理问题中的关系是对节点之间距离的物理测度。实际上，两种类型的问题是基于同样的街道系统的几何布局，但结果却令人困惑，这也使得空间句法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着意义和含义的争论。尽管我们已经在这里阐述了区别，空间句法并不是一种几何或物理距离，而只是关注空间中两个点和线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正如二部图中的邻接性（adjacency），原始或对偶拓扑图中的二部关系，或者从这些图中生成的步长距离，邻近度（proximity）是探究城市空间句法结构的核心分析工具。


  然而还有其他邻近度的测度方法，看起来似乎都比传统的步长距离有重大优势。针对空间系统，贝拉和克拉拉蒙特（Bera and Claramunt，2002）构造了一个精妙的邻接性概念，考察一条线或一个点是否与其他线或点相连接，建立连接起点集与邻接终点集，然后对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求加权总和。我们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表达直接邻接度，比如我们之前在方程7.5中用过的：当ℓik>0时Zik=1，否则Zik=0。我们现在需要扩展这个定义以纳入对线和点的考虑，因此方程7.5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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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定义这些测度方法的出度（以及入度），因为这些决定了关联线和点的集合大小。从方程7.31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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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7.33右侧的两个部分都通过参数0≤α≤1取权重。第一部分是方程7.31所定义的邻近指数，如果一个元素i到一个邻近元素k之间有连接，则赋值为1。第二部分是一个相对测度，对起点集Ωi的邻近要素数量与关联k的终点集的邻近要素数量进行比较。这有些像一阶集聚系数，类似于瓦茨（Watts，1999）在小世界图中定义的集聚概念。加权总和本质上将i和k之间的直接连接与i和k通过元素z的有中间连接数量。如果i和k之间几乎没有共有连接，那么这个测度的影响将会降低，比如当权重都相等。当然，权重本身控制了直接和非直接邻近的强度。


  线性方程7.33的系统对于邻近矩阵（比如强连通性）的特定最小约束有唯一解。我们通过迭代对这个系统进行求解。由于这里的问题所涉及的规模较小，如加桑有41条线和63个点，墨尔本中心区有25条线和119个点，求解的过程很快，每个案例中的对偶或原始问题都不超过20次迭代。该解有一个重要特征，相对邻近度的结果矩阵[R（ℓ）ik]和[R（ρ）jl]并不对称，这揭示了一个事实，一个街道或交点集中从i到k与从k到i的可达性是不同的。然而其中没有涉及单向连接，因为本质上基本的邻近度图不包含方向。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核查相关矩阵的出度和入度，对于线（以及随后的点）来说，它们可以表示为：


  [image: p256-1]


  实际上，我们可能认为这些测度方法之间会很接近，因为方程中考虑的相邻集仅仅移动了一步。这要求我们提出能够度量超大步长情况下的高阶邻近度的方法。尽管贝拉和克拉拉蒙特（2002）没有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拓展他们的方法，他们的研究展示了如何用多种变量对该种测度方法加权，这些变量反映了诸如距离、周边和区域等内容，并如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提出了如何处理欧几里得距离信息。


  我们以加桑和墨尔本中心区为案例介绍了这些邻近测度方法，并将它们与表7.1和7.2中的7种测度方法间的关联度，在表7.3a和7.3b中分别罗列出来。这里的比较呈现出与表7.1和7.2相同的结构，这两个案例中反映出在对偶和原始问题中，邻近测度方法与所有的传统测度方法有很强相关性，而与欧几里得测度方法则相关性很低。如同之前分析中与点分布的相关性，对于相对邻近度，两个案例中的出度指标的相关度都较低，因为点的出度几乎没有什么结构，反映出每个案例都接近平面性。相对邻近的入度和出度的相关度很高。对此，一种更加图形化的表现方法是用表面图来描述这两个案例，图7.12（a至d）描述的是加桑案例中的线和点，而图7.13（a至d）展示的是墨尔本中心区案例的线和点。


  
  表7.3 加桑和墨尔本中心区的9种测度指标的相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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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2和7.13体现了在这两个案例中相对邻近测度方法是几乎对称的，这种情况应该存在于表面基本被街道覆盖的系统中。根据事物邻近（比如普查地块的管理单元）的真实结构进行应用，对称性的缺乏就更加重要，但是这些案例中并没有这种情况。实际上，邻近指标中体现了在加桑案例中，原始问题中线和对偶问题中节点的邻近度非常接近，除了北部轴线在原始问题中的重要性要强于对偶问题。墨尔本案例中，原始和对偶之间的一致性较低，基于线的原始问题表明邻近测度在中心区域的覆盖比起点在对偶问题中要大很多，其中南北轴线在可达性表面产生的条状带扰乱了覆盖。与欧几里得距离的测度不同，铁路站点的位置和由于它们远离视线而与街道系统相对不可达性，说明了在中心区域中这些点邻近度的相对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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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2 加桑案例中原始和对偶纯粹句法分析的相对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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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3 墨尔本中心区原始和对偶分析的相对邻近

  


  7.8 推进城市网络科学


  最近的两章通过图形方式揭示了，基于轴线及其交点的可达性指标，与基于点和线之间物理距离的可达性指标相比，两者有很大差别。这两种类型的测度方法意味着两种不同的问题，但是两种问题仅仅是概念上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基于相同的物理关系网络定义的：包含了轴线图的街道网络。实际上，我们已经将生成的网络限制为只有两组对象的关系系统，并且两组对象都属于空间网络。从二部关系中产生的原始和对偶问题的图，总是以不同方式嵌入欧几里得空间，但是这种方法真正的用武之地是在开始的二部关系中，可以只有一组对象是明确的空间对象，而另一组是社会性的。或者，从某种类型的网络转换成另一种的过程中会产生二部关系间的联系。这是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篇中采用的方法，我们将空间作为背景，提出一些用网络来影响设计和规划等思想的方法，并最终构建二维和三维空间。总之，迄今我们所展示的空间网络中的不同距离概念，可以用于发现不同类型网络空间的耦合方式，但是这些不同的概念意味着不同的观点。我们之前也阐述过，将它们关联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从构建和生成不同类型的城市网络的角度来说，这只是冰山一角。确实，对于耦合网络的研究代表了目前网络科学的研究前沿，在将不同内容和目标的网络联系起来的难题中往往涉及了不同传输媒介，也是一个重大挑战（Buldyrev et al.，2010）。


  案例中我们涉及的是纯粹空间句法问题，轴线仅依据视线来定义并用于阐释物理距离。我们有两个基本上可分离的问题，有能力对基于视线的可达性与基于物理距离的可达性进行比较。我们使用这些工具希望处理和解决的部分问题包括，这些可达性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并产生在城市中出现的形态，所以我们试图理解我们周边的城市形态（Hillier，1994）。因此就面临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选择哪种方式来定义可达性，从而符合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是需要对几种方式进行组合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将在第9章中再次讨论这些问题，将这门科学与传统模型、集聚空间互动模型以及行为模型联系起来。


  混合句法问题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将物理和拓扑可达性分离观察。街道网络可以是建立在视线基础上的，但网络中总有一部分是没有视线的，而物理可达性这时是最重要的。当实际线路所决定的可达性是混合的，我们需要比较不同的步长可达性和物理距离可达性。解决的答案很可能存在于识别不同类型的街道网络中，并以此为方向调整分析过程。不过，整合每个问题中的不同测度方法的任务依然存在。这又带来另一个挑战，即弄清楚对于原始和对偶问题的可达性测度方法来说，是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欧几里得空间与视线、步长距离区分开来。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是在线和点之间相互关联或混合时，如何生成不同的测度方法并使用它们。


  我们似乎有点偏题到了邻近度的测量上，它与基于步长的传统空间句法距离高度相关，增强了测度邻接的需求而非测度几何，这表明这两章中的内容只是一个开始，对复杂网络中的距离下结论为时尚早。因此，从一开始讨论原始的对偶、线和点的一致性，转变为讨论拓扑、欧几里得、邻近距离以及它们在系统中的混合，这样的系统中很清楚有拓扑和物理距离，但是可能反映了不同的目的。正是这些不同目的影响了城市形态，所以还需要在未来对这些距离和可达性进行进一步比较。我们将这些问题留作开放讨论，接下来将回到区位，并同时检验城市形态和结构，它们的网络特性总是比较浅显。下一章，我们的重点是围绕树状分形结构的简化网络概念建立形态学，这将给我们的科学万花筒增添另一个新视角。


  第8章

  分形生长与形态


  
    我们对生长这一复杂现象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因而要就此提出设想和建议未免显得有点草率。


    ——达西·温特沃斯·汤普森（D'Arcy Wentworth Thompson）

    《生长与形态》（1917，第282页）

  


  距达西·温特沃斯·汤普森发表他关于形态科学的开创性著作已近100年了，虽然这是本生物学著作，但是它对于社会世界如何应对同样的挑战也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达西对自己当时的理解始终保持缄默，反而显现出了他的先见之明，因为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建构起一套城市理论来解释城市的演化和发展机制。在上半个世纪中，研究者由关注系统平衡慢慢地转而关注总体动态性，近年来又开始关注自下而上的动态生长与变化（Batty，2005）。目前我们认识中的城市已经不再是静态平衡的了，而是动态变化的，其体系可骤然变化，带来出乎意料的结果。这些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们之间会交互影响从而产生令人意外的效果。这些过程也有次序，正如第1章中提及的，在这里我们将之视为生长的标志。但是由于在大部分研究中城市还是被看成是处于平衡状态的，所以我们在城市形态变化方面的认识还十分有限。我们在前两章中关注的完全是城市的平衡性质，而且目前为止我们在本书中涉及的动态变化大多与日常变化有关，例如日常出行，而没有涉及更长期的变化。在这章中，我们将对此进行调整，从长期演化的视角来看城市发展，同时我们也会确保将到目前为止所介绍的复杂性特征与城市生长过程联系到一起。


  虽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探讨到城市网络或者空间的动态性，但是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涉及许多复杂性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在前几章中，我们不厌其烦地强调模块性、自相似性、循环性和等级体系这些概念，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概念对于理解城市形态和结构是如何组织的非常关键。的确，那些演化相对平稳的系统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们是以模块为单位发展变化的，它们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在规模和复杂性上慢慢演化，逐渐调整接近于与它们最相似的其他组成部分。亚历山大（2003）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是一种结构保存性转换过程。在他看来，这些转换会带来本地化改造，使每个组成部分在位形上逐渐趋同，从而影响到每个系统。他写道：“一个复杂系统如何找到良好的位形？从理论上讲，我们也许会说，系统在位形空间里的路径几经调整最终总会找到适应良好的位形。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找到这个路径：这个路径应该是什么样的才能实现良好的适应？”他对于这个问题所给出的解答与达西一个世纪前给出的解答一样，都是开放的。他继续说道：“虽然关于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者给出了几个初步的答案，但是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问题。”（第19页）


  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1915/1949）在其《进化中的城市》里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小小的变化会引起巨大的影响。的确，他称之为“保守外科”的变化就是城市发展的方式。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规划都是通过大规模的改动实现的，虽然60年代早期的研究者如克里斯托佛·亚历山大（1964）和简·雅各布斯（1961）等都继承了格迪斯的衣钵。他们的观点与汤普森（Thompson，1971）的观点完全一致，并且渐渐地使我们意识到在干预复杂系统时需要格外谨慎。也就是说，我们的规划是在“自酿恶果”，因为及时适时地根据当地环境做出微调会比20世纪大部分时期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成功率来得高。这也是达尔文关于生物系统所要传达的信息，也就是：物种进化必然会经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在这个缓慢推进的过程中，适应力最强的个体会被保留下来，剩下的就会被淘汰掉。这一观点在解释城市等非生物组织的生长动态方面越来越受到推崇。在所有尺度上，等级的出现都是形成复杂体系的标志。并且，随着数字化计算能力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模拟出这样的演化过程了，根据这样的模拟，我们可以对比不同的规划设计，从而在一系列规划设计中选出满意的那一个。


  如果我们能够说明通过模拟可以得出理想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那么我们就可以提供一种相较于之前提及的方法更为谨慎、更少干扰的方式来治理我们的环境。城市规划中，通过微小的变化来巧妙地改变城市形态往往比大规模宏伟的规划更能够成功地营造一个宜居且可持续的环境，这一思想应该归功于达尔文的理念（Hamdi，2004）。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新的规划方式，我们将通过类比，运用隐喻来说明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并再次阐明模块性、等级、自相似性以及物理形态和职能形态上的城市规模等概念，从而说明基本的职能是如何演化出等级程度不同的模式。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密度填充空间，扩大范围，并通过不同的模式带来人口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从而使其组成部分得以发挥其功能。我们将给出一个简单的扩散模型，并将其一般化来说明城市形态和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也会提到历史上城市规划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应该根据有机增长的机制来进行规划而不是背道而行，与有机增长的机制背道而行也是20世纪城市规划中一贯的做法。


  在这一章中，我们不会给出亚历山大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会假定在几何形态上引起明显变化的局部调整深刻地影响了城市演化发展的方式。我们也会引入分形几何（fractal geometry），即等级及自相似性的几何表现形式，这与我们之前关于规模和比例尺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特别介绍导致在不同比例尺度上产生自相似形态的生成机制，这种机制从某种程度上会带来动态增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会通过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来检验这些观点，这种模型如今已经成了发展研究中备受推崇的一种研究工具，在这一模型中，城市被视为可以改变现状的细胞分格，通过局部改造就可以产生类似于低层过程的更高等级的模式。迄今为止，除了简单说明人口规模如何演化之外，在本书中我们还没有介绍过生成过程的模型，但是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一些深层的机制，在实证研究中我们用于解释城市发展的模型就是基于这些机制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介绍一些更为传统的横截面模型，并在具体案例中说明这种模型的应用。在这一章节中，我们会通过系统模型的思想来阐述，而不会一一列举网络描述，这也是我们这一章的出发点。我们出于实用主义的思想选择通过系统模型来描述，但是也希望读者能够将这些工具推而广之，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总而言之，我们的方法就是类比和隐喻。


  8.1 模块性、层级性与自相似性


  模块化架构不仅仅是一个能够保证系统所有组成部分有效并持续结合在一起的功能过程，也是一个能够促使系统有效运转的操作过程。例如，关系到城市经济运行的不同职能取决于人口是否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并且职能越是具体，需要维持的人口数量就越多。简而言之，越是细分的职能越需要获得规模经济，以便不同职能模块的规模和间隔可以在不同等级层次形成常规模式。这些职能模块继而会被复制，并根据其规模进行改变。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几何来说明如何测量一个物理模块，并产生一个在所有尺度上都相似的分形。想象一下，为了在一条中间有障碍物的直道沿途设置栅栏，我们现在需要扩大空间。如果我们将这条道分成同样长度的三段，取其中两段，如图8.1a增加两段顶端相互接触的栅栏从而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我们就可以绕开障碍物。但是，这就明显地将直线L的长度增加了一个单位（其原来的长度为三个单位），所以栅栏的新长度就变成了（4/3）L。如果我们继续将每一段细分成三段，重新安排中间一段的位置形成同样的等边三角形，我们就会进一步增加栅栏的长度，但是增加的幅度比原来要小。如果细分后的四段每段都再细分，那么栅栏长度就会在原来增加了4/3的基础上又增加4/3，也就是说新的栅栏长度就会变成（4/3）（4/3）L。我们可以不断在越来越小的尺度上继续细分，这样在第n层次栅栏的长度就会变成（4/3）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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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构建空间填充曲线：科赫雪花曲线

  


  我们现在将最初的栅栏定义为直线L（1），那么直线L（n）的长度就可以定义为


  [image: p265-1]


  其中ϕ是复合标度比，在这个案例中为4/3。显然，我们可以改变这个比例。当这个比例达到2时，就意味着这条线充满了整个二维平面。这种架构就是在不同尺度上循环应用同一法则，然后产生一个自相似的模式，在这个案例中，自相似的模式就是每个尺度上都会出现一个三角形，这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整个架构的标志。这个自下而上的结构产生了一种分形图形，即一种常规几何图形，其中包括了间断的，有时从统计学角度看并不规则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在不同尺度上被重复，反映了一个被不断迭代的相同过程。这种模式内在包含一个等级体系，这一等级体系可以被抽象成如图8.2所示的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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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构建分形图形时构成部分的等级层次

  


  我们以上说明的这个迭代过程会产生很多奇怪的结果。首先，如果这种不断增加类似结构的过程无限循环下去，那么这条直线的长度就会变得无限长，但是很明显，由此产生的形状所包围住的区域，无论是在图8.1a的科赫曲线中还是在图8.1b的科赫岛（也称为科赫雪花）中，其面积都是一个固定的值。其次，如果这条直线变得越来越曲折，那么这条欧几里得维数为1的直线看起来就似乎有了平面的维数2。空间填充的理念可以被归纳在分形维度的思想里。阐释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以下方程计算新直线N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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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K为比例常数，可确保比例与背景相符，ε为比例因子，可按比例增加现有直线数量至下一次迭代，D为分形维数。事实上，对于图8.1中的定率分形，每次迭代比例都是固定的。


  显然，在任何一个尺度上，分形维数都可以通过以下方程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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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假设K是一个统一的常数，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一系列图形的分形维数，由此我们就可以得知代入比例因子ε得出的N为多少。在科赫曲线中，N=4且ε=1/3，因而D=log4/log3=1.2619。很容易看出，如果直线增加的速度小于比例因子，那么其维数就会保持为1，这也是直线的欧几里得空间维数，但是如果其速度为因子的两倍，也就是N=4且ε=1/2，那么维数就会等于2，这就是一条真正充满空间的曲线。如果我们在不同的尺度εk上，也就是在不同比例因子的情况下，有一系列数量为Nk且实证测量过的线段，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最小二乘法通过方程8.2计算出分形维数，如下


  [image: p266-3]


  图8.1a中的科赫曲线维数大约为1.26，而比这更曲折的曲线如峡湾海岸线，其维数大约为1.7。相对和缓的曲线，如澳大利亚南部的海岸线，其分形维数大约为1.1。事实上，分形概念的提出者，本华·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于196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题目为“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统计自相似性和分形维数”。简而言之，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不规则，并表现出自相似性的形体就是分形，它们的维数介于它们本身的维数和它们试图填充的空间的维数之间。在城市中，通过特定形式的发展来填充二维平面，不论是开辟地块还是设立街道，也不论是以何种密度填充，其分形维数都在1到2之间。因此，这个维数，作为分形图形的维数，也成了城市形态的特征。如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城市视为建筑师杰作所产生的分形（Batty，1985），并且这种观点在不同语境中，不同尺度范围里不断被重复阐述（Batty and Longley，1994;Frankhauser，1994;Salingaros，2005;Salat，2011）。


  然而，从字面意义上看，有一种形态更适合称为分形，这种形态就是由一个形体或者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形体所形成的图形，这种图形往往是树状的或者是树突状的。如果我们想要将能源从某个中心源运输到许多距离较远的地点，那么建立一个距离中心源越近，存储能力越大的基础设施就越有效率。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用图形来表示这点，因为如果在这16个点周边设置一圈衔接点，而不是让这16个点中每个点都直接与中心源建立连接，那么我们就能够更有效率地将这些连接线集中起来从而最小化中心源与各点之间的距离。在图8.3a中，假设每条连接线的长度为单位1，则连接这些地点（“填充空间”）所需要的连接线的总长度为16个单位，相比之下，如果将这些路线如图8.3b所示集中为两条，然后是四条、八条，则所需的运输路线总长大约为图8.3a中路线总长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具体为多少取决于具体布局。越靠近中心源的运输路线，运载量越大，因而花费的建造成本也越大。然而，这也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为了节约资源（几乎每个案例都会有这样的考虑），我们必须有效地填充空间。图8.3中的树状结构为分形，图8.3b直接反映了自相似性，也反映了一个在空间上铺展开来的等级结构的建造模式。这与我们第3章中谈及的很多网络是相关的，尤其是交通网络的异速生长，以及我们上一章中探讨的分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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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 等级结构：从中心源输送


    注：a.每条运输路线都是独立的；b.将运输路线重新安排形成一个更为有效的结构。

  


  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设计建造的体系中，都有许多这种等级结构的例子。如图8.4a中肺系统原理图所示，血液、氧气、电波信号等通过动脉、血管、肺和神经等树状网络被传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如图8.4b所示，植物向上从空气中获取氧气，向下从土壤中获取其他养分。图8.4c更贴近我们的关注点，也反映了我们上文提及的路径系统。图8.4c显示的是一个英格兰小镇伍尔弗汉普顿的街道系统（2001年人口大约为300 000人）。显然，传统的街道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序，其中市镇中心的环形公路是自上而下规划好的，也证明了我们上文提及的观点，城市形态往往是由不同尺度范围内的决策意见所塑造的。图8.4d为建筑公司棕榈岛集团在迪拜海岸外建造的一系列棕榈岛之一。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在填海造陆时节约资源的必要性，在这个案例中，交通和能源输送是主要的障碍。


  这些案例补充说明了第3章中介绍的网络，但是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这些网络的演化和生长动态，这些网络大部分都是自下而上建立的，只有一小部分是自上而下规划建立的。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论在哪个时间点上，我们都很难得知城市将来可能形成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念，技术水b平和社会规范。所以，城市发展的方式往往反映了其发展时主导的理念，彼时的效率和公平状态。为了说明我们如何根据这一过程建模，我们可以抽象概括出两种主要驱动力，一种是任一个人、开发商或者消费者对空间的需求，与之相对的是想要离“城市”尽可能近以实现规模经济的需求。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在第1章中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模型反映了我们至今所提及的所有概念，现在我们将进一步把这个模型发展成一个模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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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4 空间填充等级体系

  


  注：a.人类肺系统原理图；b.树内部运输系统原理图，上方为空气，下方为土壤；c.英格兰小镇伍尔弗汉普顿的街道网络；d.棘手媒介上的空间填充：棕榈岛集团在迪拜建造的棕榈岛。


  8.2 模拟空间填充生长


  我们的模型基于两个关键的驱动力。首先，城市的存在促进了劳动分工和规模经济（或者所谓的集聚经济）的产生。这一点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探讨过，并援引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的观点。100多年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说：“相邻城镇间，从事同一种行业的人们从彼此身上获得的利处是相当可观的。对他们来说，相互之间就不再存在行业秘密。”（引自Glaeser，1996）我们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城市存在的前提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必须相互联系且在空间距离上相互接近。这就意味着城市的新进入者必须在空间距离上与城市的原住民相接近。但是，同时，每个人都会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个人空间，也就是说他们会希望与他人的空间距离尽可能地大一些同时又要确保自己仍然居住在城市范围内。这可能会带来人口密度的降低，但在曼哈顿地区，通过建造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人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另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也有越来越多创新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即便人们的方式可能存在很大的区别，在这里我们仍然把第二条原则理解为：人们希望居住在现有城市的边缘地带而不是中心地区。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事实上无须强调空间邻接性，因为不需要空间邻接性，城市也可以建立起一个联系网络。但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一点，我们假设城市联系网络的形成需要建立在距离相近、空间相邻的基础上。


  由此，我们就可以建立我们的模型。想象一下，一个商人决定寻找一块居住地，他往往会选择在一条贸易通道和一条河流的交界处落脚，因为那里土地平坦，土壤肥沃。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发展而来的，由于自身相对的自然优势而被人们选中成为定居地。现在想象一下，另外一个人正在寻找一块永久居住地，他来到了这个孤独的商人的居住地附近。如果这个人偶然到了这位商人的居住地附近，他可能会决定在此定居下来，虽然在广阔的腹地可能还有许多商人没有来到这块居住地，也没有找到这个急需的定居点。然而，有一定比例的人有可能找到这块居住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里的商人数量越来越多，这块居住地就会发展起来。随着这块居住地的发展，它被发现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因为它占有的空间会越来越大。就这样，通过这些简单的原则，我们就可以展现城市发展的形态。图8.5a就是这一选址过程的示意图。定居点位于圆心位置，由黑色实心点标出，在定居点外围一圈是居住人口。黑色实心点就是最初商人居住的地点，其他个人由灰色实心点标出，他们随机游走开始寻找定居点。在每个阶段，他们都会对随机游走的方向做出决定，到底是向上向下还是向左向右。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平面上随机游走。如果他们移动到了黑色实心点周围的单元，就会停下随机游走，定居在这个单元上，这时他们的标识就会由灰色实心点变为黑色实心点，这意味着他们的位置现在固定下来了，不再变动了。第一个停下随机游走的点就是在最初的黑色实心点边上的黑点。这几乎就是选址过程的全貌了。我们看到了最终的形式，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之前并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很多人就会猜想，结果一定不会是一个树状结构，而会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块状结构。


  我们把这一过程在图8.5b中展现出来。在第二个商人在已知黑色实心点附近定居后，另一个商人发现这一块定居地而不是另外的定居地的概率只上升了一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生长锥的线性边缘模式开始突显，渐渐地，其他商人就不可能再进入聚落的内部，他们更可能聚集在聚落的外围，这样，聚落的范围就会不断扩大。这种扩张要想形成一个高密集度的块状结构，其欧几里得维数必然要接近于2，但事实上根据很多领域实证调查得出的数据来看，这一结构的分形维数在1到2之间，大约为1.7（Batty and Longley，1994）。这个结构，同其他任何枝晶结构一样，都是分形，从它的形态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其自相似性。我们只要将任何一个分支独立截取下来，就会发现这个分支反映了整个结构的形态，正如我们可以从一片树叶看出一棵树或者一株植物的整个结构一样。如果我们增加随机游走经过的网格的清晰度，如图8.5c所示，我们就会得到越来越精细的树状结构，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分形结构。


  这种形态是通过扩散限制聚集模型（DLA）产生的，在物理学中这一模型被广泛地应用于产生晶体状结构和研究物质之间的相互渗透，例如研究油如何扩散到水中（Stanley and Ostrowsky，1985）。如果将浓缩的肥皂液倒入洗澡水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使人联想起迪拜的棕榈岛度假胜地是如何被“逼进”海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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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5 通过扩散限制聚集模型产生的聚集城市生长

  


  一般来说，一个高密度的物质在融入低密度物质中时，都会形成这样的模式。当然，一个模型也就是在其假设的范围内站得住脚，但是我们也可以对DLA模型进行调整，从而产生许多不同的形状，其中有一些甚至与我们在真实的城市中看到的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如果我们放宽标准，不再限制在此定居的个人必须居住在已经确定的空间范围内，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DLA模型从而产生一个更为稀疏的结构。另外，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距离阈值，或者我们可以强调一个定居点必须至少有两个人定居。这样，我们就可以改变密度，从而产生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结构或者一个定居限制很宽松的致密线性结构。扩散限制聚集模型的这些延伸在其他作者的著作中都有探讨过（Batty，2005）。


  这些生长机制导致了空间填充模式的产生，这些模式往往是线性的而不是紧致的块状结构，并且空间是被网状组成部分填充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生物体内部能量输送是相似的，生物体的新陈代谢遵循不同的异速生长比例定律，比如我们在第1章和第3章中介绍的那些定律（West、Brown and Enquist，1997）。在那些章节中，我们说明了单一中心的城市如何缩短交通距离，这些城市依靠集中于城市中心的树状网络结构来输送能量，并且我们假设在单一中心城市中，每个人都在向城市中心聚集。这与DLA模型是完全一致的，因为DLA模型就是在一个中心点周围生成一些活动。如果我们放宽这个模型的标准，加入若干个中心，甚至在没有覆盖到的地区设置一些中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保有网络特征的多中心结构。同样，我们也可以放宽异速生长网络模型的标准，正如第3章中指出的，继萨马涅戈和摩西（Samaniego and Moses，2008）之后，比例关系开始产生统一的改变。实质上，我们的讨论所要说明的是，相对鲁棒且简单的城市选址模型更有可能产生网络结构，而不是密集的群聚结构，产生群聚结构只能说是个例外，而不是一般的规律，因为对这些模型来说，相互之间的联系对活动的选址来说是十分关键的。简而言之，产生那些城市分形结构的当代选址结构实质上是在重复那些构成城市主要框架的网络结构。


  8.3 真实城市与复杂模式


  城市依靠象征能源运输线的树枝结构发展起来，并通过这些枝状结构将能源输送到遥远的地区，关于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尺度上的树状结构，我们有很多的例子。从图8.4c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图8.4c反映了伍尔弗汉普顿的街道网络结构，但是城市并不是纯粹的树枝状结构。出于不同的交通需要，不论是需要不同网络结构的不同模式，还是决定人们贸易和沟通方式的社会和电子网络，不同的网络结构在城市里相互叠加。第1章的图1.4以及第3章的图3.10，展示了伦敦交通网络的不同地图，这些交通网根据不同的交通量和相对距离构建起一个路线等级和模式，这些等级和模式反过来又与用于运送人口和物质的能源紧密相关。在图8.6中，我们给出了伦敦地区街道交通网络地图。根据输送能源的不同，这些街道由不同的颜色来表示，我们主要通过街道交通量来区分不同能源，不同的街道交通量由不同的颜色指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街道运输能力、拥挤状况或者饱和度。这也与可及性模式紧密相连，因为这一模式反映了地区之间的相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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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6 大伦敦地区地面街道有机演化网络结构图

  


  正如我们在前两章中指出的，街道网络是阐释城市如何自下而上发展的绝佳案例，因为它们构成了城市里其他一切事物赖以运行的基本结构。我们可以从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看出，交通和土地利用是紧密相连的。的确，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城市扩张在英国的快速发展，“带状”发展成为与交通发展相关的土地利用模式，当时的土地利用主题就是要控制城市的迅速扩张。我们还可以在很多城市发展的模式中看到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图8.7展示了美国东部城市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在过去两百年内的城市发展，从图8.7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城市如何沿着辐射状的交通线路发展起来，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铁路系统迅速发展的时期（Acevedo、Foresman and Buchanan，1997）。随着城市变得多中心化，城市各部分越来越各司其职，新的中央商务区，如“边缘城市”也继而建立起来，因而这些沿交通路线发展的模式也渐渐瓦解了，但是至今这些模式还是很重要的模式。


  这些模式在不同尺度上重复出现，但是它们并不是在每个空间尺度上都被如实地复制，因为很明显，每个人的品位和价值观念都是不同的，因而他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另外，城市形态上出现的这种相似性是一种统计自相似性而非我们在图8.1科赫雪花曲线中看到的严格意义上的自相似性。


  事实上，虽然一个城市的交通路线模式往往是辐射状的，集中于几个关键的枢纽，并根据重要性不同分层级，形成一个反映不同交通技术、运输能力和传播速度的等级层次体系，但是街道系统还是很明显地反映了空间填充的原则。在地方层面上，关于街道系统更多的是有意识的规划和设计，尤其是对于那些出于实际建造、融资和销售目的而独立出来发展的区域。例如，住宅区的住房往往建立在单向道上，周边都是尽端路，这么设计通常是出于限制发展、交通管理和安全的目的。在下一节中我们还会回过来做进一步说明，因为在下一节中我们会探讨如何通过显式设计和规划来更有意识地建立这样的结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模式确实会在不同尺度上重复出现，从它们的统计分布以及形态自相似性上就可以看出这点。


  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图8.6伦敦交通发展以及图8.7巴尔的摩城市发展中看到的DLA模型对现实结构的模拟适用范围有多广？当然，这个模型说明了我们上文提及的两条原则或者两种驱动力是如何相互作用产生一个在若干特征上与现代城市相似的结构的。它仅仅是一种形象的方式，用来强调这样的概念，即自下而上，不协调的变化会带来一个高度有序的结构——分形。分形正是通过这种相对简单的过程产生的。我们可以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具实际价值，但是要让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在战略规划中应用这些操作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要将这一模型植入一个有真实特征的空间或者地域，就可以把这个模型变得更具实际价值。在图8.8中，我们对威尔士卡迪夫的发展进行了四次不同的模拟，卡迪夫的发展受到海岸线和河流的限制。我们设置了两个发源地，一个在历史中心，一个在码头边沿，然后让DLA模型根据图8.5中的方式运作。由此，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将这个城市一分为二的河流对某些城区的发展速度有所影响，然而卡迪夫有两个中心，且它很难产生一个在历史上两方发展都相互均衡的模式。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个模型并没有包括那些会影响两个中心之间竞争的因素。巴蒂和朗利（Batty and Longley，1994）曾经对仿真有更为深入的探讨。但是，这个模型只能模拟那些在其假设之下产生的模式。而这些模拟也为说明和检验未来关于城市形态的各种假说提供了一种方式。为了了解如何生成这样的结构，我们有必要了解如何设计和应用这些模型以产生有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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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7 巴尔的摩二百年来的城市发展


    资料来源：Acevedo、Foresman and Buchana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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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8 通过应用扩散限制聚集模型或者DLA来模拟卡迪夫的发展


    注：从左上的a到右上的b到左下的c再到右下的d，对d发展的限制逐步降低。

  


  8.4 通过元胞自动机模型生成和模拟城市


  8.4.1 元胞自动机机制


  对于我们的模拟过程，我们需要施加比DLA模型及其变量所提供的控制更大程度的控制。事实上，我们是通过生成代数来生成之前的聚类结构的，而生成代数是许多产生模式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自动机的基础。自动机往往被广义地定义为一个有限状态机，它受输入内容驱动，从而改变机器的状态，也就是输出内容的取值。输出内容可以继而被用作输入内容从而推动状态转换，我们可以对这一生成过程进行调整来重复产生我们这里介绍的模式。例如，DLA模型输入的是一个在单元格间移动的个人，如果空间出现一定状况，这个人就可以将单元状态由未开发转变为已开发。这点，当然是同时在许多个人那里进行的。把空间看成一系列单元格就把我们的问题转化成了几何问题，虽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在这些模拟中，城市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但是事实上，一般的自动机，尤其是空间自动机其实可以是任意形状任意维度的。


  我们这里用于生成实际发展的自动机被称为元胞自动机（CA）。我们设定根据一定法则将每个单元状态由未开发转为开发的网格为一个常规的单元网格。那么，元胞自动机的组成元素就包括一系列有若干种状态的单元，在这个案例中，主要是已开发与未开发两种状态，并且可能衍生出不同类型的发展；处在上述单元四周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位置上邻近的八个单元；以及一系列转换法则，这些法则规定每个单元如何根据周边八个方位上邻近的八个单元的布局、状态以及特性来改变自身状态。现在我们从网格中心一个单元的最初状态开始，并应用这一法则：若一个单元周边存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单元，则这个最初的单元周边会存在一种扩散作用，这种扩散反映了一个连续传播的过程，正如运动中的物质会扩散一样。这种扩散是成方形进行的，因为其基底的网格是方形的。如果我们将网格设置为圆形的，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扩散范围变成圆形。在图8.9中我们标示出了这种扩散作用以及产生自动机的内在法则。


  我们会从形式上研究这些模型。它们是所有城市模型中最简单的，因为它们将人口与环境完全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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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9 元胞自动机：单元如何产生


    注：a.围绕中心单元的8个邻近单元。b.中间：网格中的所有单元。如果网格中的一个或多个单元处于一种特定状态，在这个案例中指已开发的状态（即图中黑色单元），那么其周边的单元（即图中深灰色单元）会转变成已开发状态。如果将这一基于邻近单元的法则应用到网格中的每一个单元，那么结果就会是c.围绕中心单元（即图中黑色单元）一周的单元都会变成已开发状态（黑色斜线区域）。

  


  本质上，环境的组成部分与人口的构成部分是相同的，因为在任何时间点上确定环境范围的地理空间单元就相当于人口中的每个构成单位。现在假设元胞自动机模型中的每个单元i在t时可以处于多种状态Ait，也就是说人口单元可以改变自身的特征。当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单元i在t时只可能处于开或者关两种状态中的一种，从城市的角度来说可以指单元正在被开发或者单元尚未被开发。用方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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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更为复杂的元胞自动机模型中，每个单元可能会有超过一个的人口对象。如果一个单元只有一个人口对象，那么即便这个人口对象有多重特征或者其状态会发生多种变化，这个模型还是属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的范畴。简单来说，如果一个单元有两种以上的状态变化，那么这种状态变化往往用来反映土地用途的改变，例如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当然b它也可能与人口对c象特征的变化相关，比如人口收入水平、年龄等的变化。这个公式是完全通用的。


  如图8.9所示，严格来说，元胞自动机模型是不存在超距作用的，除非是在狭义上。在元胞自动机模型中，一个单元会影响离自己最近的单元或者被离自己最近的单元影响，如果我们指的是个空间体系，那么这里的“近”指的就是空间距离上相接近。这是我们将新单元出现纳入模型的唯一方式，因为如果一个单元的影响范围超出了离其最近的单元，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追踪新出现单元对最终整个空间结构的影响了。正是因为如此，元胞自动机模型可以用来生成分形结构，分形结构中同一模式会在不同尺度上重复出现，而且只有当体系发展演化时才会出现。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解释说明严格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假设集合ZI是一个正方形网格上的一组邻近单元。通常情况下，一组邻近单元统称为摩尔型邻域（即位于单元四周八个方位的单元，如图8.9所示）或者冯诺依曼邻域（即位于中心单元东西南北方向上的单元）。我们将函数Fit定义为ZI邻域里的串联效应。如果这个函数取一个确定的值，则上文所述单元i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化。假设我们的法则（当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法则）是：如果这个函数的值大于一个确定的阈值Ψ（即处于已开发状态的邻近单元个数的总和），那么所述单元i状态就会发生改变。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单元尚未开发，其状态就会转变为已开发；如果这个单元已被开发，那么它就会保持已开发的状态。根据方程8.5的定义，可以得出以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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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看出，这个过程会带来扩散作用，始于单个单元。如果我们假设阈值Ψ=1，则处于中心单元四周八个方位上的八个单元会首先被开发，然后是这八个刚刚被开发的单元周围的单元会被开发，以此类推，这种循环最后会带来中心单元周边一个方形地区的发展。事实上，在这个案例中，时间和空间被融为一体，这也是常规空间扩散的关键标准。关于这些观点，巴蒂（Batty，2005）有更为深入的阐释，他提供了很多关于严格的元胞自动机模型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基于代理人的模型形式的阐述。


  如果元胞自动机模型的邻域法则变得更为复杂一些的话，那么就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几何分形，在已生成的结构中也可能存在关键的空间定位和偏倚。然而，在元胞自动机建模过程中，邻域、规则和生成过程往往是完全统一的，所以一旦引进了不断变化的邻域和不断变化的规则，模型就不再是元胞自动机模型了。实际上，在城市规划中运用的模型很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元胞自动机模型，而是细胞空间模型，这些模型是根据实际土地问题和基于栅格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地图代数建立的。它们并不会生成任何可识别的突变模式，且都放宽了对于领域规模和单元转变法则的限制。图8.10为三个通过摩尔型邻域生成的典型元胞自动机模型。第一个是简单扩散模型，其中每个邻近单元的发展都会影响所述单元的发展；第二个是应用分形生成法则的简单扩散模型，其中生成的单元模式决定了法则；第三个模型是以一个更为复杂的单元模式为基础的，这些单元来自一个引导增长的邻域，在这个案例中这种增长指的是一个给定方向上的随机增长。这些就是构成自动机基础的结构，其所有在现实体系中的应用都包含图8.10中用于生成模式的递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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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0 经典元胞自动机模型


    注：a.网格上的最近邻物理扩散；b.科赫式分形扩散；c.定向扩散限制聚集。

  


  8.4.2 基于单元模型的应用


  在开发空间应用程序时，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放宽元胞自动机模型的标准。首先，通过设定不同单元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已开发单元的发展速度。如果发展速度是一个单位的单元，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外部限制来控制发展速度，但是正如所有放宽同质性规则标准的案例一样，这时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就不再能够以同样简单的方式生成图8.10中的突发模式了。而且，为了将多样性和异质性直接引入最简单的模型中，有时邻域中单元的单元计数或者串联会被转化成一个概率函数，这个函数继而通过一个随机数生成程序来调整发展速度。例如，方程8.6和8.7中的结构现在变为：


  [image: p282-1]


  其中Pit为发展概率，而rand（Ψ）为随机数，比如说0到100间的任意一个数，这个数如果小于发展概率就意味着这块土地需要被开发。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做出很多调整，但最重要的调整是放宽严格的邻域规则并代之以某种超距作用。例如，将方程8.6中的Fit替换成可及性的引力表达公式，就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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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能够预测相对可及性发展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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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几乎把元胞自动机模型转化成了一个可达性势能模型。这一模型是空间交互理论的核心，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土地利用交通模型建立之初首次被提出（Hansen，1959）。我们在第2章中研究过这些模型，在下一章中我们还会继续探讨它们。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模型是怎样与应用广泛、历史较长的土地利用交通交互模型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模型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明显比我们这里讨论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更胜一筹，但是它们在动态处理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我们很难把这两类模型结合起来，而且这也与我们这里提出的对城市的多元理解相冲突。


  这些元胞模型的主要成就之一就在于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确定了不同的单元状态，我们将这些状态区分开并标记为k，[image: p283-5]即为单元i在t时适宜的土地利用类型。在若干个模型中，这些土地利用类型相互联系，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被开发的区位潜力。我们可以将单元状态的变化表示为关于邻近单元土地利用类型的函数，并用函数表达式来说明一旦模型应用程序被投入使用，就必须明确状态变化类型。所以，t时单元i的新状态就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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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image: p283-6]指完全统一定义的邻域且定义距离的区域仅限于所述地区。事实上，这从很大程度上放宽了严格意义上元胞自动机模型的标准，且这也是很多应用程序的特征（相关综述参见：Batty，2005以及Liu，2008）。值得一提的是，确定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规则一般会将领域的定义由严格的无超距作用原则转变为引力原则。这将不同的土地利用状态、密度和类型与不同用地联系在了一起，并将这些联系与不同的超距作用效应结合在一起。这些规则对于一个单元是否可以被开发，开发到何种程度等都有严格的限制，从而规范了不同用途的土地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些规则可以扩展到单元交通联系的发展。这些交通联系确保了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并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效应来组织单元的再生。所有这些规则集在元胞自动机模型中都有所体现，而且它们对于SLEUTH、DUEM、METRONAMICA以及相关的模型包都很关键（Batty and Xie，2005;Batty，2012）。


  更为普遍的元胞自动机结构是基于反应扩散结构的，这种结构与微分模型非常相近（微分模型在研究细微尺度上的物理现象动力学中应用非常普遍），可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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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α和β为0到1之间的归一化参数，Xit为外生变量，反映了那些可能被当作系统错误的外部环境变化，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这些变化会被视为外部冲击，或者模型无法预测的一项输入。为了使这一结构更具可操作性，或许有必要加入其他限制条件来确保变量取值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不过，这一结构本质上就是由反应、扩散和外部输入或者外部噪声组成的。如果我们假设Xit=0，那么系统演化或者生长就纯粹是一个关于系统反应和内部活动扩散之间平衡的函数了。事实上，这就是一个人造结构，因为所有绝对意义上的变化都需要加以控制。对于外部输入，情况总是如此。很多元胞自动机模型并没有采用这种更为普遍的模型，而且很多应用往往会提高已开发单元的输出来迎合外部预测，而不是如方程8.13中的反应扩散模型一样通过一种更为一致和微妙的方式来引入这种外生性。


  针对元胞自动机模型的批评集中在对它们研究城市结构和形态变化高度物理主义的方式上。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模型都是供应方面的模型，以实体限制为基础来模拟土地的供应。需求的概念，以及交互作用的概念（体现在交通上）对这些模型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我们在应用这些概念时，经常会涉及一致性原则，邻域限制原则和状态同质性原则，但是我们上述的模型并没有遵循这些原则，所以这些模型与土地利用交通交互模型及其他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介绍的模型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然而，这些模型也有自己的优势，它们的优势就在于动态性。虽然在建模过程中，实际土地开发之外的动态进程并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模型的动态性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如果出现令人意外的预测结果的话，往往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因为这些模型模拟的一般都是相对平稳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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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1 元胞自动机模型生成的常规扩散：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化城市规划方案的模式

  


  如果我们改变规则，要求一个未开发单元邻域里的单元个数必须为一个，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成图8.11a中的扩散了，而且如果有一个或者两个单元，那么就可以模拟生成图8.11b了。实际上有上百万种可能，但是关键在于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或者适宜的规则集。沃福兰姆（Wolfram，2002）在其著作《一种新科学》中说：自动机就是我们的宇宙赖之以建构的基本单元。虽然我们这里关于模型有许多要求，但是对这种自动机稍加调整，我们就可以复制许多不同的生成现象了，这些生成现象是许多城市形态的共同特征。


  为了通过自动机生成理想的城市形态，我们有必要先建立一组现实的转换规则。理想的城市规划通常要满足一些主要的功能，例如最小化密度，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广亩城市；最大化密度，如勒·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形成正式景观和花园广场，如摄政时期的伦敦；产生密度适中且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区的新型城镇，如第一代英国新城镇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通过元胞自动机原则生成的佐治亚州萨凡纳殖民地城市规划图。萨凡纳是由詹姆斯·奥格尔索普总督于1733年建立的（Wikipedia，2012），规划图如图8.12所示。我们可以类比图8.10和8.11来推导出图8.12的生成规则。


  理想城市的规划通常都不是通过生成逻辑得出的，因为规划都需要整体构思，也就是说，关于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成形的概念理解。然而，通过元胞自动机，我们可以生成规划，并随时间演化，不断修改其规则以得出一个理想的版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图8.10及图8.11中的规划是有恒定的规则的，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视为理想的目标。


  为了总结我们对这一逻辑及城市内在复杂性（因为城市的理想形态永远不可能被确定下来）的阐述，我们将回到扩散限制聚集（DLA）模型，并对规则进行微调以实现我们的系统目标。想象一下，我们模型里的代理人是按照之前描述的方式随机移动的，也就是向八个方位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设代理人所在单元会根据代理人移动改变状态，并通过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这一过程。如果代理人原来处在单元（i，j），然后下一步移动到单元（i+1，j），那么代理人下一步所在单元的单元状态就会随之变为代理人原来所在单元的状态。我们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单元状态会由代理人原来所在单元转变为最新所在单元。但是我们也有一条这样的规则，就是：如果代理人处在单元（i，j），同时在单元（i，j）的邻域还有另一个代理人，那么代理人就不再移动，它所在的单元状态变为稳定状态。注意，在元胞自动机模型中，单元里的代理人包括移动的和固定（稳定状态）的代理人，或者一个单元也可能没有任何代理人。单元可能存在三种状态，三种状态都有编码，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有两个规则集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我们可以建构很多类似的变体，来反映更为复杂的生长发展规则，但是我们的目的当然是选择在真实城市发展过程中切实存在的规则，同时又要让模型尽可能地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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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2 佐治亚州萨凡纳殖民地规划


    注：a.最早的规划，来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Squares_of_Savannah，_Georgia;b.1734年的规划，来自http://www.torontopubliclibrary.ca/content/ve/bain/images/111gordon-savannah-cons-large.jpg。

  


  8.5 模拟、预测与设计


  关于城市如何形成、演化以及我们如何更好地来理解和模拟这些过程，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设计方案来使得城市更加高效地运转，更好地保证公平。迄今为止，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都是一些大体上只能应用于一时的结构，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些结构的动态。我们并没有根据城市的不同功能区进行分类，建立能够模拟结构和动态变化的理论或者模型。这是因为我们的关注点更多地在于关系和网络而不在于产生城市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介绍是不够全面的。我们这一章的目的就在于将重点由位置转向关系，通过这么做来强调交互作用而不是行为本身。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读者应当明白，我们可以通过很不一样的方式来介绍这一领域，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再在如何建立城市模型这一点上赘言几句，不管是将城市视为静态结构建立一个横断面模型还是将城市视为一个动态流动进程。


  半个世纪前，城市研究者就开始建立关于城市的横断面模型。城市结构包括不同的功能分区：居民区、工业区、零售区、商业区等，每个功能区都有明显不同的区位要求，并且相互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建立横断面模型的初步尝试中，每个功能区都要根据横断面所在时期的区位活动生成一致的功能模式。空间交流模型及社会物理模型是我们的关注点，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下一章中还会进一步说明（Batty，1976）。这些都是综合模型（aggregative model），它们假设城市是处在平衡状态之中的，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这类模型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很明显城市并不是处于平衡状态中的，而且动态变化和创新对于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是十分关键的。因而，之后的城市模型就不断向更为精细化，更微观，更加基于个体的方向发展，以反映个人和群体交互作用和选址的过程。元胞自动机模型就以最简单的形式反映了这一趋势，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这些模型过于简单化整个过程了，它们代表了学界关于动态演化的观点，并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且，随着我们进一步根据特征、人口和时序动态来对模型进行分解，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加易于应用和检验的模型。目前这一代模型相较于我们上一章中探讨的静态模型而言已经丰富了很多，但是这种由单元来表示空间，以个体或者代理人来表示人口，并且通过动态改变空间行为来表示交互作用和行为的模型是很难投入应用的，而且检验起来也很棘手（Batty，2012）。确实，城市及其模型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检验模型这一概念都值得商榷，这的确就与检验和人类事务有关的社会科学模型一样。


  在这里，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城市演化的未来是未知的且总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针对未来城市所提出的任何构想都是基于当前现状的，因而也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过去，城市往往是为无限的未来而设计，城市规划者往往在设计阶段就为城市列出一系列待实现的目标，他们似乎都假定城市是永恒的，所以很少有城市能够实现规划里列举的目标这一点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复杂理论提出了未知未来的问题，并指出城市是自下而上逐步演化的，同时城市也是规划决策的产物，或许规划方案在规划提出时是最优的选择，但是这些方案总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进行调整。根据这样的理论来进行城市规划显然更为现实，也更有成效，城市当然也更有可能实现其规划目标。城市产生于规划决策，规划决策小范围来看可能是最优的，但是大范围来说，其全球影响除非到显现的时候否则一直都会是未知的。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指出的，有效干预以及小范围的增量式设计可能会带来卓有成效的改变，并且这样的改变是水到渠成顺遂人心的。在过去的历史中，大多数城市规划都没有采用这种增量式演化的方式。但是我们的城市规划科学正在发展，来迎接这一挑战以期改变传统的规划方式。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思想能对未来的城市规划有所启发。


  第9章

  城市仿真


  
    如今，抽象不再是以地图为形式的抽象，不再是一种替身、镜像或是某种概念。模拟也不再是对一个地域的模拟，不再是对某种指代物或本质的模拟，它是一个没有本源或现实存在的模型的产物：超现实。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仿真》（1983，第2页）

  


  仿真作为一种一般性活动始终贯穿于本书之中。它以严谨的函数公式、缜密的逻辑关系推导和数字描述手段来表现城市，是城市研究的核心。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侧面介绍了一些研究城市发展进化和城市间关联的函数所组成的模型，但是尚未涉及大规模仿真系统，而这种仿真系统能够为城市研究提供经验依据和实践环境。实际上，自半个世纪前电脑发明以来，针对城市一类规模庞大、内容复杂的大型系统进行的仿真研究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首次提出电脑模型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模型以其特有的形式和结构对区位格局、互动和交通流动进行模拟，并形成一条联系经济、社会、土地利用等诸多因素的纽带。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孕育了许多相关模型的设计工作，而这些理论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以我们提出的运动和潜能的社会物理学属性为基础，这一点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做出了简要介绍。它包含了中心地学说和区位论（Isard，1956;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类似于城市引力模型的交通流向理论，以及城市经济学地租理论引导下的土地、住宅及各类商业活动的发展机制，这些机制构成了大城市的空间结构（Alonso，1964）。虽然我们并未在本书中对这些理论进行详尽的总结，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尽管在本书的概述和第2章中已经暗含了这些理论的相关介绍），但是我们会引入充分的材料，为本章的核心概念“城市仿真”系统提供理论依据。


  9.1 仿真系统的原理


  在上一章中我们曾经提到，城市系统仿真模型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过去人们通过时间截面模型对反映城市空间结构的空间交互和区位活动进行集中表达，而现在则是采用更加详细而分散的动态模型表现个体行为，反映了更加丰富的个体空间行为和土地发展的决策过程。这一点也体现了从土地利用与交通互动模型到基于代理人的细胞自动机模型的转变，而后者与上一章中提到的模型具有相似之处。此外，城市仿真系统也经历了从各地区、各人口普查段之间活动与交流的抽象描述转变为以建筑物、地块和街道为中心的更加细致的点状定位的过程，从而也体现了从地理表述到几何表述的转变。城市仿真模型首次迈出尝试性的一步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当时人们认为仿真模型能够对城市这样的复杂系统做出精确预测，能够准确反映出城市扩张和新型交通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及其发展形势和机能。然而，由于早期模型“过于简单”或“不够简化”不足以应对城市系统的繁复和庞杂，这种仿真系统带来的体验也随之大打折扣。此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反思和延伸，人们对模型架构进行重建，使得模型更加实用，更适合制定政策。然而，尽管人们取得了一些进步，许多问题仍然存在（Timmermans，2006）。


  在此之后，两大核心主题主导了仿真模型的发展。城市模型从本质上倾向于“全面地”分析城市系统，有许多人致力于开发新模型来处理更为详细的表达方式和功能，这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分解活动、增加新的组成部分实现的。市场因素的引入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平衡了仿真城市活动中的供求关系，在更加精细尺度下进行分解，进而达到企业和家庭层面。如今，这类模型通常会与相对独立的交通模型相关联或直接将这些模型纳入自身结构之中。它们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时间截面和追求均衡的性质，但是更加倾向于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点之间对城市变化进行模拟，从空间交互到微观仿真，在多种模型之间进行组合使用。这些模型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大规模属性，组建过程复杂，运行耗时长，需要多组分析师共同完成而不是单个分析师的操作。然而，实现一个复杂多样的应用程序需要该程序的模型系统具备与之相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决策者往往要求这些系统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这也是这类模型能够持续发展的原因。蒂默曼（Timmermans，2006），亨特、米勒和克里格（Hunt、Miller and Kriger，2005），以及雅克诺、莱文森和埃尔葛内迪（Iacono、Levinson and El-Geneidy，2008）等人对于最新技术水平做出了很中肯的评价。而当今仿真技术发展的代表莫过于埃切尼克（Echenique，2004）开发的系列模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模型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我们在上一章中介绍的模型。后者是基于连续的物质发展进程，采用了自动机、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城市非平衡状态等理念，而前者则更加具有实验性和操作性。


  还有一种发展方向与简单模型复杂化的传统产生了鲜明对比。这种想法系统性较弱，它追求的是一种比以往的系统更加简洁的模型。该思路有两种实现方式，其一是对子模型进行分离和详细开发，其二是提取整体模型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形成单独的模型，使之成为技术工具栏中的不同元素。然而，复杂模型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结合信息技术新成果，采用更加丰富和优质的信息来源。在这种广泛趋势的作用下，简单模型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尽管如此，仍有许多规划类辅助系统都采用了简单模型的系统形式（详见Brail，2008）。或许，要想真正说明简单与复杂、小范围与大规模之间的区别就要采用班克斯（Bankes，1993）对“整合式”和“探索式”模型（或建模方式）的区分方式。整合式模型更注重模型本身的建设，并且会在最后提供一个准确且相对集中的预测。相比之下，探索式模型虽然无法实现集中预测，但是它能够定义系统中的突出特征，为具体问题上的争议解决提供参考信息。大规模的传统城市建模必定要依赖于前者，而反复使用简单模型，不断对其结构进行修改则符合后者更具探索意义的眼光。


  我们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土地利用与交通互动模型（又名城市模型）加以评论，而是为了让读者对这种传统发展方式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在本章中将要展示的这个模型完全属于新型的探索式模型，但是它的发展起源于早期的大规模模型建立的探索过程。该模型利用住宅区以及连接住宅区的四种交通方式模拟了从工作单位到家之间产生的活动，其中交通方式包括公路、地铁、轻轨和公交车网络。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方法也可以用来分析相关联的网络，尽管要以网络之间的流动为媒介。作为一种“单一起点终点半约束性”模型，它坚持传统的集中式空间交互模式，并且认为通过四种相互竞争的交通网络到达居住区的人流量决定了每个终点区域的人口数量。从这一层面来看，它既是互动模型又是区位模型。该模型首次开发时是作为伦敦地区气候变化综合评估的一个阶段性模型，综合评估以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模型为基础，以国家到地方的输入产出模型为起始点（Hall et al.，2009）。首先把整体评估预测按照城市范围划分为小型区域，放入住宅区位模型——本章介绍的主题模型当中。然后把这些居住人口进一步划分为更精细的空间范围，用一种像GIS（地理信息系统）一样能够反映土地发展的物理局限性的模型进行分析。这也让我们回想起那些以上一章介绍的元胞自动机传统模式为主导、更切合实际的城市发展模型（Batty，2009b）。这种系统模型可以把人口预测与水利模型中提取出的洪灾风险相比较，进行相互校对，然后进一步与泰晤士河及其入海口的水面抬升预测值联系起来，最终与英国气候影响计划对未来50年和100年的预测进行比较（Dawson et al.，2009）。


  为了阐明仿真系统的运作，我们将利用模型对能源消费和交通突发变化带来的影响进行即时评估，也就是说模型要在受众面前进行演示，这也直接关系到不同模式网络之间如何进行转换等问题。这种即时性是与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沟通建模结果的必要条件，他们往往不是专家，因此对某一种具体模型的设计并不了解。出于这种原因，我们的模型设计以视觉化为主导，确保模型所表达的信息和预测结果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有效地传递给不同受众群体。首先，在确立模型结构框架之前，我们制定了模型必须满足的一系列严格的标准规范。其次，对模型的潜在动态进行测试，即其横断面平衡结构，然后采用第2章中介绍的工具将其推导结果以熵和效用最大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方式为模型建立反复校对、检验和评估的机制，便于我们分析模型如何处理城市系统中的能源利用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利用模型分析能源消费的突发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它们有可能在交互模型中体现为网络间模式转换实现的快速变化，也可能在区位模型中表现为人口再分配中的缓慢变化。最后，我们利用能源熵平均值的变化结合模型结构，对这些能源消费变化进行评估，为日后在快速评估预测领域推广这一模型提供了条件。


  9.2 城市仿真系统条件


  9.2.1 在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中采取快速决策和视觉主导的预测方式


  该模型所产生的预测结果是在假设的情形下提出的。这些假设的情形既可以是相关系统的即时反应，也可以是在不定时间段内的反应，这就意味着模拟的时间区间既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无论在哪一种假设情况下，城市系统都要按照既定均衡状态进行调整，这就是关键点所在。因此，这类模型的目标不在于能否做出精确预测，因为精确预测所需要的长期平均值需要很多年的积累才能完善。而实际上，完全精确的模型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因为总会有不可预测的变化和调整出现在整体发展过程中。从这一角度看，模型预测的设计目的是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辅助信息。爱泼斯坦（Epstein，2008）也中肯地认为，这种模型能够“使得对话更加有条不紊，让人在做出必要决策时更加慎重”（第1.7段）。现有模型从本质上与50到100年的评估预测是一致的，预测往往包含一些根本性的影响因素（例如气候变化等）。但我们不难看出，模型也适用于分析短期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


  模型的设计必须能够满足重复使用的需求才能保证模型开发者和用户之间的快速交流。这也就为模型运行所需的时间设置了上限，也就是说模型必须能够在几秒钟或几分钟之内产生预测结果，在电脑或互联网媒体上以视觉分析的方式表现预测结果，如地图、条形图、树状图、流程图等，运用多种方式从不同维度对结果进行展示。这里需要重申一下，本书并不是为了强调可视化的重要性，像城市这样复杂的体系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表达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一种常态。但是这些可视化的要求对于多样化的客户群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我们要明确。运用模型进行综合评估需要跨越不同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将各类模型联系起来。这就需要多种不同的专业手段，而视觉媒体能够更好地把模型的架构和预测结果呈献给其他参与模型运作的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科学家。然后再把重点受众延伸到其他利益相关人以及不同部门、不同专业的决策者，从政策分析师到决策顾问，尤其是那些从事城市仿真系统相关专业或学科但并未参与模型开发过程的专家学者。最后，我们会发现在展示模型结果时加入更多的视觉效果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参与决策过程的非专业人士，他们对情况有一定了解，但是可能会被呈现数据的形式所左右。


  模型不仅要快速生成并产生结果，同时也要具备重新改造的能力，以适应不同问题的特征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这对于分析过程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模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模块组合形式建立的，虽然这种模型的结构构件相对简单，本身缺乏复杂的模块性（尽管它的结构经过复制很容易就能运用在城市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当中），但是分析结果的传播方式带有很复杂的模块化特点以及丰富的视觉分析手段。模块化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能够促进不同种类的模型根据不同空间规模和各阶段所运用到的不同学科进行结合，形成一系列预测结果，这就强调了不同模型和建模者之间建立沟通媒介的必要性。视觉化是至今为止沟通不同模型之间结果最有效的方式，因此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在相关科学家、决策者和业主面前快速进行重复操作的模型。


  从表达方式的角度上来看，研究结果以及模型结构要清晰地把成因和结果联系起来，这样更便于理解。在复杂模型中，有些预测可能是在突发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有人认为这种突然变化不能运用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和模型运作形式来解释。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无论结论如何，结果的变化必定是由输入值的变化造成的，虽然反常现象的影响也确实存在。简单来说，这种反常现象最终必定能在模型的运行过程中得到解释，而讨论的重点就是要辨别出这些反常影响是在何时因何原因产生的。对于模型在综合评估中的作用这一问题，模型开发过程中的组织环境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因为参与研究的专家处于不同环境当中。因此，我们需要把不同模型组合在一起，甚至要把不同地方形成的同种模型中的不同元素集合在一起，而这就需要人们采用同样的沟通媒介。在我们看来，资源上的限制和人们对模型的不同诉求要求人们在模型设计和沟通媒介方面采用简化手段，因此这一点应当是作为一种通用原则，而非仅限于城市研究领域。而上述所有因素都指向了一种对于快速、简单、视觉化、易操作的模型方式的需求。


  9.2.2 动态和相对静态：快速和慢速变化中的均衡


  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属于均衡结构，它的出发点在于人们广泛认为大多数城市的总体空间结构和形态是大致相似的，尽管在微观层次上不同城市也会体现出种种不同点，但是这种结构能够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这也就佐证了哈里斯（Harris，1970）的观点。他认为典型的均衡结构应当成为城市仿真系统的主要关注点。他的想法并没有否认城市系统变化在城市仿真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强调了这样一种思路：一个模型要想对城市形态和结构进行复制，首先要对它的均衡性进行模拟，然后再关注其他特征。而许多理想化的城市规划对于城市均衡性的重新定义往往与人们观察到的城市现状截然不同，因此城市仿真的第一步是要充分理解并对现状进行模拟。


  而没有反映出明显动态的模型则是在某一时间横断面上对观察结果进行模拟并做出假设，一旦做出预测，模型所展示的预测结果都会证明这样一点：城市系统会在既定时间内从一个均衡状态向新的均衡状态运动。劳里（Lowry，1964）在他为匹兹堡建立的模型中将这一概念称之为“速生大都市”（第39页），他认为这种模型所产生的预测应当视为对于未来空间结构的“准预测”（第iv页）。而它的准确程度取决于选择的时间段和涉及的变化过程。相比之下，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永远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因此城市仿真系统的重点不应该放在模拟静态城市结构，而是在模拟城市结构变化上，从而反映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城市发展的动态过程，消除总体层面上存在的均衡状态。从这一角度来看，动态模型更复杂而不是单一的以时间截面为基础，模型在设计中进一步融合了城市变化过程。


  在不需要明确表达城市系统变化中错综复杂的动态的情况下，均衡模型能够处理长期或短期内发生的变化。以50年以上为周期的长期变化，例如气候变化等，所达成的新的平衡状态只是未来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对于长期影响的预测只是概念性的，在现状和未来预测之间产生的适应性变化可能会导致预测结果永远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模型产生的预测结果只能为讨论提供关于未来长期发展的参考，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发生。而短期变化预测在没有其他因素的限制下如果能够正常进行预测，表现的是短时间内发生的情况。但是短期预测同样也并不完备，因为有许多限制条件只有在结果产生的时候才开始体现。适应性变化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而且它的发展方式往往也是不明确的。


  在城市系统当中，慢速、中速和快速变化之间有着显著区别，这一观点首先是由温格、格纳德和范戴明（Wegener、Gnad and Vannahme，1986）提出的。发展最缓慢的变化往往与基础设施有关，尤其是交通网络和建成环境；中速变化与人口统计学、经济等相关进程有关；而快速变化则关系到流动性，从地方人口迁移到不同规模、不同网络之间的流动。从较为缓慢的物理结构改变（包括土地运用等）到人口迁移和再分配导致的人口数量和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变化，都充分体现了这一连续统一体的规律。在空间交互区位模型当中，威尔逊（2008）捕捉到了互动中的快速变化，也就是该模型中的上班路程，这种变化每天都在循环，不像住宅供给导致的人口变化那样要经历若干年的过程。空间交互区位模型通常是以横断面研究为基础。在预测过程中，它会假设流动产生后立刻发生变化，而最终的区域再分配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事实上，这一变化是隐含于过程中的而最终产生的均衡状态是快速和慢速变化的共同产物，没有明确的时间范围。因此可以设想，在所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预测结果是可以实现的，这也就表示这种绝对稳定的状态只发生在理想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温格、格纳德和范戴明（1986）以很有说服力的方式证明，在这种快慢进程混合的背后隐藏着很激烈的对抗性，因此也就成为模拟这些错综复杂进程的最佳方式。


  如果模型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互动和定位而对变化进行模拟，那么新的均衡状态形成的基础就是所有需求都已得到完全的满足。然而我们知道，现实当中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侧面表现了均衡模式是基于未来条件处于理想状态下做出预测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求的变化往往会受到供给的调节，而最终的均衡状态将会由一个复杂的供求关系相互适应，不断克服外界限制的过程。也就是说，这种模型产生的预测主要作用是为规划提供更广泛的支撑材料，引发讨论，即时地为种种假设类问题提供答案。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快速无障碍的模型，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文中进一步描述。


  9.3 一般区位模型


  9.3.1 熵极大模型的分析及其导数


  首先，我们把模型压缩成极简的形式，用严格的物理量函数来描述工作单位（起点）到住宅区（终点）之间的流。简单而言，我们要模拟的变量——也就是交通流（或出行）——是以人为单位计算的，但是在阐释变量时完全是以物理量为基础的，而物理量是由系统本身的大小和规模决定的。流从技术局限上表现为人们如何进行互动，尽管它在过程中是通过交通成本表现出来的，但是最终还是与系统的结构形态有关。另一方面，交通流通过与之相关的土地面积表现出来。这里研究的模型和第2章中介绍的空间互动模型具有相似特征，但是本章中我们将会运用更加清晰有力的框架对其进行分析，并结合它在此案例中的应用。


  我们把流设为Tijk，代表从起点i，1，2，…，I到终点j，1，2，…，J之间的交通流，交通方式用k，1，2，…，K来表示。其中，研究所涵盖的地区数量为百位数，在此模型中起点和终点共有633个，而相比之下交通方式则屈指可数：只有4种基本方式，包括公路、铁路、地铁和轻轨、公交车等。我们以某个特定区域j为目标，该区域住宅区面积为Aj，通过通向该地区的交通密度[image: p299-1-1]对模型进行解析，但是研究对象以交通量的形式表现出来。该模型主要受制于两个物理条件，其一是每一种交通方式的总消耗量用Ck，方程为：


  [image: p299-1]


  其中[image: p299-1-2]代表消耗的能源总量，通过一般技术水平下的交通消耗测度，与用以从起点i移动到终点j的网络k相关联。第二个限制条件是起点区域的活跃程度，即职位的数量Ei，它也是系统中人类活动量的基本计量方式：


  [image: p299-2]


  系统中的总体交通量T已经包含在方程9.2当中，也可以表示为：


  [image: p299-3]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该模型的特殊结构。方程9.1中的交通方式消耗量都有其控制变量，因此每种方式都有不同的能源消耗，而不仅仅是按照起点不同单纯地把所有交通方式的出行数量相加。这也就意味着该模型模拟了交通方式之间的竞争，而这正是不同交通方式之间人流量转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基础模型是一个“单一或限制起点”的空间互动模型，除了流动以外，模型主要预测来源就是每个居住区的活动状况，即工作人口数量Pj，可以表示为：


  [image: p299-4]


  而其他数据可以通过起点和终点的相关数据预测出来，如就业率、总人口等。


  为了进一步解析这个模型，我们采取较为完善的一种方式，即Tijk熵S的定义和最大化分布情况。实际上，我们采用的熵的定义更有连贯性，最初是由Wilson（1970）创建，与巴蒂（1974b，2010）方程有一定相似度，但相互独立，方程为：


  [image: p278-1]


  接下来我们用方程9.1、9.2和9.3作为因变量代入拉格朗日函数L，求最大熵值，


  [image: p278-2]


  在求导取最大值的情况下设方程等于零，即可得出：


  [image: p278-3]


  根据这个方程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模型。我们还可以在不影响整体性的情况下将常数λi与常数-1合并，但不能引入新的变量。模型可以先用对数函数进行表达，然后整理成一般方程形式，即：


  [image: p278-4]


  这里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第一，我们把方程9.2代入方程9.8，可以得出一个很有趣的形式。在这个方程中我们可以把λi表示为：


  [image: p278-5]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log求和方程，该方程在消费者分析中频繁用于表示盈收情况，尤其是与交通有关的盈收。我们可以看到，它与系统中存在的可消耗能量有着直接关系。然而，相同的表达方式却不能使用于消耗量参数λk。第二，如果我们把方程9.8模拟出的两种交通方式的营收情况进行对比，就会形成一个很简单的竞争模式。给模型方程中的系数赋值，比如k=1或k=2，然后可得：


  [image: p278-6]


  这意味着这种对数形式的交通模式划分是相关交通消费率[image: p301-1]的直接函数。这一点在模型中十分关键，因为该模型的主要进步就在于其开发目的是为了对比不同交通方式[image: p301-2]在能源消费变化上的区别。


  还有一点关系到这些方程的细节，但在此不再赘述。在不同版本的模型中，对终点活动的限制——简单来说就是对人口密度的限制——得到了重视。这就把该模型从起点限制型变成了半起点半终点限制型模型，而它强调的限制条件如下所示：


  [image: p301-3]


  其中[image: p301-4]是j区域中居住人口数的极限值。但是只有一部分地区是受到严格条件限制的，因为在许多区域中，这种限制只是概念上的限制，许多区域都有着足够的空间，这一条件几乎不会被打破。然而在城市内部或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方程9.11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这个限制条件被打破，那么就必须引入新的系数λj来保证方程9.11得到满足，这样一来模型就需要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迭代解析。上述许多方程和其他的附加方程都要做一定的修改才能满足新的限制条件，但是在下述案例中，我们将介绍单一限制型模型案例。该模型的扩展版在建立时融入了许多其他限制条件，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Batty et al.，2011）。


  9.3.2 模型校准、验证和评估


  确定参数取值有若干种方法，它们都是以满足方程9.1和9.2中的两个控制变量为基础而产生的。首先我们把起点控制变量代入模型方程，得出


  [image: p301-5]


  由此，我们可以为一般系数λk进行合理估值，如λk=1.5/Ck，然后对比消费预测值和实际测量值之间的接近程度。然后根据预测值和实际测量值之间的差距对系数值进行调整，直到达成平衡。这种方式类似于最大可能性法或直接对熵取最大值。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方式只是根据数据调整模型，而不是真正对模型进行优化，确保模型在每个交通方式下预测出的总能耗与实际测量值相同（关于该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详见Batty，1976）。


  模型还产生了一些变量，它们与空间互动中产生的能耗相关。首先我们把方程9.8代入标准模型中取得熵，并得出如下方程：


  [image: p302-1]


  在方程9.13当中，土地面积在取极值过程中被消除，这意味着它在方程中的主要作用是衡量分布的情况。总体上，熵S的结构与系统中未使用能源相关，因此我们通常认为熵与实际能源消耗C相同，小于自由能F。实际上，方程9.13并不完全符合这种模式，因为取极值方程中的系数应为负值，但是在还原起点控制变量的过程中表现出其系数应当为正值，因此方程9.13应为S=-F+C，由此可得总能耗应为C=S+F，未利用能源加上可利用能源（Atkins，1994）。这就使得城市结构和统计热力学之间的相似程度更高（Wilson，2009;Morphet，2010）。


  当变量输入（如消费和就业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不同能源计量的真正意义才真正体现出来。需要注意的是，土地供应的变化情况在这里并不起作用，但如果土地面积能够影响系统中的能源收益或能源消耗，那么就应当依照方程9.1和9.2的方式把土地作为限制变量纳入模型当中。如果我们只考虑交通消费上的变化——假设每种交通模式的单次运动可以增加或减少[image: p302-2]Δikj，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自由能和实际能源之间的变化推断出熵的变化；也就是说ΔS=ΔC-ΔF。利用上述定量，实际计算过程可以表示为：


  [image: p302-3]


  方程9.14可以简化为


  [image: p303-1]


  自由能，也就是方程9.15右侧的第一个因素，容易让人联想起消费者剩余，而且对该导数有一定直观感受。这些计算方式甚至可以进一步进行简化，但是现有的形式更有利于我们的分析研究。关键是要检验三个基本变量的真实变化，即ΔS熵、ΔF自由能和ΔC实际能源。接下来的分析中，这些变量将会体现移动能耗的变化如何影响它们的收益以及总能耗和移动距离。


  该方程表现了能源的两种形式——“不可用”，即熵S，以及“可用”，即自由能F——这些是典型的热力学概念（Atkins，1994）。在这一情境下，如果我们提高交通能源消费C（这里我们假设能源来自系统之外），那么自然分为可用能源和不可用能源，而且二者都可能出现增长，因为人们出行通常会倾向于使用消费较少的交通方式。但是这里较低的总能源消费还是要远远大于原有交通方式的能源消费。因此，重要的是其中的能源分配方式。如果熵相同而能源量增加，那么就意味着自由能的增长速度与总能源量相同，流的相对分布没有改变。如果熵下降，就意味着系统结构更加集中，因此我们可以对熵的不同组成部分和导致系统变化的自由能进行研究。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会对这些变化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整个出行过程中会对能源增长情况进行测量。假设总能源消耗翻了一倍，平均能耗并不一定以相同的方式增长，因为模型会根据不同能耗情况对个体流动进行重新分配，因此我们要在后文解析这些数据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这一点。


  9.4 视觉为主导的界面


  9.4.1 可视化的原则


  本章中我们要介绍的整体原则就是要把模型使用和生成的信息尽可能通过显示设备展示出来，对模型产生的数据、预测结果以及应用进行阐释。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的显示设备就是电脑桌面，或许还能通过浏览器连接到互联网，也有可能是较为传统的媒介如纸质印刷品等。建模过程总共有三个主要阶段，绝大多数仿真模型都建立在这三个阶段之上，且基本符合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第一步，对模型的输入数据进行探究，它反映了利益系统在模型当中的组成情况，继而对数据进行分析归纳；第二步，根据该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和调整（以及对模型表达进行确认和认证），这相当于对模型进行实验性验证；第三步，模型产出成果预测。这三个步骤按顺序推动模型发展，其中每一步都采用相同的图形工具，如地图、流线图、网状图、树状图等，通过视觉手段展示信息，如图9.1所示。这一过程与之前采取的更为原始的图形表达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Batty，1983;Batty，1992）。


  该界面由一个主要窗口和两个工具栏组成，主窗口负责进行主题操作，展示重要输出成果，主工具栏把模型运转的每一个步骤按照从数据到预测结果的顺序串联起来，第二工具栏在每个阶段图形输出时运行。主工具栏从数据输入开始，然后是标准化和分析。最后几个步骤会启动第二工具栏进行图形输出，这对空间数据分析来说具有中心地位。然后选择一个模型的特殊变体，并在一个窗口中根据已有数据对该模型进行调整和校对。之后由第二工具栏对校对后的模型成果进行视觉演绎，以取得最佳效果。最后，在主窗口上启动模型预测结果输出，场景可以通过文件直接输入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场景可能会对就业情况、占地面积、网络属性、不同交通方式的能耗等本地数据文件进行修改。一旦场景设定完成就会生成预测，然后预测可以通过第二工具栏进行再次处理，产生与数据输入和校对阶段相似的图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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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 基础互动模型窗口界面

  


  第二工具栏中的图形工具展示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二维专题图；生成“需求线”以记录起点与终点之间互动与流量的比例；体现活动数量的柱状图或直方图；反映从小到大不同范围内活动等级与活动规模之间比例关系的树状图，在此案例中指的是伦敦各自治市；以及出行与交通能耗的散点图。这些数据都可以通过图形工具以数量和密度的形式表达出来，以比率的方式对两个活动进行比较还可以衍生出一些新的图纸。为了丰富分析过程，我们对比了模型的数据、预测结果和一些无法代入模型中的空间数据，我们把模型产生的所有数据，包括地图、流线图、柱状图等，上传到谷歌地图上，与网络数据中的道路、铁路线以及其他数据（如地形和气候条件等）进行在线对比。数据以XML格式上传到谷歌地图，模型生成数据由此生成KML文件。整个过程是在模型运行的过程中实时进行的。用户可以看到3D的数据分析，在浏览过程汇总获取丰富而详细的模型数据利用和信息产出过程，以及谷歌地图中的其他有关该区域的数据。


  图9.1中是一个基本的版式——由主窗口和两个工具栏组成，主窗口是一个显示输入数据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中，用户可以看到数字形式的数据，调出区域所在位置或所属区域的地图，大致了解数据的准确性和维度情况。启动模型后窗口首先显示的是启动画面。数据输入完成后，界面会出现一个窗口用于控制模型数据处理，选项设定和模型校对。区位图始终在屏幕右侧，确保用户始终掌握运行情况。校对结束后，主窗口会重新加载进入运算阶段，产出预测结果。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节中进行详细讲述。


  9.4.2 探索性的数据分析、校对和场景生成


  主工具栏引导并指示用户按照模型运行阶段顺序从数据一路指向预测结果，而第二工具栏负责控制图形输出，分别在三个关键阶段当中产出图表。我们会对数据分析阶段所运用的工具进行研究，但实际上这些工具与第二、第三阶段模型校对后的预测结果和前景有相似之处。工具栏包括10种主要展示方式，其中有7种是不同种类的地图：柱状图展示各个地点的活动量、专题地图标注各区域活动量、流量图展示某一起点到全部终点（反之亦然）的交通流量。同时，这些图表可以用交互式表单来查询单个地点和流的情况，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每一次地图生成的时候数据就已完全展现在地图之中过了。计数数据和密度数据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别，比如人口数量{Pj}是一个定值，与之相对的人口密度就是[image: p306-1]，而此处Aj是指区域j中用作住宅区的土地面积。其他变量也可以根据不同土地用途定义为各类用地的人口密度。


  用户可以通过第一个按键来查询某一地点，或许人口流动、就业流动（密度和数量）以及从起点到终点乘坐任意交通工具k所形成的交通流动[image: p306-2]等数据。第二个按键则能够把这些信息整合成完整的地图，然后输出到谷歌地图上进行查看。这些按键能够按照不同用地性质形成专题地图，然后生成分析数据（如当地活动频率Pj/Ej），用户再根据此来标绘出行数据，例如用散点图来表示流量[image: p306-4]和与之相对的交通能耗[image: p306-5]。按键激活地图的同时，从任意起点采用任意交通方式到达所有终点所需要的能耗都能显示出来（反之亦然），此外还有根据当地潜力、消费剩余和相关指数生成的从特定以某种交通方式起点到终点可达性分区图。最终版的地图上会反映出薪资和房价，这些数据没有在任何应用中使用但已经作为交通流的相当形式嵌在扩展模型当中，同时，人口限制也会通过土地可获得程度体现出来。最后，我们让用户利用任意地点的数据生成树状图，它能够以比例矩形的方式有效表示出每个隶属于某地区（此案例中特指伦敦各自治市）的小区域活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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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2 探索模型数据产生的一些图表


    注：a.人口密度；b.就业数量；c.从希斯罗区域6出发的公路交通；d.从希斯罗出发的交通能耗；e.地铁的潜在可达性；f.特区级和村级居住区树状图。

  


  在b图9.2中，我们通过一小部分图表表达了人口密度、就业数量、从六区西部机场出发的公路交通、能源消费、可达性，以及居住区分布树形图。利用这些图表我们可以了解区域结构，从图9.2a和9.2b中更可以看出，该区域在就业密度和数量上体现出很强的单中心特质。需要注意的是重点路段收费区是根据机场的道路可达性选择的，但是与市中心轻轨和地铁的交通能耗图几乎没有关联。为了完善可视化效果，我们可e以将一些图层中的f信息导入谷歌地图，在图9.3中，我们展示了如何以柱状图表现就业情况，以专题图层表现人口密度，以3D地图表现6区的公路交通流量情况，随着模型不断通过各种媒介生成相关数据，我们可以不断更新可视化成果。图9.3仅仅展示了很少的一部分潜力，我们用这种方式能够对很多问题展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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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3 以谷歌地图作为外部浏览器与主界面相连接，对专题地图、流、柱状图等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

  


  使用相似的图层，我们可以对校对结果和预测结果、观测情况与预测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建立起不断循环的学习机制。探索不同活动的影响和互动网络的变化也可以采取同样的表达方式。然而，为了推进进程，首先我们需要处理交通能耗数据，使之与其他消耗相关联，然后我们可以为模型选择吸引因子，也就是土地面积Aj的函数。在本模型中，我们只采用上文中方程9.8和方程9.12中提到的变量。首先我们通过迭代方式启动模型校对，确保再现方程9.1中的出行长度，然后用衰减牛顿迭代法（爬山算法）确保尽快出现汇合点（详见Batty，1976）。至于我们在这里阐述的模型的适应范围是比较适当的，它能够表达62%的人口变动和43%的整体交通流量矩阵。由于本文的主题目的只是介绍一种典型的城市仿真框架，并不需要对其结果做出评价，因此我们把最简单的不加限制的模型呈现如下：


  该模型并不是适应性最强的模型，适应性强的模型要包括薪资、物价、土地面积制约等，这样的模型我们会在稍后进行分析。在图9.4中，我们展示的是典型的表现人口数量和密度的模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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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4 模型对于居住人口的预测


    注：a.预测人口和实际人口；b.比重差距（灰色指预测过量，黑色指预测不足）;c.比重差距条形图（灰色指预测过量，黑色指预测不足）。

  


  最后一个阶段要进行场景影响测试。这些场景是由不同的输入变量产生的——就业、交通能耗、用地制约等。用户可以导入含有场景的数据文件，或者也可以利用主窗口的可视界面生成场景。在图9.5中我们展示了其中一种界面，表明了用户如何通过增加交通路线来丰富交通网络，在该案例中，新增的路线是从西部机场到某一中心火车站。把该数据输入模型即可重新得出该交通工具通行的最短路线。这样一来就收集到了测试所需的未来场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出现做相关的预测并在第二工具栏中对这些预测结果做出探索，产生图标。现在我们可以对三组结果进行对比：实际数据和校对后数据，实际数据和场景预测数据，校对数据和场景预测数据。实际上，真正应该比较的是最后一组结果，因为所有由于模型导致的错误都会被包括进来。因此，当我们研究变化和影响尺度的时候，更恰当的做法是对比校对结果和预测结果，而不是实际数据和预测结果。


  9.5 缓慢变化和快速变化：城市能源消耗带来的影响


  虽然这类模型实际上模拟的是均衡状态下的世界，但利用模型预测未来趋势会引起一系列动态矛盾，而这些矛盾会在新的均衡条件下得以解决。洛利（Lowry，1964）“速生大都市”初始想法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概念，即校对后模型中的新生结构寓于已有均衡模式当中，只有通过模型对未来进行预测时新生结构才会显现。因此，校对后模型和未来状态之间的比较，就如同模型场景中发生新变化时把模拟的现状均衡（并非现实中的真实情况）和未来均衡相比较。而这些预测对于模拟相关变化的意义取决于模型的内部动态变化中蕴含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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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5 建立飞行场景：输入一条从希斯罗西部机场到CBD的伦敦西区的新重型铁路线

  


  在地点和出行决策变化中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动态。对于出行决策来说，如果消费增加，那么人们很快就会转向低消费的出行网络模式。如果较为经济实惠的交通方式容量有限，那么交通方式选择的转换就会引起拥堵。这一过程需要时间来自行平衡解决，但是很可能要比位置变化的生效速度快。位置变化对于消费的影响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居住地的迁移或许不会产生即刻影响，而职位分布变化（该因素不在本模型考虑范围内）也需要较长的变化周期。而实际影响因素往往是在那些位于第二或第三位的因素，它们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过程，而我们对这些因素知之甚少，因为它们往往与其他变化交织在一起。


  我们可以对交通划分方式变化和位置变化做出严格区分，然而两种变化最终都会转化为基础设施分布变化，这种变化进程速度更慢。相比之下，用不同方式使用同样的基础设施，产生不同的活跃度则是一种快速变化（Wegener、Gnad and Vannahme，1986）。比方说，我们的模型最初设计时是为了测试气候长期变化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未来100年内海平面上升对大伦敦地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在此期间，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或情况改善，因此未来的实际情况可能与模型预测的均衡模式有着很大区别。


  实际上，均衡模型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筛出必然会出现的变化。大多数同类城市仿真模型都是传统的“假如”（what if）模式，这类模型一般用于提出并回答特定问题，例如“假如其他条件不变，当X改变时，它对目标系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简单来说，模型能够体现明线和暗线影响中暴露出的因果链，在这一案例中就是指互动和区位两个因素。虽然模型能够确认互动和区位因素分别造成了多少变化，但是其中的平衡只能由整个模型的结构决定，而模型结构中包含了许多像这样的因果链。然而，基础设施变化则更加难以精准计量，因为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基础设施变化显然还造成了相应的交通方式、线路、区位等方面的变化。而实际上我们所举的核心案例是有关消费变化而非基础设施变化的，从众多的可能性中选取一个来进行检验。我们要做的是检验公路交通消费翻一番后对其他交通方式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会整体提高系统内公路交通的消费，使单种交通方式消费翻一番，保持其他交通（即铁路、轻轨、地铁和公交车）方式消费不变。而适用于所有用户的其他交通方式不纳入分析范围之中，因为这些交通方式没有经过合理建模。汽车（k=1）的交通消费从状态（1）到状态（2）的变化可以写为：[image: p311-1]。如果我们把它代入交通模式对比方程9.10即可看出任何交通方式之间的交通量转化都是前一种交通方式的函数得出的，即


  [image: p311-2]


  显然，高成本交通方式的消费增加越多，交通量的百分数变化就越明显。这一点符合逻辑，因为消费的增加可能会造成出行量的减少。


  当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交通消费增加一倍以后，模型的预测结果在所有交通方式当中发生转变，正如行人寻找最实惠的交通线路，而且由于模型属性为单一限制型，居住地区位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这里有两个主要指标，其一是平均总交通消费，该指标在公路交通方面应当出现相应上涨（虽然交通方式变化很可能意味着公路交通消费并不会因外源性变化导致涨幅达到百分之百），其二是交通方式划分。相应数据记录在表9.1中，从该表中可以清晰看出平均交通消费总体上涨17%，其中涨幅最大的就是公路交通消费，达到27%。铁路和地铁消费仅上涨2%和3%，而公交车平均消费则略有下降，降幅为2%。这些变化几乎与交通方式划分结果完全相反，其中自驾出行下降了46%，相比之下公交车则上涨了42%。而铁路和地铁则分别上涨了35%和21%。如此显著的出行方式转换也会伴随着居住地区位的变化，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检验到。实际上，需要注意的是如此显著的出行方式转换并不会真正发生，因为实现这一结果需要修筑大量铁路基础设施并大幅扩展公交系统。然而，这就体现了系统中存在的压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其结果与利用均衡模型探索未来具有一致性。


  
    表9.1 平均交通消费与交通方式划分产生的变化
[image: ]

    实际平均交通消费和交通模式占比都是校对后的数据，因为模型需要经过校对才能满足这些限制条件。

  


  原状态（1）和新状态（2）之间的交通量变化直接导致了方程9.4中终点住宅区活动的变化。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可以由以下方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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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消费变化只会对已有活动进行重新分布，而模型预测的新均衡状态显然是一阶均衡模态，模型当中没有任何元素能够预测出其他各阶的效应，这种新均衡状态是由表9.1所示的区位变化和交通方式划分变化组成的。


  我们可以生成两个更加生动的图表来表达这些区位变化，首先我们利用如下方程计算出总人口的绝对比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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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将所有区域分为两个部分，Z1和Z2，因此两组区域的总和即可表示为Z=Z1∪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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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9.20的用意是以任意方式将系统中的区域划分为任意两个部分，我们可以观察从一个子集到另一个子集所产生的流。这样我就可以比较出区位限制造成的影响是否在空间上偏向于系统中的某个区位，特别是在本案例中是否偏向于城市内部或郊区地带，从而反映出各地区在汽车使用方面的差异（Batty、Hall and Starkie，1974）。


  模型得出的最令人震惊的预测是消费上涨后迁移居住地的人口数量Φ仅占总数的2.4%，约110 736人次。这一数值非常低，反映了系统应对交通成本改变的弹性程度。然而如下图所示，虽然总消费会大幅上涨，但是实际上潜在的居住地变化造成的二次消费却比预想的要少很多。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一结果只是解释了交互活动比区位有更高的变化自由度。图9.6展示了区位变迁的空间规律，从图中可以清晰看出，除相对比较活跃的西侧走廊能够吸引部分人群以外，其他地区城区人口相对集中而郊区人口相对减少。这一现象很可能是由于城市西部以及机场附近的就业岗位，以及与伦敦西部和西南部有良好交通连接的繁华的通勤者地带造成的。通过反复试验，我们得出了系统内的非连贯地区划分方式，使得大量人流穿过区界线。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大范围或小范围（教区或自治市）来选择区划，从教区等级来看，有633种可能组合。显然，使用该工具需要对模型的工作方式和空间系统的结构有一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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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6 公路交通消费翻倍对私家车造成的区位分布影响


    注：灰色表示人口增长，黑色表示人口下降。

  


  前文介绍的能源方程也为这些结果间接提供了参考。能源和熵的计量单位与模型输入数据单位完全不同，后者是按照形成所用时间以分钟为单位计算的。这是因为方程9.13和9.15中的熵是通过总交通量来计算，而不是像传统模型通过求导推出熵极大值中的概率来计算（Wilson，1970）。此外，方程9.13清楚地表明，不同交通方式产生的消费经过适当交通系数的计算，对结果进行叠加形成复合消费。然而，这些数值的相对比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系统从第一状态（1）如何转化为场景状态（2）。我们把这些数值列在表9.2中，从中可以看出百分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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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7 基于非连贯地区划分的人口再分布


    注：黑色表示人口减少，灰色表示人口增加。

  


  关键在于，由于外部原因公路消费上涨100%，总能源消耗大幅上涨，致使自由能相应上涨，而熵只有轻微上涨，这意味着整个系统内交通的集中程度有所下降。总能源上涨幅度及其中自由能的涨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路消费上涨100%造成的，这种上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交通方式的重新分配，而其他交通方式消费也因此出现了大幅上涨。显然，通过分解的方式我们不难看出，所有交通方式产生的消费的总和即为总消费。至今我们尚未对熵方程在不同交通方式下的分解进行探索。其原因在于，自由能方程中的耦合机理使得模型能够整体运作，因此自由能方程是不可分的，而这又会对熵方程的分解造成干扰。然而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十分活跃。由于人们对于资源消耗殆尽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关注，该领域研究也愈发得到重视。40年以来，熵极大模型中能源的真实含义始终处于沉寂的状态，直到现在才开始对这些概念进行量化计算（Batty，2010）。对于表9.2中的数据有很多种解析方式，读者可以参看威尔逊（2009）和莫费特（Morphet，2010）最近发表的几篇论文。有关城市的科学研究就应当指明能量如何在城市中进行空间移动，城市的状态（包括其物理形态和网络形态）如何对能源及其消费进行分布。基于这样的想法，本章希望提出一种前进的可能性。


  
  表9.2 熵、能源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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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场景，我们将研究公路消费提高100%对于可达性的影响。图9.8对可达性变化进行了描述，我们根据对标准对数和也就是熵方程9.13中第一个因式进行计算，然后把它代入起点可达性中，也就是计算工作地的可达性。我们可以把每个重点的可达性变化方程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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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形式的可达性并没有在不同交通方式之间表达出明显的变化差异：在三种交通方式中，变化前（1）和变化后（2）的交通消费情况相同。然而，当我们对道路可达性变化进行检验时，从图9.8中，我们可以展现变化前、变化后的状态，并利用方程9.21计算出二者可达性的比率，设k=1。


  二者的可达性状况在图中以等级的形式表示出来。可达性越强的颜色越深，反之颜色越浅。两种状态下的分布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即可达性分布向中心地区聚拢——这一点在图9.8c二者间的比率中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表述。从图中可以看出，西南部的可达性有所降低，而中心收费区的可达性则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在交通消费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消费更高的区域（伦敦中心市区）会变得更有竞争力，尽管其单位交通消费仍是该区域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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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8 道路可达性

  


  9.6 扩展城市仿真


  如今，我们正在不断拓宽模型涵盖的内容，提高研究区域数量，扩大对象城市规模。我们对于模型可视化、操作快捷的要求依旧是城市仿真系统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为了大规模实现这种扩展变化，我们需要为模型开发一种简约桌面版本，并利用最新的软件编出更加快速的网络版模型。住宅区模型与商业和地方服务设施模型相关联形成模型拓展，反映出一种更加综合的模型发展方式（Batty，2009b），其中涵盖了对活动类型和模式的分析，并且能够适用于不同区位和交通网络的容量限制。新模型包含了交通量在不同交通网络间的分配，以及容量限制分析反映出的交通消费情况。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对该模型中支撑四种交通方式的交通网络系统的本质进行论述，但是这些网络结构已经蕴含在构成多种可视化成果的专题界面之中了。


  在本章展示的模型结构中，最有可能发生潜在改变的就是住宅区位模型。韦格纳（Wegener，2008）认为，城市系统所建模的每个领域看起来都有待于经济动态的不同解释。他认为，零售业要求对出行成本和可达性等供求关系变化实现快速反应，而住宅区位则更多反映了房价和出行成本之间的平衡，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情况。我们将现有模型中的出行成本约束替换为预算公式，可以把收入与消费通过新的变量联系起来。因此，方程9.1即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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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wi为地点i的平均工资水平，而rj代表地点j的平均房价（或适当时间段内折算后的租金）。方程9.22实际上计算的是方差，确保绝大多数出行消费处于工资和交通消费间的差异的平均值。假设越接近消费预算的极限人们重新选择住址的概率就越高，那么运用该变量和起点方程9.2中的一般变量产生的模型即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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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不同方式建立预算方程，因此该模型可以有多种变体，在有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变成特定交通方式的模型，当然，分解方程也使得该模型能够用于不同工作群体和住宅类型。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涵盖三个部门的扩展模型，其中当地服务设施和商业发展采用了不同于住宅模型的方式进行分析处理（Batty et al.，2011）。此外，在这类模型当中，实际交通量与租金、交通消费和购物消费呈正相关。


  当我们利用现有模型对交通消费变化进行检验时可以看出，人口区位分布变化相对于交通方式分配变化小一个数量级。仅仅2.5%的工作人口的居住地点发生相应变化，而我们对城市系统的经验以及人们通常对成本变化的反应都提醒我们，这一数值太低了。虽然在模型分析并没有体现，但是居住地变化几乎是第一顺序变化。方程9.23中的新模型（我们已经对其有了一些基本尝试）对交通消费和房价进行直接比较，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变化。如果交通消费像测试场景的那样上涨100%，那么根据方程9.23模型，人口迁移率约为12%。因为当公路行车交通费上涨后，人们不得不降低在住房上的开销，也就需要找到更加便宜的住所，即产生了直接的区位影响。在扩展模型中，这种结构对区位分布影响很大。因此，成本变化带来的影响是相当现实的。实际上，未来在应用该模型及其拓展模型时，我们计划探索大量彼此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场景，这样我们就可以检验人们对成本变化的敏感度及其产生的影响。由于模型的运转速度很快，可以生成上百种这样的场景，从而得出一些对此类行动进行训练的方法，进而使用户能够通过简单有效的方式探索未来的解决方案（Batty et al.，2011）。


  我们关于未来发展趋势的最后尝试是关于用“熵能源”模型支撑本模型以及其他相似模型。我们需要不断投入更多努力，才能在城市系统与能源的空间流动方式之间建立适当的联系。我们需要对自由熵提供更清晰的解释，并且深入分析能源在系统中流动的方式，二者在交通方式选择模型中是并行的。计算能源的问题之一在于，熵极大模型由于历史原因很难进行计量。而联系模型中交通成本参数和分区（标准化）函数的作用需要持续计算才能证明。这些都是在扩展模型研究中的热门问题。在扩展模型中能源变化的影响将会成为该模型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预测，本章研究的城市仿真将以城市物理形态和能源流动相结合的形式出现。为了实现创造和设计出更加可持续的城市，我们将会不断丰富有关城市形态的分析。


  
    第三篇

    设计的科学

  


  在第三篇中，我们将从理解城市转到设计城市。但是在扩展我们的科学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是相同的。我们认为设计嵌入在关系网络之中，这样的网络存在于任何有着利益关联的对象之间，而生成新设计的过程也是在对未来的不同看法之间开展沟通并寻求解决之道的一种手段。有很多人在探讨城市科学的时候不考虑城市的设计，将设计简单视为一种相对积极的手段，并假定城市与城市规划之间是互相分离的。甚至有观点认为，在城市进化过程中设计影响不大，是基本上可以被忽略的活动。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对城市的理解最大进步就是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考虑城市规划与设计等政府干预手段的影响，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城市。正如当我们尝试在量子级别观察波和粒子的时候，我们干扰了宇宙的运转，我们的规划行为也干扰了城市，有时候甚至是观测城市现象这个行为本身都会改变城市。此外，我们规划的结果往往会成为子孙后代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简而言之，城市和城市的设计是无法切割的整体，不可能在忽视一方的情况下讨论另一方。设计往往是我们试图理解的问题的一部分。


  仅仅在100多年前，当城市规划在西方国家第一次被制度化和专业化之时，知识分子和知情公众普遍是反城市的，规划的最高意义上就是让城市变得美丽，这个任务逐渐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宜之计，比如降低污染、密度、各种形式的拥堵，以及为城市重新注入在工业革命、快速城镇化和城市兴起等过程中大量失去的“绿色”遗产。新城、田园城市、土地使用和活动的分区，为新经济活动安排选址，中心城市疏散等概念成为首选。这些手段为建筑师、规划师和社会分析师等专业人员所专属，他们假定城市通常处于消极的环境之中，可以对功能和人口分别进行规划。由于明确以技术为中心，通过规划改善城市状况成为必要条件。


  这个观点本质上将认识并理解城市与通过设计改变城市功能结构割裂开来。在一个世纪前，这门发育不完全的科学很大程度上是物理主义的，所关注的中心是专业性，与城市本身的联系反倒不那么紧密。然而在积累了足够多的干预经验之前，人们通常并不认为规划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20世纪70年代，瑞特尔和韦伯（Rittel and Webber，1973）在规划理论评述中认为，许多城市问题极其恶劣，因为各种改善行动经常会适得其反，设计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问题。简而言之，他们认为城市实在太过复杂，不可能对所拟订方案的后果和影响进行跟踪，与一开始就没有规划相比，这些方案往往会以让一开始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告终。


  在第1章中，基于城市与机器之间隐喻，我们介绍了传统的城市系统模型，通过系统，我们可以用某种形式的控制器引导城市朝向未来渴望的状态发展。这个模型也只能止步于隐喻，没有人认为城市可以像自动控制装置一样被控制。不仅如此，尽管这一模型很快就被降低了要求，但有一种城市科学可以引领我们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各种城市问题的思想却始终构成了城市规划的基础。这个理性决策模型松散地构建在可以通过一些非正式的优化过程来进行规划的概念之上，在过程中不断展开分析，提出替代规划并修正预设目标。西蒙（1960）用“情报设计选择”流程对这一决策模型所包含的理性思想做了最好的总结。


  这一模型已经不再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当我们的科学用于影响规划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或者说不同的科学）同样作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理性决策模型只是大范围对话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我们的城市模型现在变得更加“自下而上”，正如本书的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所强调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个演进过程的一部分，扮演了与其他角色相伴而行的规划角色。简而言之，行动者或代理人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他们构成了规划过程的一部分。这种观点认为，对于应当如何制定规划和政策来说，代理人如何生成设计的模型才是核心。实际上，设计可以被定义为生成规划的过程以及随后的决策。我们需要的是设计过程的模型，以及从中衍生出决策的方法。正如博尔丁（Boulding，1975）所说的：“世界的未来发展是决策的结果，而不是规划的结果。规划只在它们影响决策的时候很重要”。我们需要的是可以用于决策的设计模型。在第三篇中，我们将开始探索如何建构这样的模型，并在与相应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中应用。


  在第10章，我们将从可以迅速导向决策模型的设计模型开始。在整个第三篇，我们都将设计和决策看作在相应利益相关者之间解决冲突或达成共识的过程。意见池中的“平均初始意见”这一思想将会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因为对各种意见的重要性进行加权的概念会在我们介绍的模型中反复出现。意见加权将被依据彼此交互的行动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而关系是网络的一项重要功能，使人们能够交流和传播观点。由于行动者与区位关联，各种决策也往往由特定场地发生的事件而引发，区位和空间互动仍然在这些模型框架中有重要地位。


  我们的基础平均模型是一阶马尔科夫过程的镜像，这会得到强连接交流网络的稳态（或共识）。也就是说，其中的每个行动者可以与其他任何一个行动者展开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我们在第11章中建立了这个模型，并强调本书第三篇的焦点将从结果转向过程，设计不仅是产品、规划或最终成果，也是一个过程。


  在第12章中，通过介绍行动者之间的交换理论，我们将把焦点从设计转到集体行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们引用了一个理念，即城市运转方式和行动者设计规划方案的方式，都涉及可以通过多要素关系进行预测的网络。二部图将再次在展示关系网络上发挥作用，比如，行动者和他们渴望控制或有兴趣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网络，或行动者与问题、行动者与政策，或与设计过程有关的任意两个不同的对象集之间的关系网络。我们可以预测与这些二部图中的每个对象集中的互动相关的单部网络。在集体行动的理论中，我们广泛地应用这一思想，当共识达成，集体行动理论在定义每个对象集处于稳态时的重要程度时产生了一系列关系或权重。


  该模型在结构上仍然是马尔科夫结构。言下之意是，这种二部关系可能可以扩展到三部甚至更多，极大地放大了问题的维数。但是，必要的演算还不存在，我们必须满足于禁锢在二维的世界里，其丰富性可以通过一系列二部集来部分表达。


  在第13章和第14章中，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交换和交流的案例，这些交换和交流可以导致行动者在土地上所拥有的利益以及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所拥有的控制权发生变化。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半现实应用，首先是在伦敦市中心进行土地开发的冲突问题，其次是委员会的决策，涉及在典型政府背景下，把资源需要分配到各种服务中的预算控制。这些案例指出我们的模型可能在真实世界中进一步发展的方式，重新回到城市模型的起点。有很多种方法推动这一努力，但这是未竟的事业，正如我们将在结论中阐述的一样。


  第10章

  层级化设计


  
    艺术家并不表现科学；……（但是）他会经常与科学家具有相同的兴趣点，并通过视觉集成来展示科学家用解析方程或实验演示的内容。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艺术”，摘自《人类向何处去：现代文明的全景》（1928，第296页）

  


  到目前为止，我们介绍的工具大多关注分析性地建立城市科学，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相同的这些工具，可以被综合地塑造为对城市的一种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与将城市作为整体考虑的综合方法相反，分析包含了将城市解构为其组成部分和相互作用的内容。分析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综合是自下而上的。但这样的观点有一个变体，即解构关注现存的形式，构建则关注新的形式；此外解构还关注分析和科学，构建则关注综合与设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这些工具都集中在解释存在是什么，即真实性，而我们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将要介绍的是专注于设计可能存在的东西，即可能性。尽管这些工具在我们处理相互作用和关系的方式上具有极大的共性，但我们用来改造和设计新的城市形态的方法，其中观点的本质方向发生了转变，从关注过去与现在转变为关注未来。正如芒福德（1928）在上述引文中的观点，作为艺术的设计与科学相比较，其差别在于建构世界的手段是视觉集成还是分析实验。


  我们已经通过介绍大量的工具来阐述这门新科学，但我们的根本理论需要建立在对假定独立于结果的各种变量进行定义的基础上。从这点来说，我们假设变量在函数关系上是独立于结果的，也就是说，结果y由变量x决定或生成，而反之不成立。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是可观察的，同时，科学的任务是在理论和实证上发现x和y之间的关系。好的理论必须在应对解构的尝试时是实证可证伪的和稳健的，同时也符合我们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思考和直觉。定义适当的结果和自变量是一种能力，而不是科学本身，这意味着科学中的设计也许和设计中的科学一样多。然而，科学推进的方法包括把假说定义为可以通过准演绎的方式进行实验或通过计算机模拟来检验的关系，或者通过设定的假说检验循环运转过程中的一系列观测来推断。对良好科学的最重要检验就是理论带来的预测是否可以被观察所证明，这些观察完全独立于一开始产生假说的方法。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典科学的基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判断目前也面临着细致推敲，因为我们所处理的系统的复杂性在增加。


  就像科学是寻找一个变量集与其他变量集之间的因果关系，设计可以被看作遵循相同的结构，但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目的。设计往往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系列自变量进行操作，当这些自变量综合或融合为一个结果时，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规划”或“设计”。自变量是决定问题在某些方面的解决方案的要素，要素综合是对它们进行聚合或合并以形成可以反映这些被考虑要素的最优解。解决方案或设计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规划y，由一系列定义需求但相互间往往冲突的x要素决定。这些要素通常由设计者定义，并且在空间问题中有时被视为组合生成的解决方案的“层”。事实上，科学和设计的过程可以被比作解释或解决方案的产生，这些解释或解决方案是由这些层巧妙地组合而成的，而这个比喻在空间系统中特别有意义，因为在空间系统中这些层可以被看作空间图。然而，与科学变量不同的是，不同设计者对于层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理解，这使得任何设计都有独特的组合。这些要素或变量可能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它们是由设计者根据直觉的相关程度选择出来的。这一过程与生成解决方案的综合过程相结合，其内在过程及其本身对于设计者来说都是独特的。


  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定义的过程具有高度的形式化，但每个结果都会是唯一的，因为这些要素对一个设计的影响具有主观性。一个设计的好坏取决于如何对其进行评估，这通常是一个通过一系列目标来检验结果或解决方案的过程，以衡量解决方案是否与问题的目标相符。与科学方法不同的是，根据预设目标对设计进行的评估，并不会将设计验证于其他地方并用一系列独立目标来检验。这在逻辑上与检验科学理论是相同的，科学检验中的目标在这里定义观察，但设计过程并不具有那样的独立性。简而言之，用于检验设计的目标是与最开始产生设计的综合过程中的目标一致的。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内在循环，而且对于设计来说可能没有真正的检验，因为设计的目的往往并不是达成共识。实际上共识是重要的，但它永远不会是对好设计的要求。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科学和设计都有最优化问题。把科学中的自变量或解释变量拟合或微调到那些总是被解释内容的过程，需要通过引入不同的参数来寻找微调解释的方法，这些参数定义了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和意义。在第二篇中，我们使用了线性分析法来估算这类变量的权重，通过使用一些函数的极小化，比如最小平方，生成一个最佳拟合模型，以降低观察和预测成果之间的误差——简而言之，寻找可将诸如[image: p329-1]这样的函数极小化的权重集wk。同样的结构有时被用来定义设计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通常基于一些目标函数，比如[image: p329-2]，这里的权重wk为费用。然后我们选择解决方案yi中的变量来使Φ最优化，通常以利益、利润等来衡量，Φ通常会在解决方案变量（而且常常是自变量）能够承担的极限上受到一系列约束。实际上，在对土地使用交通建模的早期，类似于我们在上一章中探索的模型都是在这样的优化框架之中的，尽管这些在设计上的尝试很快就被意识到具有问题，其产生的解决方案非常粗糙，明显忽视了对设计十分重要的定性变量。


  对最易于处理和简单的任意系统的优化中具有某些形式的反馈，可以让解决方案趋向最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循环是科学方法中逐渐改善假说的关键，随着对它们的基本特征有更多的了解，在不断探索越来越好的预测的过程中对观察进行改进，假说逐渐被完善。在设计中也差不多，甚至在正式优化过程中也是，最优解决方案可能存在的解决空间，在追求打磨最佳结果的过程中逐渐缩小。我们将在本章及后续章节中检验不同的模型，这类互动过程是解决冲突并达成共识的关键，这里所谓的共识我们一般认为是最优解。实际上，我们的许多模型将会是线性结构，而在一些例子中，如统计分析的案例，当这类相互作用的收敛概率被简化为易于处理的形式时，可以直接得到解决方案。


  我们在正式设计中的第一个尝试，是通过把解决方案作为要素的线性综合，这些要素是不同用地功能的最佳区位问题中的影响要素。对预设对象集进行线性加权以构建问题的方法将被介绍。然后，我们将检验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采用我们在第一篇中介绍的基于连通性的理念，使用网络来展示这些要素相互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这可以为我们提供影响方案的要素的组织方法，将它们组织到不同层级的子问题中，这些子问题提供了结构化的综合，并包含不同的权重。接着，我们将它概括为序时平均（sequential averaging）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设计的代数学。这与一阶马尔科夫过程类似，收敛到稳态代表了另一个加权解决方案。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探索这个方法，届时将把设计问题往回推一个阶段，把它当作选择最佳设计的机器，即“对设计进行设计”。然后将描述选择风景区公路位置这一传统问题中的应用。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最早由亚历山大和曼海姆（Alexander and Manheim，1962a）提出，也被麦克哈格（McHarg，1969）多年前在其重要著作《设计结合自然》中详细阐述过。这些方法在土地使用规划中是通用的，同时，当代的应用中包含了地理设计的新科学，由斯坦尼茨（Steinitz，2012）正式提出。本章中介绍的这类叠加设计是从很多基于地图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中发展出来的，如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在土地使用规划中（Carr and Zwick，2007）。


  10.1 阐明设计问题


  设计问题倾向于定性而不是定量地表现它们的结构，因此基于统计或数值分析的经典研究设计并不合适。在解决任意政策问题中特别重要的是替代方案的定义，其中不同的方案与对象或限制有关，设计者根据手头的问题判断其重要度。阐明这类问题有很多方法，但在这里我们将考虑问题的任意解决方案与其他方案之间的联系。因此设计者的任务是把这些“部分”或子方案综合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其中影响最终方案的每个要素的重要性是清晰的。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不同解决方案的问题元素之间的关系将会通过一系列结构模型的定性关系来形成，这些结构模型构建在不同图论和网络表达之上，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篇也应用过这些图论和网络表达。这些模型本质上是帮助思考规划的生成过程。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包含了可以作为承载规划问题解决方案理念的骨架结构。我们将要介绍的模型在很多年前就作为设计方法被建立起来，其中一些方法在实际设计和规划中仍然被普遍使用，特别在土地使用和景观分析领域，而另一些则是已有方法的衍生和重组。


  在思考城市未来发展的时候，一个典型问题是如何使用土地以及如何组织活动，以满足特定的目标，这些目标是为了使区位变化和城市形态可以为城市生活创造更高效和更公平的条件。通常，大型居住区和交通如何选址属于这个领域的问题，但城市更新的很多问题也同样属于这个领域。我们在本章中将要讨论的问题是相对明确的，即寻找特定土地功能的“最佳”选址，以满足规划过程中所达成的特定预设目标。进行此类研究的最简单方法是在图纸上描绘出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最佳区位和非最佳区位。因此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转换为一空间数组A'个i，其中有m个区位i，而且其数值可以是二进制的，当数值为1时为最佳区位，为0时为非最佳区位，但它也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取值，比如从0到1之间，可以为某种特定土地使用的区位适合度赋值。


  假设问题的任意解决方案为空间范围Aik，其中k=1，2，…，K个部分或子方案，那么设计问题的最佳方案可以被看作这些部分解决方案的联合体，即


  [image: p332-1]


  每个部分解决方案都基于其对最佳方案的重要度，最佳方案反过来也会影响一些目标或限制条件。比如，对于现存零售设施的可达性或接近度最大化来说的最佳区位问题，Aik是其可能的一种解决方案，该问题无疑是与区位问题相关的，这涉及土地使用或零售设施服务产生的活动。另一方面可能基于某些限制，所有用于开发的土地必须符合潜在的防洪标准，在这种情况下，Aik可以定义那些满足这一标准的区域以及那些不满足的区域。因此，这些子方案将会体现为“全部或全无”的发展或连续的发展可能性。总之，接下来我们会将这些问题称为“要素影响发展”，反过来它们会体现反映需求和其他内容的单独目标或约束条件。


  当然，定义最佳解决方案的关键是详细说明子方案或子目标的组合方法，解决方案都体现在方程10.1的通用关系里。一个直接的方法是把要素集分割到包含某种形式的收益成本或意愿度的目标中，以及分到形成解决方案限制的约束条件中，然后按照优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往往很难完成，因为即使单一的约束条件也可能不可更改，当考虑到其他约束条件时，设计中会存在一定的可变性。比如，当位于平地或缓坡地带的大多数住宅开发是具有成本效益的，但有时候优秀的设计会打破这个限制，并在陡峭的地带进行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可量化的要素，也反映了设计者的灵感和直觉。此外，设定了通过这样的优化程序来解决的问题，就假定了较难实现一定程度的量化。实际上，更为明显的一种方法是提供某种程序，按照可以控制实现的顺序考虑这些目标和限制，同时，随着解决方案的逐步发展，设计者在每个阶段仔细反复考虑。这是我们在这里将会关注的方法。简而言之，我们将为提供结构性的方法综合每个要素，推导出设计者可以逆向退回的解决方案，并可以在任意阶段改变综合过程。


  为此，我们引入一个假想问题，为一个英国小镇的住宅开发选择合适的用地区位。这个例子以北柴郡的麦克尔斯菲尔德为原型，其现有市区人口大约为5万人，而更大区域范围内还有另外2万人，将位于可能选址的新开发空间中。我们确定K=12个关键目标，作为这个问题的关键要素，这些目标列在表10.1中。规划的任务是利用这些要素生成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要素集几乎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假想问题。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案例，可以展示本章中介绍的第一类主要设计方法。所有这些要素都可以用空间术语来表达，并且每一个要素在考虑的空间系统内都可能对不同的区位有不同的影响。我们在图10.1中展示了在严格限制下的12种情况，其中1（或黑色）说明了考虑中的区位不能开发，而0（或白色）说明该区位可以开发。在图10.2中，我们把这些作为空间意愿度来展示。其实，我们现在介绍的方法中，这些相互比较要素的顺序反映了每个要素在最后的“最佳”解决方案中的相对重要性。注意这个定义中的模糊性，因为假设了在任意阶段设计者的直觉都可以全面掌控这些顺序，它说明了我们生成的比较顺序只是推荐设计者遵循的一种。


  
  表10.1 影响居住开发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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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规划师根据这些要素对于解决手头问题的需求度或合适度（或相反的情况）将它们表达为空间形态，而规划生成和设计的过程是对这些要素的综合，它通过包括某种平均调和的方法来解决要素之间的冲突。我们接下来将要介绍的方法可能是发展最为完善的方法，最早由克里斯多夫·亚历山大（1964）详细提出，他认为每个与开发相关的要素，通常都包含一个非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比如表10.1中列出的那些要素。那么设计者的任务是检验每个子解决方案，并试图协调它们与每个其他子方案以发现最佳区位。12个要素可以有144（122）种可能的成对比较，但对于每个要素来说，生成某种与其他所有要素相关的综合解决方案，则将会有12种不同的方案。亚历山大（1964）认为，在对它们进行考虑的时候某种形式的优先顺序是有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把部分解决方案或要素按照它们关联度或联系度分组，可以为生成12个要素之间最小冲突的综合方案提供一种好方法。这就是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三个小节中说明的方法，最终将建立迭代法，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综合子方案，形成一个真正的折中方案或“最佳”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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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要素表达为选址问题的部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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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 要素表达为对最佳区位的渴望度

  


  10.2 线性综合设计


  设计者对问题的看法决定了子方案或目标的集合以及限制条件，这些集合以及限制条件必须按照某种方式综合，来形成一个“最佳”方案。而且该方案必须与子方案有相同的形式，也就是土地适用值落在一个固定区间内，可以用图来表示。正如我们提到过的，这要求各个要素Aik当量相同，或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可比性而不损失通用性，我们可以标准化为0≤Aik≤1，∀i，k。默认的综合方法是一个简单的平均，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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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我们假设要素可以被表示为限制条件或目标。如果要素是一个限制条件，我们可以用上标c来表示，而如果是一个目标的话，我们用上标o来表示。这与这些要素的取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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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0.2适用于任意代表限制条件或目标的要素组合，因为它们在相同的取值范围内是相当的。


  默认综合假设每个要素的重要性或权重相同。这可以方便地类推到不同的值，这样最终答案是一个加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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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权重必须标准化，从而反映了每个要素的相对重要性。通常的形式中权重作为子方案或影响最终方案的要素的概率，那么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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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前面的章节一样，在这里的案例中，如果范围很明显，我们将能够得出最终结果。


  这个通过平均来生成解决方案的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在选址有明确类别的各类实际土地使用规划中。有些时候，当要素表现为目标形式的时候，它指的是“发展潜力”，并且可以被作为等值面插入，如图10.2所示。这样定义的方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一系列子区域和大都市区的规划研究（见Wannop，1971）中就可以见到，这些方法现在是GIS技术坚实的组成部分。显函数可以让用户生成并视觉化综合解决方案，而这些理念如今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类似LUCIS（土地使用冲突识别策略）这样的实用方法中（Carr and Zwick，2007）。


  这些方法反映了地理设计领域的一些核心工具（Steinitz，2012），实际上，它们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景观规划研究，这类研究关注的核心是物理空间。显然，它们的极限在于，对于一系列相当的要素来说，它们必须包含用于开发的某种形式的物理适用性。简而言之，不管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它们必须被转换为空间形式，尽管这通常都是可行的，在表现特定要素时需要一些独创性。这些方法建立在我们称之为“叠加”的分析之上。可以图示的要素通过相互叠加来综合，要素假设具有相同的权重，并使综合平面成为一个不同要素的视觉组合或是受限制条件影响的区域的叠合。这一通常的过程是用于将要素表达为限制条件，并过滤掉那些不受任何限制条件影响的用地。斯坦尼茨、帕克和乔丹（Steinitz、Parker and Jordan，1976）描述了一段有用的历史，而霍普金斯（Hopkins，1977）介绍了一般性的连接叠加技术和更多正式方法。麦克哈格（McHarg，1969）的著作《设计结合自然》中提供了非常概括性的叠加方法，他将用于确定不同种类开发的最佳区位的方法描述为“叠筛图”（sieve mapping），这类开发中的要素表现为限制条件{Aick}。基波（Keeble，1952）用以下方法定义这一过程：“它假设所有在检验的用地都‘通过’一系列的筛子，每一个筛子代表了用于特定考虑目标的某种特有的渲染用地单元。任意土地使用特性由一个或多个筛子‘捕捉’来表达，当某块用地通过所有筛子，那么可以初步认定它适合考虑中的目标。”


  以限制条件作为过滤器或筛子来表达叠加图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叠合限制要素[image: p337-1]来形成的，即最终方案是


  [image: p338-1]


  如果这是一个空集，那么说明每个用地单元k都被某种限制条件所影响，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简单地对限制条件进行计数


  [image: p338-2]


  当然，它与方程10.2中的非加权平均值相等。在图10.3中，我们通过综合图10.1和图10.2中的不同要素，展示了三个相关的解决方案，图10.1中的要素作为限制条件，而图10.2中的要素则是目标。这三个解决方案分别使用方程10.6中的限制条件、方程10.7中反映的叠加，以及图10.2中目标使用方程10.2的相同权重。我们没有采用不同的权重，在这个阶段或许比较武断。本章剩下的部分会探索我们如何基于要素之间不同的关联来确定这些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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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3 不同线性综合的比较


    注：a.传统叠加（筛选形式）分析，用灰色展示受到少于三个限制条件影响的土地；b.平均要素图，基于对限制条件的计数；c.相等权重的意愿平面。

  


  在我们开始检验这类问题的结构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到不同的土地使用或活动可能会竞争土地，即当存在一系列我们提到过的设计问题时，在更高层面会有解决冲突的不同技术被设计出来。我们现在假设这些方法用于为一系列ℓ=1，2，…，L用地寻找最佳区位，其中我们结合前面的权重wk和要素Aik，用以设计符号[image: p338-3]表示的每种用地的最佳区位。在这个过程中加入这些不同用地之间竞争的一种方法，是确定每个解决方案的相对重要性λℓ，那么新的每种用地最终解决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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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是合理定义的标准化因数，以保证决定每种用地方案的竞争面之间的可比性（Grant and Thompson，1971）。这个参数本质上将每种用地方案j≠k转换为与方案k的竞争。


  10.3 结构网络的结构和连通度


  我们刚才提到的平均方法，与本章和后续章节中将要提到的方法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众多冲突且收敛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这些要素决定了最佳选址问题的答案成功与否。这里我们有一个关键假设，在任何设计问题中，这些要素的相对权重应该反映这个问题内在的或通用的结构，而这需要设计者在设计的过程中提取出来并明确说明。也就是说，应当将问题结构作为设计的指引。这类结构的核心特性之一是任意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素可能是功能明确的、有因果联系的或是相关的。简而言之，任意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强度取决于其作为设计基础的程度，其中任意一个要素都会制约设计对另一个要素的要求的满足程度。总之，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简单地同时满足两个要素的要求，那么可以认为这两个要素的关系较强，反之则较弱。然而，提出的问题可能会面临两个很难被同时满足的强联系要素，这意味着设计者应该首先考虑这些成对的要素，因为应该将比较容易解决的那些要素留到最后。因此，怎样衡量这些关系需要在用于组合要素的权重中反映出来，而它们的权重反过来又可以依照它们组合的顺序来确定。在这里，如果要素之间就它们所包含的子方案而言区别很大，我们将会建立要素关联的网络，下文中采用的网络就是基于这样的标准。


  加权的方法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方法建立在成对比较的基础之上（Churchman、Ackoff and Arnoff，1957），因为它们倾向于基于结构定性地判断一个要素对任意其他要素的重要性。广为人知的层次分析法是由萨提（Saaty，1980）提出的，它被广泛应用于实践以获得权重。这个方法在比较任意一个要素和其他所有要素之间的关系强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比较矩阵，而后提取一个综合“平均”权重集，反映每个要素在最终解决方案中的重要程度。关于我们提取与要素{Aik}相关的权重问题，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方法推进。我们首先评价每个要素对其他每个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在不超过7个点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并建立矩阵Wjk，其中这个矩阵为要素j到要素k的相对重要性。如果假设j的重要性是k的5倍，那么Wjk=5而Wkj=1/5。由于比较的定性性质，以这种方式生成矩阵可能导致矛盾，但我们可以计算出矛盾程度并指出置信度，在严重矛盾的情况下促使设计者重新进行比较。


  隐藏在这个成对比较矩阵之下的是一系列权重wj，它与我们之前定义的每个要素的相对重要性相当。如果成对比较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它会是这些权重的比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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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直接说明了在矩阵W中使用w（t+1）=（1/K）W w（t）来进行迭代的方案。这通常汇集为一个权适量，与W矩阵的主特征值成比例。实际上，权重的近似值可以通过矩阵W中行或列的归一化和求得，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都与基于某种图或关系网络的系统相关，关系网络中的关系把要素按照矩阵的形式连接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不继续探讨萨提的方法，但可以很明显地延伸被用标准化权重分层的系统，假设每个层级的权重与其他层级的权重都不相关，这一标准化权重可以在每个层级分别确定然后再复合而成。最近的应用探索了构成这类层次体系的网络（Saaty，2005）。


  很多设计方法，特别是由亚历山大（1964）率先提出来的方法，在探索设计问题的结构的过程中利用了这些关系。像萨提在决策领域的论文一样，亚历山大的论点是不同要素之间的成对关系反映了每个要素在设计中的相对重要性。此外，亚历山大还认为当代设计的首要问题是需要寻找设计问题的真正结构。他认为对一系列成对关系进行客观分析将提出对设计要素进行分类的新方法，并可以最终引导设计者走向最切题的解决方案。比如，通过定义有强烈冲突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将这类要素分组为子集或子问题，就有可能构建出围绕首先解决强冲突子问题的方法的设计过程，并按照这种方式得到最终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子问题包含了子解决方案或部分解决方案，而且比较一个子方案与其他子方案的过程及其比较顺序反映了得到最终方案过程中子方案的相对重要性。


  我们假设要素j和k的关系根据不同的空间位置i而改变，要素Aij之间的最简单的成对关系集，是通过邻接矩阵为{ajk}的二元图来赋值，矩阵中的元素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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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假设这个图是对称的。图中没有自环，因为这与元素的自结合无关，我们同时也假设这个图是强连接的。即，对于不常见的设计问题，图必须具有强连接的特性；换言之，图中在任意两个顶点之间必须存在明显的路径或链条，这说明了不管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每个元素都与每个其他元素有联系。在这个意义上，问题不能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子问题，至少不可以应用这里介绍的方法。为了说明这些概念，使用方程10.11中定义的简单二进制代码，图10.1和10.2中展示的组成小镇土地开发问题的12个要素或要求被联系起来。存在正相关的一个标准是基于亚历山大（1964）的观点“如果你在设计中对一个要素进行处理，不可避免地让处理另一个要素变得更困难或更简单，则这两个要素相互联系（而且因此连接）”（第106页）。在图10.4中，其相关矩阵以图表形式表达。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探索可以从这类图中提取出来的不同加权策略，然后将它们应用在按照线性综合的方式来组合要素的过程中，但线性综合的结构会包含一个更复杂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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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4 问题图及其关联的邻接矩阵

  


  可以从图或其邻接矩阵中提取出来的最简单的加权结构，是通过对[aij]的行或列求和形成的。哈拉里、诺曼和卡特莱特（Harary、Norman and Cartwright，1965）最早提及列的总和作为入度，而行的总和作为出度，而弗莱蒙特（Flament，1963）把这些分别当作接受度和排放度。这遵循我们在第3章和其他地方介绍过的网络科学的通常定义（Newman，2010）。在前述章节中介绍的某些成果在这里会重新表述，以便读者能够获得关于它们的用途的最新信息。显然，在一个对称图中，对于任意要素集{Aik}来说入度和出度相等。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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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个公认的权重集是基于这些入度和出度所包含的相对连通性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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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一系列权重只考虑了问题中的直接关系，而且很可能同时考虑直接和间接连接的策略更加切题。


  这类方案中的一种是基于所谓的距离矩阵[djk] 的，而正如我们在第3章的方程3.41中说明的，该距离矩阵可以通过对[ajk]进行简单的处理来定义。因为假设图是强连接的，那么就有可能可以从任意顶点到达其他任意顶点，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如果每个直接连接被赋值为1，即单位距离，那么间接距离是这些单位距离的倍数。为了计算这些距离，我们首先需要计算邻接矩阵的连续幂，可以通过如下递推关系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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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们在前述章节中讨论过的，在一个强连接图中，矩阵[image: p343-2]由于幂指数m-1将一直保持正值，其中m是图中要素或顶点的数量。可以使用方程10.14来确定j和k之间的任意连接变为正数时幂指数m的取值。当这样一个连接变为正数时，幂指数m提供了j和k之间的距离。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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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权的方法可以被定义为对行或列的总和djk求倒数，即dj和dk，它们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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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距离矩阵也是对称的，很明显其入度和出度是相等的。这些都遵循设计问题具体说明方式的因果对称。注意到这些权重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被标准化为1。它们和第3章中定义的接近中心性，以及第6章和第7章中与空间句法相关的不同距离测量方法相似。


  然而，这个加权方案的主要限制是间接距离在综合权重中所占的分量与直接距离相同。因此，间接距离占分量较少的加权方案更合适。图论中的一个著名结果是，幂指数m的单元矩阵[image: p343-6]提供了任意两个距离为m的顶点j和k之间的路径数量。当幂指数m增长时，在强连接图中路径数量按指数增长，同时加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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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会在幂指数数值较高时给[ajk]太高的权重。但是可以给[ajk]在高幂指数时使用减小权重的系统。首先，通过定义一个概率矩阵[image: p344-1]，高幂指数矩阵规模效应就可以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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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是一个比例常数，可以选择它的数值，以便权重总和达到一个预设的值。因为[wjk]是对称的，每个要素的唯一权重可以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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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每个要素的权重可以被定义为这个矩阵的入度或出度。


  刚才介绍的加权方案，涉及的是得到权重集[wjk]所需要的一系列相当长的计算过程，尽管这些对于现代计算来说相对不重要。尽管如此，可以计算出一个更简单而且稍微更简练的权重集[image: p345-6]，如果我们首先设定矩阵[pjk]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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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权重[image: p345-6]可以从以下数列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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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看出（很可能）当[image: p345-3]，那么权重矩阵可以直接从矩阵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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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出来，其中[image: p345-5]是一个识别矩阵，而P=[pjk]则是方程10.27中所定义的。方程10.30右边大括号中的项是一个逆矩阵。这个收敛是一个矩阵代数的标准结果。


  这四个加权方案，分别基于方程10.12中的原始连接（入度和出度）、方程10.16中的反距离入度和出度、方程10.20中的连接几何顺序以及方程10.30中的收敛数列，被用于确定基于表10.1中所有要素的12要素设计问题的结构加权。而且，这类探索和分析足够简单，可以被任意设计者手动地用于小问题上，因此构成一个用于思考设计问题的合适工具。在这个阶段，比较四种方法给出的权重值的区别很有价值。表10.2列出了每个元素的四种不同的权重集。尽管权重就级别次序而言有很高的相似度，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重要的区别。然而，这些加权值是加权平均数和冲突解决中更结构化的方案的核心。在下一个部分中，会介绍一些这类方法。


  
    表10.2 基于连通性、距离以及路径长度的加权方案比较
[image: ]

    †本章最后一部分中介绍的序时平均程序的稳态，将生成与基本邻接矩阵的入度出度相同的权重矩阵。

  


  10.4 层级体系和网格


  层级体系的结构是复杂系统逐渐演变的内在方法，这是我们在全书中一直在强调的。在第5章中，我们已经探索了层级体系在城市如何在空间中自组织扮演的角色，但在这里，我们将改变思路，说明层级体系对我们可以建立系统并设计城市的过程来说有多重要。在第1章中，我们详细介绍了西蒙（1962，1969）关于两个瑞士手表制造商霍拉和丹普斯的代表性案例，这两个制造商制造一样的手表，但霍拉以分层的方式发明了部件，而丹普斯整体制造他的手表。然而，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分层方法在嘈杂的环境中胜出，因为它在嘈杂的环境中较为稳固，包含了进化的内涵，即要在简单结构上构建更为复杂的结构，必须使用某种类型的模块化设计。


  这就意味着层级体系。对于检验一系列影响设计的要素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构，并考虑它们是否能够被分解并按部件分组。接下来，就可以把问题分解为不同阶段，并首先处理在问题的层级结构中相近的要素。总之，层级体系与寻解过程中各种因素被考虑的次序密切相关，这与上一部分中介绍的方法有很大不同，在前面的方法中虽然各种因素被依照权重赋予了不同的重要度，但对其进行综合并不需要考虑任务次序。


  西蒙（1962，1969）提出了一种“设计的生成”的层级理论。他认为复杂的建筑可以从模块化建造的基础生成。亚历山大（1964）发展了这一理论并提出，应当对设计问题展开正式的分析并明确各自问题的层级，先通过分析过程将问题分解为子问题，通过提出子问题方案再按层级体系重新组合得出综合方案。总之，亚历山大（1964）提出了一个层级方法，在这个方法中，问题被分解为子问题，随后这些子问题按照给定的层级顺序重新综合，但表达为一系列部分方案或子解决方案，最终生成一个“最优”解决方案或设计。


  亚历山大对于通过构建一个层级体系把设计要素重新分类的想法，可以通过将图或其矩阵分解为一个分层的子集来实现，最底层是关系最接近的相关子集。如果这些子集被定义为强冲突要素构成层级体系中的最基本层，即我们目前为止所做的，这个层级体系可以被作为展示（自下而上）解决子问题顺序的结构。这个综合的顺序让设计者在最基本层解决冲突最强烈以及最困难的子问题，这样可以让设计者关注设计作为得到最佳折中方案的方法的真正目的。然而，所有的这些取决于设计者如何构建问题，以及设计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如果最困难的子问题被首先解决，则意味着图中应该包含连通最不相关的要素或具有最大负相关的要素的连接。这与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说明关系的方法基本上相反，当我们生成网络时，关注的是那些在空间上连通性最高的要素。设计者可能也采用这个假设，其中，那些关联度最高的要素解决起来最简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复制。因此首先协调它们，而当设计者继续协调更高层级上的子问题时，问题越来越难而不是越来越简单，因为最简单的问题首先解决了。这反驳了亚历山大（1964）的观点，但它表明了设计问题需要仔细考虑，针对哪些方面解决了什么问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会有方法超越为了协调竞争和冲突要素而提炼结构的方法，并避免了这个问题。


  假设我们处理图10.4中展示的图，我们将提出两种方法。两种方法都首先把联系（和冲突）最紧密的要素合并，并形成层级体系，其中最强相关的要素在解决方案中最终综合在一起。确实有上百种可用的技术，可以把一系列成对关系分解为层级系统或从这类关系中建立层级系统。然而，这些方法中的大多数取决于通过连续变量说明的成对关系，而不是前面部分描述的二进制形式。比如在第3章中，我们用单联聚类分析来生成差别层级，现在有很多这类方法作为标准软件包可以被获取。这里我们将用两种基本方法，取决于上一部分生成的权重。第一种方法使用之前定义的加权矩阵来构建最大生成树，而第二种方法使用这些权重来建立一个测度在建立层级体系过程中信息丢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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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5 最大生成树以及相关层级体系

  


  一个最大生成树可以被定义为图中没有循环的路径，而且图中任意树拥有最大总距离。这种树将一直有n-1条边，其中n是顶点的总数。寻找最小生成树的一个最早由克鲁斯卡（Kruskal，1956）设计的著名算法，可以很容易地用于寻找最大生成树。这个算法被描述如下：识别任意两个顶点j和k之间最大距离或权重，并记录这条边。然后找到下一个最大的距离并记录这条边，除非已选中的边构成了循环；如果这样则忽略它。按照这种方式继续，直到n-1条边被选中。此时，就形成了最大生成树。用这种算法，权重最大的那对要素首先连接，从而建立了层级体系的第一层。在图10.5中，这个建立层级体系的过程，展示了以图解的方式使用从方程10.19计算出来的权重矩阵[wjk]；这个方法最大的优势是它的简单性，因为它可以人为地应用在很大的问题上，从而与设计者对每个连接集的重要性的持续考虑一致。也许它最大的限制在于，它建立在设计问题局部结构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更为通用的“格式塔”概率上。实际上，正如图10.5展示的，很难比较分解所含的顺序以及基于不同线性综合的方法所得到的权重。


  另一种用于提取层级体系的方法是基于信息这个概念的，最早由香农和韦弗（Shannon and Weaver，1949）提出，并由泰尔（Theil，1967）拓展应用到包含聚合的问题上。亚历山大和曼海姆（1962b）在他们的高速公路设计问题中，使用了一个相似的基于信息理论考虑的层级分解技术，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介绍。正如第9章中提到的，任意结构的信息内容或信息熵H可以通过方程10.31来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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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pj是时间j发生的概率，就设计问题中的每个要素而言，是它在要素范围内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假设这个概率是基于表10.2中的比较的一个标准权重。如果事件集或要素集随之聚合成一个双层的分集，那么方程10.31可以被分解并写为一个集间熵和一个集内熵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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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为L个互相排斥的子集Vl，由下个层级的基本要素聚合而成。实际上，这种分解聚合可以接连在生成集合的层级过程中发生，直到最后两个聚合的子集合二为一。方程10.33右边的第一个项是集间熵，而第二个项是集内熵。如果概率代表了分解密集连通的要素所包含子解决方案的重要性，那么通过最大化集内熵把要素聚合为子集的过程就是合适的。最大化熵的一个特别的启发是基于沃德（Ward，1963）提出的算法。


  沃德的方法从层级体系的基础开始，在层级体系中的任意层上依次聚合要素或子集，聚合的要素或子集产生了比其他的聚合更大的集内熵。把从方程10.19和10.20中计算出来的权重作为概率，这种方法的应用，首先是在没有连续性约束的聚合条件下使用，其次是在受到邻接矩阵[ajk]中正项的连续性约束的条件下使用。连续性约束保证在原始网络中相邻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在层级体系中也同样“接近”。图10.6中，比较了应用这些方法的两个层级体系，可以明显看出在有连续性约束的情况下可以形成最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展示了与基于最大生成树的层级体系的相似性，但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更多考虑问题的全局概率的方法更合适。


  分类存在互相排斥的问题涉及聚合过程中的信息丢失度。此外，选择要素应当集聚的集也经常存在困难。一个要素经常在同一层级的两个或更多子集中具有同等重要性。为应对这种可能，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基于重叠集的层级系统，从而生成一个外观为网格状但兼具部分半网格属性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信息丢失比严格的层级体系要少，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结构可以测度冗余度，有助于生成一个更真实的平均策略。


  一种网格构建算法被组合起来构成权重集[wjk]的基础，权重集[wjk]通过方程10.19由矩阵[ajk]所定义。这个算法的原则包含了在层级体系中连续的层级上，依次减少子集或要素的数量。然而，受到要素或子集总数与预设的层级数量相等的约束，在层级体系中的每一个层级，任意要素可能属于两个或以上的子集。比如，建立一个简单系统，其最基本的层级上有5个要素。在下一个层级上，需要4个子集或要素，而这四个子集可以由（1，2）、（1，3）、4和5，或者（3，4）、（3，5）、（1，2）、（1，3）以及其他类似组合组成，但不能是（1，2）、（1，3）、（3，4）和（1，4），因为少了要素5。在选择子集时，我们需要基于权重矩阵[wjk]，从最大权重maxjkwjk开始并逐渐减小。在每个层级上，权重矩阵通过前面的子集或要素聚合权重的简单平均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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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6 基于沃德算法b的层级体系结构，有连续性约束和无连续性约束

  


  这一算法生成图10.7中展示的层级网格。图10.8中比较了本节和上一节中的树状和网格状结构所建议的图形综合。这些规划设计问题的最终方案与图10.3所示的基于加权线性综合对的方案相比，并没有太大不同。然而，这些结构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只是在于它们能够生成规划解决方案，而且为设计者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去探索这类问题的结构。在确定最佳区位的过程中使用这些工具，与在任何提出最终方案的常规方法中对潜在子方案进行比选和斟酌具有同样意义。简而言之，生成的层级结构为设计提供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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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7 网格状综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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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8 不同层级方法中提取的综合的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法中存在一处矛盾。如果我们假设层级体系用于对每个要素按照给定顺序互相平均，那么最接近的那些要素会被优先平均，得出的总体权重低于与较高层级子方案进行的平均。如果我们从最大生成树中选取图10.5的层级体系，假设我们遵循这一顺序，我们可以把平均过程按照下列方程写出，同时假设对两个要素或子解决方案进行平均时用的是简单平均。根据图10.5，我们可以把这个序时平均的过程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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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而易见，连接最少的要素Ai12拥有最高的权重，而且因为它最后进入层级体系，当它与基于按照给定顺序平均另外11个要素的子方案进行平均的时候，它的权重为1/2。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为层级体系中的每个位置给定权重，依据各要素被平均并赋予先验的较高权重的次序。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有待积极的探索。


  10.5 设计作为序时平均过程


  除了尝试通过建立网格状结构来减少信息丢失，还有另一种综合方法，这种方法中涉及问题的整个信息集都被使用。想象图10.4中展示的图是一个通信网络，其中顶点代表发射器或接收器，而边则代表频道。这张图可以被重绘为有向图，其中允许存在循环，而且两个方向上都有通道。图中的每个顶点上都有一个设计者，对设计问题的答案持有特定的观点；每个设计者都可以把他或她的观点发送给其他设计者，反之也可以接收其他人的观点，但只能通过给定的信道。这一权力结构的基础是对信息汇聚进行管理的清晰规则集，以及信息汇聚所带来的设计者观点变化。


  通过将设计问题重新理解为解决不同要素或设计者观点之间的冲突，集体行动的目标就变成在遵循既定规则的情况下在所有成员间达成共识。假设每个设计者都可以完美地协调自己和别人的观点，那么解决冲突的过程按照如下方式展开。在第一个时间周期t中，每个设计者通过给定频道发送一个观点给其他设计者，同时，每个设计者通过对自己的观点和收到的观点做简单平均来改变自己的观点。然后，在下一个时间周期t+1中，这些新的观点按照相同的方式被发送并平均。这个过程持续直到每个设计者与组中其他设计者达成某种总体共识。这种收敛至一个与所有最初观点都不同的共识的情况，只会发生在基于强连接网络的权力结构中，因为只有在这种结构中，任意成员的观点可以传播给其他所有成员。妥协观点的连续传播逐渐减少了成员之间的意见差异，但最终共识是传播网络的体现，继而也是群体权力结构的体现。弗兰奇（French，1956）最早提出以这个模型为基础来研究社会权力，随后哈拉里（1959）对其进行了发展，并成为多种意见汇聚和学习方法的基础（Golub and Jackson，2010;Jackson，2011）。虽然在第3章中曾经介绍过，但我们这里仍然需要重温这种方法，以便将其与上文介绍的各种线性综合和层级综合方法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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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9 权力结构的有向图

  


  需要注意，这个过程有一项重要特征是它代表了平均程序的一种简单类型。而且，按这种方法构想的设计问题引入了涉及真实程序的理念，包含权力和团体问题的解决以及连续决策。在图10.9中，无向图10.4被重画为有向图，图中沿着每条边的分数代表每个设计者相对其他设计者观点的直接权重。以这个公式为基础对设计问题进行综合并不算激进，问题中的每个要素代表了问题的一个部分解决方案。然而在应用之前，可以更正式地检验这个过程，以建立一个基于离散时间理论的代数表达——离散状态的马尔科夫过程。


  考虑在任意时间段t+1中的平均或冲突解决的过程。这个过程包要素Aik（t）的转换，在这里要素被记为与平均发生时间相关的形式，也就是起始要素Aik=Aik（1）。在时间周期t+1中，通过对所有设计者k到每个设计者j的连接的相关要素进行平均形成新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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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每个设计者给要素的权重来表达平均化过程。规定每个设计者给所有要素的权重之总和为1，条件概率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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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方程10.36，我们可以把包含方程10.35中序时平均数的递推关系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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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pjk是跃迁概率，矩阵[pjk]中每行总和为1，被称为随机矩阵，而一阶更新或平均化过程等价于一阶马尔科夫链（Kemeny、Mirkil、Snell and Thompson，1959）。


  当然，方程10.35及其马尔科夫形式的方程10.36都是递推关系，任意阶段t+m的平均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跃迁矩阵的函数，这个矩阵包含全部对原始要素进行平均的过程。接着，通过把Aij（t+1）替换为Aik（t）来对方程10.37进行迭代，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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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image: p355-5]具有较高的跃迁概率，可以推导出一般递归关系，从而任意时间t+m的平均值可以被表达为时间点t的要素值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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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网络是强连接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会趋于收敛。很明显，就原始要素而言，初始条件在最终答案中变得越来越弱，在信息发送中越来越包含信道强度。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第3章和第6章介绍的，可以看到，[image: p356-1]，设定开始时间为t=1，方程10.39的极限可以被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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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ci是单元或用地区域i收敛到的平均值。


  构成这类过程基础的正式理论是马尔科夫理论，而马尔科夫链被用于描述所谓的遍历过程，即能够从任意其他状态达到一个特定的状态。马尔科夫链具有额外的规律特性，因为对于某些指数的矩阵[pjk]，其所有要素均为正值。实际上，有一种对链进行完整分类的方法与等价马尔科夫有向图有关，但我们将到下一章再对链的分类和完整过程进行讨论，我们将再次正式介绍这个模型，并展示它在一个高速选址问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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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0 作为序时平均的马尔科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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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1 限制图形式的空间平均

  


  作为总结，我们将使用方程10.39和10.40所表现的过程来说明如何进行平均。我们使用方程10.35或10.37具体说明迭代结构，其中每个要素Aik（t）在迭代时间t与其连接的要素进行平均，并在这个过程中生成Aik（t+1）。这个过程持续到收敛。在图10.10中，我们用图把这一过程展示为一系列反馈循环，有点类似神经网络中的反馈和前馈循环（Gurney，1997），而图10.11中，我们以图的形式展示了初始要素集12以及它们逐渐收敛到同一个值ck的过程。我们可以衡量每个要素在每个迭代时间t上的区别度，以测度收敛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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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我们计算了跃迁概率，将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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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限制矩阵虽然不能通过直接的矩阵相乘来计算，但可以用马尔科夫链的其他特性来计算，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这个收敛过程很快，我们将用较为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与生成平均值相关的权重与这一收敛紧密相关，而且可以明确地计算它。这些，像大多数与本章中的强连接网络相关的权重一样，反映了网络的结构，而且为了完整性，我们在表10.2中列出了权重，以便可以用线性综合直接比较。实际上，正如读者会注意到的，这些权重与基本连接矩阵的入度和出度相同，在这个序时平均过程中，它的简单性深入地根植在这个表达问题结构的方法中，而其平均过程定义在这个方法之上，这个属性特别吸引人。读者将在下一章中看到为什么会这样，但这是处理强连接对称图的一个基本结果。


  10.6 设计科学与城市科学


  本章开头引用的芒福德（1928）的叙述，表明了科学家和设计者在探寻理解的过程中，互相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但设计师并不会认为他们的理论需要像科学一样验证。我们在本章中提出的大部分内容不能从任何传统意义上去验证其数据，因为这类设计是关于未来的，而且直到它实现之前都是隐藏不可见的。此外，如本书中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介绍的工具、方法以及程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理想类型”。它们都与背景相适应，主要用于思辨和讨论，而不是提供问题的确切答案，这些答案不可避免会不尽完善，因为这是城市及其规划的基本特征。这些工具的意义更在于帮助我们思考规划问题和区位问题，而不是为了生成传统文字意义上的答案或方案。


  这里介绍的方法本质上包含了权重这一基本概念。设计师和规划师在规划设计中很少处理这类问题，实际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最近才出现的。像所有辅助规划设计过程的设计方法一样，这些技术包含了主观判断并且在不断探索中，但它们考验了设计师深入思考问题带来影响的能力。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展困难而且缓慢，但是对设计过程进行研究的需求特别迫切，如果城市研究领域任何方面有概念上和技术上的进展，对规划编制来说都非常有用和有价值。


  这里概述的设计方法应用起来很简单，而且如果使用计算机的话，那么所需时间会变得很短。也许这些方法的最大优势是设计师可以“手动”使用它们。上面简介的马尔科夫方法可能会在设计过程研究中获得成功，因为它不仅能与现有的设计方法联系起来，而且也可以把真实行为影响带到设计科学中。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延续这些理念，因为序时平均与冲突的解决、共识的达成以及整体结构化论证过程紧密相关，这已经成为现在讨论的城市物质干预方式的中心议题。


  第11章

  马尔科夫设计机


  
    “机器”本质上是一个系统，其行为充分地遵循规律或不断重复，因而我们有能力对它将来的行为做出预测。


    ——W·罗丝·艾希比（W.Ross Ashby），《控制论导论》（1956，第265页）

  


  上一章概述的设计方法取决于对问题结构的识别，以及对影响问题解决方案的要素网络的处理。这样一个网络包括其中的子问题之间的关系强度，而且一般而言，这些问题是任何方案都无法一步解答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描述的那样，协调竞争或冲突要素的过程被类比为设计师处理相互冲突的不同方案的过程，并可以设想为由网络结构决定的平均化过程。在每个要素都与每个其他要素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结构中，这个过程得到一系列连续的协调，其中原始要素互相协调，逐步形成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这个过程等同于一个一般系统领域发展比较成熟的理论——马尔科夫过程。这样一个系统的行为被假设为仅取决于它以前的状态，而实际上系统缺乏记忆。这样的相关性模式显然只是一个大概的设计过程模拟，但发展这一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对设计的模拟。正如我们在全书中贯穿的一个观点，我们探索城市科学以及城市设计科学的工具是解释性的。这种类推为我们提供了方向。霍华德（Howard，1971）中肯地提出了这一观点，当他说“没有一个物理系统能够被完全界定为马尔科夫的或非马尔科夫的，问题的核心在于马尔科夫模型是否有用。如果马尔科夫假设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研究者就可以享受到分析和计算方面的便利，而这在复杂模型中很不常见”（第4页）。这种模拟在设计中还有另一个角色，丘奇曼（Churchman，1971）曾经有过详细描述。对设计过程的探索，必须有一些实际设计系统可以参照做比较的替代设计系统。设计过程只能在这样的持续比较中发生，随之改进整个过程；在这里将要详细说明的理论尝试模拟这个角色。


  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出于一些原因使用“机器”这个词，而不用“模型”。因为设计可以是特别私人的过程，机器而不是模型，让人觉得设计师对整个过程有很强的掌控，而机器只是想象的辅助——一个放大我们的智慧的工具，有些时候也包括我们的创造力。机器可以被理智地或拙劣地使用，它们可以被误用或滥用，这样的定义可以稍微降低这个论点的基调。此外，这里建立的马尔科夫机与有限自动机理论中的一个特定级别的数学机器相似并不是巧合，尽管这里的介绍会遵循常规路线。第8章中，我们引入用于为城市发展建模的元胞自动机比这里介绍的机器更广泛一些，但一阶动力学仍然是相同的。这也是另一个案例，展示了用于模拟城市系统的形态和结构的网络和动力过程与设计那些相似城市时使用的方法有相似的特征。这确实是本书中所用的工具的一个特性：从任何角度来说，网络和动力在分析城市时非常重要。


  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基于马尔科夫过程介绍用于设计的代数学知识。我们或多或少将重复上一章中介绍的序时平均基础方程，但会接着将这些总结为更通用的马尔科夫链形式。尤其重要的是，机器生成的设计方案包含了一系列权重，与影响问题的要素相一致。我们将介绍设计机的分类法，以界定问题的类别并使用相对应的方法。我们在第3章中曾提到这种分类方法，但这里我们将使用它。本章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机器的选择，从许多可能的机器中，按照特定的选择标准来选择。选择这样一个机器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设计设计机”，是作为动态规划中的一个问题来构想的，并且通过迭代法解决。最后，机器被应用于一个高速公路选址设计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由亚历山大和曼海姆（1962a）提出并解决。这样可以与我们在上一章中介绍的，原来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层级体系设计方法进行比较，也可以对设计机生成的多个不同方案进行控制。


  11.1 设计代数学


  11.1.1 再谈序时平均


  设计问题之复杂在于要为一系列相互竞争和冲突的要求（体现为要素）提出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因此设计是一个协调和解决冲突的过程。此外，有观点认为设计不仅仅是简单的选择，而且是一个创造性过程，丘奇曼（1971）把这个过程定义为“为了弄清哪一个方案可以达到想要的目标或一系列目标，而概念性地从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方案中做出选择的思考行为”（第5页）。这与任何一个方案都是可选方案或子方案之间的协调这一理念有共同的内核，这个理念也是上一章中问题构建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设计是在冲突的可选方案之间所做的选择。


  我们将从重申上一章中介绍的平均方程开始，这些方程展示了包含问题不同解决方案的一系列要素是如何被互相协调的。实际上，在第10章中，我们将空间范围定义为一个要素，我们将在这里继续讨论，但如果将这个要素视为一个数值会比较简单，可以让我们更加具体地展示收敛到一个加权平均数的过程。在第10章中，我们定义了一个空间范围要素k——一幅地图，Ajk——这里我们将减少空间范围——由单元i赋值——简单的定义为要素Ak。从要素集Ak（t）=Ak开始，即时间周期t到t+1的初始状态，同时使用一个强连接的二进制连接矩阵[ajk]，新的平均值可以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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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第10章中没做任何证明就提出，如果网络是强连接的，那么这个过程将会收敛。从第一个要素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任意子集之间的任意平均数会缩小它们的范围，而且如果一个要素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任意其他要素，原始要素在最终解决方案中会变得越来越弱。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那么当m→∞时，极限[image: p362-2]，从而，设定开始时间为t=1，这个极限可以被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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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c是最终要素解决方案的均衡态或稳态值，而[πjk]是稳态矩阵。


  很值得用可视化方法展示这一方法实际上是如何生成加权平均的。图11.1a中，我们展示了一个假定网络，存在于五个设计师、行动者或要素之间——任何一个代表了读者想要放在问题中的对象——而后我们展示了一个强连接的有向图。在图11.1b中，我们展示了一个对称的二进制矩阵，而图11.1c展示的是基于其标准化的跃迁矩阵。注意这个矩阵反映了用于建立要素平均值的权重，不同的节点连接到这些要素上。在图11.1d中，我们展示了一个体现序时平均生成的前馈和反馈连接的迭代结构。在图11.1e中，我们展示了每个要素规定的初始值的收敛过程，其取值区间在3到10之间。这个过程从标在图11.1a中的节点旁的每个要素的值开始。这形成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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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们在下面会看到的，这个中值向量可以直接从网络的一些简单性质中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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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 一个通信网络即意见收敛的说明性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过程与一个被称为霍普菲德（Hopfield）网络的神经系统网络很相似（Gurney，1997）。在霍普菲德网络中，问题在于发现连接权重，以反映要素需要符合的特定值的目标集，简而言之就是提出输入要素的清单。神经网络包含了寻找网络连接的权重值，这些网络连接将这些要素转变为一系列已知的要素——比如一个模式。在这个角度来说，神经网络问题与设计问题十分不同，因为网络训练针对的是要素的已知模式，以确定输入要素怎样转变为这个模式。在设计过程中，不需要有这样的训练，而结束迭代的唯一标准是收敛到极限，在这里所讲述的案例中则表现为形成共识。虽然我们不会继续将它比喻为神经网络，但其中的很多建议颇具参考价值，例如将多元信息压缩为更收敛的形式，与这里建立的设计方法有一定的相似性，希望读者可以阅读这篇文章。


  11.1.2 收敛性的凯梅尼斯内尔证明


  在方程11.5中，[πjk]是矩阵[image: p364-1]的极限形式，明显必须存在于收敛过程中。如果在极限中Aj（t+m）=Ak（t+m）=c，j≠k，那么显然，解决方案是由原始要素Ak（t=1）的加权平均数组成的，其中权重wk反映每个要素在最终解决方案中的贡献。方程11.5中提出的推测有很多证明，而且因为这样一个证明对这个方法及其在后续章节中的详尽阐述非常重要，值得详细说明。证明所用的形式最早由凯梅尼和斯内尔（Kemeny and Snell，1960）提出，而它的普及则是由于他们的阐述。


  本质上，这个证明展示了当m变大时，Aj（t+m）与Ak（t+m）之间的差别变小。首先，让我们定义xt和yt分别为要素Ak（t），k=1，2，…，n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并按相似的方法，xt+1和yt+1分别作为要素Ak（t+1）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了方便证明，我们重新排列Ak（t）以及关联矩阵[pjk]，以便A1（t）是最小值yt，而An（t）是最大值xt。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个要素集Aj，其中A1=yt，Ak=xt，k≠1。那么，从这些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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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方程11.11和11.12组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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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1.13是一个递推关系，因此它可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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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ε≤1/2，方程11.14的极限收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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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于Aj（t+m）和Ak（t+m）之间的区别趋向于0，这个过程在收敛，而对于所有j来说Aj（t+m）=c。因此方程11.5中的推理被证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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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马尔科夫过程的观点来看，同样重要的是矩阵[image: p365-4]的表现，而这同样可以从证明来解决。假设Ak（t）=0，k=1，2，…，n-1，而An（t）=1，那么，由方程11.16可以看出[pj（km）]中第n列的每个单元都是常数。重复输入Ak（t）=1，k任意，那么由于每列的单元是常数，则每一行必须相等。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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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wk是真正意义上的权重，并反映了最终解决方案中每个要素的相对重要性。


  11.1.3 标准马尔科夫过程


  我们还没有用传统的马尔科夫过程把这一方法发展为设计机，马尔科夫过程最初是从概率论的一个分支发展而来。实际上，概率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并没有序时平均有价值，但可以从基于概率的考虑过程中获得一些间接观点。平均过程与概率过程相反，其中平均是通过跃迁矩阵每行的线性加权要素来实现的。计算马尔科夫链所处状态的概率则是通过该矩阵的列来完成的。实际上，后面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一个前进过程，而平均则是一个后退过程，尽管这是一个偶然的观察，而且简单地与这些过程运行的方式相关。与任何正式的用途或发展并不相关。


  本质上，标准过程即前进过程，计算的是系统在不同状态下的概率，与设计网络的节点或问题的子解决方案相当。这些概率是相对权重wk（t），随着过程继续，这些权重将逐渐变得稳定，收敛至均衡权重wk，这实际上给出了系统每个状态的时间占比。如果系统漫游于所有可能状态之间，即初始子解决方案的完整集之间，这可以看作在特定子解决方案中系统所处状态的概率。如果我们接着按这些权重对子解决方案求平均值，通过序时平均的后退过程，我们将得到单一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定义时间t上系统解决方案的概率为权重wk（t）。然后应用跃进概率[pjk]（实际是状态j改变为状态k的条件概率）进行更新，由第3章中的标准递推关系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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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方程11.22说明了收敛到wk与初始概率wj（t=1）是独立的，而这个特定概率往往用于说明马尔科夫过程“没有记忆”。


  这一点对于理论的首要意义不是介绍概率参数本身，而是展示一个方便的方法来计算稳态概率或权重wk。在极限中，方程11.20到11.22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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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将方程11.22代入方程11.23得到经典稳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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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反映了稳态方程可以直接从跃迁概率矩阵中计算出来，不需要依靠迭代。然而，与方程11.24相关的方程系统是线性的且同质的，因此只能使用从集合中减去第一个n-1方程并加上方程∑kwk=1来直接解决。随之可以提取出如下形式的一个可解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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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wk]使用任意标准方法，上述线性方程的数集可以被解。


  随着马尔科夫过程达到稳态，评估其行为有几种方法。特别是包含对跃迁矩阵频谱分析的方法，分解为特征根或特征值，帮助确定不同状态的收敛比例以及阻尼效应（Bailey，1964）。工程学中一个相关方法通过Z变换分析用几何学方式处理马尔科夫过程，但因为大多数此类方法涉及更复杂的数学问题，这里不再继续探讨。简单而言，使用将高跃迁概率联系到稳态概率的方程，可以对马尔科夫过程的收敛展开较为实用的分析。比如，根据巴特（Bhat，1972），我们可以将收敛的测度指标定义为稳态跃迁πjk与跃迁概率矩阵[image: p368-1]之差，如上一章中的方程10.42，尽管其他方法经常是通过比较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泰尔（1972）使用了库尔贝克（Kullback，1959）著名的“信息歧视”统计数据来衡量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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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1.26实际上类似一个卡方统计。这些方程很容易应用，在下文设计机部分我们也将用它来分析收敛情况。


  11.1.4 设计机的分类


  为确定上文提到的各种理论的类别，我们从马尔科夫过程的特性出发，然后应用图论，建立一套设计机的分类系统。在讨论有限马尔科夫过程或马尔科夫链的类型时，一个有用的概念与不同状态之间是否可达相关。可达的状态，即互相可以到达的状态，构成了一条不可再分的链——不能分解，而且它的状态被认为是不变的（Feller，1957）。相反，不可达的状态被称为临时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过程离开这些状态，就不会回来。如果只有一个状态是不变的，所有其他状态都会是临时的，那么这个状态被称为吸收态，而链则被称作吸收马尔科夫链。


  一个直观上更吸引人的链的分类是通过图论来分类。众所周知，方程组可以表示为有向的线性图，其中变量被表示为图中的节点或顶点，而方程系数则表示为连接节点的弧或者线段。确实，在特定的案例中用图论的概念来解决方程组问题比较简单。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可以用有向图来表达方程11.2或11.19中给出的马尔科夫过程，如图11.1。哈拉里和利普斯坦（Harary and Lipstein，1962）称这个结构为马尔科夫有向图，这些作者也展示了图论可以用于将马尔科夫链分类。而且，用图论展示的马尔科夫过程可以被比作一个通信系统，其中节点代表信息发射器和接收器，边代表通信频道。这里描述的设计过程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类比起源于这个解释（French，1956;Harary，1959;Lambiotte et al.，2011），而图论同样把这一过程与前面的设计方法联系起来，如第10章。


  上文曾间接提到，图11.1可以很好地体现马尔科夫链中的可达性概念。如果像图11.1一样，存在一条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可能路径，这条路径可以是有向的或无向的，那么这个节点或状态对于其他节点或状态来说是可达的。这种可达性实际上是对连通性的一种测度，图形分类最为完善也为本书所一直使用，因而马尔科夫链使用了这些概念。


  对于不可约链，所有状态均不变且相互可达，可以分为“完全连接链”和“强连接链”。在完全连接链中，所有状态都互相直接可达，即：矩阵[ajk]和[pjk]的所有单元均为正值。强连接链包含了不直接可达但间接可达的状态，当矩阵[image: p368-1]的指数m<n，整个[image: p368-1]均为正值。


  我们也从连通性的角度将不可约链分为三种类型。在“单方面连接链”中，一条链可以分为一个具有不变状态的不可再分集和其他临时状态集。“弱连接链”可以被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可再分集，“无连接链”可以完全分为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链，然后再按照上述方法分类。图11.2给出了这种分类方法的图示，可视化地展示了这些可达性和连通性概念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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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 设计问题作为马尔科夫有向图的分类

  


  就马尔科夫过程而言，不可约链能够达成所有要素真正协调的解决方案，然而在可约链中，所有要素都不能协调。在单方面连接链中，一个要素或一个要素集占主导地位，而与临时状态相关联的要素没有作用。然而，在弱连接链中，不会达成单一解决方案，因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集显示了独立解决方案，而且由于不可达性，永远不会融合。真正的协调得到的结果只能使用不可约链。在本章剩下的部分将只讨论强连接链和完全连接链，因为只有这些链才能得出非凡的解决方案。在现实中，可约链可能与许多无法解决或只能部分解决的设计问题相匹配。从根本上说，只有当每个节点或行动者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连接才能实现真正的协调。


  11.1.5 对称设计机：一个戏剧性的简化


  不可约链有一个特别的分类，需要我们在继续讨论之前予以严肃对待。这些链中，与矩阵[ajk]关联的要素Aj（t）和Ak（t）之间的原始关系集是对称的。在这样的矩阵中，稳态权重wk完全一致，与方程10.12中的入度（或出度）ak成比例；即wk∝ak。这些权重可以被直接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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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把这个权重换为稳态方程11.24，并写出跃迁矩阵的基本形式，根据[image: p370-2]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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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方程11.27中所包含的对称性，很容易证明方程11.28，这对设计机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果一个设计问题中的要素之间关系是对称的，上述结果意味着从以下方程中可以一步得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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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章中介绍的几个设计方法都是基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二进制或对称的假设，即ajk=akj，而且ajk=1或0。实际上，后面将要介绍的案例最初是通过关系的二进制集来建立的。对于这样的二进制矩阵，上述结果意味着在最终解决方案中，每个要素的权重与数集中的要素之间的正关系的数量成比例。事实很直观，对于结构可以用简单二进制来描述的问题，权重集也相应简单。


  从这方面来说，将二进制问题推到极端也很有趣，因为每个要素与其他每个其他要素相连接，每个要素在最终解决方案中的权重相等。在这种情况下，pjk=1/n，可以明显看出跃迁矩阵已经处于稳态。对方程11.24中的pjk进行代换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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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注意到马尔科夫设计机这样一个结构，与一个使用“叠筛”技术的直接协调的结构完全一致，后面这个结构被用于物质设计问题中，在第10章中介绍过。到此刻，设计机的正式结构已经被充分地展现出来，扭转了论证逻辑，并将问题扩展到考虑从一类机器中选择特定机器。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通过此类设计机的实践应用来正式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


  11.2 设计机的设计


  11.2.1 马尔科夫决策问题


  由于设计过程使用马尔科夫机器按顺序进行求解，很可能随着平均化过程出现奖励或处罚。比如，如果冲突要素之间必须达到一个协调，那么可能出现一些得失，这些得失可能反过来影响过程的形式。另一方面，如果问题被看作对问题有不同态度的设计师尝试解决相互之间冲突的过程，奖励处罚特性可能更加明显。可以修正已经描述过的过程以说明此类行为，正如最早由贝尔曼（Bellman，1957a）提出的并由霍华德（Howard，1960）详细描述的那样。下列结果仅与不可约链有关。


  假设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必须在跃迁概率[pjkq]中的不同数集q之间做出选择。这些包含了不同的奖励集[rjkq]，以便优化值的一些标准，其中下标q指的是这些替代对象集以及可能被选择的奖励。问题可以被正式明确，其中的每个要素j在时间t+1的期望值vjq（t+1）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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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这个形式下，它是一个典型的动态规划问题，正如贝尔曼（1957b）考虑的那样。贝尔曼的最佳性原则说明了一个用于从时间t=1开始解决上述问题的后退迭代方法，但这个方法主要用于确定任意时间点该过程的值。这里讨论的这个案例，更重要的是随着过程无限持续而从中获得的平均值，而在可以确定这个值之前，需要研究其极限行为。


  11.2.2 决策过程的极限行为


  首先把vjq（t+1）代入方程11.33来计算vjq（t+2）的值。然后，在这个时间点抑制上标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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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方程11.41展示了在极限中，这一过程仅取决于m的值，因而是线性的。如果应用下列定义，这个结果会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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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截距为vk斜率为z的状态k明显都是线性的。实际上，方程11.44定义了过程在每个阶段获得的平均值，而方程11.45用于展示在极限中平均值占主导地位。因此优化策略明显必须是最大化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平均值。有几种方法可以达成。乌尔夫和丹齐格（Wolfe and Dantzig，1962）为这个问题开发了一个线性规划策略，但这里用的算法来自霍华德（Horward，1960）。


  11.2.3 霍华德的算法


  霍华德的方法被分为两个部分，循序并迭代地应用。对于被采用的特定替代方案q，给定一个随意的初始决策，被称为定值阶段的第一次操作，产生了相对值vj和增益z。然后，根据这些值，算法进入策略改进阶段，检验每个替代方案k并选择最佳的。这些新的替代方案接着回到定值操作中，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直到决策达到某种收敛。


  首先，将决策过程方程11.33的一般方程与极限方程11.45结合为


  [image: p374-1]


  由于vk（t）的极限值也可以通过方程11.45来确定，方程11.46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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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排列并简化方程11.47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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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有n+1个未知数的n方程组。在现在的形式中，它是不可解的，但因为极限方程是线性的，是vk的相对值，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如果vk的一个值被设为等于0，得到的方程组可以通过标准方法求解，从而推导出vk的相对值以及增益z。


  从基于方程11.48修改过的方程组中得到的相对值，可以被代入优化方程11.34。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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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增益mz对于所有k都是常数，那么只需要从[image: p374-5]中选择q，就可以对每个替代值进行计算。然后把新的奖励顶点[gkq]和矩阵[pjkq]重新代入方程11.48，那么方程11.48和11.49不断重复直到出现替代方案的一个稳定集合。


  当替代方案的数值较小时，可以最大化过程的增益，对于矩阵[pjkq]所有的组合，通过对方程11.49求解，选择最佳设计机。然而，对于少数替代方案和状态，这种方法不能用。比如，考虑一个有20种状态的过程，每个状态有两个替代方案。则会有220个可能的设计机，而且从中做出一个选择的任意策略，都需要建立在完整列举的基础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11.3 设计机的应用


  11.3.1 亚历山大曼海姆高速公路选址问题


  我们在第10章中，已经把马尔科夫设计机应用于一个实体规划问题，包括在小镇中寻找新的居住用地。但我们仍然需要比较这些方法的变化，这里我们将进行包含这种比较的应用。设计问题的选择是由亚历山大和曼海姆（1962a）最早提出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经典，因为经过很多设计理论家的阐释，它是分层设计方法的最佳案例之一，但其最佳发展是在亚历山大（1964）的著作《形态综合论》中。这个问题是对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斯普林菲尔德和北安普敦之间的一条高速公路进行选址，而亚历山大和曼海姆（1962a）使用并在这里采用的设计途径，包含了根据一系列冲突的物理要素来寻找高速公路的最佳可能路径。总共选择了26个物理要素，而且每个要素按照其对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绘制成图。因此每个要素展示了对于该高速公路来说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选址区域。这26个要素展示在图11.3中，该图是从原始报告中摘取的。从黑到白的渐变反映了对于新高速公路选址来说，从高到低的潜在土地适用性。


  亚历山大和曼海姆对该问题的处理，首先通过以二进制的形式详细说明所有要素之间可能的成对连接。如果要素被判定为相互大大加强或互相冲突，那么要素与其他要素有关。就第3章介绍的相关分析而言，没有形成正式的对连接强度的测度方法，因此关系矩阵是直观得出的。该矩阵随后通过聚类分析法被分解，得到的层级结构被用作得到最终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综合或分解要素的顺序。亚历山大和曼海姆同样尽力指出，综合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平均的一种，而且是设计师根据自己对于最终结构的预期形式的理念，来加强形成的解决方案。因此可以这样说，直觉被允许通过后门进入这个过程。同时，这也让这个方案的解决方案之间通过不同方法的任意正式比较显得有些不确定。虽然如此，由亚历山大和曼海姆综合的解决方案将会被比较，他们的方案如图1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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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 亚历山大曼海姆高速公路选址问题要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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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4 亚历山大曼海姆分层设计解决方案

  


  这个高速公路选址问题的三种不同解决方案，是通过马尔科夫设计机生成的。这些马尔科夫解决方案都是通过方程11.27的结果来计算，因为它们的关系矩阵是对称的。亚历山大曼海姆问题的马尔科夫等价问题是通过报告中提出的原始二进制关系来计算的，并作为直接比较。第二个解决方案中所有要素都具有相同权重，类似于上一章中介绍的基波（Keeble，1952）和麦克哈格（McHarg，1969）的筛映射方法，而第三种解决方案通过建立在空间冲突基础之上的关系矩阵来生成。可以计算每对要素之间的关联空间系数，而关系矩阵[image: p377-2]直接建立在这个关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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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11.5中，展示了通过这三个变种生成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与亚历山大曼海姆解决方案的直接比较显示了一些重要区别。在这三种情况中，解决方案非常相似，具有空间关联，而与亚历山大曼海姆相关的解决方案，可以看作比“筛映射”方案稍微稳固的版本。实际上，这是它本身的一个有趣结果，因为它确认了同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之间的区别并不大的这一直觉，这些不同的解决方案有不同的加权结构，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并没有权重本身的区别那么大。相对图11.4中的原始解决方案而言，图11.5中的这三个解决方案把高速公路的主线往西部延伸得更远，而亚历山大和曼海姆的路径接近康涅狄格河。马尔科夫解决方案与原始解决方案中，高速公路在斯普林菲尔德附近的第一段是相似的，但在这条路径根据每个单独的要素来检验的时候，很难看出亚历山大和曼海姆如何选择他们的路径。然而，由于亚历山大和曼海姆提到的直觉偏差，以及他们明显对于现场条件更为深入的当地知识，这个比较是不确定的。尽管如此，这些比较是有趣的，并提供了看待一个著名问题的不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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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5 设计生成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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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6 设计机生成的加权结构

  


  在图11.6中，展示了三个马尔科夫问题的不同加权结构，这显然支持了我们之前的观察结果，权重不同，解决方案也会不同。然而，也许这些权重最重要的方面是要素之间的比较。在某种意义上，权重应该反映关于不同要素的重要性的一些直觉概念，或至少可说明的概念。在亚历山大曼海姆问题中，最重要的要素与道路建设有关，而最不重要的要素与制度约束相关；这是否体现了设计者脑中的最佳排序，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主题。但马尔科夫设计机可以生成这类信息的事实，造成了这些争论的开始。对其本身来说这被视为这个方法的一个重要优点。


  11.3.2 选择最优设计机


  也许这里提出的理论中最投机的部分在于设计机的设计。很容易看出，可以存在不同的机器，而有一些相比其他的更合适，但很难设计出相关标准进行选择。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一个最优机器是一定范围内可能替代结构的综合，这些结构的基础是反映因果或统计规律的不同关系组合。在设计领域中，一些争论集中于，因果关系或统计关系是否应该形成影响设计协调的基础，但是，因果和统计之间的区别只是设计机最优性的一种判断方法。好像有很多方法可以建立最优性，而评估这一最优性的原则很少，这一事实仅仅加强了这个观点的投机性质。正如我们在全书中尽力指出的，我们的科学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对于城市问题和城市规划问题，需要包含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方法。我们的科学目的在于展开讨论，而不是得到“答案”或“方案”本身，尽管我们以这些形式来表达观点。


  在图11.7中，展示了反映严格因果或统计关系的两幅图，以及直观选择的一些比较随意的回馈结构。第三幅图反映了使用上文提到的霍华德算法选择的最优结构。应用这个方法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所选结构的连通性；显然，对于霍华德的方法或马尔科夫设计解决过程来说，最优机器必须是强连接的才有意义。在算法设计的过程中就已经对结构连通性进行了检查，不满足强连通性需求的结构被放弃，导致不太理想的结构被选中。有鉴于此，检查程序无法随意，而这又构成了一个有待研究的技术领域。


  另一个困难是关于在原始机器中存在线性相关的可能性，或在寻找最优机器的过程中生成线性相关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处理基于二进制关系的设计机时。矩阵[pjkq]中的线性相关意味着，两个或以上的要素拥有相同的关系集，而这对设计机来说是不能辨别的。这对于更广泛的设计问题来说也有影响，而它的重要性取决于设计师评估关系集中的冗余度的方法。但从一个纯技术的角度来说，这可以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它出现在最优寻找过程中，因为它意味着关系增益不能被计算。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中，霍华德的算法从使用关系统计集开始，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但如果这个过程从使用亚历山大曼海姆的二进制矩阵开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线性相关的；这类相关性的影响可能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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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7 从两个可选系统中选择最优设计机


    注：由于这类图非常难以绘制，通过构建第一幅图的理想形式，并根据这个形式绘制第二和第三幅图，以此来获得对不同结构的印象。

  


  这个最优设计机的加权特性是通过方程11.25用传统代数来计算的，而最终解决方案见图11.8所示。这个解决方案与图11.5中展示的那些相似，而且也跟图11.4中展示的原始解决方案类似，从而说明了在生成设计问题的理性现实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技术是稳健的。


  11.4 作为艺术和科学的设计


  这里所提倡的理论构建风格更像是建议而非决议，推演而非归纳，这与其他规划和设计方法直接对立，后者更强调对设计过程的观察以及将设计构建在观察的数据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这里提出的方法可能会被批评为没有实际结果，会强调没有符合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性这个最低限度。但是没有一种方法是普适的，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观点：对这种方法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它对设计整体知识体系的贡献上。设计的兴趣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转换到另一个极端，拒绝之前已有的内容，而不是试图从一个良好基础的原则和技术集合中更进一步。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将抽象和现实联系起来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领域中的问题难度较高，不那么容易回答。我们需要理论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急需针对设计开展一系列研究，将设计作为将艺术融入科学的独特行为，正如我们在上一章开头所引用的芒福德（1928）所言。作为基础，我们需要认可这里所提出的类比方法可以帮助建立想象并带来更好的理解。亚历山大（1964）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并且仍然在坚持这一点（Alexande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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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8 由最优设计机生成的解决方案

  


  尽管在这里并没有将设计机根据现实情况进行适用性调整，依然有很多可以尝试的方式。将设计机作为包含决策过程的社会权力结构，这种阐释似乎有很大潜力，尽管这个过程中涉及的数据非常难以获得，而且其中很多重要的特征可能无法观察到。但是在社会心理学中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使用了形式化组织结构来解决问题。虽然这些研究看起来远离本书中所讨论的内容，但我们仍然可以探索潜在的联系。我们在第3章中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方法，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将进一步实质性地建立它们。我们相信，它们的价值更多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寻求解答，在于提供不同规划和设计中多元利益的模型和类比，在于如何在解决冲突的形式化过程中调和这些利益。理论的每个小方面很容易产生众多技术进步，但更大的进展需要从探索这些概念的实践性应用中获得。在社会和设计科学中，对理论进行思考和推敲往往并不难，而通过理论生成有用和持久的判断则极其困难。真正的挑战是理解好设计中的判断和观点。下一章中将对提出的理论进行详细描述，并试图进一步厘清和限定问题。


  第12章

  集体行动的理论


  
    我提议将组织看作分隔的不同组事件、分隔的不同组人群行动者进行社会交换的系统。这一系统由行动者、事件、行动者对事件进行控制的结构，以及行动者在事件中的利益结构所定义。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

    “社会结构与行动理论”，刊于《社会结构研究方法》（1976，第86页）

  


  我们在本书前两部分开始阐述的城市科学聚焦于将城市看作一个人造物，看作一个产品而不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很快到达了这样一个点，形态需要让位于功能，城市过程开始主导我们的模型，城市要素之间如何相互关联，如何提供变化的动态进而驱动了城市的演化道路。聚焦点的这种变化在城市规划研究中已经十分明显。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新哲学已经体现了这种关注对象的变化，开始寻求将过程看作社会行为理论的内在部分，通过社会而不是孤立的专家群体或专业人士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一主题在后理性主义理论中体现得很典型，其基础是将城市规划看作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最早由弗里德曼（Friedmann，1973）、里特尔和韦伯（Rittel and Webber，1973）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所倡导。将规划视为争论和协商的过程这一观点主导了当代的规划理论（Forester，2009;Healey，2006）。这一方法变化并不难以解释。系统方法在为规划提供便利而定义明确的理论基础方面有明显的失败，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与答案之间也存在错配，最终导致科学确定性的溃退。将规划看作易于接纳变化的价值系统、多元主义复杂性、不可靠性的概念如今看起来更为合适。因此，规划作为社会学习，在全社会范围解决问题的观点成为公认准则。


  有许多方式阐述这一新范式。例如，一种主导性的观点是，规划应当建立在小群体之间的交易和交流系统基础之上，这在形式上与布劳（Blau，1964）和霍曼斯（Homans，1974）所倡导的社会交换理论相近。泊詹耐克（Bazjanac，1974）在描述里特尔的“设计作为辩论性过程”思想时，也强调了交流和学习在决策中的作用。他指出：“大多数决策实际上就是谈判。这意味着达成较好决策的过程并非一个从运筹学角度进行优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方面进行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第11页）前两章介绍的设计模型很快也走向了这一方向，将设计看作一种集体而不是个体行动，至少是许多个体聚集在一起贡献思想并达成理性妥协。这种方法的种子植根于一种将设计看作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的思想。前两章提及的简单的设计代数学将我们推入一个更加丰富的正规行动的框架，使得我们能够将设计所涉及的背景复杂的行动者与他们致力于应对的问题、政策、规划等联系起来。


  有必要解释下设计作为集体行动这一概念。很明显，设计的产物——包括规划、政策及其他呈现和形式，都是奥尔森（Olsen，1965）所定义的公共或集体商品。但在过去，设计这一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专家或职业人士的个人行为。像许多公共政府的各个方面一样，设计也是通过个人行为来提供集体商品的。然而，较新的规划设计理论却认为，一直以来建筑领域的失败就在于过分强调专业性和个人行为，并认为如果把设计看作集体行动的话就能做出更好的成品。这个想法已经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如科尔曼（Coleman，1966）就已勾画出该理论的雏形。本章大体上会阐述一个集体或一个小群体解决设计问题的过程，这会直接联系到平衡和均衡的概念。本章也会讲到交换和权力，以及群体可用来完成指定任务的资源。


  在前两章中，我们开发了一个冲突解决模型。把一个集合中的n个因素定义为Aik，然后假设或计算出每个因素之间的主要关系。实际上，由于我们在本章和接下来的章节中要更广泛地使用注释以便区分因素与行动者，我们现在起使用下标i、j、k、ℓ来指代对象或代理人，例如行动者、因素、规划、政策等。并且我们把在z单元或区域的行动者i称为Azi因素。请勿把这些新的定义与前两章中的老定义混淆，前两章中i下标指代的是地点。前面章节中，我们把一系列关系定义为用平均化过程得出的这些因素间发生常规转化和演变的联系网络。权重是由每个因素与其他因素的连接个数决定的。我们解释了通过使用这些连接，每个因素会在每次互动时演变成更接近最终均值。我们解释了这种移动平均的过程最终可形成在马尔科夫过程中有所体现的稳态的妥协，马尔科夫过程给平均算法提供了另外的补充解释。我们还展示了当连接矩阵对称时，每个因素在最终联系矩阵或相邻矩阵中入度或出度的权重；这是个简单的关于加权平均法的结果。就像上一章中的模型一样，本章的模型也无法进行实证检验，因为我们的关注点主要是规范性的。实际上，冲突解决的真正过程并非以我们假设的方式收敛，因此在这个意思上来说，我们采用的过程是理想化的。


  已经有几位作者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框架下探究了与此相似的模型。也许最相近的模型是前两章中提到的由弗兰奇（French，1956）提出、哈拉里（Harary，1959）阐述、格鲁特（Groot，1974）概括的模型。但拉波波特（Rapoport，1949）似乎是最早推测马尔科夫链与捕捉态度和其他社会特征的改变的相关性的。在稍许不同的框架下，安德森（Anderson，1954）和克鲁沃勒斯（Kreweras，1968）探究了这类模型在分析投票模式改变中的使用。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最初的这些研究有后续进展，其中黑格泽曼和克劳斯（Hegselmann and Krause，2002），德马科、巴亚诺斯和兹波尔（DeMarco、Vayanos and Zwiebel，2003）的近期作品最有代表性。这些研究的普遍共识是此类模型可以帮助我们近似理解社会态度的改变进程，但马尔科夫假设尤其强烈且难以实证。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些模型表述的是最优过程和解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模型中每个行动者直接与一个且只有一个因素匹配。尽管前面章节例如方程11.19至11.24中给出的形式相当简洁，但要想超越理论而具有现实意义，必须突破几个重要的局限。局限之一是我们严格假设了每个因素直接与一个且只有一个行动者或利益集团相匹配，这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这个假设暗示了每个行动者对问题只有一个看法；尽管行动者可能会有一个主导型的观点，还是存在许多必须加以考虑的衍生观点。因此本章的一大任务就是放松这种假设，展开一个分开处理但一致地对待行动者和因素的模型。这种延伸在科尔曼（1966，1972，1973，1998）的文章中已经有所体现，他将行动者和因素作为两个分开的关系集来联系，这两套关系是每个行动者对事件或因素的利益诉求和每个个体对因素的控制，两个集合关系本质上可理解为二部图，在第3章我们已经做出过大致描述，继而在第6章和第7章对对象、节点与街段的两个集合关系做过深入的讨论。这里我们把关注点从描述城市转到设计城市上，两个对象集合分别是行动者和因素。但我们会发现，每组关系都彼此不同，而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我们基于二部图结构只需要用两种方法来考虑一组关系。现在我们有基于同一顺序的两张图，但需要处理不同的关系。这就是科尔曼的特别之处，他提供了一个简单但有效的方法来延伸滑动平均的马尔科夫模型，并放松了关于因素和行动者对应关系的严格假设。下一节中，我们会相应地延伸我们的模型。


  12.1 集体行动的链条


  12.1.1 定义利益和控制


  每个行动者i对因素k的利益被称作xik，这涉及设计解决方案时每个因素对每个行动者产生的效应。显然，因素和行动者的数量很可能不一样。我们在这假设有n个行动者和m个因素；因此利益矩阵[xik]用概率形式可这样表达


  [image: p387-1]


  每个利益xik被定义为行动者i表现出的对因素k的利益诉求的比例。相似地，行动者j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对每个因素ℓ也有一定程度（比例）的控制权。这种控制被称作cℓj，用概率形式可这样表达


  [image: p388-1]


  根据这些对利益和控制的定义，可以计算两组衍生关系：首先通过把控制映射到利益，然后把利益映射入控制。第一种映射中，可通过找出一个行动者对任一因素的控制程度和利益数量来得出因素k和因素ℓ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对所有的行动者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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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程由两个随机矩阵[ckj]和[xjℓ]相乘得出。在方程12.3中，qkℓ表示了控制的比例乘以所有对k有控制并对ℓ有利益诉求的行动者的利益总和。相似地，第二种映射是通过算出行动者i对任一因素的利益诉求和行动者j对任一因素的控制的乘积，然后对所有的因素求和得出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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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3和12.4中的两个矩阵都是随机的，第一个指事件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很明显这些就可作为基础来用之前的模型计算因素或态度的均值。另外，这两个矩阵始终一致且清楚地互相涉及，因此它们相关的马尔科夫链也一定是相关的。我们现在要探究这两个马尔科夫过程，并为准备下一节中更实质性的分析做准备。


  12.1.2 马尔科夫过程的解释


  根据因素之间的一系列关系[image: p388-4]时段的新因素可通过平均方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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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很好的用原矩阵[ckj]和[xjℓ]来解释方程12.5的方法：首先，每个行动者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对每个因素加权，然后对所有的因素求和，可得出对解决方案的态度，即[image: p389-5]。然后通过按照对每个因素控制程度对每种态度加权，然后对所有的态度求和，这些态度即可演变成新的因素。


  这个过程可不断进行，通过对方程12.5的递推，可以形成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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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不需要使用迭代解法了。


  第二个行动者关系集合[pij]也设立了一条关于行动者态度对比因素的平均链，过程完全可以由以上类推。尽管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为了完整性和为了更好地定义，这里也将会把这个过程解释一遍。首先，把原始态度集合设为[image: p389-2]，在t+1时可通过以下方法演变成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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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个过程中，有一个物质解释的方程12.10，正好跟方程12.5相逆。这里的控制和态度的乘积产生了一个预期因素，而这个预期因素加上利益时就演变成了新的态度。方程12.10的递推可得出：


  [image: p389-4]


  对于不可约的跃迁概率矩阵[pij]而言，方程12.11是收敛的，且[image: p390-1]的极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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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比较方程12.6和12.11，这两个马尔科夫过程显然是相关的。下一节中，两条马尔科夫链通过稳态方程相连，可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过程。


  12.2 稳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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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地，关于[rj ]的方程也可类推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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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19和12.20现在是连接两个过程的基本方程。


  下面是对这些方程做出的解释：每个行动者对系统中每种态度的权重是他赋予每个因素的权重与对该因素的控制程度的乘积之和。或者说，每个因素的权重是每种态度的权重与该态度所含利益程度的乘积之和。引入这些思想之后就可以看出，权重显然体现了利益和控制的一种均衡状态，使得方程12.19和12.20同时均衡。我们后面对该模型与科尔曼（1966）理论进行比较时还会谈到这些概念。


  因素和态度之间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因为这种关系阐明了两条链紧密相连的另一种方式。在上两章讨论设计问题时，我们习惯通过找出每个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并找出因素对所有利益的平均值，用因素来具体化解决方案。那么对于给定因素集合{Azk（t）}，通过以下方程就可计算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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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10记录着态度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用以下方程可衍生出新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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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方程12.21的形式相同。这种论述当然也能推广到极限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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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节我们已经证明，Azk（t+m）收敛于Az，且方程12.25证明了在极限内[image: p391-6]。因此，对态度的共识与对因素的共识是一样的。另一条相关的链也可同样被证收敛。如果态度是初始给定的，且因素通过控制关系与态度相关联，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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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方程12.21和12.26初始成立，就暗示了[image: p392-2]。换句话说，该过程已经达到均衡，且存在统一共识。这可以通过将方程12.21代换入方程12.26，反之亦然，然后将最终形式与方程12.25和12.27比较来证明。


  12.3 科尔曼的交换理论


  12.3.1 交换关系


  科尔曼（1966，1972，1973，1998）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是每个行动者j对于任意因素ℓ的控制程度cℓj具有一定的价值Vℓ。行动者有能力并愿意根据自己对任一因素xjℓ的利益诉求和根据可用的权力或资源rj来影响事件。在这个情境下，权力不再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概念了，而是根据行动者使用自身资源的能力来衡量出的影响力。科尔曼提出，在一个完美交换体系中，行动者会达到一个均衡；这个均衡中，他们对某一因素的控制的价值等同于他们根据利益大小而分配给该因素的资源。可以有几种情况：改变控制、改变利益，或者通过社会交换来改变因素价值或资源。从形式上来说，下列关系必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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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方程12.28求和，即先对j求和再对ℓ求和，价值和权力能从下列方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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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科尔曼的理论得出的方程与方程12.19和12.20一样，后面两个方程联系了两个稳态的马尔科夫链。同时也请注意Vℓ和rj可以理解成稳态下的权重，以及价值和权力。科尔曼然后提出行动者能形成新的控制矩阵[image: p393-5]的一种方法是通过根据他们的利益和价值的比值来按比例分布权力；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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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地，也可通过下列方式形成新的利益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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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科尔曼没有提出这点，但如果说新的控制和利益的关系在均衡中出现的话，那么这些方程必须同时联立解出或迭代解出。


  然而，此处真正的重点是方程12.19和12.20、方程12.29和12.30之间的对应关系。显然，科尔曼的理论可被解释成是种马尔科夫过程，该过程中价值和资源（即权力）随着行动者互相交流沟通而逐渐改变。实际上，从初始的价值集合{Vk（t）}和资源集合{ri（t）}中，t+1时的新变量即可通过使用前向马尔科夫方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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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方程在极限内分别收敛于Vℓ和rj，但从最初的价值和权力的分布来看，对于任一t+1的迭代，这些数值与方程12.19和12.20并不一致。即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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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控制和资源的实际值和由这些实际值算出的同一变量的期望值之间的差别该如何收敛。已知控制和权力的实际值的初始分布，可从由以下方程算出期望值[image: p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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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期待数值出现在方程12.33和12.34给出的相关的马尔科夫过程中，因为方程12.37和12.38分别是方程12.34和12.33的一部分。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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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前小节对这些过程的展示中，方程12.39和12.40有实体解释；比如方程12.40中，资源的重新分布的实现方式是通过给定初始水平的资源和利益，找出每个因素的期望值，然后把可用的控制应用到这个期望值上。


  从之前的论证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rj和Vℓ的期望值在极限内是向它们的实际值收敛的，但为了强调这一论点，还是值得再次说明一下的。对一个变量收敛的证明很容易类推到其他变量上。权力rj∗（t+m）的期望值就可从如下方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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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44可继续简化，直到变成方程12.20；这就完成了[image: p395-1]的证明。


  12.3.2 交换作为自然的马尔科夫过程


  科尔曼的理论中对方程12.29和12.30还有一种解释，也就是用另一种求解方法来处理同样的方程，这种解释很自然就把问题引到了马尔科夫过程之一概念上。首先给定已知向量集合{ri（t）}和{Vk（t）}，t+1时这些变量的新解法可用方程12.37和12.38计算出来。在下一次迭代时，可用方程12.39和12.40，然后这些解法能反馈到方程12.39和12.40中，整个过程持续下去。这个迭代解法的自然过程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特性，因为它用期望值和实际值同时定义了两个变量的收敛。下面重新用这个解法来计算新值Vℓ∗和rj∗在t+1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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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当m为偶数时，这个解法表现了方程12.33和12.34给出的基本马尔科夫过程中计算出来的实际值，而当m是奇数时，可算出同样变量的期望值。之前的计算结果可保证这些过程是收敛的。然而，如果只有一种初始分布是确定的，那么解题过程中就只出现一条相关的马尔科夫链，也只会出现一个期望值。例如，如果给定rj（t），那么Vℓ（t+1）可按上述过程算出，但[image: p396-1]是这样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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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下，算出的rj∗（t+m）值是实际值，而Vℓ∗（t+m）的值是期望值。实际上，后面这种解题过程明显比前面那种要快，但两种都是为了证明马尔科夫模型和科尔曼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都是有用的解释所有行动者达到均衡的一种方式。


  上一章中，我们阐述了设计机可以设计出与行动者交流信息的过程有关的奖惩结构优化。科尔曼模型中可以很直观地加入选择好的可优化奖惩功能的关系，第11章介绍了具体操作方法。这里我们将不再详述，因为现在有必要把这个模型延伸到有关规划设计的对象和事件的更广泛的问题上面。因此，我们将再次延伸这个模型，之后再阐述这个模型在一系列半真实的城市问题中的应用。


  12.4 理论延伸


  我们可以简单地延伸科尔曼的理论，只要通过连接不同的定义利益体系的对象集合，并注意到任何两个对象集合之间的关系总是可以根据一个集合对另一个集合的利益和控制程度来确定的。我们可以构建能互相连接多个集合对象的关系链，请记住我们需要假设这种关系链有尽头，这样均衡关系才能仅与一个对象集合对另一个集合的利益和控制的程度相关。让我们假设行动者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利益诉求和控制。同样，行动者对不同政策也有着利益诉求和控制。因此，行动者之间会发生两种模式的互动——一种是通过问题，一种是通过政策——这些模式又能确定政策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需要把政策和问题联系到城市体系上来。问题和政策目前为止都被视为因素——即可映射的适合发展的程度——因此我们需要把问题和政策通过这些因素来相连。问题显然出自利益体系，正如政策显然是为了改变利益体系而设定的一样。问题可通过多个因素体现，而政策则是通过操控这些因素来减轻问题的。因此，在这个理论范围内，有必要将政策和问题联系到因素上。


  相应地，我们定义四个体系内的对象集合：行动者、问题、设计用来减轻这些问题的政策，以及用来形容能确定问题和政策的利益体系的因素。政策和问题不是一对一的，因为问题能通过政策组合来解决，因此任何一个政策可以影响许多个问题。政策和问题之间这种缺乏对应的现象也通过行动者如何与这些事件相联系而体现，即一个行动者对一个问题的利益和控制指的就是这个行动者在那些方面能如何影响其他行动者。一个行动者对政策的利益和控制也是如此，包括行动者认为的政策的意义大小以及行动者对其的控制程度。此外，利益和控制也不是一对一的。我们之前就已见证，这种非对应关系导致我们需要一些冲突解决方案，这样才能使平衡——一种均衡——在行动者之间演变；而这种演变的方法则是根据行动者赋予的利益和他们通过控制实行的权力而来的。


  通过把利益和控制相连，可以直接预测出行动者之间通过问题、以及行动者之间通过政策而形成的影响模式。另外，假设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是已知的，但因素在形成政策组合中的重要性仍需靠理论来预测。与众多行动者、问题、政策和因素相关的是它们在决策制定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这些实体的重要性正代表了该理论想要达成的预测。因此可得出以下预测：首先是问题的重要性；第二是政策的意义；第三是根据定义的问题得出的因素的价值；第四是行动者的重要性反映了行动者拥有的权力，首先是对问题的权力，然后是对政策的权力，通常而言这两种权力的分布不是一样的。总结而言，该理论能通过行动者对问题和政策的利益和控制形成的影响模式来预测行动者的权力、问题的重要性、政策的意义和因素的价值。做出这些预测所需的过程与决策制定规则或体系的“章程”有关，下面将会对此概述。


  章程的基础是任何政策或问题对一个行动者而言的重要性，通过组合所有行动者对政策或问题表现出的利益程度和行动者对该政策或问题拥有的权力而得出。如果权力不与利益对应，重要性就会低，反之亦然。同样，一个行动者的权力是通过组合问题或政策的重要性和一个行动者对这些实体的控制程度得出的。如果权力分布和重要性分布不匹配，行动者的权力就会小，反之亦然。当然，会出现互相确定或同时发生的情况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比如，预测权力需要知道一个政策的重要性，反之亦然。因此，做出这些预测的方法必须是同时的；或者如果说技术原因无法做到同时的话，解法必须是有序的和收敛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权力和利益中得出重要性，以及从重要性和控制中得出权力的过程可被视作一种交换过程，在此交换过程中，行动者用利益交换控制直到形成均衡。这个意义上来说，行动者是集体行动的，正如我们在上述简化了的包括行动者和因素的科尔曼（1973）理论中看到的那样。


  一种展示这种章程结构的方法是从函数出发。目前为止，假设对问题的权力的初始分布是已知的。那么过程中的第一步是通过组合权力和利益来得出问题的重要性。这种方法会在下面详细给出，我们将使用这章和前两章中用过的常规的线性变换。函数角度来说，形成这个循环序列的前四步可以这样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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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体系的结构很复杂，图12.1能最直观地体现出来。每个箭头线代表上述的一种函数关系。显然，除了直接的关系，也有很多间接关系，如政策和问题的关系和政策和因素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虚线代表的关系。虚线表达了因素和政策的相关性。从图中可很明显看出，行动者和自身（即所有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是通过政策和问题而形成的，其中这种关系是一种基于设计网络的互动模式，而政策和问题能体现结构内的循环。有几点需要说明。正如上文暗示的那样，循环的出发点显然是随意的，且接下来更正式的分析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探究这一点。此外，根据上述序列得出的函数关系的连续运算将导致权力分布、问题重要性、因素价值、政策意义发生改变。这个过程是否收敛或均衡将决定于函数f∗是如何被明确的，但为了预期到这一点，这个过程可被看作行动者试图通过调整总的问题和政策意义来恢复权力的平衡，以便反映出利益和控制的给定结构。因此这个过程可比作一种冲突解决，在这种冲突解决中，至少可以暗中通过寻求均衡或平衡而达成一个共识。换句话说，对于这种体系内任何一种利益和控制模式，都应有能反映上面详述的函数运算的独特的权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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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1 决策制定体系结构

  


  在前两章中，我们提出可将规划设计问题视作一种平衡冲突因素的方式，也就是我们提出的可被诠释成问题的次解方法。我们现在通过引入用因素形容的问题和政策来延伸这个想法，但正如我们所证明的那样，如果我们要让延伸后的理论不成立，我们可以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许多方法来做到这一点。假设只有一个行动者、一个政策、一个问题和几个因素。行动者可能是规划制定者，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和问题显然是一对一的。因此，这样理论就不成立了，而且揭露了因素与问题的相关性代表了在制定政策时因素的权重或相关性。这种形式下，因素可被视作政策的组成部分，因素的权重可被视作第10章和第11章中介绍的在叠加、层次、滑动平均中用到的组合目标的权重。一旦正式的理论得到展开和模型用代数方法被证明不成立时，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12.5 正式理论结构


  12.5.1 与科尔曼模型的关系


  我们将尽量使用之前和本书第三篇之前的章节中用过的标记法。但当我们很快用完了这些常规标记法后，我们会重新定义一些术语并更广泛地使用向量矩阵标记法，这种标记法对于连接不同实体很有用。然而，该理论会用更传统的标记法来介绍，以便我们能将它直接联系到方程12.1到12.14中的最简形式的科尔曼模型。


  假设决策制定结构包含I或L（I=L）个行动者、J个问题、K个因素和M个政策，并且给定行动者对问题的权力初始分布{ri（1）}。那么问题的重要性{zj（1）}可通过组合行动者权力和每个行动者对任一问题的利益程度{Xij}得出。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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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52究竟可预测什么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通过把任一行动者i的权力与该行动者对问题j表现出的利益程度相乘，可得出问题j对行动者i的相对重要性。然后，通过对所有行动者求和，问题j在整个体系中的总重要性就可算出。得出每个问题的重要性后，就有可能通过组合每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每个因素与该问题的相关性来预测任一因素的价值。正式写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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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问题的重要性出发，可得出第二组权力分布{rℓ∗（1）}，即行动者用来决定政策意义的权力。通过组合重要性和每个行动者对任一问题被接受拥有的控制程度{Cjℓ}，可得出新的权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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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值得总结下已得出了什么。大体上，该理论通过组合行动者权力和对问题的利益得出了问题的重要性，然后通过组合重要性和对问题的控制得出了新的权力分布。第一次运算后，因素的价值也被预算出来，且这些运算包括解答出图12.1中箭头线f1、f2、f5表达的关系。


  从新的权力分布{rℓ∗（1）}出发，有可能经历两种相似的运算，包括预算政策的意义{sm（1）}。首先，组合权力和每个行动者对政策m的利益，由{Wℓm}的定义，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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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权力分布{ri（2）}将被用来预测问题重要性的进一步分布，而现在{ri（2）}可通过组合政策意义和每个行动者对每个政策拥有的控制程度{Gmi}来得出。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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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55和12.56代表了图12.1中f3和f4代表的运算，而且现在也很清楚地看到已经走完决策制定体系的一个完整的循环了。我们现在必须证明这个体系是否通过这个序列的连续运算达到均衡，如果是的话，我们需要讲清楚这个均衡的特质。在此之前，值得用矩阵形式再展示下这个模型，因为这样会简化接下来的分析。


  12.5.2 建立矩阵


  已经介绍完所有必须的术语了，但首先请注意以下向量和矩阵定义：r是行动者对问题的权力的一个1xI向量，z是问题重要性的一个1xJ向量，v是因素价值的一个1xK向量，r∗是行动者对政策的权力的一个1xL向量，s是政策意义的一个1xM向量。X是行动者对问题的利益的一个IxJ矩阵，F是因素与问题的相关性的一个JxK矩阵，C是行动者对问题的控制的一个JxL矩阵，W是行动者对政策的利益诉求的一个LxM矩阵，G是行动者对政策的控制的一个MxI矩阵。方程12.52至12.56现在能写得更简洁些。首先，问题的重要性由此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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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因素价值由以下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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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58表现了因素价值也能通过用方程12.57代换z（1）而被视作一个权力的函数。新的权力分布由此算出


  [image: p402-3]


  方程12.59尤其重要，因为通过用方程12.57代换z（1），很明显可以看出对政策的权力的初始分布可被看作对问题的权力的函数。方程12.59中新的矩阵XC代表了行动者通过组合对问题的利益诉求和控制而达到的关系或互动。因此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这展示了互动是体系的衍生物。我们将把行动者i和j之间由问题引发的互动定义为[image: p402-8]。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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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59现在可被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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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P∗是一个IxL（或IxI，当I=L时）行动者互动矩阵，其中互动是通过对问题的利益诉求和控制产生的。


  相似地，政策的意义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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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问题的权力的新分布可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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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上述同样的逻辑，定义行动者ℓ和i由于政策产生的互动p′ℓj，那么


  [image: p403-1]


  方程12.63可被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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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P′是个LxI行动者互动矩阵，其中互动是通过对政策的利益诉求和控制而产生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可被视为互动矩阵P∗和P′。用方程12.59中的r∗（1）代入方程12.63中，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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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模型一次循环中（对问题和对政策）的权力变化与行动者之间的两种互动有关。把Pij定义为行动者i和j通过问题和政策产生的总互动，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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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66可写作


  [image: p403-5]


  其中P是一个IxI=LxL的互动矩阵，组合了对政策和问题的利益和控制。


  12.6 模型分析：均衡属性


  12.6.1 收敛至稳定态


  方程12.66至12.68展示了模型的基本过程，这些方程可推广适用到任意迭代或过程的第t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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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69是递推结构的一阶方程，通过对该方程的递推，很容易展示对于任意t+1时的迭代，对问题的权力都能看作是初始权力向量r（1）的函数。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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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地，模型的每个方程都能表达成对问题的权力的初始（外生）分布的函数，这些方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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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问题是：这个过程能否收敛于一个不被重复运算而改变的均衡呢？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从上述介绍过的模型中可以预期到这样的结果，且答案将取决于通过行动者的利益和控制形成的那两个互动矩阵的结构。


  首先，让我们审视下矩阵P∗和P′。P∗是通过将矩阵X和矩阵C相乘所得。现在，X和C都是随机的，即都是每一行元素的和为1。矩阵代数的基本定理告诉我们两个随机矩阵相乘会得出另一个随机矩阵。因此很容易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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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知识基础下，考虑下方程12.65给出的递推关系。可以完整地写成


  [image: p404-3]


  其中[image: p404-4]是通过和P矩阵进行矩阵乘法得出的第tth个权力。审视下方程12.73就会清楚看到这种递推形式定义了一种有穷的马尔科夫链。正如我们之前好几次观察到的那样，马尔科夫链定理的一个著名的结论就是像P这样一个相关的随机矩阵的权力将会收敛于一个稳态的矩阵，该矩阵内每一行都是一样的。上一章中，我们展开了凯梅尼和斯内尔（Kemeny and Snell，1960）提出的证明。那么更正式地来说，在极限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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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方程12.73给出的过程收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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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章中介绍的凯梅尼-斯内尔收敛定理展示了πij的每一行都是一样的，即πij=πj，∀i。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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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α=Σiri（1），那么对问题的权力的均衡分布rj则是和πj成比例的，即rj=απj。注意，如果ri（1）回到正态和为1，那么α=1且rj是随机矩阵P的稳态或定点向量。


  用矩阵的术语来说的话，这个过程的收敛可写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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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Π是P的IxI极限矩阵。这个过程的均衡关系可通过审视方程12.71的极限得出。用方程12.77代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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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78能说明很多，因为它展示了均衡的共时性。各种实体之间的原始关系在均衡中得到了保留，且这个方程也展示了需要的情况下可同时计算出不同的均衡分布。例如，方程12.78中r的稳态方程可写作


  [image: p405-5]


  这里可以同时联立解出。我们在上一章中注意到如果把I-1方程从方程12.79中拿出，那么第Ith个方程可作为权力的范式，该范式先加总，然后可通过任何常规方法（例如，采用Gauss-Jordan算法或Cramer算法）解出扩展后的非齐次方程的向量r。然后可以马上算出所有其他的均衡分布。注意，对政策的权力均衡分布和对问题的权力均衡分布是通过以下方式相关联的：r∗=rP∗且r′=rP′，而这些方程也揭露了可通过解出方程12.79的补充关系式r∗=rP∗P′来达到均衡。


  12.6.2 延伸模型中隐含的关系


  目前体系内实体之间隐含的其他关系可用方程12.78中的关系来正式检验。用代入法，对问题的权力和问题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可由r=zCWG给出。问题的重要性、政策的权力、政策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z=r∗WGX和z=sGX。对政策的权力和政策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r∗=sGXC，政策的意义和问题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是s=zCW。其实，这些关系代表了图12.1中缺少的，但可以从已知线的间接联系中得出的隐含的箭头线。然而，因素价值和政策意义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它有助于展示政策是如何能被看作一揽子加权的因素的。从因素和问题的关系v=zF入手，我们可以用z=sGX替代z，得出v=sGXF。GXF矩阵是随机的，定义为T，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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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T的每个元素都给出因素k在政策m中的相关性或权重。因此该矩阵可用来证明政策如何能用利益体系的组成部分或因素来建构，并且也给问题、政策、行动者和因素提供了一个一致的关系。图12.2给出了上面介绍的不同矩阵关系的框图，揭示了图12.1中的函数逻辑如何能转化成更正式的运算术语。


  最后还要说明两个分析点。上述展示的收敛和均衡是用对问题的权力的外生分布作为任意出发点的。但是，有必要从其他出发点来描绘收敛过程，那么问题是：从任意对政策的权力分布r∗（1）出发，或从政策的意义s（1）出发，又或从问题的重要性z（1）出发的话，能否达到同样的均衡呢？这个体系的马尔科夫性质确保了收敛是独立于初始分布存在的，且很容易就能证明这个结论可以延伸到任何出发点。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已经含蓄地体现在了上述方程12.78中展现的均衡关系中。


  用有点偏门的方式也能证明这一点。首先用方程12.78中最后一个均衡方程来替代r，代入第一个均衡方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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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2 决策制定体系的正式关系

  


  可重新排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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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阵CWGX可看作互动矩阵或连接问题的网络。此外，这也展示了上述方程可以同时解出z。同样，也可得出政策之间的互动矩阵或网络。操作下方程12.78中的r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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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方程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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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s = rXCW。矩阵GXCW代表了得出的互动矩阵，也展示了可以同时计算出均衡向量s。除了暗示收敛从任一出发点开始都是一样的之外，这个讨论也确定了于问题和政策的模型中两种其他的互动方式，很可能有助于深刻理解问题和政策之间的关系。


  12.7 体系结构中的不稳定和不均衡


  目前为止的讨论都隐含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提出的决策制定结构中定义的过程将产生稳态均衡。但是，即便只是草草地回顾一下决策制定的惯例也会发现，很少有充分定义好的均衡状态。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向理论中的均衡移动的过程中，目前理论没有做出解释的一些变化会不断干预该过程。本节和下一节将提出四种应对这种变化的方法。第一，引入连通性的概念，因为在处理互动、影响或沟通模式时，体系在不同程度上是可分解、可分离的，而这种分割就解释了不均衡状况的发生。第二，体系和周遭环境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关系发生改变和环境对体系的输入可产生不稳定状况。第三，由于要考虑到信道容量的限制、影响的滤波和排队，体系结构本身会发生改变。第四，将会处理行动者行为的改变，即体系的“章程”的改变。


  考虑以下情景：两个行动者在决策制定结构中并无关联。如果一个行动者对政策或问题的利益诉求和控制模式和另一个行动者完全不同，即这个行动者考虑的政策和问题和另一个行动者没有重叠部分，那么决策过程是可分离的。这种可分离性无法直接由检验利益和控制的模式来确认，因为也须考虑到间接效应。例如，两个行动者的概况也许没有直接重叠的部分，但他们可能通过一个或几个中间行动者有所重叠，因此两个行动者也可以是间接相连的。不过，如果体系可分离，就有可能把总互动矩阵P分解为两个或更多的矩阵。但也许更有意思的情况是互动模式反映出一小群行动者的主导地位或影响的单边效应。这种情况下，甚至不可能出现某些行动者间接影响其他行动者的情况了，这可能是因为小群体的主导地位——行动者只会影响他人，自己却不被影响。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两个或几个小群体的存在，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影响不属于这些群体中任何一个群体的行动者，或都不影响互相的群体。


  这些反映连通性程度的例子都可通过用图论分析总互动矩阵P来处理（Harary、Norman and Cartwright，1965）。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用这些方法对基本决策模型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类，但最有意思的是网络连通性的变异，因为这是收敛于均衡的过程的关键。显然，只有在对于总互动矩阵P的特定权力t来说，这个矩阵的每个单元都是正数且大于0时，过程才会收敛。这就是等同于矩阵P的强连通性要求的马尔科夫要求。在体系由一个小群体的行动者主导的情况下，矩阵Pt可分解成一个吸收集和几个瞬时集，体现出在极限内矩阵P的稳态分布仅由这个吸收集的状态决定。这种过程中会有一种收敛，但在有两个或更多的吸收集或无关联集的情况下，收敛是不可能的。连通性问题可能出现在原始的决策制定结构中，这样的话，这可能暗示了一些定义有问题。有可能在思考体系结构如何随着时间改变时，连通性可能是某之前时间点的结构或连通性的函数。这个意义上来说，体系可能变得失去连通性。


  上述勾画的理论结构是基于一个封闭体系的，该体系的外部环境是被看作稳定的。简单说，该封闭体系的均衡是体系本身的函数，而不是外部大环境的函数。这种严格的形式是否合适将取决于情境和现实中体系的封闭程度。最简单的想象环境和体系的关系的方法就是想象环境对体系的一个输入随机且随意地干扰了体系状态。考虑这个情况：每个行动者的权力通常是由上述描绘的决策制定过程的函数决定的；但偶尔，一个行动者的权力突然被体系外的东西干预。这种情形下，模型的马尔科夫性质可以保证尽管过程的收敛的路径会不一样，但最后的均衡能维持不变。这个过程是基于均衡状态独立于起始状态存在这个想法建构的，因此外部环境的变化仅仅是该过程的一个新起始状态。


  然而体系外部的任意干扰能导致持续的不均衡。如果外部干扰的频率大于达成均衡所需的时间，那么永远无法达成均衡状态。但是，体系将总是向均衡状态倾斜，在没有继续的干扰的情况下，体系仍会达成均衡。一个更有意思的推测是，体系结构可能会被环境影响。如果结构发生改变，那么也就暗示着新的收敛和均衡模式，而上述所说的连通性问题也会由于这种变化而变得很重要。


  12.8 影响模式中的容量、滤波器和排队


  此处可以猜测诸多改变收敛过程的附加因素，但真正的意图是追踪出改变的效应，这可分析得出。因此，值得关注下可以用之前小节中的代数方法引入和探究的那些因素了，但这不代表就能忽略哪些无法正式处理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之后的一节和接下来的两章中，会提出决策制定的这些过程的一个仿真模型。此处包含的延伸模型是关于体系内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模式的。将会展开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的前提想法是行动者会被每隔一段时间体系内积累的紧张或拥挤而影响，第二个概念的前提想法是行动者会被紧张感减少而影响，这种紧张感的减少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体系自身功能的积累现象。


  可以合理猜测，当体系内紧张感不断增加时，决策制定结构会开始偏离给定的目标。比如，行动者处理信息所需的速度通常由于排队现象的增加而导致信息失真，因此这导致行动者失去信息或记忆。体系的容量可能过小，传播或接收方式可能太复杂，衡量实体的重要性或意义的过程可能太复杂。一种可能的结构会包含紧张感累积，其中紧张感会经常性地使过程失真。想象下在一个行动者在任一时间段内正常处理信息的过程中，但由于处理所费的功夫，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可能发生系统性失真。此处提到的过程中，之前用来组合对问题的利益诉求和控制的LxL矩阵Q可给出与问题相关的失真程度。相似地，IxI矩阵R可被定义成是政策失真测度。这些矩阵每相隔一个循环就被常规性地应用到决策制定过程中，它们也反映了利益和控制的传送的滤波。拿上面定义的过程为例：在第一个迭代或循环中，从问题重要性、行动者对政策的权力、政策的意义出发，行动者对问题的权力的新的测度可通过序列z（1）=r（1）X、r∗（1）=r（1）XC、s（1）=r（1）XCW和r（2）=r（1）XCWG来定义。


  但是，在该过程的第二次迭代时，会发生失真。问题的重要性像之前一样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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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看对问题的权力分布的话，递归关系通项可由以下得出：当循环（t）是奇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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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地，也可得出其他分布的关系。


  但是，有意思的是极限内该过程的行为。不失去普遍意义的前提下，可假设Q和R都是随机矩阵——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可被看作是给出了每个行动者使真实的利益和控制模式失真的比例或程度。显然矩阵（XCGW）（XCQWGR）也是随机的；这个矩阵会在t的极限范围内收敛于矩阵Λ。那么，在t的极限内，rodd=r（1）Λ且reven=r（1）ΛP。这些方程展示了稳定状态由于经常使用滤波器而振荡不定。但振荡的模式也发人深思，因为它暗示了不存在学习过程。行动者不会由于失真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行动者似乎认为失真是体系结构的一部分，无法被改变。这种效应尤其不真实，但它不是为了再次证明只有在体系的过程是体系结构的函数时，而非每隔一定时间使用的任意工具的函数时，才能维持平衡。


  更为真实地展示失真效应的方法是在之前一个时段内使失真变成体系行为和失真本身的函数。想象下行动者在过程开始之初接受了失真测度，但当行动者把失真联系到实际的影响模式时，这种失真会得到改进。这个意义上来说，行动者可以说是在学习。这个过程是通过与问题的权力分布相关来证明的，但也可轻易地延伸到其他分布上。在初次循环中，Q（1）和R（1）代表了应用到问题和政策互动上的失真滤波器LxL和IxI。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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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的第二次迭代中，组合原始失真测度和实际互动模式得出改进后的互动模式，在此基础上得出Q（2）和R（2）。正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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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得出直到T时的递推关系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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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使用之前方程12.78中给出的五个运算，可用方程12.95直接导出其他分布的相应方程。


  与上面描述的无学习过程不同，这种情况下的确可以收敛于一个独特的均衡。方程12.95中，矩阵（XC）t和（WG）t都是随机的且都在极限内是收敛的。首先设定[image: p412-4]，那么我们能证明12.95中的主方程的极限数列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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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2.96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均衡，但无法分析算出权力、影响、重要性、意义和价值的极限分布；它们必须通过全过程的迭代算出。此时这个过程不再是马尔科夫过程，但随着行动者尝试把实际互动和感知到的互动相匹配，影响模式的失真越来越向实际的影响模式靠近，所以仍旧会发生收敛。请注意，这个意义上来说，失真被认为是感知到的行动者互动的测度。也请注意，如果原失真矩阵是单位矩阵，那么方程12.96的极限等同于上面给出的正态过程方程12.77的极限。


  最后讨论下不均衡，这种情形中最有戏剧性效果的阻止体系收敛的原因可能是体系行为的改变——即管理利益和控制的组合过程的规则或章程的改变。除了体系环境产生的外部变化外，体系自身内部的行为改变可能是因为行动者的期待和实际情形错配。有无数种可能性，但下面要说的是最重要的几种。首先，当行动者逐渐意识到缺乏权力，他们可能会结成联盟通过分享权力来扩张权力。在对任一行动者而言，利益和控制是负相关的情况下，权力将会很小，行动者可能因此尝试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控制更紧密相配，反之亦然。如果他们的利益太过分化，他们会集中利益，或者他们可能会认为通过更广泛地传播他们的利益，就能选出一个能存活下去得到满足的利益。同样，有很多权力的行动者也可能“拉帮结派”形成联盟，也会多样化或集中利益诉求和控制。具体哪种形式取决于不同条件是如何相联系的。结盟可能由于组织或表现问题而倒塌，结盟也可能因为行动者拥有同样的规则而组合。总体而言，出于对结果的期待，体系可能会有强烈的恫吓对反恫吓、以牙还牙的报复等元素。显然，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分析演绎法。收敛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唯一能探究这种行为的方法就是通过仿真模拟，下一节将会尝试介绍这样一种仿真模型的梗概。


  12.9 决策制定过程仿真模拟概要


  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行为和结构的变化最可能是由于每个行动者的目标达成程度。这种理论假设衡量行动者进展的合理指标是他们的权力测度。同时也假设每个行动者在过程的每个循环中都尝试增加这种权力，但各个行动者期待拥有的权力大小有所不同。此外，随着行动者在过程中失去或获得权力，这些用期待值来衡量的目标也会发生改变。因此，体现行动者表现的测度其实是在任一时间截点的实际权力大小或随着时间流逝权力大小的改变，这种测度使行动者有能力决定要不要继续行为或者改变行为。行为的改变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行动者通过努力增加权力能改变他们利益或控制的分布，或能“对行动有更大的话语权”；第二种，行动者可以聚集成更大的群体或联盟，通过集体行动来提高达成个人目的的机会。同样，联盟若是不成功就会解散，或者群体内部的紧张感超过了给定的临界值也会导致解散。


  改变行为的规则可通过下面这种方式顺序进行。在仿真模拟的每个阶段，当要考虑例如“结成联盟”或“改变一个人的利益分布”等行动时，这种行动发生的概率可以根据已经考虑到的一系列行动来推算。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随机机制来模拟是否会采取一个行动，这种随机机制把一个随机数字和概率结构配对。因此一个刚结成联盟且现在在考虑是否要改变利益诉求的行动者的行动概率就会不同于一个正在考虑相同的事情但不在联盟内的行动者。每个行动者必须要考虑好几个阶段。如果行动者已经身处联盟内或不在联盟内，行动的概率结构就会不同。那么拥有的权力大小，之前时间间隔内权力发生的改变，以及行动者所属的联盟的大小都会导致形成新联盟、联盟解散、保持不变或联盟的任何其他变化的概率不同。在这些决定的基础上，行动者会考虑是否要改变他们的利益诉求或控制模式。控制可能会替代掉利益诉求，行动者可能会分化其中一者并使另一者更加集中，或使两者都更加集中等。无论是哪种决定，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的大小有一定局限性。可能由于惯性而被局限，惯性代表了之前时间段的利益和控制结构。最后，随着体系通过学习自身在不同时间的行为而创造出自己的目标，用来测量权力的期待值的临界值可能会根据新的行为发生改变。


  这一序列行为可用两种方式嵌入模型。由于实际上存在两个集合的行动者，或者说实际上是一个集合的行动者行使两种能力——第一种即对问题的能力，第二种即对政策的能力——那么这个过程可先运算问题，然后运算政策；反之亦然。这会使得不同集合的行动者在处理问题时属于一个联盟，而在应对政策时又属于另一个联盟。因此，行动者将会尝试最大化其对问题的权力和对政策的权力，有趣的是可以测量他们在其中一种情境下对比另一种情景下究竟有多成功。实际上，不可能事先通过分析预测出体系是否会收敛。而且，也无法预测出体系的稳定性及其对不同组合行动的敏感性。看似体系在目前形式下不会收敛，但仿真模型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探究理论改进的工具。模拟仿真一旦开始，可根据是否对过程有贡献而在模型内增加或删除不同机制。大体上来说，本次探究的目的是揭示能表明重要结构的体系内压力点，在过程中行动者很多考虑采取的行动很可能都只有有限的效应，而通过把仿真模拟作为实验方法，可识别出这些行动。


  目前描绘出的理论是一个帮助理解决策制定体系实际如何运作，而非应该如何运作的框架。尽管理论无法被严格归类为有明确肯定的重点，因为该理论包含了一些规范性概念，尤其是行动者如何组合利益和控制的概念，但整个展示中都有一个隐含的主题，那就是该理论可通过与真实情况比较而被部分证明或证伪。一种意义上来说，该理论只意在表现决策分析方法的基础，即如何才能通过使用稍微有点实证意义的体系模型来深刻理解真实的决策过程。这在社会科学中是一种挺偏门的使用理论的方法，但考虑到预测社会生活会遇到的紊乱的观察和逻辑问题，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然而，由于该模型是假设的半实证性模型，值得我们去思考如何能引入更直观的规范性维度。


  讽刺的是，我们关注决策过程的本意是想找到更好的方法对某些利益体系进行优化，比如一个城市这种利益体系，然而问题似乎是被往回推了一个阶段——回到了找出优化决策制定体系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题可被无限回退。但是，优化决策制定过程的需求的确反映了规划设计观从产品角度到过程导向角度的改变。现在目的是要优化过程，这是由于认识到优化产品极其困难，而且产品本质上是和过程相关的——即形式追随功能，这正是我们城市科学的主要观点之一。在上一章介绍的初步决策模型中，有一个直观的优化程序被引入结构内，在该结构中，行动者可选择互动以便优化一些福利准则（奖惩准则）。有可能同种程序能被引入上面呈现的分析模型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种严格的程序不能应用到仿真模型中。由于仿真模型可能更真实，可尝试设计过程来优化模拟仿真。比如，可确定基于收敛要求的判别函数、减少组内和组间敌意的需求、利益或控制的现实分布。同时还可以开发一个反复试错过程来优化这样一个判别。实际上，这种程序与制度结构的设计有关，而制度结构能为决策制定提供有效组织。因此，此处提出的理论结构看似与基于复杂性的新兴规划理论非常一致，新兴规划理论的重点是从体系结构的设计转变到体系行为的设计。


  为了展示该理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将会介绍两个案例分析。两个案例都为假设，它们不是基于严谨的、可实证观察的利益体系或数据来源，而是基于典型事实，但此处的关注点在于理论可用于接近实际问题的应用的大体方法。同时，也可以展示理论如何处理空间和非空间问题，从而提供一个严谨的框架，来把社会政策过程联系到空间形态和空间格局。


  12.10 应用一：市中心的贫困问题


  我们的第一个案例审视的是市中心的贫困问题。我们相信仔细应用理论可揭示，如何基于不同的复合性空间因素来制定社会政策以解决各种贫困问题。在表12.1中，确定了与这个普遍关注的问题相关的行动者、问题、政策等因素。显然，此模型的适当性取决于列出的实体反映真实情况的程度，此处提出的理论结构不能决定这些定义问题。当这些问题极度模糊不确定时，类似于此处提出的正式理论则用处不大。这也反映了在基本定义不明确的学术主题上开展理论研究所普遍面临的问题。


  此处列出的行动者与住房、教育、社会服务、政党、商业利益、医疗和交通有关。这个列表不可能穷尽列出所有，最多只能算是随意尝试定义了一些相关的行动者——必定会有遗漏的，但此处识别的行动者至少都和贫困问题有关。总问题被分解为与住房、收入和开支、精神和身体健康以及就业机会相关的小问题。虽然该列表并不详尽，但是仍然有重要参考意义。政策也是根据这些列出的内容来制定的，把空间体系联系到决策制定体系的因素都是用土地使用和基础建设来定义的。因此，大体上决策制定环境捕捉到了社会过程，而利益体系是用空间形态来定义的。需要强烈强调的是，如果想要找出该问题理解中的其他偏见的话，利益体系不一定要用这种空间的方式来定义。该理论有足够的普遍性，能包含任何决策规划问题，无论是明确的空间问题还是显然的非空间问题。


  
    表12.1 市中心贫困问题的行动者、问题、政策和因素
[image: ]

    ∗此处已暗含可识别的主要政治家团体。

  


  在确认一个任意的对问题的权力向量并以给定的顺序解出矩阵方程时，使用到了方程12.71中给出的分析模型。这些方程用迭代法解出，收敛于均衡状态的速度很快。测量收敛的一系列指标可以用不同的分布向量来定义；此处使用的测量指标是根据在连续迭代t时对问题的权力的差异得出。这个统计数值由以下方法得出


  [image: p418-1]


  其中由于t→∞，因此Γ（t）→0。实际上，在第二次迭代后，过程已收敛到全稳态值的2%区间内，在第三次迭代后，就可得到可接受的收敛值了。收敛在这个模型中显得尤其快，可能是因为行动者之间通过利益和控制产生的连通性程度很高，但关系之间更细的分化可导致收敛放缓，因此不能从这个案例中就概括出收敛的速度。显然，运用到的问题、行动者、政策、因素的数量影响了收敛的速度。模型的求解是依据方程12.79，并通过规范化约束进行了修正，正如第11章中的方程11.25所示。


  在探索该理论对贫困问题的应用时，值得看一下用来得出输出结果的输入数据。表格12.2代表了一个清单，清单包含外生输入、从输入导出的关系、均衡输出。用来形容每个行动者对政策和问题的利益诉求和控制的程度的输入是根据从不同的来源和经验采集的对问题的初步了解来假设确定的。这个数据集合包含了合理假设。尽管没必要详细描述这些表格，还是可以看看一些例子的。就问题而言，可以合理地假设私人房东对滞纳租金、过度拥挤、侵犯财产型犯罪、针对人的刑事犯罪等问题有很大的利益诉求。他们对工作机会、工作环境和人员流动性最无利益诉求。而就对问题的控制而言，他们对住房设施、住房条件、房租最有控制力，而对就业、医疗和犯罪最缺少控制力。所有的行动者都可通过问题和政策与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尤其有意思的是利益和控制错配的情况。很难概括地描述这样的错配，但似乎一个行动者的权力最终取决于他能得到多少其他人由于利益诉求而给予他的支持，以及该行动者对特定政策或问题的控制有多大的垄断权。的确，是决策制定过程的运算得出权力分布的；体系结构（利益和控制）和行为（组合利益和控制的规则）导致了权力的评估，因此均衡分布不能仅靠体系结构来预测。


  
  表12.2 输入、导出的关系以及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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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的关系，即行动者、问题和政策之间的互动网络的模式，可以提供一组更好的体系结构和行为的测度。表格12.2展示了输入数据如何直接地导出这些模式的，值得简单地讨论下这些关系的意义。首先，审视下由问题产生的行动者互动，即行动者通过自身对问题的利益诉求和控制而互相影响的程度。显然，那些关心住房、社会服务和政治立体的行动者是紧密联系的。从一种意义上来说，这反映了现实状况，因为在政治和市政当局层面来说，住房问题及其解决办法都是一直被认为是减轻市中心贫困问题的主要方式。关心医疗和教育的行动者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通过社会服务和政治团体来与住房问题进行互动。图12.3用图像方式给出了简化的互动模式，该模式是基于行动者之间的最强关系得出的；总互动，或说双向的互动的合计，被用来计算这些和以下的影响图。完整的模式是可以画出的，但这极其复杂且建构起来非常耗时，且无论如何，此处的重点是影响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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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3 由问题产生的行动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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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4 由政策产生的行动者互动

  


  转到由政策产生的行动者互动上来，很显然对应的影响模式有所不同。住房政策团体和公共住房机构主导，当地和国家政客也具有一定重要性。可以预料到就政策而言，一个行动者会有更多的自我互动，但私人房东和社会服务委员会在政策制定上的影响会比在问题定义上的影响小一点。这可能反映了缺乏直接执行公共政策的权力。教育机构通过政策对其他行动者施加的影响会比通过问题施加的影响稍微多一点，这也反映了其在政策制定中的权力。这个简化的影响模式在图12.4中有所体现。最后，通过政策和问题得出的总的影响模式是很有意思的。从以上讨论中可以预测，住房政策委员会是目前为止最占主导地位的行动者。公共住房机构、社会服务部门、当地和国家政治家也互相影响，这在图12.5中的简化互动模式中有所体现。由于贫困问题和政策似乎总是用围绕住房问题为中心的，因此这些模式看似相当现实。但有可能规划人员或政治家的目标就是改变传统的影响模式，以便让特定的政策或问题占有更大的重要性。这个意义上来说，该理论可用来展示如何通过操控影响模式来达到这一点。简单来说，设计组织、机构结构和网络会改变问题的重要性、政策的意义及行动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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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5 由于问题和政策产生的行动者互动

  


  问题之间的关系和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可得出以上同种类型的互动模式。问题之间的关系与上述讨论是一致的；住房及其各种特征是主要问题，还有财产性犯罪和针对人的刑事犯罪也都是与住房紧密联系的。图12.6展示了简化的互动模式。至于政策之间的关系，住房重建、住房补贴和房租管制是紧密联系的。住房再开发和新的商业设施是有关联的，但交通政策不与任何其他因素有强联系。尽管特殊教育和新医疗设施也通过住房政策有所联系，但政策互动的重点再一次是以住房为中心的。图12.7阐述了主要关系。总体来说，图12.3至12.7中展示的五个互动模式都一致地展示了住房对贫困的影响。然而，要找出不同问题、政策和行动者的重要性，必须看看用这些影响模式的决策模型导出的均衡关系，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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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6 问题之间的互动

  


  该模型是通过制定行动者对问题的权力的初始分布来操作的，这种初始分布可看作先验分布。在此先验分布中，假设私人房东和公共房东与住房政策委员会一起有着相当大的权力。图12.8中，直接比较了这种分布和模型预测出的后验分布。这证明了住房政策委员会拥有的权力比假设的要大，而房东拥有的权力比假设的要小。这个结论看似非常合理，因为这里定义的权力是指提出问题的权力；即决定问题重要性的权力。图12.8也展现出国家政治家和社会服务委员会拥有的权力比一开始推测假设的要大。然而，对政策的权力分布却有所不同。房东的确有着更大的权力，当地和国家政治家也一样。住房政策委员会仍旧有着很大的权力，但其在使用权力制定政策中扮演着主导角色有所弱化。社会服务委员会和医疗机构也有相当大的权力，图12.9a中，对比了对政策的权力的均衡分布和对问题的权力的均衡分布。就均衡分布而言，住房问题，例如设施、状况和过度拥挤，以及犯罪问题是最重要的。政策、住房重建、住房补贴、房租管制被认定比住房再开发稍微重要一些，新商业设施的位置也有些重要性。图12.9b和12.9c分别展示了有关政策的均衡分布和有关问题的均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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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7 政策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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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8 对问题的权力的先验分布和后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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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9 决策制定模型预测的分布

  


  土地使用者的价值或重要性（包括利益体系）揭露了政策和问题如何在空间上得到执行。图12.9d阐述了这些因素的价值分布，展现了公共和私人居住土地使用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重要性。当然，学校和社区中心的地理位置也有一定重要性，但交通和休闲场所在解决这种问题上似乎没什么重要性。简单而言，这暗示了改变休闲和交通基础建设不大可能改善贫困问题；这些结论看起来很合理，并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测：该理论能直观地预测出可接受的结果。但是，这绝对不是暗示该理论已被证明。有可能从模型中导出政策和问题的重叠部分，但更有意思的是政策的组成中包含的不同因素和土地使用的重要性。图12.10中，每个图表展示了每种土地使用在制定任一特定政策中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政策被指定为不同的土地使用的混合体，这些网络展现了每种政策所需的对应的混合体。例如，居住土地使用的重要性在所有政策中都是一目了然的，社区设施、学校和工业的地理位置都相当大程度地影响着每个政策。但是，图12.10也揭露了该理论的一个缺陷，那就是有可能每个政策的因素混合体如此统一是不怎么现实的。比如说，很难看出如何能主要通过改变居住土地的使用来实施免票价公共交通的政策。这种困难可能是由于数据输入的具体参数产生的，但也有可能是由于理论结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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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10 政策组成中各因素的权重

  


  12.11 应用二：地方当局的资源分配


  第二个应用又是一个半真的案例，把该理论应用到一个有着大约500 000人口的地方当局的一个“典型的”资源分配问题上。由于资源分配本质上是个非空间或无空间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中只定义了行动者、问题和政策，因此应用一中的利益体系捕捉到的空间维度在此就不相关了。简单而言，决策制定环境与利益体系是对应一致的，因素/土地使用维度在决策模型的运行中扮演着傀儡的角色。本质上来说，行动者权力的均衡分布、问题的重要性、政策的意义给出了一定总额的资源的分配到每个实体的比例。例如，每个行动者控制的对问题和对政策的资源代表了每个行动者在提出问题和制定政策中控制的资源总量。每个政策分配的资源与每个政策的重要性是成比例的，每个问题分配的资源也与其重要性成比例。所有这些资源的分布以及这些不同的维度都通过稳态均衡关系而有一致的联系。例如，每个行动者ℓ对总资源rℓ∗拥有一定的控制力或权力，并根据行动者的利益诉求Wℓm按比例把该总资源分布到政策m上。因此某一政策分配到的资源总量为[image: p426-1]，其他资源的均衡分布也可用同样方式得出。


  本问题中定义的行动者是基于地方当局的典型部门结构以及两个典型的政治团体，我们把这两个政治团体定义为左派L和右派R，以此反映出英国地方政府的两党制体系。同时也假设两个政党代表数相当平均，因此模型的预测结果中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则是每个政党的相对权力。定义的问题则是中型城市会遇到的典型问题，其土地使用规划问题在住房、交通、休闲、工业等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也体现在了医疗、教育和犯罪问题上。另一方面，政策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局限的集合。例如，博登（Boaden，1971）出示了一系列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某些地方当局的实际平均资源分配的数据。由于缺乏足够可用的数据，这个服务或政策的集合相当有限，但我们能推测出一个例如这样的理论能多有效地预测出与博登（1971）展示的实际数据相似的资源分配情况。该集合的政策不包括交通和规划问题，但包括非常细化的社会服务分工——儿童福利、图书馆的供给等。此外，由于包含了广泛的行动者和问题的集合，政策的部分集合可以非常实际地用这些行动者和问题来定义。表格12.3列出了该应用涉及的行动者、问题、政策。


  该模型的运算操作方式和上述贫困问题中一样。关于利益和控制的数据被设计得相当直观且高度相关。利益分布根据流行的概念而详细给出；例如，L团体、社会服务部门以及规划人员主要的利益诉求在于住房问题，而像R团体和财政部门这种对商业事宜有利益诉求的团体的主要利益诉求则是工业和商业问题。不过，就政策而言，利益和控制并非高度相关。尤其是规划人员和社会服务部门在福利、住房和教育事宜上没什么控制但却有很高程度的利益诉求。L团体的利益比控制多，其控制主要是针对住房。R团体则在工业事宜和警察方面有很强的利益诉求和控制。


  
  表12.3 地方当局资源分配中的行动者、问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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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模型的均衡分布相当有意思。社会服务部门主导了提出问题的权力，而财政部门的主导力相对而言程度较弱。但财政部门主导了政策的制定。就L团体和R团体的关系而言，L团体在提出问题方面有更大的权力，但R团体在制定政策来减轻这些问题方面有更大的权力。这些权力的均衡分布也反映在导出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上。在问题方面，住房、教育、犯罪和医疗被预测为最重要的问题，而交通和休闲是最不重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理论可用来推测控制和利益的特定分布，可逆转典型模式。比如说，在交通政策最为重要的领域内，很可能大多数行动者对交通问题和政策的利益诉求很高，但对其他政策和问题的控制分散且低。这种推测类似于寻求能最优化之前提到的判别函数的决策制定结构。


  最后，预测的政策的意义可与博登（1971）提出的实际意义（就资源分配而言）对比。图12.11中的图表给出了预测的意义和观察到的实际意义，很显然两者之间有很大关系。实际上，预测值和观察值的线性相关系数为0.792。但是，这些预测也揭露了该理论提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这关系到量度问题。在目前形式下的理论中，很难从常见问题的绝对重要性中分离出一个事件的相对重要性。比如说，政府在提供服务上扮演的角色要求它必须提供完整的教育体系，但对于工业区，它只需提供一个部分体系。然而，尽管工业区在某些方面比教育可能更加重要，但就资源分配的绝对意义来说，教育的本质可能使得教育能分配到更多的资源。


  本书的第三篇把重点从城市科学转向了设计和规划科学。此处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定义城市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和网络是如何与产生这些互动网络的活动同等甚至更重要的。这是第二篇中城市模型的基础，也是第三篇中本章和前面两章中的规划模型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城市模型是实证性模型，而规划模型是规范性模型，其处理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制定决策和如何产生设计，而是达成决策和创造设计的最佳或最优方法。实际上，通过暗示如何能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建立模型，本章其实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在标准化规范性上的重点，理论传统上其实也有迪尔洛夫（Dearlove，1973）、博兰和纳托尔（Bolan and Nuttall，1975）的文章来支持这一点。下一章中，我们将继续展开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集体行动理论，重点将仍放在决策制定上。下一章将会通过讨论深植于空间发展中的一个真实的决策问题，来进一步展开这些概念。这将会使我们的关注点更加坚定地转向实际问题而非假设问题。在此之后，我们在结尾处将讨论如何将这些概念植入与城市规划和设计相关的委员会决策制定的正式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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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11 资源分配的观察结果和预测结果

  


  第13章

  以交换来理解城市发展


  
    当市场交易中的个体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理想东西时，他们就会退出市场。需要强调的是，仅当达到平衡价格时交易才会发生。这个动态模型的目的是达成商品令人满意的价格结构，而不是为了达成商品的交易。


    ——詹姆斯·G·凯梅尼（James G.Kemeny）、J·劳里·斯内尔（J.Laurie Snell），

    《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1962，第35页）

  


  上一章中所描述的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是交换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处于均衡态的系统，它的代理人必定会调节需求以符合由其他代理人控制的供给，反之亦如此。实际上，在完美市场上最可能的状况是，需求和供给都向平衡点调节，所有的代理人都获得满意的状态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提升。当然，价格是这个均衡态的表现，而达到均衡态所必须的调节过程有可能是尝试或者错误，但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可以保证是逐步逼近的。当然，大多数的市场都是不完美的，但在经济理论中，这个交换的基本模型是通常的出发点。


  目前为止，我们的理论还没有探讨交换的概念，因为我们已经阐释过，我们关注的是规范性，也就是通过这些概念建立一个完全理性并且可能是最佳的过程或调节，以解决代理人或行动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在实践中这个过程或调节通常是人为判断的。第11章中介绍过的序时平均过程，被用作最简单设计方法的基础，其中包含了系统可以无缝过渡到均衡态的概念，在这一状态下的所有行动者（或作为其代表的要素）达成一致。我们在前一章中基于科尔曼（Coleman，1966，1972，1973，1998）的集体行动理论提出的模型，包括了需求和供给等经济交换的全部基础要素，但是以间接方式出现，隐藏在探讨假设性设计和政策问题的理论应用中。在本书第二篇城市模拟中所发展的工具和方法基础上，这个理论应该可以构建一个真实系统的工作模型，上一章文末部分已经有所体现。当然，有很多声音批评将经济交换理论广泛用于研发真实经济系统模型。因为这些概念在实践中非常有争议，我们将对这些概念的使用限制在规范性研究中，作为理想化而不是经验性条件或现实正向模型，尽管也会尝试在真实世界中的扩展应用。


  在本章中，我们将关注重点从规划和设计中抽离出来，探索如何用这些概念来考察作为土地市场利益方和控制方的代理人之间的冲突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将展示，当土地交易发生，这些概念如何构成了代理人之间形成均衡态的基础。尽管建立城市系统模型的关键在于土地使用和经济行为的宏观结构，物质规划师通常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当前我们对城市问题的认识与可用的分析技术之间的差距还很明显，导致的后果是模型构建者采用了一些并不完善的内容，削弱了理论中较硬的部分。在本书第二篇中介绍的很多工具都用于建筑和几何层面的更精细空间尺度，特别是对形态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强调，推动了以全新的、更加个人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对代理人和单元、基于代理人的模型和元胞自动机等建模。本章中，我们会将前面章节中的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特别是第二篇中探讨的模拟和建模方法。我们还将建立一个城市发展模型，将行动者或代理人作为城市系统中的变化代理人，而不是像前面章节中主导设计方法是更加自上而下的代理机构（参见Gabbour and Cartwright，1974）。


  为了引入这些概念，首先需要将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过程看作一个经济交换过程，这也是经济学理论的经典概念。我们通常想到相当传统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是在这里使用的是科尔曼（1973）提出的社会交换理论的特定变通形式，对此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详细描述过。这个模型首先被表述为一个正式的均衡系统，然后我们通过引致均衡态的交换过程解释来检验其结构特性。接下来，我们将以伦敦中心区北部为例来检验其在土地开发中的应用，在这个案例中，代理人之间的主要冲突已经在过去的30年甚至更久时间中主导了开发历程。我们的关注点实际上是土地所有权变化和投机交易所导致的历史性城市冲突，这块土地位于下卡姆登（lower Camden）的尤斯顿（Euston）片区，本地人一般称为托尔姆斯广场（Tolmers Square）。所建立的模型与托尔姆斯广场的物业投机买卖危机有关，这场危机在1973年到达顶峰。在1960年至1976年间发生的事件具有丰富的信息数据源，这得益于瓦茨（Wates，1976）的著作《为托尔姆斯广场而战》。该书简要地列出事件发生过程，在我们建立分析模型之前就已经对问题成因提出了解释。我们将建立四个不同版本的模型，并从土地所有权变化的角度对不同模型的预测情况进行评估。


  13.1 交换过程和城市土地：均衡模型


  经济交换的著名模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个体行动者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商品，交易他们想要但却被其他行动者持有的商品，以增加自己的整体效用或满意度水平。这一理论假设存在一般性的经济均衡，其中交易或交换过程是市场结算和资源高效配置的基础。这个模型很容易被适用于土地市场，劳里（Lowry，1967）已经使用过它对几个传统城市模型进行比较。这个模型在本章中将以两种方式体现：作为正式会计关系的集合以及作为输入-输出方程的集合。


  我们将先以描述方式而不是以正式的模型形式推出已经在上一章建立的模型，以便将其修改为适用于土地交换过程。任何理论，凡涉及基地、地块或建筑尺度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者变化，或隐或显都包含交换的概念。确实，土地市场是所有经济市场中定义最为明确的市场之一，因其主要的运作机制是明确到几乎直白的交换行为。也就是说市场过程是基于买家和卖家如何被联系在一起，以及土地是如何与其他土地或通过金融市场与金钱进行交换的。在有些情况下，货物实际上是在没有货币参与的情况下与其他货物进行交换的。


  同时，土地市场也是更加复杂的，这种类型的直接交易难以实现。更加常见的情况是，土地与货币进行交换，行动者可能只拥有地块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地块，而正是交换行为的过程改变和决定了土地的价值。此外，由于行动者众多，这种交换无法通过上面所描述的方式简单联系在一起，通常都有较长的买家和卖家的“链条”或“网络”，使得市场过程变得缓慢和难以看清。但我们这里将要讨论的土地交换过程，其核心特征是行动者之间的直接冲突。一些行动者拥有土地并希望保留所有权，而另一些行动者没有土地权益但非常希望获得上述土地，这种情况可能产生强烈的冲突。土地价值的大幅变化有可能比较好地化解这种局面，特别是当不掌握但希望拥有这块土地的人，比起目前拥有土地的人来说掌握了更多其他资源时（从财务或政治角度来看）。


  比如，这类局面可以概况一种土地使用对另一种的入侵，特别是当更多“有利可图”的土地使用方式扩张到利润较小的使用区域时。比较常见的案例包括：在大城市中心区域的周边，办公的扩张会占据城镇中贫穷的内部地区。这是托尔姆斯广场模型试图去模拟的类型状况。另一幅比较典型的场景是这样的：一块土地上相对富有的业主和相对贫穷的租客，面对着希望拥有这些土地并拥有资源“引诱”占有者出售产权的“富裕”投机者，此外还有令人困惑的本地机构——通常是希望拥有土地进行综合开发的地方政府，在原则上它们具有这样的权力但实际操作上缺乏这样的能力。显然，这样的情形具有触发严重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所有条件。不过，我们的首要考虑是，这样一个交换过程的基本模型如何构建。在我们将科尔曼的理论适用于这里的问题之前，我们将阐述这个模型如何运作。


  交换的本质是人们实际拥有和他们希望拥有之间的直接冲突。与科尔曼的提法一致，我们将实际占用称为“控制”，而将希望占用称为“兴趣”。我们还将假设每个行动者都有一个初始的预算——即每人在当前所控制的资源量，但会随着行动者通过交换行为使实际所有权逐步接近其希望的所有权这一过程而变化。我们将代理人或行动者j在任何地块k上控制的实际资源配置设为[image: p434-1]，而代理人i对每个地块k的希望占有配置为[image: p434-5]。与在第12章中一样，我们将假设有m个地块和n个行动者或代理人。如果我们知道一个行动者在所有地块的投资，也就得知了一个行动者在地块上的总投资；而如果我们知道每个地块上所有行动者的资源，就知道了每个地块上的投资。矩阵[image: c-6]和[image: x-6]本质上是流矩阵，通过行动者和他们控制和感兴趣的地块之间的货币流动来衡量。交换问题的本质是发起一个“平均化”，或是被利昂·瓦尔拉斯称作“均衡”的进程，瓦尔拉斯是经济学中经济平衡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他在150多年前就提出了上述概念（Morishima，1977）。这保证了差别[image: p434-2]在均衡态中的消失，也就是说“兴趣”与“控制”相等，或者期望控制与实际控制相等。这种对平衡有一个非常好的可视化描述方式，就是做出矩阵[image: p434-3]的二部图，可以直接表现出实际和期望的资源流之间的区别。注意到[image: c-6]和[image: x-6]互为转置矩阵（T），这些对行动者对地块的兴趣和控制的测度在达到平衡的过程中被结合在一起。当然，通过改变兴趣或控制或同时改变两者，这种平衡可以有不同定义方式。尽管我们在这里的阐释会假设每个行动者的资源是不变的，而地块上所配置的资源以及地块的所有权都是会改变的。经过一段长期时间后行动者的资源可能会发生改变，但在这里，行动者的这种改变会使他们失去问题中所讨论的兴趣，从而离开这个系统。


  模型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直到模拟最后阶段也不变的土地交换过程。模型是以如下方式运行的：由于兴趣[image: x-6]和控制[image: p434-4]的不匹配，我们精确计算任意一对行动者i和j之间的不匹配度，并认为有必要根据相互作用（不匹配）的强度（度）按比例进行资源（权力）的交换。本质上来说，我们会将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沟通网络或权力结构，以此来进行资源交换。如果这个过程持续进行，任何行动者获取的资源量将趋向于一个稳定值，从而达到均衡状态。当达到均衡态时，可以通过这些资源计算需要多少交换来满足兴趣。这非常接近交换过程，但它是不连贯的。实际上，还有很多现实的方式可以用来解释交换模型如何运行，不过为了增强现实性我们需要使用前两章稍正式的表达方式。我们强调将土地交换视为在固定的权力结构下资源交易过程的最终体现。


  我们首先需要计算行动者之间由于兴趣和控制的不匹配需要进行多少相互作用。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实际投入地块的资金量与期望投入的资金量并不严格相关，因为资金量会随着资源量的改变而变化。这其中重要的内容是资金的投入模式。对于行动者来说，我们希望知道他们对每块地块的兴趣度，而对于地块来说，我们需要了解每个行动者对每个地块的控制度。让我们从每个行动者都拥有的资源的集开始，比如资金。我们可以通过表达兴趣度计算出每个行动者在地块k的投资量，每个行动者对某一地块的兴趣度是他对于每个地块的兴趣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将这个兴趣度乘以每个行动者拥有的资金量，我们就可以得到每个行动者对于某个地块愿意投资的额度。然后将所有行动者在某个地块的意愿额度相加，得到的就是某个地块期望的投资额。一般来说，这与实际投资到每个地块的资金额是不同的，因为这是由行动者对不同地块的控制度和所有权决定的。


  有了这个新的地块期望投资的格局，我们可以将每个行动者在某个地块上的实际控制作为行动者对于所有场地控制的一定占比。然后，如果我们将这个控制度乘以每个地块的期望投资额，就可以得到在场地投资仅根据行动者对不同地块的兴趣来发生的情况下，行动者可能控制的第二轮资金。因此我们就获得了每个行动者对地块的新的资源配置。这一般来说会与行动者第一轮在场地投资的金额不同。这是一种新的配置方式，其基础是兴趣和控制或者说是期望和实际所有权的平均和融合，意味着一个妥协的过程。如果该过程以同样方式持续进行，资源和地块价值之间最初的差别会逐步消失，而如果每个行动者之间都有关联（我们假设实际情况是这样），那么就会发生收敛或平衡。尽管行动者在地块投资上可获得的资源和地块价值会变化，但控制和兴趣并没有改变。最后一个阶段是控制或兴趣发生了改变，也就是改变所有权以满足地块的期望投资亦即兴趣，或是改变兴趣以符合原先的控制或所有权。我们倾向于前者因为它与用地发展相关，但是所有权和兴趣同时发生改变的中间情况也非常有可能发生。


  13.2 土地发展模型概述


  托尔姆斯广场模型大体上与科尔曼（1966，1972，1973，1998）的模型一致，我们在第12章中已经通过方程12.1至12.14进行了概述。不过现在我们将模型阐释为一个土地“市场”，其中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通过资金来对实际所有权即控制以及期望所有权即兴趣进行测度，系统中的资金总量用M来表示。我们可以将每个行动者的控制和兴趣的资源总量表示为：


  [image: p436-1]


  通过平等交换产生的均衡态根据实际和期望所有权的一致性来表示，也就是兴趣和控制，这两个流矩阵是完全相同的：


  [image: p436-2]


  因此，交换只会在实际和期望资源的配置不匹配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image: p436-3]将调整直至满足方程13.4和13.5。这是我们在上面非正式描述的过程，可以与“均衡”过程联系起来。在本质上，我们所做的是平衡资源和价值，不断修正最初的控制和兴趣。一旦收敛发生，我们会调整控制，这表示的是符合最终地块价值和资源的地块投资新格局。我们假设兴趣不会发生改变，而是认为它是稳定的。但是在下面的模型变化中，兴趣和控制会因为代理人进入或离开系统而引起变化。


  我们沿用上一章中建立的逻辑来论证这个模型，不过现在注意到我们根据我们已知的实际和期望所有权格局来定义相对控制和兴趣关系。在这里假设兴趣和控制的潜在格局是稳定的，我们将它们定义为相对形式，其中相对兴趣Xik为：


  [image: p437-1]


  这个模型可以通过两个阶段的过程，采用上一小节中使用的描述性方式来表达和解答。其内在逻辑与方程12.37和12.38非常接近，可以通过方程12.39和12.40所描述的行动者之间和地块之间的关系来表达。由于我们的概念在这里有所变化，我们将重复这个方程序列（这样读者就不需要再翻回第12章）。其中两个阶段迭代过程为：


  [image: p437-2]


  我们从资源ri（t=1）开始，并根据方程13.8的序列持续进行替代计算，直至达到如下的收敛限制：


  [image: p437-3]


  有几个要点需要注意。这个模型是对一个交换过程的清晰描绘，尽管它的均衡态形式看起来包括了多个这样的过程（Coleman，1977）。这种形式与最早由瓦尔拉斯提出的“均衡”很接近，在他描述的虚拟过程中，在需求和供给的价格迭代过程完成之后，商品所有权会发生变化。价值和资源以及它们的布局是通过[image: c-6]和[image: x-6]来测度的，这是由方程13.3中的总投资额M随意确定的。模型所预测的价值和资源分布与应用相关，正因为如此，它们在这里与土地价值或实际资源收入水平并不非常一致，因为这些是由许多其他要素决定的，并没有包括在这个模型中。


  13.3 结构性聚集和模型动态


  在第12章中，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整合了科尔曼的模型，通过行动者对事件或地块的兴趣和控制建立了行动者之间的网络，以及通过地块上行动者的控制和兴趣建立地块之间的网络。总之，我们以相反或对偶的方式链接兴趣和控制这两个二部关系集，从而生成网络。之前在第6章中我们采用了一种网络分析技术，广泛研究了道路段通过交叉点进行的链接，并反过来用于对城市中的街道网络进行检验。我们将在这里再次描述这些关系，基于资源与价值的相关以及反之亦然，方程13.9中的两个稳态的方程在本质上相互连接。资源可以表达为：


  [image: p438-1]


  方程13.13与离散时间、离散状态的马尔科夫过程的稳态方程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哈拉里（1959）所阐述的弗兰奇（1956）模型，我们在第10章中用其进行序时平均，第一次以平均形式出现在方程10.40中。当然，所有与这个早期模型相关的其他结果也都适用，我们曾多次论证了这种稳态可以被直接计算，或如方程11.25那样通过求解相关的线形联立方程组来计算。


  方程13.13是13.9中第一个方程的简化形式，它还可以解释为一个平均过程的结果。假设行动者初始被赋予的资源配置为ri（t=1）。根据方程13.13，行动者将根据[image: p439-1]中潜在的加权相互作用网络进行资源交换。在下一次t+1时，新的资源配置rj（t+1）可以这样计算：


  [image: p439-2]


  而通过对[image: p439-1]进行合适的限制，当t→∞时方程13.14向方程13.13收敛。[image: p439-1]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权力结构或网络（Taylor and Coleman，1979），尽管实际上将其解释为技术系数或一个封闭输入输出模型的流矩阵非常有用（Gale，1960）。在均衡态中，从行动者i到j的资源流被表示为Tij=riPij，而Tij-Tji的差值测度了行动者在任意双边交易中的主导程度。


  我们将这种超越地块生成的行动者相互作用类型作为交换的原始过程，其对偶过程也是存在的。替换方程13.13中的第一个方程中的ri可以得到如下的简化形式：


  [image: p439-3]


  表示地块间的投资或加之跃迁的相关流网络Skℓ被定义为Skℓ=vkQkℓ，而Qkℓ-Qℓk的差值测度了初始地块投资对最终投资的主导程度。


  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对偶的解释是这个模型最有吸引力的部分。例如，可以将代理人定义为行动，而事件定义为地块或区域，原始过程可以被认为类似于输入输出分析，而对偶类似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建模。此外，正如我们在第一篇第3章中指出的，在此类模型有很大可能采用阿特金（1981）“Q分析法”来建立对结构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针对的是集合之间的关系，正如这里所涉及的那些。聚合流矩阵[Tij]和[Skℓ]仅涉及了均衡态模型的第一阶段，其中兴趣是确定的而控制具有初始值。通过最终的控制[image: p440-1]，可以预测最终流矩阵[image: p440-2]和[image: p440-3]。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些流矩阵是对角线对称的，显示出贝尔赫和斯内尔（Berger and Snell，1957）提出的平等交换。因此在均衡态中，这种平等交换意味着相关马尔科夫过程的可逆性（Kelly，1979）。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继续探索上述问题中的一些，不过由于我们已经完整提出了模型，接下来将介绍其应用。


  13.4 为托尔姆斯广场而战


  托尔姆斯广场是位于伦敦中心区北部的一片区域，四周的界线为西抵尤斯顿中心，东至尤斯顿车站，南临伦敦大学学院。在北面这片区域与一片混合区相连，包括城市衰败地段和绅士化的住区，这是英国内城区的部分区域的典型特性，在伦敦卡姆登自治市有很多这样的地段，而托尔姆斯广场就属于这个自治市。然而，这边区域的很多建筑具有特定的历史风格，其中最好的19世纪初期的住宅已经被列为历史遗产。20世纪70年代时，这个模型所关注的争议问题还在进行中，这片区域非常破败，是一片自有住宅、出租住房、商店、小型工业场所和管理用房的混合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时候的这片区域是不合潮流的，即使这片区域距离伦敦中心区的商业核心非常近，而且在多年以前就被认为可能会重新发展起来和更加商业化。实际上这提出了问题所在。产权开发者并不是看不到这片区域的发展潜力，到1974年时，这里的土地价值上涨到每英亩[image: ]60万英镑以上。此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地方当局的介入引起了市场犹豫不决和机会的丧失，从而造成了城市的急剧衰败，并带来地方社区的碎片化和愈加严重的房产遗弃。


  故事因为一家名为股份转换（Stock Conversion）的地产公司的加入变得更加复杂。这家公司有一个“精明”的主管——乔·利维，像20世纪60年代很多其他这类公司一样，根据对地产业的利润发展预测建造了大量房产（CIS，1973）。股份转换公司当时已经在托尔姆斯广场以西开发了一块类似的区域，也就是尤斯顿中心，这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实际上，早在1962年时，股份转换公司就开始在托尔姆斯广场地区购买物业，到1974年已经拥有地区中超过一半的物业（Wates，1973）。图13.1是这片区域的地图以及在1974年时的土地所有权格局。伦敦卡姆登自治市和这之前的地方当局圣潘克拉斯自治市议会所推行的一系列规划议题都没有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土地征收的支出超额。到1972年，卡姆登当局已经认定其推行的规划方案无法实现，因此他们与股份转换公司谈判达成一个联合开发计划，其中包括了远超如今想象的大比例的办公楼。到那时之前，卡姆登的规划方案从没有碰到过什么反对意见。大部分居民认为地方当局对于地区发展的任何方案都不会有什么兴趣，总体的一般看法是认为“什么都不会真正发生”。然而，当卡姆登当局和股份转换公司的合作意向和内容传出时，反对被迅速激起，而且反对声主要来自地区外部。反对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要求一家新的名为克劳迪亚斯的公司来开发这片区域，并将所有的开发利润“返还”给地方当局。这个提案获得了完美的支持并迅速说服地方当局抛弃了前面的“利维合作方案”。


  事件继续发展得很快。一个地方政治施压团体——托尔姆斯村庄联合会或简称为TVA（Wates，1975）成立了，非法占有者搬进了地区内很多遗弃的空置房产。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新的行动者群体加入了进来，在1973年之前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是这其中的行动者，他们中的很多甚至在那之前从未听说过托尔姆斯广场。这个施压团体的最终成果是在1975年卡姆登当局最终决定买下股份转换公司的全部产权，并在这个地区进行更加平等和社会性相关的发展计划（Hall，1975）。其他内容例如更加国际化的输入也可以视为对最终结果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左翼工党政府在1974年的当选，通过社区土地法案对土地交易获利进行征税的前景看好，使地产投机吸引力下降，这可能也迫使股份转让公司勉强同意卡姆登当局提出的方案。然而根据瓦茨（1976）的统计，1973年之后新加入的行动者对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并很可能逆转了之前看起来无法避免的转换为商业用地的再开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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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1 托尔姆斯广场的建设形态和土地所有权

  


  回到我们原先的主题，预期目标是在卡姆登的政策背景下模拟土地所有权的变化，作为交换模型中控制的转移。然而，这个模型将仅粗略描绘这些事件。瓦茨（1976）在他的统计中确定了至少132个行动者和62个地块，而试图在这个细节尺度上建立模型会过于宽泛。我们可以采用更小的简化的冲突表达方式来描述这种方法的逻辑。因此，我们试图从易于管理和阐释的角度建立冲突及其解决的方法模型，范围限制在地块西侧被本地人称为“利维三角”的区域。图13.1描绘了具体情况，其中拥有地块的行动者以数字编号被列在下面的表13.1中。


  
  表13.1 行动者和事件
[image: ]


  13.5 构建问题


  对土地交换过程最显而易见的建模方式是识别整个时间段中的所有行动者，无论这些行动者在不同时间点上是消极的或是主动的。最终的控制可以根据固定兴趣被预测，或者如果兴趣有周期性的变化，那么可以将平衡模型与一个递归时间结构相结合进行预测。因此首先就将行动者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那些在1973年之前就在土地交易中存在的，另一类则是那些在1973年的事件中加入进来的行动者。这个模型将以这样的方式运行：通过1973年之前行动者的子集，预测最终控制的格局和相关交换网络，这将展现没有1973年那次危机影响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结果。接下来，模型将包括1973年之后的所有行动者的条件下再次运行，进行包括1973年危机事件的预测。


  在1973年有15个拥有或占有土地的行动者，以及4个额外的行动者——卡姆登当局、TVA组织、克劳迪乌斯公司和卡姆登工党，后者的“兴趣”在1973年的危机中被唤起。模型中的事件本质上涉及图13.1中的三个地块。利维三角区被划分为托尔姆斯广场南区（A）、托尔姆斯广场北区（B）以及岛区（C），这15个行动者在1973年之前对于这三个地块都有着相同的控制，如表13.1所示。然而，事件集合的最重要特性是一个很大的“世界其他地区”部分的必要性。在像这样的模型中，试图模拟开发商向长期拥有者施加的出售他们土地的压力，而政府和其他团体向开发商施加全部卖出的压力，就有必要纳入一个其他区位的集合，或称为“伪区位”。这样的设置使行动者得以流动，进入或离开系统。因此，对于最初的14个行动者，就有14个在世界其他地区中的伪区位，这些行动者如果放弃他们在托尔姆斯广场地区的土地，他们可以控制这些伪区位。这些伪区位也在表13.1中与对应的行动者一起被列出。而第15个行动者大伦敦议会是不存在伪区位的，因为大伦敦议会需要对这个区域负责，这个组织被认为永远不会放弃他在这个地区的兴趣或控制。这一点对于上述的4个额外行动者也是如此。现在可以明确接下来要进行建模的问题。一个是1973年前模型，基于15个行动者和所有事件，另一个是1973年后模型，包括所有行动者和所有事件。不过，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因素在模型中的影响是未知的，我们决定对两个模型都各给出两个版本，分别是包括和不包括这个因素的，因此总共就有四个版本模型。如下的这些模型在实证分析中被编号为1至4：


  •1973年前（考虑世界其他地区）：行动者i=1，2，…，15；事件（地块）k=1，2，…，17


  •1973年后（考虑世界其他地区）：行动者i=1，2，…，19；事件（地块）k=1，2，…，17


  •1973年前（不考虑世界其他地区）：行动者i=1，2，…，15；事件（地块）k=1，2，3


  •1973年后（不考虑世界其他地区）：行动者i=1，2，…，19；事件（地块）k=1，2，3


  这四个问题都显示在图13.2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兴趣和控制矩阵[image: x-6]和[image: c-6]的稀疏性。这些稀疏性指标是积极的行为除以（积极）行为的潜在总数直接计算得出的，这代表了对结构而不是密度的测度。正如预期的那样，控制矩阵比兴趣矩阵更加稀疏，这可能是这类问题的一个典型特征。


  13.6 应用和预测


  对兴趣和控制的测度不可避免会产生问题。最简单的是控制矩阵左下角的15x3的子矩阵，实际反映的是利维三角区的土地所有权。没有比定量形式更能获得数据，对控制矩阵的其他部分和兴趣的整体布局进行详细描述。因此，一个专家小组被引入以试图抽出这些关系的力量，采用的是我们在第10章中简要描述过的萨提（1980）的态度成对缩放技术。首先对这个小组简要介绍了托尔姆斯广场的研究案例，然后放映了一段关于这些事件的影片。他们随后会被要求进行大量的成对比较，包括对控制和对兴趣的比较，从而可以计算出任何行动者对于事件的兴趣，以及任何在事件中的行动者的控制。实际上，尽管这个小组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还是由于专家小组对问题的忽视而夭折。而获取的数据仅仅是说明作者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控制格局明显反映出在某些情况下控制的缺乏，而根据土地价值结果矩阵转变成了[image: c-6]。兴趣矩阵[image: x-6]更加统一，因此被用来反映兴趣的更大差异。最后，采用瓦茨（1976）提出的定量讨论法对结果格局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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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2 四个模型的维度和稀疏性

  


  对于四个版本模型来说，如果假设系统已经处于均衡态，那么可以建立四个基准模型。当系统处于平衡时满足方程13.4，如果假设初始的控制分布在价值上来看[image: c-6]是处于均衡态的，那么[image: p446-3]。这等同于[image: p446-4]=[image: p447-1]。资源和价值随即可以从已知的流矩阵[image: c-6]中获得。那么有：


  [image: p447-2]


  这个模型是平等交换，其流矩阵[Tij]和[Skℓ]是对称的。这种类型的模型实际上将在后面被作为对称性的代表。使用方程13.18预测的四个模型资源和价值分布将在下面分别绘制出来，并与方程13.9的实际预测进行比较，以评估这些预测与观察到的现存所有权分布的接近程度。


  对这四个模型的预测将分别进行检查，首先通过资源和价值，接着通过Tij=riPij所测度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换，最后从土地所有权分布角度，这个分布可以从最终控制预测得到。图13.3绘制了对称情况和实际情况下的资源水平。事实上，如其他对这类模型的研究所示（Batty，1981;Michener、Cohen and Sorensen，1977），对称情况与实际情况的价值很接近，并表现出资源水平的良好初步近似。在不考虑世界其他地方这个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会增强“大行动者”的支配地位，如股份转换公司、卡姆登当局和克劳迪乌斯公司。很有趣的一点是，卡姆登和克劳迪乌斯公司在1973年后模型中有非常显著的权力，比股份转换公司都要显著。这似乎是对实际状况的准确写照。在图13.4中，描绘的是均衡价值的分布。对于模型1和2来说，新行动者的加入降低了三块场地的价值，而提升了将股份转换公司踢出局的重要性。可以认为，新加入的行动者正是以此为目标被调动起来的。这就是真实的“为托尔姆斯广场而战”的本质。在模型1的情况中，在股份转换公司从岛区出局的过程中，对称性具有很大的权重，而在模型2中，对称结果与实际情况很接近。对不考虑世界其他地区影响的模型3和4中，所有的价值集中在三个地块，而岛区是其中最重要的。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在通过马尔科夫平均机达到均衡态的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图13.5展示了各个模型的{Tij+Tji}，其中设定M=100单位。这些网络中可以看到参与交换的资源比例，并以此来确定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行动者。在模型1中，很清楚是股份转换公司起到了支配作用，在行动者之间的交换非常少：48%的交换发生在股份转换公司的内部。模型2中布局模式的变化非常快。三个行动者——股份转换公司、卡姆登当局和克劳迪乌斯公司参与了大约70% 的交换，当然这是概念上的交换，或许比其实际交换来说更有影响力。当去除世界其他部分的因素后，模式马上有所变化。在1973年后模型中（模型3），63%的交易发生在股份转换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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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3 资源的均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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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4 投资价值的平衡分布

  


  模型2中占据了70%交换份额的三个关键行动者在模型4中涉及了多达86%的交换。这些影响力的布局的确与瓦茨的描述相一致，并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最后，图13.6显示了土地所有权的四种预测格局，以及1973年时的初始土地持有状况。在这些图中，描绘土4地所有权时采用了一般性经验法则，与现有所有权地块最为接近的独立地块区域在所有权扩张过程中会被收购，而临近地块会在所有权衰落事件中失去所有权。从现存而不是假设的所有权格局角度来看，预测1973年前情况的模型是最可以接受的，其结果不包括1973年危机。在模型1中，所有者和占有者因地产开发商而消失，而在没有世界其他地区因素的模型3中，初始控制格局没有什么变化，这说明了世界其他地区因素的重要性。在模型2和4中的预测比较模糊。模型2中主要是克劳迪乌斯公司失去了其对岛区的控制，而增强了托尔姆斯广场南区的土地持有量。在模型4中，由于排除了世界其他地区因素，导致初始控制格局的只有较少的变化，所有者和占有者继续存在，而作为开发者的卡姆登当局和克劳迪乌斯公司与模型2中的预测行为较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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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5 行动者之间的平衡交换

  


  这些模型的预测至少表现出与托尔姆斯广场事件的实际记录相一致。然而评估初始模型结构和数据规格在多大程度上让这些预测重复，依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对称”基准均衡态模型的概念似乎很有用武之地。同时，非常有必要对模型的数据获取进程进行彻底完善，并检验模型中世界其他地区因素的结构。此外，为了掌握动态并对兴趣和控制的变化展开探索，持续改进模型的数学结构非常重要。另外还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由于需要探索模型中行动者和事件的维度结构，有可能可以将那些空间事件分解到建成形态的布局和几何层面，从而将模型扩展到可以相当自发地被用于建成形态的设计中。第二，像这样的模型必须是持续演化的，应该紧跟当前的计算技术前沿，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所言，模型需要交互式的发展。在这些方面有很多努力正在尝试之中，我们有更多的可能参与到更广泛的模型用户和研究者群体互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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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6 土地所有权格局的均衡态预测

  


  13.7 预测网络


  虽然通过二部图来表达两个不同对象集之间的关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例如在这个案例中的与土地相关的行动者和他们所控制或感兴趣的地块，但是这种表现方式的真正核心是让我们得以预测图形形态、相互作用网络或是可以从这些结构中提取的格局。迄今为止，大部分社会分析仍聚集于观察网络而非预测它们的形态，但是对二部图结构的不断使用为我们生成和预测相互作用格局提供了重要帮助。在第6章和第7章中，我们首先描绘了网络中几乎不很重要的网络——街道网络的这些联系，其中我们将街段作为第一个对象集，而将街道相交的交点或位置作为第二个对象集。由于所涉及的只是对共有属性进行计数，我们能够推导出街道和其他街道、交点和其他交点间的网络。通过本章和前一章，我们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介绍了能够帮助我们预测网络的更实质属性的模型。在整个第三篇，我们展现了如何预测行动者之间的交流格局，这可以在纯粹的解决冲突案例中使用的序时平均法看到。然而，对现实中实际观察这类网络可能发现，由于平均过程发生在一个嘈杂和不稳定的环境中，这个过程远达不到纯粹。


  本章中，我们离我们可能实际观察到的网络更近了一步。很明显的一点是，资本流可能潜在于通信网络中，而通信网络通常存在于交换中。以概率形式存在的网络[Pij]和[Qkℓ]或是流[Tij]和[Skℓ]也很可能在实际交易中观察到。利用这些数据，我们能够更好地调试模型。总之，如果我们认为模型可以用来预测这些相互作用，那么我们也可以改变模型以反映冲突解决和交换等更加现实的过程。我们在第12章中寻求将方法进行扩展，以处理行动者、问题和政策等相互作用网络之间的联系。这里我们又重新回到对土地和区位的关注上，认为这是解决冲突的关键点之一。从这个意义来看，这类模型非常符合本书的精神，即将区位作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区位作为相关分析的自然结果必然会出现，本书虽然涉及预测和操纵区位，但显然这并非我们所关注的内容。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提供另一个不同视角。


  
    	
      1英亩约合0.40公顷。——译者注

    

  


  第14章

  通过委员会决策进行方案设计


  
    团体、集体等都可以而且也应该被作为相互作用的系统来研究，系统理论概念看起来无疑可以在社会科学中有丰富的应用。系统理论只是很浅薄地位于社会科学的词汇中…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社会科学的新法则：对解释社会学的积极性批判》（1976，第121页）

  


  吉登斯对于用系统理论表达和理解群组互动模式以及相应的网络的观察与我们此处的理念相一致，其中一个非常清晰的理由是，这类模式趋向于更加明确的定义。原则上来说，遍及网络的交通、迁移、交易甚至信息流可以被精确地衡量。网络作为实体或无线传播而存在，至少关于物质材料、人口以及电子信息的移动，这些在给出合适的方法时是完全可以检测的。许多社会网络很难观察，因为它们可能只存在社会互动之中，但系统的概念划分为子系统层级结构，而且它们的实体仍然为思考人类主体在目标明确的情况下的互相影响，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拟。这一范例在第二篇中阐明的科学中争议相对较小，第二篇中我们的关注点在于从更加被动的角度来讨论城市，但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这一范例仍然很有用。这里人口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流，就其按照行动者和代理人的描述方法而言，处于我们提出的不同方法的核心，而这些在熟悉我们解决城市问题、设计城市平面以及创造空间政策的方法的过程中很有用。


  在这真正的最后一章中，我们把本书这个部分的主题放在一起。重新从基于要素之间冲突解决的设计这一理念开始，然后快速转到另一个概念：影响一个设计问题的关键要素，需要被解释为与关键行动者相关的子解决方案的理念。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以确定一系列权重为依据，而确定权重的方法包括，通过生成权重来检验要素（或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结构，而生成的权重取决于这些关系的强度和类型。这导致了最优解决方案会基于共识的观点，而定义于这些网络的过程按照序时平均的方法构建。在第11章和第12章中，我们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并展示了任意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可能如何拥有可变的利益或控制。


  实体规划设计的典型问题包含了做选择，在这样一个规划需要满足的目标前提下，选择可以减少或解决这些目标之间冲突的土地使用空间布局。在实践中，规划的选择依据是一个技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规划者选择并衡量合适的目标，决定它们的重要度，并通过目标之间的互相评估达成某些折中。这个过程在可以达成什么或无法达成什么的问题上，受到特定的基础限制的约束，而且它往往被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下，直接影响目标的选择以及重要程度的赋予。我们在这里还没深入探索过这类理性的规划过程，很大程度是因为理性规划很大程度上被喻指为如何在完全技术的背景下进行规划，而50年来的实践让我们认为，规划实在太过复杂，这样基于技术的过程对行动只能起到参考作用。然而，作为这种方法常有的一个特性，“优化”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起点，帮助正式组织化的各类机构共同制订规划。


  这种规划的空间重点需要以土地使用活动的数量和位置来作为依据，而目标常常基于成本效益测算。已经有很多更为正式的构建这一过程的尝试。已经有优化模型被提出，如那些基于线性规划的（Schlager，1965;Anderssen and Ive，1982），但我们在第10章中指出过这种方法没有定性考虑，我们继续讨论了让设计者对过程有更多控制的定性设计方法。比如，第10章中介绍了简单的叠图法或更复杂的加权模拟，因此提出了一个基本理念，即规划解决方案是一些相关要素集的加权平均，在这个方案中规划问题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冲突需要被解决（Steinitz、Parker and Jordan，1976）。实际上，地理设计的基本逻辑取决于这些理念（Steinitz，2012）。然而，还有两个问题仍然是这些技术的特点。第一个问题是，如霍普金斯（Hopkins，1977）提到的，假设所有目标可以收缩为一个线性目标函数，假定这些目标互相独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把这些目标组合为一个复合对象过程中的权重选择。尽管设计方法的理论家（Alexander and Manheim，1962a;Alexander，1964）通过提出目标组合的方法决定了它们的权重的观点，尝试绕过这个问题，大多数加权方式的确定在问题的范畴之外，往往是武断的，而且常常遭受争议。实际上在第10章中，我们提出这些权重应该是内生的，即它们应该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操作中自然地出现。


  这些方法都是从单独的设计师或决策者——在这个案例中是规划师——的观点出发来构建的，而且只考虑广义上的政治社会环境，即规划存在于规划师采用规划方案中一个“代表性”的目标集。实际上普遍被接受的是，规划体现了群体和公众决策，或至少一旦规划在政治过程中被考虑，那么规划会被修改调和。其实，可以把规划设计看作一个群体决策的结构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委员会和小组正式参与规划的成果和选择。这意味着正式的规划设计方法应该包含群体或委员会决策，建立在我们在前两章中介绍的理念之上。但现有的拓宽优化模式的方法还没有扩展到这个程度（Voogd，1983）。本章的目的是，开始初步探索在正式过程中构建这种决策模型所必须的某些正式概念，这些过程可能在小型群组决策的背景下运作。我们在最后两章中非正式地介绍了这些概念，但这里我们将直接连接，将一个正式的模型与前面详细介绍过的集体行动理论进行比较。


  14.1 决策过程建模


  个人和集体决策以及设计方法的明显区别是更深入的方法论区别，包括实证和规范性理论的问题。从单一设计师的观点来看，规划作为设计主要是以规范性的事务来构想的，而它的方法论受到解决问题和优化的技术方法的极大影响。实际上，这一哲学最清晰、最有说服力的陈述来自哈里斯（Harris，1978），他强烈主张规划应该被视为实证理论中的规范性活动来定义和研究（Harris，1983）。确实，我们在第9章中间接提到的规划支持系统的发展，建立在规范性规划理论的这些概念之上，规划支持系统最早由哈里斯（1989）以及哈里斯和巴蒂（Harris and Batty，1993）明确提出。相反的，把规划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以及一个政治活动的研究，则很大程度上是从实证的角度来构想的，正如对于习惯性的决策以及不那么正式的决策的研究（Forester，1989;Healey，2007）一样，甚至尽管在这里，规划的规范性方法都能找到一些支持（Goldstein，1984）。


  对于规划过程来说这两种广泛的方法并不是一定互相冲突的。洛斯（Los，1981）认为，规划作为设计可以被看作与规划作为社会变化互补，而且事实上设计理论存在于规划理论的范畴之内，这样可以调和个人和集体行为，以及实证理论和规范性理论。这里介绍的方法与洛斯描述的一致，在这种方法中，提出的模型包含与设计和规划同时相关的元素，而且同时表明基于个人及规范性活动的设计，转变为基于集体决策规划过程中的设计研究。不过，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像洛斯的观点所可能表现出来的那么明确。比如，这里提出的两个模型，用不同的方法反映了优化和非优化行为，尽管不像优化一样使用规划的更广泛的模式。这些模型显然继承了复制知名现象的传统，而不是建立在为行动提供规范性战略的基础上。


  正式决策模型展示了集体决策的程式化版本，而使用舒克龙（Choukroun，1984）的术语，显然是比喻对真实过程的探索。决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观察的。因此这里的关注点在于测试这些模型的预测与这类过程中观察到的结果之间的相关程度，而不是这类过程本身的形式。除了对做出的假设以及模型的正式描述方法之间的表面相关性的不正式观察，并没有正式的标准评价这些模型作为决策理论的合适程度，与这些模型相关的过程类型很容易定义：一是高度结构化的过程只包含正式的决策，不包括“非决策”活动；二是决策者具有相互独立的决策环境，彼此之间可以合作乃至串谋，但最终分析时都是独立的。这些是利益过程的类型。这类过程是在正式组织架构中观察到的，这种架构中的偏好可能受到更广阔的环境的影响，但在决策过程中偏好相对稳定的情况，实际上是被构建出来的。这种偏好的稳定性同样说明了，这些模型在探索高度结构化群组中的决策可能有用，这种群组可能有相似的偏好，但有组织信息的问题。


  通过把规划设计作为集体决策来考虑，我们就能够解决上文中提到的影响传统基于设计的方法的三个问题。第一，必须明确把优化作为共有的而不仅仅是单独的特征，这会立即导致单独个体之间的冲突；第二，群组决策的过程必须和优化过程联系起来；第三，要让群组或集体确定目标重要性（权重）的方法变得透明。在这个背景下，很多时候就可以把这些方法联系到更正式的实用理论和经济理性理论上。这里我们介绍两种模型，二者都假设一个集体目标是单独目标的线性加权之和，二者都通过参考单独决策互相之间的影响来确定目标的权重。由于优化决策是基于单独目标的线性加权之和，它可以用于把这些模型与第10章中介绍的更常规的规划设计方法联系起来。第一种模型是基于传统的效用最大化方法，首先由范登博嘉德和范斯路易斯（van den Bogaard and Verslius，1962）提出扩大应用到一个群体或委员会的背景，而后被泰尔（Theil，1963，1964）证明。第二种模型本质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优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决策是通过交换冲突的解决方案来达成的。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这一模型由科尔曼（1973）广泛应用，它是更普遍的马尔科夫序时平均模型的分散形式，是本书这个部分中所用的所有方法的核心。所有这些都适用于不同的解决问题背景，与达成共识的过程相仿（French，1965;de Groot，1974;Hegselmann and Krause，2002;Jackson，2010）。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尔曼的模型把权重作为一个交换过程的结果，而这些权重与博嘉德范斯路易斯委员会模型所得出的权重的特定条件等价相一致。实际上，这两种模型我们都会探讨，并探索他们的等价模型，但我们会首先建立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这个已经在政治预算背景下发展过的经典经济优化模型，随后我们会继续阐明，这一模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更广泛的集体行为理论。罗斯坎普和麦克米金（Roskamp and McMeekin，1970）曾观察到，这个模型曾经用于一个特定的案例，在一个德国西北部小镇中，由委员会进行资源分配。我们将会在科尔曼的模型中，使用相同的数据重新描述并重新进行这一应用，从而在理论角度之外，寻找这两个模型之间的等值。尽管我们将强调这些等值，但除此之外，也会关注在两种模型中如何得出权重的过程。大多数设计模型生成权重的步骤特别薄弱，因此这些模型可以被看作用自身的方式生成权重的过程。选择的案例并不是严格的实际用地规划设计案例，但足够用于展示这类规划设计问题如何通过这些方法来解决。作为这类决策过程的介绍，我们将首先介绍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而后将其与科尔曼的模型进行对比，接着重做罗斯坎普和麦克米金的案例，将其作为我们使用这些理念解决用地规划设计问题的一种方法。


  14.2 最优委员会决策问题


  范登博嘉德和范斯路易斯（1962）建立的模型中n为行动者i的集合，j代表讨论或同意资源分配方案的委员会，而资源分配的对象为组件及要素集合m，或事件集合k，ℓ是分配方案。现在，分配方案可以对每个单独的行动者i定义为行向量


  [image: p458-1]


  其中Aik代表行动者i将资源分配到事件k，nxm矩阵A=[Aik]是单独方案的集合。上标T将用于表示移项（transposition），那么行向量ai可以变形为列向量aiT。


  假设每个行动者有一系列关于被分配的资源水平的偏好，可以用二次效用函数Ui（a）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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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γi是参数γik的一个1xm列向量，该参数用于确保单独个体的效用随着他或她能够分配更多资源到事件上而增长，而Λi是一个mxm负定矩阵，反映事件之间边际替代率的减小。二次偏好函数的理论是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见Theil，1964），而且可以很方便地用于展示，当Ui（a）最大的时候，行动者i的最优资源分配[image: p459-1]。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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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把方程14.3代入方程14.2得出每个个体的效用最大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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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为效果提供合适取值范围的难题，范登博嘉德和范斯路易斯（1962）定义了一个单独的损失函数Li（a），当其最小时等价于方程14.2的最大值。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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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的社会福利函数（在这个案例中，即社会损失函数）是由方程14.5中的个体损失函数的线性加权和构成。在一个假设每个行动者之间互相独立分配资源的委员会中，我们引入海萨尼（Harsanyi，1976）对于社会效用的这一线性形式的解释，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与每个损失相关的权重集合{ωi}。为了不失一般性，如果我们假设∑iωi=1，那么社会损失函数L（a）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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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委员会的最优预算方案a可以通过最大化方程14.6来选择，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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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所有的偏好相等时，即Λi=Λj，∀i，j。这样，这个模型就可以很好地在二次偏好结构理论内建立起来（Theil，1964）。就这点而言，它的创新特性与选择权重{wi}的方式有关。


  14.3 “损失对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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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行动者i通过j遭受的损失是Lij（a），而行动者j通过i遭受的损失为Lji（a），在某种意义上保证这些损失相等会显得“公平”；即最优损失结构可以限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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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方程14.9中的损失不会满足方程14.10中的对称条件，那么选择权重{wi}的策略将会是，当这些权重应用到方程14.9的原始损失上时，能够使得得出的损失矩阵尽可能对称。正式地说，权重的选择应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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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尔（1963）为损失矩阵的对称化提供了一个不证自明的解释。


  如果个体的偏好权重Λi相同，会出现一个特别的情况，即，如果Λi=Λj，∀i，j。在这种情况下，从方程14.9计算出的L（a）显然是对称的，即L（a）=L（a）T。那么，方程14.10和14.11则表明所有的权重应该都相等，或者写为wi=wj，∀i，j。如果我们假设通常的标准化，也就是wi=1/n，∀i，那么方程14.7可以简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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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当每个个体的偏好结构相同时，最优预算方案是个体预算方案的算术平均数。


  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偏好不同，接近方程14.11需要非均匀分布的权重。通常，不可能选择n个权重来满足方程14.11的n（n-1）种情况，所以必须接受近似对称。范登博嘉德和范斯路易斯（1962）提出，加权损失矩阵的边缘对称性是一个合理的折中方法。那么权重的选择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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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通过假设矩阵L（a）的非负性和完全独立性，方程14.13的情况n可以被单独满足。范登博嘉德和范斯路易斯（1962）证明了这种说法，并提供了一种估算权重w的向量的方法。麦克米金（1974）测试了这一过程的不同改进方法。


  这个模型最早由范登博嘉德和范斯路易斯（1962）应用于一个三位成员的委员会决策问题中，其中包括为1957年的荷兰制定经济政策。他们把这个模型嵌入一个关于荷兰经济情况的更为综合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并说明了如何把该方法用于确定五个政策工具的最优水平。然而，我们唯一知道的在测试中应用这个模型的案例，是罗斯坎普和麦克米金（1970）的例子。其中，作者尝试预测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西北部小镇，针对8项市政开支的议定预算份额。他们有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预算份额，并调查了1967年8个委员会成员关于期望预算的各自偏好。他们把模型按照1967年的偏好结构校准，并且评定模型的预测与1968年的预算份额的接近程度。这个测试有一些局限性，但提供的数据很有用，稍后我们将用于重做科尔曼的模型。这个案例将一并放在后面讨论。


  14.4 决策作为交换：马尔科夫对话


  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的一个主要局限性在于它很少涉及决策的过程。如果涉及某个过程，则假设损失由委员会成员自己“计算”，然后由主席计算权重并确定最优预算方案。实际上在一个正式的委员会中，更可能的情况是，主席通过讨论或对话的方式来选择权重，而不是通过计算。在本节中将探讨基于这样一个对话的过程，并把它作为下文介绍更复杂的决策模型的前奏。


  如果假设委员会成员间遭受的损失通过方程14.9决定，对于成员来说一种继续推进的方式，将会是尝试选择反映自己遭受或造成损失的全局性权重。有两种过程可以平均这些总损失，包括他们遭受和造成的损失。第一种是评定所有其他行动者对一个行动者造成损失的重要性。这里，对于i来说，由j引起的任何损失的相对重要性Pij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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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而言之，行动者计算出对其他行动者造成的总损失，然后决定这部分损失的重要性应该获得的值。在这样一个方案中有一个“公正性”元素。


  方程14.15描述的一阶过程是马尔科夫链式的指数分布，如果{Pij}非负切不可再分，对方程14.15进行迭代将会得到{zj（t）}，在t的范围内收敛到{zj}。这个范围通过以下稳态方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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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方程14.16没有对称性，但表示了j把自己的损失等同于他所造成其他所有损失的重要性。与这个方案相关的讨论过程被称为“马尔科夫对话”，在这个背景下，它最早由泰尔（1976）提出。


  当行动者i把自己的总损失等同于其他所有行动者通过如下方式在他或她身上造成的损失时，存在一个类似的过程。相比已经介绍过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不那么“自然”，但它是有用的，下文中可以看出来。行动者j对i造成损失的重要性，用j的总造成损失来衡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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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取值范围内，这个过程可以得出稳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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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形成了一个马尔科夫对话。方程14.16和14.19中包含的过程与最早由弗兰奇（1956）、哈拉里（1959）和阿贝尔森（1979）提出的平均过程是相似的，但最近被作为许多意见汇集模型的基础（Zollman，2012）。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我们也提及了这些过程相互作为对偶。此外，德·格鲁特（1974）提出的用于收集主观概率和它的随机等效的确定型模型，与这里介绍的概念有相近的思路。


  两个稳态分布向量Z和[image: z-6]不会一定相等，但可以考虑当一个方向上损失的平均与另一个方向上根据Z和[image: z-6]相等来进行平均的情况。而后假设两个稳态方程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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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从方程14.21中可以很容易得出[image: p463-4]。这显然是从方程14.13中得出的，并且把对称损失矩阵的相等权重结果扩展到了边际对称情况。最后，可以把方程14.13中的权重看作与马尔科夫对话中的比率[image: p464-0]相关。


  14.5 社会交换的非集聚模型


  对话模型反映了一个相当人造的过程，其中包含平均的类型只在理想的“公平”原则之下才能实现。然而，可以建立一个模型，根据反映每个个体的最优方案实现过程中的固有冲突的一个交换方案，来对最优预算方案本身进行平均。这样的模型是一个非集聚的马尔科夫对话模型，建立在社会交换理论的概念之上。这里介绍的形式，这个模型与科尔曼（1973）建立的模型相似，科尔曼模型我们在第12章中介绍集体行为理论中使用过，在上一章中我们也将其应用于土地交换的未完成市场。


  我们已经定义了个体方案的最优集合[image: p464-1]。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将定义一个“期望”资源分布A=[Aik]，可以被看作前面介绍的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但仅在特定情况下。同样，可以引入第二个分布B=[Bik]。B代表每个个体能够实现的“实际”方案集合，并反映每个行动者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度。显然，现在每个行动者之间的冲突与他们的期望资源分配与实际资源分配之间的差异相关，也与期望值与实现值之间的差异相关。我们还需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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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αi是行动者i实现他或她期望的分配方案所需要的期望资源水平，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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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βk是方案中每个事件或元素的实际值，通过行动者实际能够分配到事件k上的资源总量来反映。


  假设一个过程，行动者从一个给定的资源分布{ri（1）}开始。我们假设这个分布与{αi}不同，如果行动者想要满足他们的期望，需要把资源按照以下比例分配到他们期望的分配方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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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分配到每个事件或方案k的资源vk（1）的值可以从以下方程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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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14.26包含了系统中总资源的vk（1）被分配到事件k上。但事件k与每个行动者拥有的控制度（比如所有权）有关。因此，如果vk（1）是事件的资源值，并且行动者i控制了整个事件的Bik/βk，那么事件为行动者i提供的资源为vk（1）Bik/βk。于是，总资源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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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ri（2）≠ri（1），∀i，那么从这个交换中实现的资源与行动者开始时的资源不相等。这里隐含了这个过程的重复，而且如果方程14.26和14.27按顺序计算，假设A和B不可约并且非负，资源和值分布会收敛到均衡态或稳态。简而言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马尔科夫链式的。


  为了展示这个，首先定义方程14.26和14.27中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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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X和C是nxm随机矩阵，α-1和β-1是nxn和mxm对角矩阵，αi-1和βk-1在主要的对角上。这些相异只存在于第13章中的X和C的维度中。实际上，如果我们定义矩阵A和B，得出X和C，由于它们拥有相同的维度nxm，会稍微清晰一些，这在后续转置运算符中有更多的用处。


  利用这些定义，并注意r和v是1xn和1xm的行向量，分别与资源和值相关，现在我们可以把方程14.26和14.27的稳态形式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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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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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方程14.31代入方程14.30，并把方程14.30代入14.31，可以得出聚合稳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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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容易看出两者都是马尔科夫过程的稳态形式。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方程14.32和14.33可以作为相互的对偶，正如一般均衡理论（Gale，1960）中提到的。因为XCT和CTX是随机矩阵，我们也很容易看出这些方程是一阶马尔科夫过程的极限方程。因此，对于合理定义的矩阵，r和v存在并且唯一，而且可以放大或缩小到总和为1，或等于系统中的总资源。科尔曼（1973）建立了可以用于不同政治背景下的模型，而且可以把稳态资源分布r作为权利的衡量。这个模型在方案制定背景下有一些实证应用，曾经得出可测试的议题，上一章中我们建立的模拟市中心土地发展的模型展示了其可能性。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建立的这些概念，重点很明确地在标准决策过程和理想化结构上，而不是实际的决策过程。


  弄清楚r和v的测度很重要。这里似乎可以合理地把它们联系到A、B或二者的量级上，但在马尔科夫链理论中，这些是概率向量。让我们把方程14.30写为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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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K是比例常数。使用这些权重，在相同的个体偏好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方程14.7的形式写出一个加权线性平均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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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均衡态产生的值{vk}与最优预算分配成比例。方程14.31可以实现同类的标准化，使得资源放大或缩小到可以反映对事件的资源配置的加权分布。实际上，方程14.26和14.27中包含的马尔科夫过程可以很容易地展示出来，并以均衡态通过方程14.30和14.31表达，可以根据最优（均衡态）方案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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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这些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交换过程可以作为一个平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最优、但非均衡态的预算是通过连续迭代确定的，这样的连续迭代需要达到一个均衡态的标准。包含最优预算配置的线性均衡态形式，显然与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具有一致性。


  14.6 对称结构和平等交换


  然而，相对于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来说，科尔曼模型更加强调行动者和信息权重之间关系的对称性。首先，为了维持系统稳定行动者用于与他人交换的资源数量，即交换矩阵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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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方程14.11中的“损失对称”准则可以很容易推论出“交换对称”，从方程14.40中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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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方程14.41意味着行动者i给予j的资源与j给予i的资源是等量的，这就是伯克和斯内尔（1957）所研究的平等交换，并且也是马尔科夫链可逆性的条件（Kelly，1979）。要将方程14.41转换成14.11，首先假设权重{wi}为{ri/αi}。然后在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中，当损失是对称的时候，这些权重是相等的。如果在方程14.4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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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表明Aβ-1BT是对称的。那么探究这种对称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存在于科尔曼模型中就有重要的意义。


  当A=B时对称显然是存在的，也就是当期望配置与控制的配置或实际配置一致时。采用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将方程14.33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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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种类型的对称或平衡是存在的，很容易知道r=a（Batty，1981）。由于r是唯一的，只需要简单将a替换到方程14.43中就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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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1是一个1xn单位的行向量。方程14.44中a的定义很清楚就是在前小节中所给出的定义。当A=B时，对称性也存在于二元关系中。那么方程14.32就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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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权重{ri/αi}和{vk/βk}在n和m上的分布很清楚是相等的。根据方程14.35到14.37的结果，可以简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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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α-1和vβ-1决定了二元交换过程，通过将权重按照它们成比定义，交换中的对称性说明在最优方案的实现过程中没有冲突。在行动者i给j的资源与j还给i的同样多时，交换是平等的，而初始资源配置计划A和B是相同的。此外，权重是从团体决策过程中“自然”浮现出来的，并被实质性地解释为最优资源配置相对于初始资源配置的比率。因此科尔曼模型相比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来说更加丰富，但由于对称性的相关标准不同，它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实际上，尽管在实际上损失和交换在两个模型中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基本相同的。在科尔曼模型中，检查均衡态与对称的接近程度也是很有用的。


  科尔曼模型有一个最终预测，包括了具有不平等权重的对称性。它认为资源和价值首先由系统中展现的冲突程度决定（这个推断来自方程14.32和14.33），其次是冲突通过行动者改变他们的既定资源配置计划，以符合调整的期望计划。那么控制或所有权被更改为[image: p469-2]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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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方程14.48中的[image: p469-2]反过来代入资源价值平衡方程14.32和14.33，可以得到下面包含对称交换关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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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V和R是v和r分别形成对角矩阵。在这个模型中，假定为反映控制的变化，委员会实际上会调整其偏好，以及可能调整其组织。


  14.7 罗斯坎普麦克米金最优预算问题


  罗斯坎普和麦克米金（1970）将博嘉德和范斯路易斯（1960）的模型应用于预测最优预算配置问题，由8名委员组成的城市预算委员会来决定8个预算项目的市政开支。模型中涉及的这8项支出依次分别为：一般行政、公共安全（警察）、教育、文化、社会服务、卫生保健、建设住房以及地方经济计划。负责决策预算项目的资源配置的8名委员会成员是地方政治家，他们的职业分别为：退休警察、公职人员、警察、工厂工人、工会秘书、两个商人以及一个面包师。这也是他们在模型中的顺序。这个模型的对象是一个位于德国西北部的5000人口的小城，并将其匿名为“弗里西亚”。


  1967年时，罗斯坎普和麦克米金对委员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进行了访谈，以得到他们对最佳资源分配的态度。通过这些调查，建立了针对每个委员的偏好方程以及最优预算配置。他们采用了博嘉德范斯路易斯的损失方程，并开发了两种方法来通过方程14.13中的对称性关系来确定权重（McMeekin，1974）。根据方程14.7，权重和偏好被用于计算最优委员会预算。然后，将这个预算与观察到的1968年的配置进行比较。预测和观察到的资源配置水平情况是相似的，但是罗斯坎普和麦克米金（1970）并没有探究委员被期待做出最优行为的程度，也没有调查委员会进行集体决策预算的过程。我们将在下面提到，这个案例并不是一个实证检验的理想案例，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工具。


  我们并非有意要将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与科尔曼模型在同一问题上的应用进行严格的比较。但是这个案例提供了委员会决策的仅有数据资源之一，我们已经在科尔曼模型上进行了应用，我们也将顺便在博嘉德范斯路易斯（1970）的模型上进行简单的比较。在1967年的调查中，每个行动者被要求表明他“想要的”预算配置，我们将其作为nxm矩阵A。行动者同样也被要求选择他们认为应该给予最低水平资源配置的预算项目，他们的偏好强度用0~2范围内的数值来表示。调查中没有任何问题是与行动者对资源水平的控制力相关的，但是可以认为偏好程度代表了对该预算项目的控制水平。我们假设偏好强度越高，委员就越会在委员会讨论中施加更大的影响和控制。将nxm偏好矩阵作为矩阵B。A通过数千数据挖掘获得的预算水平来衡量，而B以0~2间的偏好强度来表示。这些数据都记录在罗斯坎普和麦克米金（1970）的文章和麦克米金（1974）的论文中。显然，A和B可以在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被缩放到同样范围。


  为了进行比较，所有变量和结果被缩放到总和为100，从而他们的分布值也就代表了百分比。因此在后的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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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尔曼模型在方程14.30至14.33中解决了，其权重是通过方程14.34至14.36来计算的。表14.1中包括了w、r、α、vβ-1、v和β的值，以及通过解决方程14.13得到的具有损失对称性原则的权重向量，后者是被罗斯坎普和麦克米金（1970）在论文中提出的。如果将罗斯坎普麦克米金模型中得到的权重与科尔曼模型的权重（表14.1中的第1列和第2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强烈的反转关系，这似乎表明，如果损失对称性的权重反映了弱行动者需要活动补偿以保障公平的程度，那么科尔曼模型权重可以代表利己主义的程度，或者也可以代表权力的大小程度。这表明科尔曼模型中的对称性原则的基础是简单调整初始分布α（其通常反映了目前的权力）以使平衡受到影响。显然还需要对这两个模型在这个方面进一步探索，或许可以设计出一个同时包含了最优化和交换考虑的模型。


  然而，模型的实际兴趣在于团体预算配置，是否被看作一个最优预算，或是如科尔曼模型那样仅仅是一个代表当前权力关系的妥协结果。首先必须要指出特别重要的一点，如果检查方程14.36，很显然对于任何配置{ak}的值都必须位于miniAik到maxiAik之间。如果这个范围非常小，不同的权重基本上不会产生很大不同的配置。当对于一个给定的k，{Aik}的i的值分布趋于范围的一端，上述情况同样也存在。因此，要发现解决方案可能存在的位置，我们在图14.1a中以百分比的方式来表达{Aik}的范围，其中{k=1，2，…，8}这8个轴线的范围是mini Xik到maxiXik。图14.1a表明模型得到的解决方案不会与初始的意愿配置——也就是模型的输入数据有很大区别。


  对1966、1967和1968三个年份的实际预算分配进行的观测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当{t=1966、1967、1968}时，{ak（t）}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绘制在图14.1b中，我们将图14.1a和b重叠为c来展示意愿分配和实际分配的相似度。不管选择什么权重，模型预测的资源分布都与观测到的值分布范围相近。总之，在这个问题中行动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争执，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成为一个很好的模型检测案例。尽管如此，从方程14.36中计算出来的最优预算{ak}使用表14.1中的权重{wi}。我们在A=B的对称性假设条件下，同样用相等的权重计算了{ak}，并在图14.2a、b和c中与罗斯坎普麦克米金的预算预测进行了比较。这些预算同样也通过C=I和C=[1/n]来计算，而这些明显不同的控制模式也没有得出不同的预测。这些预测之间很难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对模型进行更有效的测试必须包含与实际观察到的配置有较大差异的期望配置，从而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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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 期望和观测最优预算配置


    注：a.{Aik}的范围，期望配置，在k轴（1-8）上的图示；b.实际配置；c.图a和b的叠加。

  


  
    表14.1 与罗斯坎普麦克米金模型和科尔曼模型相关的权重分布
[image: ]

    注：百分比取小数点后一位；秩阶见括号中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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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2 预测最优预算配置


    注：a.文中科尔曼模型的方程14.36;b.科尔曼模型方程14.36用相等权重；c.使用罗斯坎普麦克米金模型方程14.7。

  


  然而，通过序时平均过程达到对称或相等交换的度，可以更进一步探讨科尔曼模型的合适性。衡量任意矩阵[Zij]的对称性误差，可以这样计算


  [image: p473-1]


  Ω以百分比形式计算，且当Z=ZT的时候等于0。在罗斯坎普麦克米金案例中，原始损失矩阵L偏离对称约为57%，当计算并应用权重之后，可以减少到20%。在科尔曼模型中，原始交换矩阵Aβ-1BT偏离对称126%，当计算并应用权重rα-1后，减少到5%。从狭义上说，科尔曼模型看起来会是一个更为合适的妥协或平均策略。


  14.8 方案设计和实时决策过程


  这里展示的两个模型在某种特定技术条件下是等价的。两者都具有对等结构，委员会委员的权重或重要性是相同的，当一个委员给另一个委员一定资源，他或她也会从对方获得等量的资源。这个等价交换的过程也许可以如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中的那样意味着公平，但它也可能如科尔曼模型中那样意味着利己主义。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等价与团体预算的权重形式有关，它是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的优化中产生的，但却作为一个均衡条件存在于科尔曼模型中。他们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尽管这里的例子并不具完全的说服力，两个模型看起来更像是两个相似而非相对的平均过程。这种方法包括了一个清晰的含义，即探索科尔曼模型中构思的权力概念对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优化的可能影响程度。例如，有可能可以采用科尔曼模型来决定权重，然后将其嵌入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中对团体福利功能的优化中。甚至还可能将某些形式的迭代二次优化置入科尔曼模型，用于决定权重和均衡状态的最佳预算配置。


  在本书第三篇所有介绍的模型中，我们努力保证模型的运行和使用可以得到确切的结果。在网络模型中，很容易理解什么样的进程不会收敛至特定的结果或是根本就不会收敛。如果网络可以被分解为相互排斥的子网络，这就表明这个系统或是问题解决过程也可以被分解为单独的子系统和子问题。在第一篇以及第10章和第11章中，所介绍的从非连接到强连接和完全连接的图表分类也解释清楚了上述问题。如果图表没有达到强连接，比如意见汇集和序时平均，作用于它们连接的过程将不会发生收敛，或者如果它们收敛的话将会变成极端状态。不过，可能通过建立更加复杂的模型，而不是通过探索不同的网络结构来定义不同的过程。例如，建立平均法基于二级或更高秩序的模型，其平均通过加权的事件组合形成，而不仅是基于前一个时间阶段而是包括了更加之前的阶段。总之，这种方式可能使态度有更强的惯性，不同的行动者可以被分类成不同的团体，分别对改变有不同程度的抵抗力或接受度。另一个战略是引入外部的新的态度，即假设阶段性地或在每一个时间阶段中，这些过程会接收新的信息，从而改变趋于均衡态的运动。这样的过程与动态输入输出模型很相似，其中的改变会因为事件变化反复发生。当然，如果这些改变被移除或在每个时间阶段都相同，那么态度的收敛将会发生。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一个比我们之前所有介绍的模型都要更加现实的决策模型，通过阐述其应用我们展示了如何调整它以适应真实世界。然而，在第三篇中所精心阐述的决策模型在这里有所缺失，因为我们很清楚这些章节中讨论的模型是用于选择最佳解决方案，这对于真实决策来说并不一定适用。由此来说，我们的模型更接近于设计而不是决定，它们的构建目的是让设计师和决策者能够以结构性的新方式来思考设计和规划。然而这些应用已经展示了一定的结果，还需要好的测试案例来进一步进行检验。物质规划或者土地使用规划的设计问题在这里有很大的相关性，因为这些规划通常以团队或规划委员会的正式谈判的形式开展。


  对于案例的选择也需要很谨慎。一个有力的实证检验案例的先决条件是高度的争议可以通过高度结构化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还需要决策的过程可以从外部观察到。在罗斯坎普麦克米金的案例中，由于初始数据与结构的高度相关性，根本无法在预测预算的基础上来分辨模型。不过，关于预算是如何决定的更细致的观察应该会揭示出谈判和决策的过程，至少是其中的部分过程。如果想要提出和解决等效性问题，这些观察是非常必要的。最优性问题同样也应该被处理。科尔曼模型说明了局部最优化是无法确保可以成为整体最优化的。这看起来也很符合那些新兴的建立在西蒙（1983）长久以来满意决策思考上的决策方法。科尔曼模型展现了一个可以提升这些思考的框架，但更加重要的是它在很多地方与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是等效的。我们所发现的这个等效性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可以将这些工具用于在规划过程生成优化设计。


  结论


  
    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原理都放到一起，我们会发现实在太多了。它们彼此之间还相互矛盾。


    ——理查德·P·费曼（Richard P.Feynman），《物理定律的特性》（1965，第155页）

  


  我们所尝试揭示的内容仅仅只是一个开端。正如我们一直强调，城市和城市规划包含很多视角，绝不应将本书的内容当作唯一可能的城市科学。当我们认识到城市的复杂性，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知道，理解和设计城市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彼此差异甚至相互冲突的视角。实际上，本书第三篇的模型都是基于这一概念基础上：城市规划方案是解决冲突、持续达成对城市最佳未来共识的载体。理解世界的角度不同是本书第二篇与第三篇的模型的主要差别所在，一个基于实证，另一个基于规范。实证的思考角度可以宽松地理解为“实证主义”，其主要方式在于理解“是什么”，而规范的角度重点在于“应该是什么”。前者认可世界现有的状态，而后者探讨世界应该有什么样的状态，它们的不同之处有时候也可以理解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实际上，事物之间往往并没有严格的绝对区分，实证和规范的角度有很多相互结合的方式。如我们在第三篇开始阐述的，尽管我们的设计模型在本意上是规范性的，它们也包括了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即这些模型的过程是具有被观测的可能性的，并且这些模型中的规范性内容也受一定限制条件的约束。我们的模型提出了可以改善实际决策过程的方法，阐述了未来城市设计的规范。


  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第8章中介绍的进化模型来调和“城市的科学”和“设计的科学”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些是复杂性理论的基础。它们提出了构成城市系统的代理人、行为人或活动之间的作用方式，如何相互学习以及对环境进行学习，对活动的最佳区位以及活动间相互作用的最佳方式进行决策，从而达成更加可持续的环境。这类模型的核心是学习，学习将现实与理想、实证与规范联系到一起。根据每个人的视角不同，现实可以被解读为去达成理想状态的一个过程，或是将设计看作一个将理想和规范妥协达成一定共识的过程。实际上，学习本质上就是进化，很多当代的设计观都强调关注观点和态度的变化，即它们如何进化成为整体性的优化方案，从而体现达成特定规范和目标的要求（Steadman，2008）。其实，这些规范本身也可能发生变化和改变自身，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目标是不断变化的。


  对于这门新科学会如何发展，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我们提出的跨越这两个领域的模型：即区位和相互作用是城市形成和进化的基础，而形式设计是应对全部未来行为的集合的一项产品。


  我们的土地交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这个观点，此外，更加理论性的模型变体也支持我们做出这样的综合。城市的设计决策的本质，是对一些可以实现目标集的区位模式的共同认可。这其中的核心程序包括达成共识的方式，以及基于投票达成某种妥协以解决冲突，重复平均过程和贝叶斯学习，这些都会使得城市形态进一步收敛至均衡态。在第10章中引入的弗兰奇哈里模型定义了这类过程的基本原理，在过去的50多年中，这些模型以多种方式在社会网络传统中被阐释（参见Jackson，2011）。实际上，这些阐释来源于不同的方向。具体来说，格鲁特（Groot，1974）首先将统计学习结合到这些过程中，查特吉和瑟内塔（Chatterjee and Seneta，1977）则进一步推动了研究，不过他们的研究与社会网络缺乏联系。在另一个领域中，社会网络计算的研究者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在数字过程中采用收敛方法。勃朗德尔等人（Blondel et al.，2005）在社会网络领域之外建立了类似的过程，不过这些研究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弗兰奇（French，1956）建立的收敛意见汇集模型的基础之上。不过，它们的关注重点更加倾向于研究这些过程在达到均衡态中是如何被改变的，从这点来看，与第二篇所提出的实证模型有很大的相似性。


  然而，还有一个模型与模拟城市增长的基于元胞代理人的模型有很大的内在联系，我们首先在第8章中介绍了后者，并在后面章节的意见汇集模型中继续有所涉及。这个模型实际上是基于质点动力学的。维切克等人（Vicsek et al.，1995）阐述的模型实际上是依据“质点”周边所发生的状况对质点进行平均，这就与意见可能会如何被平均的想法相符，即依据与问题中代理直接相关联的代理对意见进行平均。他们写道：“这个模型的唯一定律是，在每个时间段中，一个给定的具有恒定绝对速度的质点，呈现了在其周边半径为r范围内质点的平均运动方向，以及叠加的随机扰动。”（第1226页）简而言之，这些随机扰动使得质点不会收敛集聚到一起，但是收敛的方向很快会被建立起来。在空间中，通过随机成分来固定群组密度，从而产生集群。在一个系统中，如果每个质点都与任何其他质点直接或间接连接，那么当随机成分为零时，收敛是必然发生的。


  这个模型与其他模型在逻辑上有很强的相似性，比如我们在第1章和第8章中介绍的有限扩散凝聚模型。但是，如果我们将质点看作代理人或行动人，将空间作为意见被定义的空间，那么它就变成了弗兰奇哈里模型的一般形式。这表明第三篇与第二篇中的那些模型并有没有非常大的距离，这也是可以充实我们这门科学的一个明显策略。通过这里所提供的工具，我们完全有可能将弗兰奇哈里模型推广到空间领域，对决定行动者因子的土地或空间元素进行分别处理。这样甚至有可能考虑系统元素在空间相互作用下的移动性，从而建立一个城市中运动的一般模型，或许可以称作维切克弗兰奇哈里方法。我想，这可能是这门科学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明确方向。


  当然，还存在很多其他的方向，正如费曼（Feynman，1965/1992）针对物理学所说的，这些方向中许多并不能相互整合在一起。有些对城市的理解比较综合，比如那些基于土地使用交通模型的，还有些是涉及个体和代理人的相对分解的模型，这两者之间并不能完全兼容，这也是第8章和第9章的比较所揭示的。相对于微观方法来说，宏观经济方法代表了看待城市系统的不同视角，很多典型过程具有清晰的空间含义，但却很难被测度和建模。简单来说，城市的很多重要方面很难通过本书所介绍的模型和工具来进行研究。现实和理想，或者说实证和规范模型，是本书两大部分内容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尽管两者之间可以有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但它们确实是两组相互冲突的概念。空间尺度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本书中并没有怎么讨论动力学，而这也是打造一门应用科学所需的重要内容（Batty，2005）。此外，本书也几乎没有涉及政策等更广泛的内容，这些对我们建立的模型和工具在现实制度下的应用和调整都有明确的影响。不过，这些缺失为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这需要其他同行继续向前探索，揭示这些方法是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城市，并用设计满足我们城市的迫切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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